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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廷江

《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韩关系》一书，是2010年11月8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韩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会议结束两年有余，研讨成果姗姗来迟，甚感有负前辈后进之期待。不过，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原计划一年内出书，无大周折，论文集竟也忸怩露面了，说起来还是一件令人欣慰可喜的事情。

对于21世纪的中日韩三国而言，有关东亚区域合作的话题，包含着历史、现实和未来三大层面。就近代史而言，从19世纪末起，经过20世纪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今天，困扰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三者关系的最大问题，首举东亚区域的和平与合作。从现实意义讲，本次会议也可以理解为是回应2009年10月上台的日本民主党鸠山由纪夫首相所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设想”的学术探讨的产物。诚然，现在不仅鸠山由纪夫早已告别了首相之位，就连民主党也回归在野党，以日本政府主导的“东亚共同体设想”近乎被人们遗忘。但是，历史提示我们，在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恶剧给这一地区所带来的灾难，只有理性批判的力量，才能化腐朽为神奇，为今天我们探讨东亚区域合作提供经验和教训。同时，未来的发展也一定会证明，只有对历史的认真反省和继承，才能实现中国、日本和韩国以及朝鲜的和睦相处，才能实现东亚区域的和平发展。因此，东亚区域合作的问题，会因为政治因素沉浮隐显，然而，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无论到达条件具备的时代所需的时间有多久，东亚区域合作是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的共同愿望。毋庸置疑，今天的辛勤耕耘，必定能开创美好的未来。本书共收录论文30篇，有关会议的实况请参考卜凤坤执笔的研讨会综述。期盼这本论文集能够在探讨东亚区域合作上留下她的痕迹。

“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韩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三个单位共同主办的。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提供了经费上的支持。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为中国史学界重要的学术团体，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名，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资浅力薄，承蒙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耿升教授和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教授的邀请，有幸参与办会和担当编辑出版工作，时至今日愈发体会到，两位先生信任之重。

丁兆中承担了编辑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宋月华、魏小薇付出了极大的辛苦。谨对所有作者、编辑、耿升先生和石源华先生表示衷心的谢忱。


东亚共同体的逻辑与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 李文


一 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外部逻辑

（一）改变近代以来东西方之间形成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格局

自近代以来，亚洲一直作为欧洲的从属物甚至创造物而存在。由于比其他地区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化，依靠雄厚的经济后盾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西方成为地球的主宰。1800年，欧洲的面积占地球面积的35%，却支配着地球面积的5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4年，加上殖民地和海外占领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占据全世界85%以上的土地。

西方列强主要通过战争征服、殖民侵略，使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沦为它们的势力范围。欧洲和亚洲之间基本上形成了一种主体与客体，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剥削和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二战前的一部东亚史，就是一部写满血泪和屈辱的历史。1511年，葡萄牙人以印度为基地，用火炮轰开一个东南亚封建国家——马六甲王国的大门，开始了西方殖民侵略的时代。随后，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相继侵入，推动了东亚殖民地化进程，到二战爆发前，东亚大部分国家都沦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后来虽然通过二战后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许多东亚新兴民族国家开始摆脱西方的控制和支配，但西方和东亚之间的严重不平等状况依旧在某些方面存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猛崛起，使东西方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有所改变。罗荣渠教授曾经指出：近代以来东亚一直未曾中断对西方的抗争。日本的明治维新、东亚各国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1949年中国的革命，都是对世界近代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但这些事件的影响主要是地区性的。战后东亚在经济上的崛起，才使东亚自近代以来在真正意义上对世界产生全球性影响，并导致人类历史的重大变革。
 
[1]

 但经济实力的增强，还只是东西方的不平等关系有所改善的一个方面。由于缺乏足够的自主性和凝聚力，东亚在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还没有从对西方的依附和受支配地位中摆脱出来。一些西方大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左右东亚的地区安全，在东亚地区的许多重要事务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还利用IMF等国际组织向东亚推行西方的经济模式和文化价值，利用民主、人权问题干涉东亚国家的内政。正像两位欧洲学者在1998年指出的那样：“甚至今天，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安理会的某些最高领导人身上，我们还依稀看到那过去的‘监护人’的影子。”
 
[2]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一个重要标志是区域集团出现新的高潮，欧盟不但统一了市场和货币，还颁布了宪法。北美在地区化进程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这种发展趋势再次使东亚处于被动地位。

东亚共同体的形成，是西方对东亚过度支配的必然结果。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东亚只有形成一个共同体，才能有效增强和提高自身的自主性和凝聚力，谋求在国际关系格局中与西方平等的地位，真正摆脱西方的控制和影响，在国际事务中“成为主体而非客体，原因而非结果”，从而有助于结束西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单方面地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巨大压力和影响，推进全球化朝着双向的、多向的互动和相互作用、相互均衡的方向发展。1992年雅加达不结盟运动的第十次首脑会议上，马哈蒂尔说：“过去我们有倒向另一边（指前苏联集团）的自由，现代我们没有这种选择自由，我们新的选择自由是要么屈服，要么对抗。”
 
[3]

 这一说法，正是这一客观诉求的直接表达。

（二）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多样性的证明

自近代以来，西方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西方的经济模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以武力为后盾，单方面地向非西方国家传播和扩张的过程，表现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的文化等方面被迫参与西化的过程。在基督教精神的引领下，西方人一直持有一种对“必然性”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可预见性的信仰，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社会制度，一直被西方人看做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唯一选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加入所谓民主化国家行列，被亨廷顿等学者称为“第三波”。苏联、东欧解体，冷战结束，更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作西方自由平等理念和社会制度全面胜利的重要标志。

但现实的发展远远出乎这些西方学者的意料。在经济上，全球化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主要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变本加厉地在世界范围推广的过程。这种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模式的主旨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主要推广机构是世界银行、WTO（GATT）和IMF。自20世纪70年代起，一些发展中国家接受了IMF和世界银行提出的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改革方案。到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大批拉美国家、非洲国家乃至南亚国家的参与，“经济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并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而达到高潮。令人遗憾的是，“华盛顿共识”非但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预期的经济繁荣，反而带来管理不善、腐败以及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阿根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20世纪初，阿根廷曾位居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六位、人均GDP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的80%。但这个国家由于自1976年开始在“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观念的指导下持续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终于在20世纪末变成一个“灾难国家”——经济负增长；高达1500亿美元的外债无力偿还；人均GDP降至2100美元，比近一个世纪前的3797美元几乎减少了一半；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4]

 同样“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并没有在俄罗斯和其他大多数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产生预期的结果。西方人告诉这些国家，新经济体系将把它们带入前所未有的繁荣，取而代之的是，它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贫困”
 
[5]

 。

同经济上走西方发展道路的情形相似，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同样没有帮助自身从混乱、失序和贫困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卷入了所谓的“第三波”，但至今还没有摆脱“民主—动乱—专制—再民主—再动乱—再专制”的恶性循环。在俄罗斯，美国的“休克疗法”则将这个曾经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宇宙空间轨道的国家迅速地转型为一个自然资源的出口国。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武力为后盾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模式向阿拉伯地区强行推广时，甚至遭到强烈的抵制和反抗。

当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许多西方政要和学者都多少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宣称危机表明“东亚模式”和“亚洲价值观”的破产。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自由资本主义以及由这种自由资本主义引导的全球化本身所存在的弊端。全球化不应该是单一线路和单一模式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发展出现新的趋势和重大转折，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观点，也越来越显示出它本身具有的洞察力，而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则无疑构成这一新的发展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一，东亚共同体的产生，证明在人类社会发展方面，真理不止一个。传统上信仰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国家，都非常关注“真理”。纵观历史，这些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都难以容忍现行的一些思想，他们只有一个“真理”，其他的都是错误的。这种理念和价值符合柏林所说的“一元论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
 
[6]

 然而在东亚，却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经验与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包括佛教、道教和神道教在内的东亚宗教，从不认为任何人、任何流派能够拥有“真理”。人类的真理被看做是一种部分真理，因而一个真理并不排斥它的对立面。东亚人可以很容易地同时信仰或从属于一个以上的宗教或哲学流派。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曾经说：“我们日本人并不把自己看作是笃信宗教的民族，尽管我们信教；我们认为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我们当中有佛家、儒教、道学家和基督教徒，但我们也很重视实际。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日本人生为神道，过着儒教生活，在基督教的婚礼下成亲，在佛教的葬俗下送终。我们的礼仪、习俗和节日都是由几百年的宗教传统演变而来的，但我们却不为禁忌所缚，愿意追求最佳和最实际的方式尝试做任何事情。”
 
[7]

 而胡适则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有着如下的评价：“全世界各民族中，只有我们的民族对于宗教的生活是最淡漠的。”
 
[8]

 这种主张世界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宗教哲学非常有助于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而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又无疑非常有助于这种思想观念的发扬光大。

其二，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能够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不止一条。在基督教精神的引领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长期坚持西方发展理念和模式的普遍意义，主张拥有美国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是所有国家繁荣幸福的前提。按照这种逻辑，全球化的最终结果是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差异性彻底丧失。但这种使全球各个国家和民族都高度一致，完全同质化的全球化，既不可能，也非常可怕，而它本身也不过是西方人的理想，符合西方人的利益。这种逻辑在现实上推到极致，就是法西斯主义式的极端主义和极权主义。在目前，则表现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东亚共同体的形成所具有的最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正在成为西方文明以外的一种现代文明模式；一个与西方有所不同的政治制度、理论学说、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全面勃兴，向世人清晰明白地展示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不是一个单向的、孤立的发展路线。

其三，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能够扭转以往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向东方单向传播的不均衡格局。东亚共同体的形成不仅可以扭转近代以来“全球化及西方”这一非常态的历史进程，而且就本身的性质而言，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还会真正使全球化成为一个世界各地区和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从而证明全球化不是一个统一而消灭多样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共同利益和价值增多的也增加多样性的过程。换言之，全球化并非单一的线路，而是多种线路。全球化本身要求在西方之外产生新的现代化模式，走出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以及集团化道路。只有这样，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才有可能摆脱由单一的衡量和评判标准造成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模式。

（三）结束由西方人代替东亚发言的历史

近代以来，随着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西方日益成为真善美的化身。“从16～20世纪，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为西方思想、价值观和文化实践在全世界的接受与传播提供了一些最根本的基础。”
 
[9]

 雅斯贝斯说：“世界历史从1500年至1830年这一段时期，在西方是以其大量特殊的个性、不朽的诗篇和艺术作品、最深层的宗教动力以及在科技领域的创造而著名的。”
 
[10]

 在这段时间里，西方世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仅拥有物质上的强制力，而且还利用其在心理、精神、观念、目的等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优势，借助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喋喋不休地对东亚进行说服、指导、影响、诱惑、威胁、约束和吸引。从19世纪到二战结束，西方的标准甚至就是“文明”标准的代名词。在那一时期的欧洲人看来，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他们接纳还是不接纳非欧洲国家为他们自己形成的国际社会的成员。与此相对应，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学习西方的过程，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模式、政治制度和宗教艺术向非西方国家传播的过程。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继续主动扮演“民主的”新世界新秩序的领导人的角色，并试图以它们制定的“文明的标准”吸纳或排斥非西方国家。至少在一部分西方领导人和知识精英看来，“如果东方能够表述自己，它一定会表述自己；既然它不能，就必须由别人担负起这一职责，为了西方，也为了可怜的东方。［正如法国人所说：因为没有更好的。也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指出的那样，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11]



西方人了解和把握东亚，甚至建立东方学，其出发点是使这个地区中规中矩地按照西方的理念和逻辑发展。早在黑格尔时代，欧洲就有了所谓的欧洲观念和欧洲认同，并把欧洲以外的民族视为劣等民族。由于有了欧洲观念，在马太效应原理的作用下，东亚就逐渐失去了自己的认同和观念。东亚成为西方的延伸，没有主体性；东亚的发展要听从西方的领导和指引；东亚的是非要由西方人来判断；东亚存在的意义要经由西方人来诠释；东亚人自己的知识要经由西方人的判定，肯定后才有意义。正像爱德华·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所指出的那样：“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西方人的）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
 
[12]

 “如果将18世纪晚期作为对其进行粗略界定的出发点，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
 
[13]



只有独具特色的东亚共同体的形成，才能打破“唯有西方”的神话，从而夺回自身的话语权，结束由西方代替东方说话的历史。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如果东亚按照欧盟的模式建设共同体，东亚的历史将继续成为西方历史的扩展和延伸，即把西方的经验、模式和理论原封不动地套用到东亚共同体的实践中来，东亚共同体就成为欧洲共同体的延伸和扩展，全球化依旧在延续单一模式，东亚共同体即使建成，也不过是欧盟的复制品或山寨版，成为比欧盟低一个或几个等级的共同体，东亚依旧是西方的附庸和二流地区，依旧难以从不平等和屈辱的状态下解脱出来，也难以彻底告别没有自己历史的历史。

其二，如果照搬西方的模式，东亚永远不会有属于自己的共同体；如果完全依照欧盟的标准，东亚共同体也不可能建成。历史经验表明，任何民族和国家完全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都不可能获得成功；任何地区合作和共同体的形成，也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共同体的模式。而且，独具特色的东亚共同体产生的外部合理性，在于从人类社会发展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来看，需要在21世纪形成的是一种新的、与欧盟和北美有所区别的共同体。

其三，即使照搬西方模式，亦步亦趋地跟随欧盟建构东亚共同体，也是一个西方人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他们必然加以干预。瑟罗明确指出：“美国对一个有凝聚力的亚洲贸易集团没有兴趣，它有自己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太多的欧洲关系。分而治之才是真正重要的。”
 
[14]

 1978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考虑像美国照顾中南美各国，德国特别照顾EC，EC特别照顾非洲那样，对太平洋各国和地区加以照顾，正式把促进与环太平洋地区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作为新内阁的外交战略，
 
[15]

 尽管他念念不忘强调这一切都必须以日美友好为基轴，但是仍然遭到美国的反对。1990年，马哈蒂尔提议成立一个“东亚经济集团”（EAEG），后经修改，被重新命名为“东亚经济核心会议”（EAEC），成员与现今“10+3”的成员完全相同。结果因被美国严厉抨击为“在太平洋画一条线，将日美分开的设想”而化作泡影。1997年9月，日本提出在东亚成立一个10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也遭到美国、IMF以及西方其他国家的反对和制止。

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唯一途径就是另辟蹊径，不走欧盟的道路。东亚共同体只有根据东亚的实际思考和探索发展与合作的模式，才能更加有力地向世人清晰明白地展示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地区化进程不是一个单向的、孤立的发展路线，才能增进东亚人的主体意识和自信，恢复自己的话语权，从而逐渐结束文化传播主要由西方向东方无条件单方面传播的历史；结束东方人主要向西方人学习的历史，东亚的发展成败主要由西方人评判的历史，以及东亚发展的本土经验也要采用西方的学说和方法加以诠释的历史。


二 东亚共同体的内部逻辑

所谓内部逻辑，系指使东亚共同体有别于欧盟等其他共同体的内在规定性，这种内在规定性制约或规定或指导东亚共同体的发展方向，主要有和谐理念、共生理念、秩序观念。

（一）和而不同

东亚共同体是在充分尊重各国的国情，承认各国的差异的基础上形成的。与在同质性较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盟不同，东亚是一个内部异质性很强的区域，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有大国，也有小国。在这种情况下，儒家主张的“和而不同”便成为共同体成立的一个重要基础。
 
[16]

 “和”是承认有差别有矛盾的和谐，而“同”则是否认差异的同一性。儒家的这一思想即是肯定了差异基础上和谐与合作的可能性。

“和而不同”在东亚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东亚大陆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天下”。中国在上古就已形成华夏、东夷和苗蛮或河洛、海岱和江汉几大族群集团，经过长期互动、分化、融合，至迟在周代即已形成以周族等“国人”居于“国中”（亦即城郊以内），“野人”（亦即其他族群）居于野外为基本格局的国野之制，并进而形成了以华夏族为主体，与戎狄蛮夷等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更为广大的格局。在长期的互动中，两周之际的东亚大陆，早已是华中有夷，夷中有华。孔子就主张华夷之间文化的差异既表现在发展水平上，更表现在族群之间各自久已形成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上，因而不希望农耕文化为游牧文化所取代，也没有要以前者直接取代后者的意思，而是主张以文明的方式引导安抚之。华夏世界的上述气度与文化兼容精神，对后世的东亚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17]



李约瑟等人则称中国人的协调思维“是一幅极其精确并井然有序的宇宙图像，其中事物的‘配合’是‘紧密得不容插入一根毛发’。它是一种没有主宰者的各种意志之有秩序的和谐；它就像是乡村人物舞会上的舞蹈者们之自发的然而是有秩序（在有模式的这种意义上）的运动一样，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是受法律的支配去做他们所做的事情，也不是被别人从后面推到前面来”
 
[18]

 。费正清等人曾盛赞历史上主要由儒教文化圈构成的东亚在社会组织方面表现出的独有特征：“东亚社会存在一种超乎寻常的黏着力和无与伦比的组织力，这些特征的根源在于隐藏在当地各民族丰富的历史经验背后的深厚的历史传统。……东亚各民族在社会组织号召和政治组织方面所表现出的高超的技巧正在引起全世界的瞩目。”
 
[19]

 实际上，这些优势的取得，主要是中国乃至东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和而不同”的观念，在一个群体、一个地区内存在多种差异的情况下，磨合出和睦相处经验的结果。

（二）德治

约瑟夫·奈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中阐述道：“软实力是一种能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在人际交往中，我们都很熟悉吸引和诱惑的威力……同时也包括树立榜样，吸引他人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软实力包括对外的号召力、吸引力和动员能力，对内包括国家凝聚力，主要依靠软实力，是成长中的东亚共同体的重要特征。

在历史上，中国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主要建立在德治、德化、礼教、教化、感化的基础之上；中国从来不主张强求一致，不主张武力征服；虽然中国强调由对上下尊卑位置的确定所构成的秩序，但这个秩序的维持并不大依靠武力和强权；挑战秩序，其结果多是带来强大者怀柔政策的调整。

“德治”是中国王朝国家统治的理想状态。儒家学说主张，一国实行德治，就会拥有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在理念上，由有德者承天命，受天命的有德者作为皇帝，以“德”来统治地上所有人（即“天下”）。皇帝的德是普遍性的，由中心向周围扩展直到无限。被此德所感化并受其教化的就是民，如《论语》所说“近者说，远者来”，自发地追随而来，通过沐浴于皇帝统治的恩惠，他们的生活空间作为皇帝统治的中华的领域而被暂时划定下来，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20]

 。自然这种统治与现代国家那种画出清楚的分界线（国境）并对界内领域进行表面上均质的统治不同，而是一种以掌握人为重点的统治。虽然在同一空间之中，但也存在没被感化的顽固之民，他们被称为“化外”，也即教化之外，作为没有受到皇帝统治的恩惠的人，只要不破坏全体的秩序，就不会受到惩罚，而是被弃置不顾。既然德是普遍所及的，则化外之民也是要受教化的就成为一种观念，因此自然而然的教化——化外的分界也不过是暂时的。
 
[21]

 鉴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民族和人都有教化的可能，因此，所谓的“华夷之分”只具有相对的和暂时的意义。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即使在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时期，也没有像基督教对异教徒那样，甚至不惜以十字军的方式去改变异教徒的宗教信仰。按明太祖朱元璋的世界观，海外四方诸夷，“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他定下的“祖训”中开列朝鲜、日本等15国为“不征诸夷国”。
 
[22]

 儒家的华夷观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求四夷“归顺”“宾服”，相安无事即可。对此，韩国学者全海宗指出：“中国的朝贡制度并不企图政治性的直接支配，仅具备服从的形式就够了。”
 
[23]



（三）共生

共生的思想作为一种思维模式，起源于古代亚洲，特别是发源于古代印度的佛教和古代中国的儒教。此外，在东北亚一些原住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中，也能发现这种观念所具有的旺盛活力。

在东亚传布广泛的儒教文化，就非常强调仁爱之心与进取精神，所谓“厚德载物”，所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一种宽容的思想，对不同意见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自强不息是对生命的体会，人的生命就是努力前进、奋发向上。儒家的经典《周易》将“厚德载物”与“自强不息”相提并论，就是要求人既要有宽容的态度，又要有坚强的意志。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礼记·礼运篇》所描述的大同理想，这种中国古代先哲有关大同世界的论述可以看做是东亚共同体的原始出发点。

儒家文化强调的大同世界，不但包括人类，也包括自然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命题，其实际内容和今日从生物学延伸出的“共生世界”十分接近。许倬云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一书中曾指出：“儒家对于生产的态度，稍近中和，利用厚生，而不愿竭泽而渔。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都是有节制地利用资源。牛山濯濯的警惕，不仅在自然，也在人性。”《周易》古经《小畜》卦上九爻曾提出了一个与生态伦理相关的命题——“既雨既处，尚德载”。如将这句话译成白话文，意思就是“该下雨的时候就下雨，该停雨的时候就停雨，原因就在于人类至高无上的道德能承载万物（容纳天下万物，既对人讲道德，也对万物讲道德）”。这是中国古代传世文献中最早提出的生态伦理思想。它表明在西周初期，中国先民已经将风调雨顺生态平衡的自然现象与人类自身拥有的高尚道德联系在一起了。《周易》中甚至强调人们如果真正拥有一颗和平、诚信、恭敬和祥和的心，即使与老虎这类猛兽交往，都会平安无事。

居住在东北亚的少数民族，如赫哲族、阿依奴族、蒙古族都拥有朴素的共生观念。赫哲族、阿依奴族都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在口授文化中繁衍，并传承了一种独特的生活原理和行为原理，一种内发的、自戒的规范。他们对人类和人类以外的东西怀有仁爱、敬畏、感谢、慈悲之心，推崇多样性和包容性而不是对立性和排他性。例如，赫哲人在获取猎物时，从不独自享受，而是要不分民族地分给周围的人，自己只留下相同的份额。在赫哲人的思维中，“应把万物看作生灵，与人相同”，即对生物予以对人同样的照顾。例如，当赫哲人在猎物吃不完也带不走时，总是把其放在火堆旁，以方便后来的“饥饿的人”食用。这里，“饥饿的人”既包括人，也包括狐狸、獾子、乌鸦、老鼠、蚂蚁等动物。蒙古人同样如此。成吉思汗曾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为了后面的路人，不要把水弄脏。”蒙古草原和荒漠的人们珍惜所有的生命，一草一木，以及一禽一兽。根据蒙古族的生活原理，所谓“人”不仅包括人类，还包括马、骆驼、牛、羊，甚至包括鼹鼠、兔子、蛤蟆、蚂蚁和虫子。在他们看来，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生命予以照顾，正是对自己生命的呵护和对自己生活的照顾。

（四）礼与秩序观念

与欧洲共同体建立在所谓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和制度不同，东亚共同体的内在规定性是“等级秩序”，即共同体内部的各个国家根据共同体发展的历史、现实以及自身的实力确定自身在共同体内部的位置、建立秩序，而“礼”则是维持秩序和等级的基本原则。

在东亚，礼甚至比法在维系社会秩序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这一点，早已引起一些西方学者的注意。例如，针对《唐律》序言中提出的“脱离礼而致力于法律规定的刑罚”（“出礼入刑”）乃是危险的这一观点，爱斯嘉拉的评论是“在这个概念里，并没有拉丁文意义上的法律一词的地位。甚至于个人的权利，也并不由法律来保障。在那里，只有由秩序、责任、等级制及和谐等观念所支配的义务和相互妥协”
 
[24]

 。

“礼”是东亚儒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孔子就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25]

 在深受儒教思想影响的东亚国家，首先，礼是一种行为规范和准则，是维护等级秩序的重要方式。《论语·八佾》全篇都是批礼崩乐坏的现象，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26]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27]



其次，礼是对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在孔子看来，那些破坏“礼”的人就是破坏现有秩序的人。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认为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不逾越不冒犯就是礼，就是维护社会秩序最好的手段和方法。

再次，“礼”又是一种道德。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28]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
 
[29]

 “仁”是论语中最高的道德标准，孔子认为，遵从“礼”才能算得上是“仁”，而“不仁”的人，就根本无法做到“守”礼。也就是说守礼，是一种道德。“由于一个社会的建立存在于每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之中；由于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审视自己，以表现出恰当的行为规范；因而人人都肩负着举止得当的任务，即一个导致他们自己社会关系增强的过程。这一负担不是简单的像‘公民义务’概念上的世俗任务，而是一种内心升华了的生活体验。为学习规范自己与他人恰当的关系，孔子认为，一个人必须学习由传统智慧界定的‘礼’。的确，儒家哲学的核心美德是‘仁’，它表示‘所有主导一个人与他人关系的道德品质……简言之，它是纯自然的表露；根据礼来行动；基础是同情他人’，个人不仅应懂得与同类的和谐，而且应懂得与宇宙的和谐。”
 
[30]



在儒学倡导的礼与秩序观念基础上形成的华夷秩序论，就是古代东亚国家普遍接受的一种关于世界秩序的设想，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地处世界中央，文化高贵，是天下的主宰；中国周围的族群和国家地处边陲，文化低贱，是中国的藩属；藩属国统治者接受中国的册封，按约定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

在华夷秩序制度框架下，东亚不同族群和国家通过让步和妥协，维护了地区的秩序、稳定和发展。这种制度框架并非是刚性的，而是柔性的，各个国家在这个秩序框架下确定自己的地位，“各守其分”。排序的标准或这一金字塔结构安排的最重要的尺度是“软实力”，即文化，其核心是以“仁”或“忠恕”为核心的儒教规范。距离文化中心即天子居住地较近的区域由中国王朝直接统治，百姓懂规矩、知礼节；像光线离光源越远其明亮程度会逐渐减弱一样，离文化中心越远，天子教化的影响力越小。在边缘区域，虽然百姓不循规蹈矩地生活，但当其首领接受中华的教化，仰慕皇帝之德，臣服于皇帝的统治而带着贡物来觐见（朝贡、进贡）时，皇帝会给予其回赐，将其任命为国王（册封），委托他按当地的风俗习惯来统治其下属臣民。同时，赐予国王中国王朝的官阶（例如，琉球国王是正二品，与六部尚书同一官阶），在形式上将其纳入中国王朝的官僚机构，这就是所谓的朝贡—册封体系。朝贡—册封制度的建立和维系，无论是诸“蕃”贡使来朝，还是天朝大国遣使赴各国册封，都有一套严格的礼仪制度。如来朝者一般须备国书，即所谓“奉表”。“表”中明确要求称颂中华帝王为“明月所照、天地所交”之地的最高圣明君主，表示自己奉大以诚和一心向化。

在华夷秩序下，由中华大国和拱卫在周边的蛮夷小国构成一个自足空间，一个“中心—边缘”的主从结构。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在前近代的东亚，以中国王朝为中心，同时中国和周边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靠一种阶层式的关系相连接，形成了一个自律性的世界。”
 
[31]

 在这个体系中，宗主国与进贡国之间各自的义务和职责都得到确定。从中心王朝来看，朝贡—册封关系的确定标志着中国对周边国家教化责任的承担。中国要对各个国家以礼相待，字小以仁，导人以善，予以册封。从边陲小国来看，朝贡—册封关系的确定标志着对中国皇帝统治的正统性的认可。各国要对中国以小事大，事大以礼，事大以诚，按时朝贡。朝贡—册封还为周边各族群和国家相互之间的往来提供了参考体系。周边各国之间，因为各自都与中国王朝建立了关系而得以按册封等级开展交流。例如，朝鲜和琉球，国王都是正二品，就可以进行平等往来。

华夷秩序是东亚共同体的古老形式。虽然这一秩序带有浓厚的尊卑、主从色彩，但它毕竟是一种在中国和周边族群与国家之间经过多次暴力冲突后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国际关系模式。基督教文明的西方社会，富有自由结社的传统，并惯常以签订契约，以法律或制度的形式来保障社会活动中的每个人、国际关系中的每个国家平等的权力。与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法律限制国家权力、经济权力支配政治权力的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有所不同，东亚的政治体制是随着国权运动或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起来的，东亚在历史上也未曾出现西方那样的民间社会。西方契约的本质是维护平等，而礼治的本质却是维护等级的秩序。目前东亚区域内各国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规模、政治社会制度和安全利益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难以在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基础上达成某种带有强制意义的约定和制度性安排，但完全能够沿袭东亚自身的发展逻辑，形成并维系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


三 东亚共同体的形态

内在逻辑决定了东亚共同体有着与欧盟不同的表现形式，其突出特征是：没有发展蓝图，过程重于结果，关系重于制度，协商重于协议，重视感情沟通。

（一）没有固定模式

东亚共同体的突出特征是没有固定模式，没有发展蓝图，也没有终极目标；走向哪里，路在何方，一切都是未知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东亚共同体的形成主要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断摸索中积累经验，形成自身的风格；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动因或功能主要是使这一地区各个国家之间从不信任走向信任，从矛盾走向和谐，从秩序性较低的状态发展到井然有序的状态。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东亚共同体形成过程的一个缩影。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一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偶然’发现了一个成功的发展战略……中国经济改革和国际化进程没有‘蓝图’，甚至还不如15年前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开始持续经济发展时那样更有计划”
 
[32]

 。在中国改革之初，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府就将改革的目标明确定义为“复制西欧国家的经济制度”，但是中国的目标仅仅是提高经济体系的效率，而且改革并没有一个实际设计好的战略。中国改革政策的选择以及改革的顺序，集中反映了政府减轻或者解决经济体系中出现的问题和危机的灵活机动的立场。“摸着石头过河”是指导中国政府的改革政策的基本理念。
 
[33]



与许多西方学者理想中的或所设计的路径有所不同，东亚共同体形成的程序并不是先彼此信任，再建立共同体，而是为了克服不信任，才建立共同体。共同体建立的目标是为了更多的信任。以东亚区域内业已在共同体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的东盟为例。当东南亚国家联盟于1967年8月创立的时候，它只是一种尝试，目的是通过某种协议来确保地区安全，创造一种能使成员国把更多注意力及其资源集中到内部团结和经济发展等更紧迫的任务上来的地区秩序。在东盟成立之前，几个成员国之间并不存在相互信任关系，如果按照“信任是合作的必要条件，没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合作将很困难”的观点来看，东盟的合作无疑难以进行。但东盟成立之后，成员国采取一系列具体和独特的合作方式，从而使这种建立信任的过程取得了良好的结果。正如日匝·祖克玛指出的那样：“可以这么说，通过对话习惯和在机制框架内合作的习惯，东盟成员国之间已经建立了信任。换言之，尽管各利害方之间最初缺乏信任，合作时间长了也能建立信任。”
 
[34]

 这种地区安全途径给成员国带来了好处。事实上，地区稳定的保持和国内秩序的维持使得东盟国家能够展示和保持在加速国内经济发展方面的显著成就，致使经济年增长率达到6%～7%。不管有多少成就和局限，到20世纪80年代初，东盟已被称作第二世界地区主义的一个“成功经历”。到90年代，东盟甚至设法将越南和老挝这样的前“敌对国”纳入这个群体，并且随着柬埔寨和缅甸的加入，实现了东盟十国的夙愿。东盟的经验，显然可以推广到整个东亚区域。

40年来，东盟在建立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习惯方面相当成功。尽管东盟仍然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但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地区组织在东南亚建立合作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考虑到1967年组成东南亚国家联盟时所处的政治和安全环境，这是一个极为显著的成就。东盟成立之前，东南亚的政治与安全形势以其预期成员国之间的各种冲突为特征，只有印度尼西亚与泰国的关系是特例。事实上，在东南亚的地区关系以政治敌视和不信任为特征的时期，东盟是从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对抗的硝烟中诞生的。然而，经过多年的合作，东盟已设法在成员国之间建立了相当程度的相互信任。

（二）以过程为一种结果

东亚国家政府之间制度性框架的确立和共同体形成的主要功能是建立发展和维系良好的国际关系。东亚各国十分强调有助于促进这些关系的对话交流形式，如“10+3”机制、“10+1”机制以及中日韩三国对话机制等。依照东亚固有的逻辑，无论依靠这些会谈的平台和机制最终解决了多少敏感问题，处理和解决了多少分歧与争端，达成了何种共识，颁布了怎样的宣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参与，是出席了会议，在会议期间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见了面，并就“今日天气”等问题，以及一些在目前情形下可以谈谈的问题进行了对话和交流，就算大功告成，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结果。

在这方面，东盟同样走在前面。东盟从一开始就在其合作议程中回避处理“敏感”问题。从1967年8月成立后20多年里，东盟的议程中有意不明确提安全合作问题。尽管在成立时有那种政治和安全背景，东盟倾向于回避更深层更体制化的政治和安全合作的必要性。尽管东盟确定的任务是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以及加强“繁荣与和平的东盟国家群体”的基石，《曼谷宣言》仍明确体现出对“通往和平的经济道路”的信心。换言之，东盟国家间的合作始于非敏感领域。“注重经济合作，并不意味着东盟完全忽视处理成员国之间政治和安全问题的必要性。事实上，人们已经看到，经济发展中共同利益的存在没有导致激烈的国家间竞争。相反，东南亚各国政府看到了建立一种能让成员国更加注重和将资源用于更紧迫的国内稳定与发展任务的地区秩序的必要性。这样一个目标需要地区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而这种关系须通过恪守作为防止冲突主要手段的不干涉国内事务的原则来实现。换言之，通过严格遵循不干涉原则来处理政治和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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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向于采取非正式方式处理冲突和解决纠纷，重视平静外交，是东盟模式的重要内容。东盟模式还表明，在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条约、协定等制度性框架虽然是必要的，但其主要功能在于这些条约和协议的出台本身搭建了一个平台。例如，尽管东盟节制各方的《友好与合作协议》提供了处理和解决冲突的正式机制，东盟却从未使用过它。相反，东盟成员国更愿意“在正式架构和制度范围之外”处理纠纷，尤其在解决双边领土争端方面。“东盟本身的作用不是正式解决纠纷和结束冲突，而是创造一种地区环境。在此环境下，此类问题不出现或能被很容易的处理和节制。”换言之，东盟的形成也是避免和防止冲突的一个过程。

东亚共同体既然是一个过程，就不急于在制度建设方面见成果，而注重在进程中获得成效，因此，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合作以相关国家都满意或比较满意的速度推进，就会在区域内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良好的效益。东盟的情况就是这样。尽管有更大合作的必要性，东盟仍采取渐进的合作方式，以使各成员国有一种舒适感。比如，东盟为召开其1976年第一次峰会准备了10年。更重要的是，直到1992年，即成立25年后，它才将政治和安全合作正式写入东盟合作议程。通过使合作更集中于“非敏感”领域，东盟设法培养了一种合作习惯和成员国之间的信任，从而最终将敏感问题纳入正式合作进程。这些进展和成就并不意味着成员国之间的信任已牢固树立。事实上，成员国之间的猜疑尚未完全消除。但猜疑已变成一种偶然的而非常规的现象，导致这种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东盟本身作为一个机制的存在。通过培养对话的习惯，东盟已成为处理成员国之间误解的可能性的机构。作为一个机构，东盟还起到了通过外交途径处理分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东盟已设法减轻了成员国对“被出卖”的恐惧，确保了合作与服从的价值。

（三）注重建立关系

对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而言，过程就是结果，因为通过参与过程，就可以通过见面、对话、交流等途径建立联系，甚至形成关系网络。在目前东亚地区已有的区域合作制度性框架中，相关各国重视和强调恰当的国际关系以及如何维系这些关系，并不是对任何一般性区域组织和制度安排抽象的关心。加入东亚合作框架，许多国家都心怀这样的动机：通过这个平台和框架与原来没有关系的国家建立关系；如果已经有了关系，就试着进一步密切相互关系；如果相互关系已经十分密切，则进一步巩固这种关系。

建立和密切关系有许多纽带。东亚国家领导人对话和交流的时候，多强调相互间存在和建立起来的地理毗邻关系，如一衣带水，唇齿相依；传统友谊关系，如“鲜血凝成的友谊”，“同志加兄弟”；共同文化渊源关系，如“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等。通过第三方斡旋，也是东亚国家建立关系和缓解紧张经常使用的方法。

与重视制度性安排的欧盟相比，重视关系的东亚本身更具有情感色彩。西谚云：“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朋友。”由此，西方国家合作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国家的利益，但东亚国家首先考虑关系，为了建立关系，联络感情，即使自己的眼前利益受到些损失也在所不惜。

（四）重视协商

协商是东亚共同体存在并成长的重要形态和标志。欧盟更重视共同体的“超国家”职能，而东亚则更强调政府间的协商一致。在政府间制度性安排上，东亚共同体和欧洲共同体之间并无本质区别，但与欧盟相比，东亚共同体还注重相互之间的对话与协商；欧洲更重视机制的约束性和权威性，而东亚更重视相互间的沟通和理解，相互间达成的某种默契，甚至心领神会、心照不宣有时更能发挥效力，因为更能体现开放性和包容性。

以东盟为例。在解决政治和安全事务方面，东盟成员国更喜欢双边途径而非多边途径，并且运用平静外交的方式。事实上，东亚背景下的平静外交的概念常常被定义为“东盟方式”。平静外交的原则构成了所谓的“东盟方式”的重要因素。通过这种途径，“每个成员国克制自我，不公开评论它国政策”，这样做反过来又“使得东盟成员国能够征服任何双边紧张关系”。当成员国之间发生问题时，各国政府不公开散布它们的分歧，它们常常关上门加紧磋商，以解决这些分歧并且尽量不让媒体介入。更重要的是，东盟国家严格克制自己，不评论各自的国内问题或国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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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视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交往，富有人情味

东亚共同体还是一种“同情”的共同体。按照东亚固有的逻辑，与人交往是个人发展的心灵体验，共同体的形成也是一种心灵体验。亚洲人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固然没有放弃理性的法则，但也非常注重感情因素。东亚共同体的形态，不仅表现在制度层面，也表现在心理层面。对于东亚人来讲，交往和建立国际关系不仅要遵循静止不离的行为规范，而且有必要依靠人的感情进行调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领导人之间的感情。

东亚国家重视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交往和友谊，这也可以看做东亚共同体形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东亚峰会召开时，在切入正题之前通常会进行一段简短的交谈，交流一些个人信息，尤其是有助于彼此进入恰当情境的信息。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被视为一种无限的解释过程。

在领导人发展更紧密的个人关系方面，非正式性变得更为有效。在东盟，作为处理冲突途径的平静外交也为成员国或冲突各方的领导人或政府所采用。因此，东盟很大程度上依赖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事实上，在成立后的20多年间，东盟为成员国尤其是五个创始国的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建立个人密切关系的平台。年度峰会的体制化更有助于加强东盟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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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合作、区域性公共产品与日本的东亚合作战略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

东亚地区在日本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积极扮演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有效地促进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通过区域功能性合作进程中的领导作用建构大国形象，成为日本开拓亚洲外交的核心途径和基本方式之一。


一 日本对东亚区域功能性合作的理论探索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是区域功能性合作的重要方式。所谓区域性公共产品是指为了满足区域内各国各方为谋求繁荣、维护稳定的共同需求而由域内国家联合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通常表现为有关国家之间制度性的安排、协议、机制或相互之间的默契，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体现出实物表征和制度载体的双重性。区域合作行为是一国国内政策的延伸。区域性公共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公共产品的外化。一个善意的领导国的存在通常被认为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域内其他国家克服集团行动的困境，这一领导国将提供全方位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包括协调规则与政策、创设机制、缓解紧张等。
 
[1]



功利主义和福利导向是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原则，工具理性是区域性公共产品视角下区域合作的核心哲学，对成本与收益的合作绩效评估是区域性公共产品研究的重要指标。区域性公共产品是东亚地区对于传统的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和国际一体化理论的新贡献之一。
 
[2]



在大部分的已有研究中，经济安定、安全保障、环境保护、信息共享、疾病防治等内容被认为是区域性公共产品中应该优先供给的重要项目，即其主要形态。从东亚的实际来看，由于域内各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呈现多样性，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相比欧洲和北美等地区更为复杂。结合东亚区域合作和日本经济外交的实践，日本政府和部分学者较早地开始了对区域功能性合作和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研究，开发援助和金融合作成为其研究的重点。早在1989年，京都大学经济学教授吉田和男就提出，作为替代“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新的国际协调和世界体系，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应共同分担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
 
[3]

 2003年日本内阁制定了新的ODA大纲，新的大纲对1992年的旧大纲进行了修订，进一步突出了应对非传统安全等全球问题的紧迫性。与公共产品（public goods）相对应，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温室效应、越境犯罪、传染病防治、恐怖主义、人权问题等冷战后凸显的所谓国际公害（public bads）日益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2005年梶山直己提出，鉴于汇率稳定有助于促进贸易、增加直接投资、降低利息，从而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增长，地区性的汇率安排也应被视为一种区域性公共产品。
 
[4]

 2006年3月，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发表了《东南亚区域援助研究会报告书——区域一体化与发展援助》，主张在应对跨国界问题（如能源、环境、治安）、深化区域一体化（促进人财物及信息的自由流通，减小贫富差距）、促进人才培养三方面加大对东南亚各国的援助，将其作为促进地区一体化、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重要途径之一。
 
[5]

 2007年，毛里和子提出，亚洲货币机构、气象观测机构、防灾机构、信息网络等区域性机构作为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中间形态，应在构筑东亚共同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6]




二 功能性合作与日本“东亚共同体”诸构想

这一轮对于“东亚共同体”研究的热潮在日本国内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1995年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森嶋通夫较早提出了“亚洲共同体”的构想，1999年又提出了“东北亚共同体”的构想。
 
[7]

 对“东北亚共同体”的研究一时间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和田春树、姜尚中等知名学者纷纷著书立说，阐述各自对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政策建议。
 
[8]



2000年6月，作为东亚展望小组（East Asia Vision Group）的日方代表，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在《中央公论》上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张。
 
[9]

 此后，日本国内对于东亚共同体的研究日益高涨，不少学者和研究机构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10]

 整体而言，绝大部分学者都遵循了功能主义合作的研究路径，基础设施、公共政策、经贸交往、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功能性合作被普遍视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基本路径和核心内容（表1）。

表1 东亚共同体诸设想的比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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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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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8年度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了“地区主义比较研究（CREP）”项目小组，并陆续出版了大量的英文和日文研究报告。
 
[11]

 作为这一研究成果法学部分的总结，该小组于2009年提出了“东亚共同体宪章草案”并公开出版。
 
[12]

 在草案的第二部分“共同体的政策”中，作者列举了共同体成员国合作的重点领域，即地区安全保障，国际犯罪，公共卫生和自然灾害，粮食合作，缩小发展差距，市场构筑，货币和金融合作，能源合作泛东亚网络，统计，环境合作，研究、科学和教育合作，人员流动，司法合作，共同关心的其他事项等。

学术界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对日本政府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评议会”“审议会”“恳谈会”等形式，日本的政界和学界之间建立了相当紧密的互动关系，学术构想的政策化程度和速度不断提高。以“东亚共同体政策评议会”为例，前首相曾根康弘亲任座长，伊藤宪一等12名相关研究机构和外务机构的领导人担任“智库议员”，田中明彦等124位知名学者和政界人物担任“有识之士议员”，平川均、深川由起子、高原明生等学者均为其中的成员。

事实上，自1999年11月东盟10+3峰会发表《东亚合作联合声明》以来，具体领域的功能性合作一直是历次东亚领导人峰会和部长级会议文件的重要内容。2001年11月东亚展望小组（EAVG）在东盟10+3峰会上发表了研究报告书，在经济、金融、政治与安全、环境与能源、社会文化与教育五个领域将上述功能性合作进一步细化。
 
[13]

 这一进程的发展与日本政府的作用密不可分。除了鸠山由纪夫首相提出的“友爱外交”和部分政治领导人宣扬的“价值观外交”之外，功能性合作一直是过去十几年中日本东亚合作战略的重心和基础。例如，2004年6月，日本政府向东盟10+3高级事务会议提交了一份讨论报告（issue paper），报告分为东亚共同体、功能性合作、东亚峰会三个部分，其要旨指出，构筑共同体有三大路径。
 
[14]

 一是在贸易、投资、IT产业、金融、越境问题、发展援助、能源、环境保护、食品、健康、知识产权等实际领域不断推进合作的功能主义路径。二是导入地区性制度的制度路径。三是加强相互交流、消除各国间差距、形成以共通的价值观和原则为基础的身份认同，由此构建“共同体意识”。2006年，日本外务省发表了《我国对构筑东亚共同体的考虑》，在“开放的地区主义”“以促进功能性合作为中心”“尊重普遍价值、遵守全球性规制”三大基本立场中突出了功能主义路径，明确强调鉴于东亚地区的多样性，导入欧盟模式的政治制度和机制将是未来的目标，当务之急是开展FTA/EPA、金融、越境问题等广泛领域的功能性合作，以此推进共同体的逐步形成。
 
[15]

 2010年6月1日，日本内阁又出台了《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今后工作》的报告，在“基本设想”部分中再次强调，“在长期的愿景下，不断积累功能性合作”。该报告建议日本应为强化亚洲各国的连接度（connectivity）作出积极的贡献，“对于经济增长和共同体形成过程中亚洲面临的各种问题（基础设施整合、缩小差距、环境问题等），灵活广泛地运用我国的知识、经验和技术”。此外，该报告还对推进EPA/FTA和整顿域内商业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防灾和应对传染病合作、应对海盗和海难救助合作、加强人员往来等文化交流等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16]

 在2010年8月召开的东盟经济部长会议（AEM）上，日本政府又提出了“东亚经济一体的第一步”议案（Initial Steps toward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A Gradual Approach），突出了自由化与经济发展这一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双轨原则，主张以（1）物品贸易（包括原产地规则和关税分类）；（2）关税手续和贸易的通畅化；（3）经济合作；（4）产业政策；（5）加强硬件基础设施及其联结性；（6）投资与服务贸易；（7）熟练劳动者的移动七个方面为区域一体化的支柱。这一提案也获得东盟国家的广泛赞同。
 
[17]



在战略报告和政策宣言的推动下，近来日本领导或参与的东亚区域功能性合作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单独或联合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成为实现这些合作的重要方式。例如，2009年11月，中日韩卫生部长就食品安全问题签署首个备忘录，除互相交换食品检查方法和食品事故信息外，三国还将在互派专家等方面展开合作。
 
[18]

 2009年11月7日，日本与湄公河流域的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五国发表了《东京宣言》。宣言提出了63个项目的行动计划，涉及加强援助完善交通网、促进人员交流、应对新型流感对策、清除地雷、保护文化遗产、森林保护、水资源管理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日本承诺，将在三年内向上述五国提供超过5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7亿元）的政府开发援助（ODA）。
 
[19]

 2010年5月，中日韩环境部长在北海道举行会议，围绕今后五年优先开展的课题，通过了包括在全球变暖对策、沙尘对策等十个领域开展合作的“共同行动计划”。在防止全球变暖方面，计划提出三国开展合作及进行共同的技术开发以减慢气候变暖速度，并致力于确立兼顾发展中国家公害对策及减排的“协同效应方法”；针对跨国污染问题，三国将着手共同研究大陆沙尘发生源对策及大气污染应对机制；围绕沙尘对策问题，中日环境部长就年内举行专家参加的工作会议达成了共识。
 
[20]




三 重视功能性合作的现实价值与长远影响

有一些学者对日本注重经济利益、强调政经分离的区域合作战略提出了批评。
 
[21]

 他们认为，功能性合作确实是目前东亚地区最为现实的选择，但是功能性合作积累后如何向安全保障和政治层面的共同体推进，如何构建共通的价值观和规范并塑造“地区意识”，这一问题仍不明确。
 
[22]

 尽管如此，对于功能性合作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有益作用我们仍应该予以积极评价。


第一，东亚的区域合作本身具有明显的“功能主义”特征，单一领域的功能性合作有可能外溢至其他相关领域，从而拓展合作的范围、深化合作的能级。
 为了达到这一外溢效应的最大化，区域性公共产品只能是日本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内公共产品在区域层面的投射。通过善意的功能性合作，提高区域层面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
 
[23]

 战后日本奉行“贸易立国”战略，经贸实力成为日本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也进而成为其东亚地区合作的主导方式，在此基础上推进其他领域的区域合作。
 
[24]

 从20世纪50～80年代的贸易合作和对外直接投资，到9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货币金融合作和日元国际化，再到21世纪的FTA和EPA建设，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反过来，东亚各国也乐于积极利用日本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和优势，借以提高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从外溢的角度而言，通过功能性合作，多层次、多元的网络（network）和框架（framework）也得以相互叠加，促进共同体的形成。
 
[25]




第二，东亚的区域合作呈现出问题导向型的特征，包括日本在内的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应激性合作有助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美国学者柯德尔（Kent E.Calder）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将其称为“关键节点模式”。
 
[26]

 因此，国内改革和区域合作之间的互动成为日本解决自身和区域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性难题的重要途径。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在促使日本国内产业由“重厚长大”向“短小轻薄”转移的同时，也加速了产业的外部转移；80年代中期的日元升值危机则迫切要求日本加大对外投资，缓解本币汇率暴涨对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90年代的泡沫经济则促使日本在国内大刀阔斧进行“金融大爆炸”、清理不良资产，同时，加强区域的金融与货币合作、提高区域的金融抗风险能力。进入21世纪之后，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各国除了例行的领导人会议之外，也陆续通过各个领域的部长级会议，商讨SARS防治、越境犯罪、次贷危机、食品安全等特定或突发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功能性的合作路径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利他主义”的行为，但在解决本国利益关切的过程中，实现了双边或区域层次上事实上的互惠（de facto reciprocity）。


第三，功能性合作和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维护和促进各国之间积极的国民认知具有重要作用。
 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还存在着较为敏感和棘手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其中的若干问题在经历了战后60多年的发展之后仍未得到完全的解决，而且并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再度激化的可能。正因为周边国家存在着对痛苦历史的群体记忆和对大国强权的现实忧虑，这就更加需要日本通过渐进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增信释疑”，在平等、互利、可持续的原则下，使东亚各国感受持久而普遍的善意。以公共产品的供给为基础，与其他国家一同努力增进共同利益，将对降低乃至消除亚洲各国对日本的不信任感起到积极的作用。
 
[27]

 对于东亚地区的中小国家而言，通过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消费和共同参与功能性合作能够真正获得区域一体化的“实感”，避免大国外交辞令中的“口惠而实不至”。近几年，日本在印尼、越南、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国家形象有所提升，正是这方面作用的反映。

2008年5月，作为震后第一支抵达灾区现场的外国救援队也是新中国历史上迎来的第一支国际救援队，日本救援队全力参与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其敬业精神和对生命的尊重都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0年8月，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通过陆地观测技术卫星“大地”拍摄了中国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发生大规模泥石流之后的一组照片，并免费提供给中国用于评估灾害规模。这些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上拉近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双边关系的改善。日本非营利性组织“言论NPO”和中国日报社在两国分别实施的联合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民众的对日印象有所改善。
 
[28]




第四，功能性合作对于构建区域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的积累作用。
 一般而言，共同体内部的感情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集体感（we-feeling）、角色感（role-feeling）和依赖感（dependency-feeling）。
 
[29]

 战后欧洲融合的历史表明，区域一体化的动力在于外溢、学习和效忠转移三个阶段。从东亚的现实来看，离第三个阶段仍差距甚远。无论是对于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意见领袖而言还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东亚的地区身份尚不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例如，根据2004年AsiaBarometer的问卷调查，韩国、日本和中国民众对本国的骄傲感在所有被调查的亚洲国家中位于倒数前三位。而被问及是否视自己为“亚洲人”时，仅有66.1%的韩国人和26.9%的日本人回答“是”，分别位居所有被调查的亚洲国家的倒数第四位和倒数第一位（中国未参与这一提问）。
 
[30]

 不难看出，与东盟成员国等其他东亚国家相比，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东亚大国的地区认同感更低。

功能性合作中不断强化的角色感有助于域内各国相互依赖感的形成，使越来越多的行为体意识到自己是本区域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并最终导致集体认同。简单地说，这方面又具有三个特点。首先，功能性合作有可能在次国家的层面展开，从而能够在尽量不涉及领土、资源等敏感问题的情况下先于国家层面一步，构筑次区域乃至区域的身份认同。环日本海合作、环黄海经济圈、图们江流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其次，具体领域的功能性合作是“区域治理”的表现，往往能够先于“口头上”或“纸面上”的共同体建设一步，通过实践来汇聚和巩固共识，而不是拘泥或等待共识的先期达成。最后，通过会议、协商以及实际操作，功能性合作往往能够在特定领域率先实现机制化，不同事务性机制的重叠和拼接将最终有助于区域性机制的形成和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毋庸讳言，由于领土、资源等涉及国家核心利益以及历史、宗教、意识形态等更深层次心理问题的存在，通过功能性合作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和亲近感，仍有可能由于个别突发性敏感事件而遭受顿挫，对其进行修补乃至重构往往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然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或许也从反面说明了功能性合作的重要性。因此，在东亚的区域合作中，要珍惜传统友谊、政策宣示的积极作用，也要通过制度性建设和功能性的外溢，通过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以及相互利益的交换和妥协等方式给予刚性支撑。积极扮演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有效促进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是战后日本亚洲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得失盈缺也是构建区域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理论的重要案例。中国应该积极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以共同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形式进一步推进东亚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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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地缘政治分析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刘雪莲

冷战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东亚地区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这其中的原因既有由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地区整体经济地位的上升，也有因朝鲜核问题所引发的安全方面的关注，当然还有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对这一地区介入的加强。除此以外，近些年在亚洲许多国家所提倡的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设想，也引来世界众多的目光。

随着冷战后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建设问题也被人们所关注。但是，东亚地区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地缘政治方面的离散性及对抗性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进程。


一 “东亚”概念的演变及共同体构想的提出

“东亚”最初是一个地理概念，指亚洲的东部地区，但其所指区域并不十分明确。依据传统的看法，对东亚的界定比较狭窄，如在中国国内通行的一些辞书中多把东亚看做只包括中国、蒙古、朝鲜和日本；而日本史学家加藤佑三的《东亚近代史》则认为仅包括中国、朝鲜和日本
 
[1]

 。实际上这些概念就基本等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东北亚”，在观念上一些人将东南亚与东亚相区别。就像新加坡的李光耀曾说过的：“当提到东亚时，我指的是韩国（朝鲜）、日本、中国、越南，它们与东南亚不同，后者是一个中国与印度文化的混合物。”
 
[2]



随着东北亚地区影响的不断扩大和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东北亚”概念的频繁使用，我们现在所说的“东亚”概念其内涵也变得相当广泛，已经涵盖了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广大地区和国家，甚至有的文章中将东亚的地理范围向东、向西又进一步扩展，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都包括了进来。

由于概念使用的不一致，我们有必要在文章内容展开之前确定我们所认同的东亚的地域范围，本文所确定的东亚主要指东北亚的六国——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和俄罗斯以及东盟十国。这种观念是以中国学者罗荣渠的观点为基础的，他认为：“东亚，从地理上讲，指的是欧亚大陆太平洋岸的边缘及大陆地带，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东南亚区域；从文化上讲，大体上是汉字文化圈影响所及的地区。”
 
[3]

 我们在此基础上，从地理意义上加上了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如果在东亚的地理概念中加入政治的因素，那么它又展示了一个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世界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在二战前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从欧洲的角度看，西太平洋这一位于遥远的东方尽头的地区一直被冠以“远东”（Fareast）这一称谓，带有强烈的欧洲殖民色彩；而亚洲国家对该地区冠以“东亚”的称谓是从近代开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曾以“大东亚”一词称呼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并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企图永久吞并这一地区，从而使这一概念带上了浓重的负面色彩。至今，一提到“大东亚”一词，人们也很容易把它与日本军国主义联系起来。之后，随着二战后的发展，地区性称谓逐渐细化，“东亚”“东北亚”“东南亚”等概念逐渐具有专指属性，但这种属性仍很模糊，所包括的地域范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北亚”一词逐步取代“东亚”而成为称呼西北太平洋地区的概念，“东亚”一词则演变成为称呼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概念。
 
[4]



从概念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东亚地区认识的变化，以及这一地区本身国际关系格局和地缘政治的变化。

冷战后，关于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unity）的想法曾先后由多个国家的首脑人物提出过，如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提出“东亚经济集团”设想，后来改称“东亚经济论坛”；1995年，东盟在曼谷首脑会议上提出举行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晤的设想，此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开端；2002年，“10+3”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东亚研究小组（EASG）提出的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报告。目前，虽然在共同体建设的形式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是东亚各国已经确定了以建立“东亚共同体”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执政后，首相鸠山由纪夫多次提及东亚共同体建设问题，中、韩领导人也予以积极回应，从而使东亚共同体的概念迅速升温。

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设想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总的趋势——那就是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同时的地区主义发展。在这一方面，欧盟、北美的地区一体化已经很深入，为东亚地区一体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另一方面，东亚地区地理位置的相近毗连，文化上的交融与相通，经济上的迅猛发展，都为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推进奠定了基础。但是，目前来看，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分析，东亚共同体建设还面临诸多的障碍和困境，还需要东亚各国长时期的积极主动的建设。


二 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地缘政治环境

首先，东亚地区地缘上的复杂性本身就蕴涵着对抗的因素。东亚地区是地缘政治环境比较复杂的地区，在这一地区，有强大的陆权国家力量的存在：俄罗斯和中国；有强大的海权国家力量的存在：美国和日本；有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边缘地带的存在：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在冷战结束之前，地缘政治的斗争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方面，而地缘政治斗争的主导方面就是海权与陆权的斗争，以及海陆双方对边缘地带的争夺、对海洋通道的争夺等。“冲突”成为地缘政治的核心词。

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得到推进，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种观念与现实也改变着原有的冲突性的地缘政治结构，特别是在区域层面上，伴随着经济层面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政治层面的联合也大大加强了。但是，在东亚地区，由于美日、美韩同盟关系的存在和加强，由于经济一体化还没有在区域层面被全面地推进，这一地区实质上仍然延续着海权与陆权的争夺。特别是在围绕朝鲜核问题的解决方面，明显可以看到这种利益对抗的表现。

朝鲜半岛是处于欧亚大陆与太平洋之间的“边缘地带”（rimland），是连接亚洲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的天然“桥梁”，作为由大陆向海洋延伸、过渡的特殊地理部分，朝鲜半岛具有独特而显著的地缘战略特征。按照斯皮克曼的说法，“‘世界权力中心’既不在海上世界也不在大陆世界，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陆地，他称之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其中心位于他所说的‘欧洲沿海地区’、印度次大陆和远东。它一直是海上与陆地强国寻求控制边缘地带并增强它们在那里实力的历史目标”
 
[5]

 。“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处在大陆的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必须看作是中间区域，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冲突中，起着一个广大的缓冲地带的作用。……它的水陆两面的性质是它安全问题的基础。”
 
[6]

 朝鲜半岛就具有显著的边缘地带特征。它背靠纵深广阔的亚欧大陆，面对浩瀚无垠的太平洋，成为欧亚“大陆心脏”和太平洋上“海权中心”之间的缓冲地带。它既是大陆国家东向防御的最后一道屏障，同时又是海洋国家西向进攻大陆的第一块路基，作为大陆力量与海洋力量相交汇的缓冲地区，朝鲜半岛具有独特的地缘战略意义。因此，斯皮克曼说，只有边缘地带才是世界的震动地带。
 
[7]



而东北亚地区的这个“边缘地带”又像是“鲸鱼群中的一只虾米”，
 
[8]

 被几个大国包围在其中。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地缘政治学著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指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
 
[9]

 行为造成的影响。
 
[10]

 在冷战时期，朝鲜半岛是东西方对抗的前沿。朝核问题出现之后，面对这个地区的安全问题，我们看到的不是整体的合作，而是分散的国家利益和同盟利益。同时，利益之间的对抗因素也明显可见。目前，类似这样的状况也出现在东亚地区的另一个边缘地带区——东南亚。围绕南海问题的争端，中国与美国似乎也被一些评论家描述成对抗双方。

应该说，地缘环境本身并不必然带来对抗或合作，而关键在于人为的国家战略制定和地缘政治结构重组。当合作成为各国主要的地缘战略取向时，海陆的联合是可以实现的，而其中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其次，东亚地区地缘政治方面的离散性特点带来地区整合的难度。在东亚地区的国家关系中，存在着明显的离散性
 
[11]

 特点。这种离散性在冷战结束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冷战遗产的同盟关系的保留并强化；一是由于历史和现实所带来的国家间差异的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东亚被“竹幕”分隔，它几乎丧失了任何意义上的共同享有的同一性乃至密切的接近。日本和大陆的边缘地带向西方寻求保护和领导，而大陆则沉没在共产主义的浪潮之中
 
[12]

 。冷战结束以后，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关系不但没有取消，反而还有加强的趋势，这就使东北亚地区在安全问题上很难形成一个整体。同时，美日韩三角同盟关系的存在，也使朝鲜感到在地理空间上极大的压缩感，使其安全危机意识增强，从而在地区内增强了对抗和离散的倾向。

东亚地区各国历史和现实的差异性，也成为地区离散性的重要因素。其中更多地表现为结构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具体来说，这些国家“虽然有共同的社会与文化基础，但也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存在差异。一些是小国，一些是大国；一些富有，一些较穷；一些是共产主义，一些不是；一些发展得早，一些发展得慢”
 
[13]

 。这些差异性在冷战后的今天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而且影响着东亚各国在安全合作等很多方面形成有机的结合。从当前的表现来看，朝核问题是这一地区的显性矛盾，但是，在此之外，还有众多的矛盾问题蕴涵在地区的安全事务中，如日俄之间北方四岛的领土纷争问题，中日的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海洋资源的开发问题，俄美之间的有关TMD战略纷争问题，美日的离心关系问题等。这些矛盾问题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这一地区安全结构的离散性和复杂性。

应该承认，冷战结束后，随着中韩、日俄、日朝等关系的改善，以及发展中共同利益的增多，东亚各国合作的愿望在逐渐增强，地区主义的意识和倾向也开始出现，但是，东亚的地区主义现在只能是“软性地区主义”，
 
[14]

 因为它缺少一体化的铺垫、制度化的指导和地区认同，具有明显的松散性。


三 东亚共同体建设主导力量的缺失

目前，在全球化和地区主义迅猛发展的时代，区域已经成为国家特别是大国发展的重要依托。作为全球体系来讲，“现实中，在相当多的地区，全球世界体系恰恰需要这样一个地区治理层次。全球性的世界体系（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太大、太包容，而各个民族国家又太分散、太主权（各自为政），两者可能在地区这里找到契合点”
 
[15]

 。而从国家角度来看，国家在全球层面的利益追求往往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而单个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很难去自给自足地发展，区域就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依托。

现在，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只限于大国本身，而且还取决于大国所依托的地区力量，在将来越来越突出地体现出来的将是主导国家加地区力量的集合体之间的竞争。

（一）中日之间的矛盾使东亚共同体建设缺少主导力量，而东盟不能担负起长期的主导作用

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存在于地区的大国基于自身的综合实力，统合周边的国家形成功能性的区域组织，还是地区内普通国家为了增强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及话语权而联合起来的行为，都是基于同样的地缘政治考量：在区域的联合中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可以说，在当今时代，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诸多利益更多地要在国际关系中实现，而国家所在的区域就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的地缘依托。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就曾指出：“日本所承担的大国责任应当有地域之分，在亚洲，日本能够也应当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16]

 这一点在日本从“脱亚入欧”的国家战略轨道向“脱欧入亚”战略的转变可以得到印证。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意识到，与邻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地区内塑造一个良性的区域地缘环境是国家得以发展的现实要求。

中国和日本都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了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但是中日之间的矛盾使两国相互制约，不能够成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主导力量。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德轴心是最初推动共同体建设的主导力量，在北美贸易区建设中，自然离不开美国的推动，但是，在东亚，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核心力量。在全球化时代，区域主要是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冲突的舞台。在相互依存的形势下，冲突只会带来两败俱伤。事实上，区域一体化的实现首先就可以从地理因素中寻找到动力。中国学者叶自成提出了一个“边际效应”思想，具体表述是：“一个对你友好并给你带来利益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种利益倍增。同样的，一个对你不友好并给你带来损害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国而使这种损害也倍增。”
 
[17]

 中日之间的矛盾并不只是两国之间的矛盾，而带有明显的地区结构性因素。可以说，中日两国的冲突问题不解决，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大国主导力量就很难形成，而如果没有中日之间的合作，东亚地区的合作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现实中，如果说东亚共同体建设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那主要是源于东盟的推动作用。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东盟逐渐认识到自己“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声音太微弱，需要联合东北亚的力量增强对全球事务的发言权。原有的东盟与东北亚三国之间只存在双边框架或者在APEC中的联系，如果把这种联系提炼为东盟加中日韩，东盟就可以在制度上确保东北亚三国成为自己的一个依靠”
 
[18]

 。于是，东盟十国与东北亚三国的领导人定期会议成为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重要机制性成果。

但是，“10+3”的机制从最开始就是由东盟主导并推动的，这与欧盟和北美的一体化发展进程不同，欧盟和北美都是由大国主导并推动的，其持续性较强。“10+3”机制（或曰“APT”，ASEAN PLUS THREE）虽然有利于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但从目前这一机制所表现出来的“小国主导，大国参与”的特点来看，其本身存在很多问题。首先，作为主导力量的东盟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整合力量。东盟成立之初就是基于特定国家战略的需要，如为了防止东南亚地区冲突的“巴尔干”化以及共同抵御由越南战争带来的恶劣的国际形势等。它只是追求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追求超国家组织的建立，因此，东盟的联合不是内在的融合，而是松散的组合。其次，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重心也不在东南亚，而在东北亚。中、日、韩三国GDP总量占东亚13个经济体总量的90%以上，其中，中、日两国就占了东亚的85%。因此，仅凭东南亚弱小的力量，根本无法支撑起整个东亚。
 
[19]

 最后，在目前“10+3”的合作框架中，每次会议的议题和日程都是围绕当年东盟首脑会议的议题和日程展开的，而实质性的议题大都在三个“10+1”的框架中商讨，主要围绕双边的利益关系而展开。因此，“10+3”的机制并不能完全解决地区性的合作问题以及影响到地区安全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二）美国作为区域外力量，对东亚事务有重要影响。随着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强化介入，其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也在增强

早在1947年初，美国政府中一些要人就已开始主张转变当时的对日政策。从1948年初起，随着冷战的加剧和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美国改变其对日政策，使之从“以日本的瑞士化为目标”
 
[20]

 转变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公开地扶植日本，力图使其成为在远东地区遏制共产主义的“防波堤”。当时，美国对日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乔治·凯南有一段名言：“面对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和一个有名无实的敌对的中国，我们美国又会感到相当安全……但一个有名无实的友好的中国和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对我们的威胁，已为太平洋战争所证实。一个敌对的中国和一个敌对的日本更糟。然而共产主义在大部分中国的胜利必然增强日本共产主义的压力，如果这种压力……获得成功，那我们面临的日本将显然是一个敌对的日本。”
 
[21]

 这意味着美对亚战略从“以对华关系为轴心”摆向“以对日关系为核心”。之后，日美双方在1952年又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1960年修改为《日美安保条约》，从此美国把日本完全纳入自己的阵营。

对美国这个海上强权来说，获得日本就意味着将“美国利益”这根触角深深地扎入了亚洲地区，进可以扩大美国的阵营，向亚洲各国输入美国的价值观与文化，退可以防止苏联向太平洋地区的扩展
 
[22]

 。

冷战后，美国又进一步强化了与日本、韩国的同盟关系，强化了对东亚地区的介入。事实上，东亚地区存在着很深的对美国的依赖关系。在政治与安全方面，美国依靠双边同盟而构筑起来的安全体系在冷战后的东亚地区仍然持续存在着，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仍然与美国保持着安全同盟和密切的军事关系，这就使美国在这一地区维持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的影响力。在经济方面，日本、韩国，现在也包括中国在内，与美国在经济贸易领域有着越来越深的依存关系，在彼此间经济利益的相互交叉和渗透中，也凸显着东亚对美国的较高的贸易依存度。这种政治上的同盟关系和经济上的依存关系使美国有了一只“远东之锚”，成为地区的主导性力量，从而也弱化了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影响力。
 
[23]



因此，在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作为地区外的美国的力量不容忽视，一方面，在东亚很难排除美国的因素而建立纯粹的地区国家共同体；但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区域外力量，与中国是隐性的对手，与同盟国是若即若离的伙伴，很难完全主导东亚地区事务。


四 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的错位

美国学者佩普尔（T.J.Pempel）认为，“地区主义是从上到下的制度建设，它要求正式的，通常是政府性质的协定，以及包括半永久性的结构。而地区化则相反，是从下到上的行动过程，通常是经济的，包括社会建设，并在政府之外运作”
 
[24]

 。从他的观点可以看出，地区主义是基于国家战略的一种制度性选择，是政治博弈的结果；而地区化是在经济相互依存基础上的一体化进程，是自由市场的产物。东亚共同体建设不仅需要政治上的制度化建设，而且更需要经济利益整合的推动力。

然而，在东亚地区体系层面上，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矛盾性异常突出，两者很难重叠在一起并相互促进。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地缘政治的主导作用比较强

东亚地区是冷战结构遗留比较深的地区，政治、安全仍然是东亚各国考虑的核心问题。中日之间虽然经历过“政冷经热”的时期，但是，两国间地缘政治最终还是起到了主导作用，地缘政治问题主导了两国关系，也影响了两国经济方面的往来。朝核问题出现之后，安全问题成了东亚国家关系中的核心问题，美朝关系、中朝关系以及大国间的协调成为东亚各国关注的焦点。美国对东亚地区介入的加强，也使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色彩更加浓厚。一个和平稳定的东亚对各国的发展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问题不解决，很难谈到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但是，地缘政治的离散性和对抗性的存在，对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而言，是不利的。

（二）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塑造作用的缺乏

“国际政治涵盖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范畴内的冲突”，而“地缘政治冲突几乎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地缘经济基础”。
 
[25]

 反过来说，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有塑造的作用。反思欧盟发展的历程，可以明显看到经济对政治的塑造。欧盟的一体化发展首先从经济领域的联合起步，到欧洲统一大市场和统一货币的出现，逐步在经济领域推进着一体化的进程，然后，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政治方面的联合。但是，在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的主导，使这一地区缺乏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塑造过程，这是东亚共同体难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相分离

在欧盟的发展中，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是基本重合的，因而，欧盟才得以在经济一体化基础上推进政治一体化的进程。而在东亚地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是脱节的，地缘政治的分裂阻碍了地缘经济的联合。面对这样一种状态，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抉择，它们既需要经济方面的合作，同时又碍于政治方面的不一致性。这种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相分离的状况，使东亚地区很难产生一体化效应。

因此，在东亚统一的地区化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地区主义也很难实现。目前的现实是：“在东亚，与欧洲不一样，地区化与地区主义并不意味着这个地区只有一种地区化（即所谓‘东亚地区化’）和一种地区主义（即所谓‘东亚地区主义’）。‘东亚地区化’与‘东亚地区主义’不像‘欧洲地区化’和‘欧洲地区主义’那样是单数，而是复数，即东亚存在着多种不同进程的地区化和地区主义。”
 
[26]



总之，东亚共同体建设面临着诸多的问题，而突出表现在地缘政治的离散性、主导力量的缺失，以及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的错位等几个方面。虽然说东亚共同体建设可以有东亚自己的特色，不一定拘泥于欧洲的模式，但是最基本的整合因素还是应该有的。在推动东亚合作的进程中，今后要关注于以下几个方面：①中国应关注于东亚地区的整合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东亚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地缘依托力量，在这一地区，中国一方面要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在地区的政治和安全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消除冷战思维，减少对抗因素。“如果东亚各国之间总是彼此充满敌意，总是将权力争斗和冲突对抗看作是国际关系的本质，那么东亚是不会有什么很好的发展前景，东亚也将永远是被国际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地区。”
 
[27]

 另一方面，中国要在地区的政治合作和经济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在东亚地缘结构中的地位并不一定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而自然提升，而是要取决于中国是否能以慎重而明智的方式参与到东亚地区的事务中，而防止现有的地缘政治均势结构对中国作出对抗性的反应。只有地区内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作用和影响力接受和认同，中国的作用才能很好的发挥出来。②要关注于经济对政治的塑造作用，将政治问题的解决与经济问题挂起钩来。实际上，亚洲的金融危机最终促成了东亚国家间经济合作机制的诞生，但是接下来的发展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向紧密的经济一体化方向迈进，而在这一地区相对活跃的仍然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根据新功能主义的看法，经济方面合作的加深会产生“外溢”效应，从而去塑造政治方面的合作关系。在东亚地区，这一点非常重要。③让文化在共同体建设中发挥出作用来，以建立起地区身份的认同。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文化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在东亚，首先需要的是制度方面的相互包容，其次是要克服民族主义，“东亚是国家性民族主义强烈的地区”，这种“国家性民族主义的强大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地区主义”
 
[28]

 。再次就是要建立起东亚国家间的互信，防止由互相的猜忌所带来的不必要的纷争。

综上所述，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应该是东亚各国的一个共同的目标，各国需要合作，各国的发展需要地缘依托，但是，在共同体建设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困境，而要解决这些困境，同样需要东亚各国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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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开放性”地区主义的成因、特点及发展趋势

上海理工大学 仇发华

二战后，地区主义在欧洲获得发展良机：从煤钢联营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到欧盟的成立，标志着地区主义在西欧地区合作机制建设的基础上开花结果。与之相比，东亚的地区主义事业起步虽然不晚，但由于东亚的历史与现实，地区主义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东亚的地区主义事业焕发出新的活力。东亚地区主义活力源自其开放性，如何认识东亚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它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其特点与发展趋势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讨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东亚的地区合作现实及其发展趋势。


一 东亚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定位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区域一体化在世界各地取得了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地区主义再一次引起学术界的研究兴趣。地区主义（regionalism）是指一种同属于特定地区内的一组国家之间达成的不同形式的互惠贸易协议的趋势。
 
[1]

 尽管“地区主义”被更多的用于描述最惠国贸易协议（PTAS）和自由贸易协议等经济机制的形成过程，但是促成这些最惠国贸易协议或者自由贸易协议等经济机制成立的背后动力是在利益驱动之下的政府决策，因为经济合作与贸易协议通常都是有重要的政治动力和目标支持，因此，政策协作或政治整合成为地区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含义。
 
[2]

 还有很多学者以建立地区机制来定义地区主义，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地区主义”是在地区基础上形成的组织。
 
[3]

 英国学者路易斯·福希特（Louise Fawcett）认为，“地区主义”是为组建以地区为基础的国家间的集团。
 
[4]



由上述可见，各国学者对地区主义的理论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而在区域化浪潮的推动下，各地区主义的实际发展也大为不同。欧盟的出现显示出欧洲地区主义严谨的结构性和机制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则突破了欧盟对成员资格的严格限制。而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更丰富了地区主义的内涵，如在制度不同、文化相异、发展水平不一、跨区域等方面使地区主义的“区域”概念更具开放性。开放性“区域”不被定义为地理实体，而是被看做一系列在某一特殊经济问题上寻求共同利益的国家。
 
[5]

 这种区域的“开放性”延伸到地区主义，则显现为强调区域内合作的同时，也不排斥区域外合作，倡导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达到平衡
 
[6]

 ，实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东亚经济上依赖外部市场，因此，在发展本地区合作的同时，也与地区外国家进行合作，允许地区成员各自发展符合本国利益的对外合作，比如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就表现为区内、区外并存的多层结构；在安全合作上，认可现有的双边合作或结盟关系，创建不与其对立的平行合作框架。
 
[7]

 因此，东亚地区主义不是以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地区机制为目标，而是在多层次上实现部分功能的技术性合作。冷战后，东亚各国以对话、论坛甚至建立功能性合作机制推动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由上述可见，“开放性地区主义”，是指在相对明确的地域基础上，在开放的观念主导下，以区域内部合作为核心，持续向区域外拓展的地区主义整合。
 
[8]

 将东亚地区主义的性质界定为“开放性”则在于东亚地区主义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灵活性、多样性、层次性等特点。


二 东亚开放性地区主义的形成原因

首先，东亚特殊的历史发展特点导致东亚各国发展的多样性。东亚地区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传统、保守的历史体系。在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过渡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东亚地区的各个国家发展相对孤立，孤立发展使每个国家内部存在密切的血缘关系。即便较早完成工业化的日本，其保守的血缘关系体系在经济发展中仍然无法打破。在很大程度上，东亚地区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根深蒂固。即便在古代“中华朝贡体系”下各国存在一定的经济贸易关系，但本质上各国经济体系仍是孤立的，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商业契约关系。因此，东亚地区各国的经济体系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同时，由于多数东亚国家大都受过西方大国的殖民统治，在各大国不同的殖民影响下，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不一。各国发展的多样性导致了东亚的区域合作进展艰难，也决定了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开放性质。

其次，地区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体制同质程度较低。在东亚各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东亚社会没有建立机制和遵守规范的传统，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更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商业社会。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发展嬗变，而不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以权力为中心而不是以商业为中心的历史发展，使东亚各国维持各自不一的多样化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经历殖民统治后，东亚各国在很大程度上受各自宗主国影响很大，这些影响在东亚各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方面留下深刻印记。所以，东亚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异质性使得东亚区域合作发展存在制度障碍，这种障碍使得东亚地区主义只能采取开放性的渐进发展模式。

再次，地区意识、集体认同的缺乏影响了东亚地区主义发展。在历史上，东亚地区虽然存在过一个东亚汉文化圈，也有儒家文化和汉字作为文化基础，但是在历史进程中，东亚地区并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宗教和文明，东北亚国家之间相互认同度很低。此外，在历史上，东亚地区并不存在一个东亚的集体概念。俄罗斯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日本曾一度“脱亚入欧”，在亚洲身份和欧洲身份之间摇摆不定。很多国家曾受过西方的殖民统治，在现代化道路上吸收了很多西方文化元素。在这种境况下，东亚地区的集体认同难以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和割断了东亚地区曾有的历史联系，战争的残酷不仅没有使东区各国聚集起像欧洲那样的集体认同，反而是产生横亘于东亚国家之间的难以消弭的民族仇恨。尤其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东亚国家的殖民掠夺和屠杀，使东亚国家对日本产生深深的仇恨。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历史怨仇以及互不信任严重阻碍了东亚集体认同的形成。地区意识和地区集体认同的缺乏，使得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缺乏内在凝聚力。要推进东亚地区主义发展，也只能采取宽泛的准入标准和开放性的资格要求。

最后，复杂的地缘政治结构决定了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开放性质。从古至今，对东亚的争夺成为大国政治的焦点。无论近代东亚历史上大国之间的战争，还是冷战后大国对东亚一体化主导权的争夺，都印证了东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复杂性。正是地缘政治结构的复杂，使得东亚一体化的主导权落到东盟身上。然而，东亚一体化进程表明，尽管东盟十国是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核心，但若没有中、日、韩三大东亚经济体的加入，东盟所代表的东亚地区主义既没有发展活力，也没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所以，“10＋1”“10＋3”乃至东亚峰会等开放性机制的出现，是相关大国在地缘政治结构中博弈的结果。

在以上相关因素的影响下，开放性地区主义是东亚各国推进东亚区域合作的策略，更是东亚社会推进区域合作的无奈选择。


三 东亚开放性地区主义的特点

东亚地区在人口、军事力量、政治和经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等方面都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些多样化特点和多种经济政治机制并存的现状，使这一地区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地区经济和政治管理机制。东亚开放性地区主义，没有严格的制度化原则，其发展以推进东亚的经济整合为核心。从而，在地区主义发展上体现出灵活性、层次性、多样性的开放性特点。

（一）灵活性

与其他地区推进的地区主义发展相比，东亚的地区主义发展表现出相当大的柔性，也即灵活性。由于东亚国家的多样性，在推进东亚地区整合上存在很大难度，必须寻找一种“开放的、具有包容力的组织，以足够的柔韧包容东亚现存的各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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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这种现实，东亚要实现地区整合、发展地区主义，必须找出东亚各国的共同利益。如东盟的建立源于东南亚各国避免遭受冷战期间大国政治的控制和大国对峙的影响。虽然拒绝大国加入是东盟的一个原则，但到冷战结束后，东盟也开始致力于与大国的合作。就东盟的成立宗旨而言，其内容涉及的范围也相当宽泛，如经济合作、地区和平、社会进步、文化发展以及教育、环境、地区研究等各个方面。就东盟组织的扩大而言，东盟对于成员国的资格要求，也不像欧盟对成员国那样要求甚严。凡是致力于东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东南亚国家不论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都可以加入。在1967年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三个国家基础上，印度尼西亚、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又纷纷加入，截至2000年底，东盟十国建成。就组织结构而言，东盟也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灵活性。如除官方首脑会议、外长会议、常务委员会、经济部长会议、其他部长会议之外，还设有专门的委员会应对专门的问题。此外，还设有民间和半官方机构，如工商联合会、石油理事会、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等。活动方式、议题内容则更加灵活，正式、非正式、官方、半官方及非官方交叉进行。东亚地区主义的这种灵活性既有优势，又有缺陷。其优势在于，包容力强，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而缺陷在于灵活性导致组织效率低下，如东盟对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滞后反应及应对低效，使得东亚各国深受金融危机的冲击。

（二）层次性

冷战后，区域一体化浪潮发展迅猛，这促使东亚各国寻求地区合作以应对来自欧洲、北美区域一体化的挑战。于是，各种对话、论坛等合作形式纷纷出现。尽管合作机制没有欧盟那样成熟，但针对于亚洲相对分散的境况，东盟已经是一个成形的地区合作机制。在冷战期间，东盟成立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受大国政治的挤压和影响，仅仅是东南亚小国的联合倡议，其会议形式非常松散，而影响力甚微。但冷战结束后，东盟十国在推进东亚地区主义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因此，冷战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中日韩也不得不向东盟靠拢。其发展过程表现出清晰的层次性。第一，东盟十国为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基础。第二，在东亚地区内，东盟发展与中日韩的关系。1997年12月，东盟与中、日、韩分别建立“10+1”“10+3”对话机制。这些机制的成立证明了东盟作为小国集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第三，在区域层次上，接受其他地区大国的积极参与。东盟还邀请了致力于推进东亚合作的国家作为观察国。1994年7月东盟倡导成立东盟地区论坛（ARF），成员包括东盟九国、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巴布亚新几内亚、柬埔寨、印度、蒙古和欧盟，与会各方主要就共同关心的亚太地区政治和安全问题交换意见。第四，在全球层次上，东盟于1994年10月倡议召开亚欧会议（ASEM），先后于1996年3月在泰国曼谷，1998年3月在英国伦敦举行了两次领导人会议，来自亚洲的东盟九国、中、日、韩和欧盟以及欧盟委员会的领导人齐聚一堂，就促进政治对话、加强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1999年9月，在东盟的倡议下，东亚—拉美合作论坛（FEALAC）成立。2005年，正式更名为东亚峰会的东盟又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纳入其中。“10+6”模式的逐渐成形意味着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在东亚地区合作的深化过程中有了新的内涵，即开放东亚合作的空间较之以前有了更加宽广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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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东盟十国为核心，外加中日韩三个发展较快的经济体，并与欧洲、拉美进行地区间合作的局面。这种以东盟十国为核心的地区主义发展表现出由地区内向世界其他地区辐射的层次性。

（三）多样性

东亚开放性地区主义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与西欧的历史认同、文化及政治经济制度较为一致的情况相比，东亚成员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表现出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东亚各国的形成及历史发展过程，而且还体现在现代化程度及政治经济制度的较大差异。国家主权问题、意识形态对立和边界纠纷等相互关联的问题，在东亚地区这些国家之间几乎普遍存在。因此，在东亚地区，共同市场水平上的深化整合或者更高、更完全的经济整合将深受这些多样性的阻碍或影响。第二，合作形式的多样性。地区成员国相互之间、东盟组织与各个国家之间都存在合作。合作形式的多样性使得东盟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当中日关系紧张时，东盟通过“10+3”施加影响，加以调节。就连游离于国际体制之外的朝鲜，在东盟的促动下，2000年首次加入东盟地区论坛。朝鲜核危机爆发后，东盟通过ARF调节美朝关系。2008年7月，朝鲜和东盟签订了《军事合作条约》（Treaty of Armity and Cooperation，T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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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合作内容的多样性。东亚地区主义虽然以推进地区经济合作为主要着力点，但合作内容却涉及政治协商、地区安全、贸易、环境、能源、社会文化、教育、缉毒、疾病控制及民生等各个方面。因此可见，东亚地区主义的多样性既是历史多样性的延续，也是推进地区合作的现实选择。


四 东亚开放性地区主义的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东亚国家间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以及东亚经济的向好趋势再次向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注入活力。目前，东亚合作发展起了“10+1”“10+3”“10+6”，以及“东北亚三国”多个层次，东亚峰会的参与国家超出了东亚地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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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合作机制和对话形式同时并举，使得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开放性质更加明显。

对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趋向，东亚展望小组在2001年提交给“10+3”领导人会议的报告《走向东亚共同体》中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该报告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应以地区认同、经济合作、人本思想、包容、国际规范、地区思维、渐进制度化，以及全球和谐为指导原则；报告确定了经济、金融、政治安全、环境能源和社会文教五大合作领域，并提出了开展合作的具体措施，包括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建设东亚投资区（EAIA）、建立地区汇率协调机制，将“10+3”领导人会议发展成东亚峰会（EAS），以及成立东亚思想库网络（NEAT）和东亚论坛（EAF）等第二轨道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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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在多轨道的机制建设中，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对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尤为重要。如果中日韩实现自由贸易，将大大促进彼此之间的人员、货物和资金流动，对中日韩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分别为：中国0.4%、日本0.3%、韩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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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效益将蔓延至东南亚，最终为东亚一体化的实现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存在建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譬如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经贸相互依赖关系日趋增强，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额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到较大份额。

然而，东亚地区主义的开放性质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活力的同时，也缺乏对成员国的约束机制，难以产生效率。参与的成员可以进行不受区域限制的多重利益选择，在本地区存在很大困难的情况下，就会转向更容易的区外安排。比如，韩国宁可先选择与美国谈判自贸区，再选择与欧盟谈判自贸区，而把与日本的自贸区谈判撂在一边。同时，由于东亚国家缺乏达成共识的区域定位，尤其是缺乏区域优先的政治利益共识，因此，东亚自贸区缺乏强烈的政治意愿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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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政治意愿的缺乏更多受到现实地缘政治的影响，如近年来美国对东亚合作的干预与介入。尤其是2010年以来，美国政府与其盟友在东亚的一系列军事演习，离间了东亚地区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影响了东亚国家地区合作的步伐，从而对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起到阻碍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开放性地区主义是东亚地区一体化的特色，不如说是东亚各国的无奈选择。东盟、“10+1”“10+3”、东亚峰会等对话形式层出不穷，虽然显示了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活力，但缺乏规范机制下的地区合作在深度和效率上明显不足。因此，建设东亚共同体，推动东亚地区主义事业的发展仍需要东亚各国领导人的大智慧和矢志不渝的努力。这些努力仍应该本着开放性原则，正如温家宝总理2005年12月14日在《坚持开放包容，实现互利共赢》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①只有开放的合作才能实现不断进步；②只有开放的合作才能更好地发挥区域优势；③只有开放的合作才能顺应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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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放的原则上，消除地缘政治结构的不利影响，发挥地区大国的推动作用，展开多渠道、多层次的对话与合作，才能真正使东亚开放性地区主义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真正使东亚各国在合作中共同进步，与东亚合作事业一起发展、达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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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一体化时代的东亚民族主义问题

烟台大学 王明星

21世纪以来，东亚一体化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然而，东亚的民族主义问题，近年来却引起了西方世界的高度关注。西方学术界部分学者和政界官员认为，东亚国家民族主义的普遍兴盛，令人对这一区域的未来发展走向深感忧虑。尤其是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等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普遍的高度关注。某些西方学者甚至故作惊人地宣称，这三个问题随时有可能将东亚甚至全人类给引爆。

事实果真如此吗？如何评价走向一体化时代的东亚民族主义问题，这是东亚一体化研究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一

诚然，冷战国际格局解体后，东亚地区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空前活跃。东亚民族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历史文化纠纷时有发生，并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中韩两国之间围绕着高句丽等问题的历史文化争论，一度曾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引起剧烈的反响，对两国关系的发展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日本国内一部分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和不当言论，经常引发他们与周边邻国之间不愉快事件的发生，甚至招致部分民间人士过激的反应；历史上长期积压的领土和边界问题很难得到合理解决，由此而导致的邻国之间的纠纷和摩擦不断，这方面典型的事例就是南中国海问题、日俄之间的领土争端、日韩之间的竹岛（独岛）之争等。

值得注意的是，后冷战时代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空前活跃，不仅局限于东亚地区，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综观冷战后的国际形势，民族主义倾向在世界各主要地区表现得十分突出，民族主义运动正方兴未艾，成为冷战后引人注目的重大国际政治现象。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概而言之，两极格局的崩溃、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文化心理上的冲击等，成为冷战后时代民族主义泛滥的最主要的时代动因。具体说来，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冷战体制长期压抑和控制了民族矛盾，使其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和调整，冷战后这种矛盾以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形式突发性地表现出来。冷战时代的两极格局下，意识形态的分歧掩盖了所有的问题，历史上遗留的诸多民族问题在强权政治的压力下受到抑制并逐渐积累、发酵。苏联解体导致国际秩序中原有制约机制的消解，意识形态凝聚力显著下降，民族国家利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因素，原来被压抑、掩盖的民族矛盾纷纷暴露并尖锐起来。与此同时，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建立，从而使民族问题在失控状态下迅速蔓延。

第二，加速发展的全球化给世界各地，特别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经济震荡，也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全球化进程中跨国界的人口流动给民族保守主义者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并由此而滋生了对外来文化和一体化运动的抵抗情绪，其极端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泛民族主义的盛行。

第三，多民族国家的诞生总是以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条件为基础的，一旦民族国家赖以依据的这些基本条件发生变化，这种多民族国家得以建立的基础必将随之坍塌，从而助长民族分离倾向，甚至导致多民族国家的分裂。因此，冷战格局崩溃后，冷战时代特定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一些多民族国家也就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而分崩离析。

总之，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国家关系与民族关系上造成的深刻矛盾是导致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泛起的深刻历史原因，冷战后民族主义的高涨是对历史所遗留的民族矛盾的重新调整。冷战后爆发的民族问题客观上是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和民族问题上所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并将通过对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再调整形成新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关系格局。一句话，后冷战时代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的空前高涨，正是人类为改变民族主义被压抑的冷战时代所遗留的民族问题而不得不付出的沉重历史代价。


二

毋庸讳言，民族主义问题对冷战后东亚国际局势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但是，民族主义对东亚地区的影响也绝非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般危言耸听。

第一，苏联解体后的所谓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进入了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代。但是，国际社会所发生的恶性冲突和局部战争，多发生在东亚地区之外，东亚地区不仅没有引发过世界局势动荡，相反在经济上还是世界经济的减震器、发动机，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内东亚各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的势头，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然而，在民族主义受到压抑的冷战时代，东亚地区却曾一度成为全球冷战的“黑洞”，当冷战理念在欧洲大行其道的20世纪下半期，东亚地区却是热战不断。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东亚地区爆发了号称冷战时代最大的一场地区战争——朝鲜战争，20世纪60年代，东亚地区曾爆发过越南战争和中印、中苏边境冲突，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又爆发过越南入侵柬埔寨和中越战争。上述历史现象形成的鲜明对照充分说明，东亚地区最危险的时刻是在民族主义被压抑的冷战时代，而不是在民族主义崛兴的后冷战时代。

第二，毋庸讳言，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在东亚地区的高涨，引发了该地区国家间一系列的民族问题，其中令世人广泛关注的毫无疑问就是各国间的领土纠纷，尤其是南中国海问题，以及近期重新激化的中日之间围绕着钓鱼岛问题引发的争端，以及日俄之间的领土争端。但是，与此同时，东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运动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91年，伴随着全球冷战体制的终结，中国与东盟建立了对话伙伴关系，双方的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1997年东南亚遭受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受危机打击的东盟各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中国政府顶住巨大的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确保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帮助东盟国家最终克服了金融危机。中国在危机中表现出的负责任的邻国的风范赢得了东盟各国的普遍好评，东盟各国与中国的关系迅速改善和发展。经历金融危机后，东盟更加明确了地区需要加快经济一体化，以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来防范危机的再次发生和冲击，中国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因而选择和中国建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必然的选择。2009年8月15日，第八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中国商务部陈德铭部长与东盟十国的经贸部长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缩写CAFTA）正式全面启动。自贸区建成后，东盟和中国的贸易量占到世界贸易的13%，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由此可见，东亚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不仅不会引爆东亚和全球，相反却加速了东亚地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步伐。

第三，上述两方面问题提醒我们，必须对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以及与东亚一体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的思考和评价。冷战时代，东亚的主要战争与冲突，都与东亚国家国力衰弱，受制于霸权国家的全球冷战战略有关。当时，作为冷战战场的最前线，东亚地区面临着两大霸权国家激烈的利益冲突，被牢牢绑上冷战战车的东亚各国只能充当大国战略的马前卒，于是战争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朝鲜战争、柬埔寨战争和越南战争概莫能外，东亚地区成了大国彼此竞争的战场。冷战国际格局解体后，随着民族主义意识的兴起及其相关实践，外来力量操控东亚区域的能力已明显减弱。于是，东亚国家已基本掌握对自身命运的主导权，东亚的安全度相比往日已经大幅提高。尤其是在实现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后，东亚各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民族认同和政治自主意识随之显著增长，国家也已有能力保障自身安全。在此基础上，这些国家间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合作显著增多。因此，民族主义在东亚，已不再单纯是破坏性力量，东亚各国在普遍存在强烈民族认同感的同时，也能根据自身利益需要全面考量其政治选择，而不再是任由外来力量主宰自己的命运。不仅如此，区域内国家间的纠纷与冲撞，在区域内也不再如以往那样缺乏制约和调解力量，其他国家已经可以扮演起中间协调的角色，来化解其他国家之间的不良竞争。于是，尽管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东亚各国之间的摩擦和纠纷时有发生，领土争端频现，但是，迄今为止，这些纠纷和争端始终被限定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仅没有酿成局部战争；相反，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合作不断加强，东亚地区走向一体化的步伐明显加速。由此可见，民族主义的发展并非只能加剧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民族主义既可以成为民族交流与合作的黏合剂，还可以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动力加速器。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具有明显的双重性。诚如法国学者吉尔·德拉努瓦所言：“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有弹性，甚至变幻无常的意识形态。它既可以用于肢解国家，又可以用于建立国家；既可以用于建立普救说，又可以用于激发地方主义……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外壳。”
 
[1]



从消极方面看，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的高涨，将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导致国际局势的动荡，并给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带来新的困难。首先，民族主义具有显著的非理性和暴力倾向，民族冲突已经成为冷战后国际暴力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对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造成严重的威胁。
 
[2]

 其次，民族主义导致有关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发展受阻，为大国干涉其内政提供了契机。再次，民族主义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失衡，地区冲突频繁，从而严重影响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从积极的一面看：第一，民族主义的高涨使长期积累的国家和民族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和缓解，这无疑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民族主义“使一些民族国家摆脱了外国的掣肘获得了完全独立和主权，使其有可能走上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也使一些有生命力的民族摆脱了异族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建国和自主的发展道路”。
 
[3]

 第三，民族主义完成了对传统的意识形态主宰国际关系理念的超越，在某种程度上终结了国际政治领域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政治对抗时代，使各民族国家更多地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制定外交政策和发展对外关系，从而有助于一些长期积累的历史和民族问题的解决。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民族主义重构20世纪的根源在于民族和国家利益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超越，传统的‘制度拜物教’将逐渐让位于对每一个民族国家独特发展要求的肯定和尊重。”“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势必出现一个以民族平等为基础、以区域合作为基本构成的非中心化多极国际体系。”
 
[4]

 尽管这种估计虽不免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走向。

无论从国际关系层面还是从民族国家的构建层面看，当代民族主义都如同一把“双刃剑”。民族主义“既能够充当构建民族国家、维护或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守护神，又可能转化为威胁或破坏国家统一的破门槌；既能成为反帝反殖反霸的开山斧，也可以幻化成为造成地区动乱、侵蚀国际秩序的杀手锏”
 
[5]

 。

走向一体化时代的东亚民族主义的发展，究竟是会引爆东亚乃至全球，还是会为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吹响决战的冲锋号，关键取决于能否继续加强东亚国家自身的主体性，让东亚国家自己彻底摆脱外来势力的干预，自己根据自身的愿望主导东亚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让民族主义成为“开山斧”和“守护神”，而不是成为“破门槌”和“杀手锏”。


三

冷战后东亚地区的历史发展证明，东亚地区国际安全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因民族主义所引发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而是来自于迄今为止尚未清理干净的冷战“遗产”。

如上所述，那些担心东亚民族主义将引爆东亚乃至全球的主要依据是东亚地区现存的一系列引发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如下三个问题——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问题。诚然，这三个问题确实是对东亚乃至全球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问题。但是，将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湾海峡问题也归结为民族问题确实是值得商榷的。

众所周知，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均与朝鲜战争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人民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迎来了民族发展的新机遇。但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出于自己的战略需要，将朝鲜半岛作为双方划分势力范围的筹码，不惜以牺牲朝鲜民族的命运前途为代价，人为地在朝鲜半岛上画出了一条“三八线”，强行将朝鲜民族和朝鲜国土一分为二。1950年6月25日，两个阵营冷战摩擦造成的火星，在朝鲜半岛上燃起了熊熊战火。由于完全不明真相的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起源和目的做出了今天看来十分错误，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的判断，并进而做出了过激的反应——首先派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公然为中国的统一设置障碍，从而种下了台海两岸长期分离的祸根。不仅如此，美国悍然派遣军队全面介入朝鲜内战，而且美国军队完全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作为朝鲜的邻邦，中国在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的情况下，被迫卷入了朝鲜战争。1953年，朝鲜战争宣布结束。但是，中国台海两岸和朝鲜半岛三八线南北却被人为地分割为彼此分离的两部分。

冷战格局崩溃后，挣脱了意识形态束缚的东亚地区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中国台海两岸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重新看到了争取国家和民族统一的曙光。尽管台海两岸的中国人以及三八线南北的朝鲜民族都为国家和民族的统一而付出了自己不懈的努力，然而，在全球冷战格局结束20余年后的今天，台海两岸和三八线南北的分裂状态依然如故。

显然，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分裂是冷战的产物。可是，为什么全球冷战格局已经结束20多年了，而冷战的“遗产”在东亚地区却依然存在？更有甚者，学术界一般认为后冷战时代是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时代，东亚地区的民族主义尤其高涨，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担心东亚地区民族主义的高涨有可能引爆全球。可是，为什么在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东亚地区，不仅朝鲜半岛，甚至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迄今为止尚没有完成民族统一的任务？

上述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在全球冷战格局解体20余年后的今天，冷战体制的“遗产”在东亚地区依然存在。诚然，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社会的转型，中俄、朝俄、韩俄、日俄关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曾经的苏、中、朝社会主义国际阵营彻底解体。但是，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关系依然存在，美军依然驻扎日本和韩国，维持三八线和平的依然是那一纸停战协定，美国和日本依旧不承认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失去了昔日军事同盟且经济极度困难的朝鲜国家的生存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威胁，但是美国人却对朝鲜人一再要求的以和平条约取代停战协定的呼吁置之不理。于是，极度恐慌的朝鲜人举起了先军政治的大旗，亮出了核武器这一杀手锏。毫无疑问，朝鲜人的上述反应招致了美、日、韩各国更加严厉的孤立和制裁，每年一度的美韩联合军演照旧进行，2010年随着天安舰事件的发生，美韩联合军演空前地一年四次，演习的战场甚至进入了黄海海域，直逼中国国门。

东亚冷战“遗产”的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有人不想放弃冷战思维和冷战国际战略，因为在他们看来，冷战在东亚尚未到结束的时候。这是因为所谓冷战战略主要应该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第二，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与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对抗。第三，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对抗。

在欧洲地区，随着东欧剧变的发生，苏东所有国家纷纷发生社会转型。后来，尤其是随着科索沃战争的结束，欧洲地区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塞尔维亚被摧毁。于是，欧洲地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便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消失而宣告结束。同样，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与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对抗，也以社会主义集团的消失而宣告结束。转型后的苏东国家纷纷选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所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对抗，也以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失败而宣告结束。因此，冷战体制在欧洲便宣告解体。

但是，东亚地区却并非如此。尽管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国家的社会转型，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与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对抗以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消失而宣告结束。但是，中国、越南、朝鲜、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所以在东亚地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依然存在。不仅如此，尽管中国、越南两国通过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调整，逐渐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但是，两国在政治体制方面，依然排斥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最令某些人不能接受的是，朝鲜迄今为止，不仅拒绝市场经济，而且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依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所以，在东亚地区，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对抗依然存在，并且不时有趋向激化之势。所以，冷战的“遗产”将长期在东亚地区存在。

毫无疑问，只要台海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得不到解决，东亚地区的国际局势将依然紧张，并将时刻对全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但是，那种所谓东亚民族主义将引爆世界的说法必须加以纠正。应该说，只要冷战的阴霾不散，东亚将随时有可能引爆世界。而民族主义的阳光，至少可以对驱散冷战的阴霾助一臂之力。

综上所述，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之所以不安全，不是因为民族主义的过度发展；相反，恰恰是因为民族主义发展不够充分。假如能够驱散冷战的阴霾，东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就有可能消除。同样，东亚一体化的发展无疑将推动该地区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民族主义的高涨，在带来并激化一些民族矛盾和国际纠纷的同时，也将成为推进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动力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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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吉尔·德拉努瓦：《民族主义：七头蛇从未消灭》，法国《世界报》199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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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陈林：《论民族主义对20世纪历史的重构》，《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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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东亚共同体构想指导思想的异同比较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张慧智

日本鸠山政府上任并正式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后，获得了中国和韩国领导人的认同，并被写进《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这表明三国间的合作已经走到了新突破的门槛。因为，对于缺乏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中日韩三国来说，“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会增强各国间的政治互信，避免陷入一种所谓的“安全困境”，为消除中日韩三国相互间的误解和争端提供对话平台。各国学者虽普遍认为实现东亚共同体有较大难度，但仍将其作为未来的发展目标。然而，仅一年之后，美国重返亚洲及对中国的C型包围、天安舰事件导致中韩关系恶化、围绕钓鱼岛问题使中日关系紧张，东北亚地区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重新思考中日韩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指导思想的异同，或许可以找到促进中日韩共同合作与发展的有效方案。


一 中、日、韩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指导思想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开始探讨东亚区域主义，主要以“10+3”框架为核心探讨经济合作。在此过程中，东亚各国对东亚共同体逐渐有了共识。2001年由东亚12个国家专家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发表了名为“东亚共同体”的报告书，把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目标。2002年民间组织东亚研究小组在报告中重新提出了“东亚共同体”概念，指出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赋予各国的利益与希望。2003年12月，日本和东盟国家发表的特别首脑会议合作宣言是以建立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的；2004年在老挝举行的“10+3”会议中，各国首脑决定把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长期的目标。对于东亚共同体包括的范围经过多次探讨后，逐渐确定了“10+3”为东亚共同体的核心。在“小国主导、大国推动”的框架下，如何建立东亚的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需要明确中日韩对于东亚共同体的指导思想。

（一）中国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指导思想

中国在对待“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上一直保持着积极和谨慎的态度，这是为消除一些国家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和由此产生的担心。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并未单独在官方文件中提及有关“东亚共同体”构建的具体规划，但在历次“10+3”机制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及多种形式的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中，中国政府所表现的积极态度得到了东亚各国的一致好评。

中国从最初对东亚共同体反应平淡，到认同并倡导东亚共同体，其指导思想大体包括：经济方面，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通过进一步加强与东亚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抵御区域外经济合作组织的贸易保护主义，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安全方面，增加各国政治互信，建立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在平等的原则下维持各国的共同利益，在多边框架内寻找解决双边问题的有效路径，逐渐弱化军备竞争；根据“和谐世界”的原则，通过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将东亚建设成“和谐地区”，消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

考虑到“东亚各国之间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差别是建立区域共同体的一个严重障碍”，为了跨越这些障碍，对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原则，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1月第二届东亚峰会上提出三点主张：第一，东亚合作应是实现地区共同发展与繁荣的合作。各方要从大家最关心、共识最多的领域开始，从交流发展经验、现代信息和先进技术入手，让各国从合作中受益，逐步增强合作的信心和动力。各方应推动东亚合作朝着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务实合作，密切经贸联系，形成互利、互补的合作格局。第二，东亚合作应是促进国家之间和谐相处的合作。要建立一个能够在安定的时候共同发展、在危机的时候共同应对的新型命运共同体。第三，东亚合作应是尊重社会制度和文化多样性、多元化发展的合作。各国要从东亚国家的特点和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相互尊重，照顾不同国家的需求和能力，循序渐进地推进合作。以上三点主张也充分表明了中国在建设东亚共同体过程中的态度，这三项原则也符合东亚各国建设区域合作组织的趋势。

在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发展路线上，中国主张实现这样一个长远目标要经过一个渐进的发展历程。其中，包括由东亚地区多边对话机制发展为组织机制，从东亚地区功能性合作发展为制度性合作，从经济领域一体化扩展为政治、安全、文化领域的全面一体化。在经济共同体建设上，包括建立跨国联合企业、建立自由贸易区、建立关税同盟、签署自由投资协定、发行地区统一货币、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免签证制度等。在政治共同体建设上，将发表《东亚宪章》，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确定东亚共同体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包括建立和睦、合作、和谐的国家关系。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组织机构，包括东亚共同体首脑理事会、东亚共同体各部长理事会、东亚共同体秘书处等机构。在安全共同体建设上，签署《东亚安全条约》，建立东亚共同的安全空间。各成员国承担义务不支持第三国对成员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可能构成的军事威胁，不向第三国的侵略行动提供军事基地或后勤援助，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争端。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广泛合作，共同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建立东亚安全合作委员会，协调解决各国间的矛盾、冲突与争端。建立东亚文化共同体，相互开放教育、旅游、文化市场，扩大文化和教育各领域的广泛交流。共同培养东亚文化和地区共识，为东亚共同体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二）日本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指导思想

日本是较早提出东亚地区合作设想的国家之一，其范围由最初的“10+1”（日本）扩展到“10+6”，但他们期待建立的是一个扩大化的东亚共同体，即主张除“10+3”机制下的13个国家外，将印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同时纳为“东亚共同体”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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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指导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两个方面：“推动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和建立“对等的日美关系”。

最近30年来，以往属于世界“贫困”“落后”地区的亚洲尤其是东亚，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东亚地区已经形成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深化东亚一体化已经成为地区发展的现实要求和时代潮流。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房地产泡沫破灭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直到目前仍没有好转的迹象；过去以日本为头雁、其他东亚国家靠吸收日本投资而发展的雁阵模式已不存在；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经济质量上，日本对东亚其他国家已不存在绝对经济优势。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日本如果继续置身事外，只能将自己日益边缘化，其长远经济发展、政治影响力和国家安全都将失去有效保障。在中国的地区影响力日益提升的情况下，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建设，有助于彰显日本的地区影响力。通过推进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提升东亚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进而提高日本的国际影响力。

此外，日本希望依靠本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获得更大的外交空间，降低对美国在安全领域的依赖程度。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一直将日美同盟作为外交的基轴，并依靠美国保卫本国的安全。这一路线虽然使日本的安全得到保障，也使日本在政治上处于依附美国的地位，很难对美国说“不”，甚至还为了美国的利益而吃过亏。“日本至今没能步入东亚地区一体化潮流的最大理由，是对美国有所顾忌，以及日本精英中依旧根深蒂固的‘脱亚入欧’思想。”为调整自己的作用以适应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化，日本一方面希望美日同盟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这一同盟关系制约日本在亚洲和世界实现自己的目标。东亚共同体建立过程中，日本希望充分利用其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所具有的战略优势，在相当程度上降低本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控制中国在地区安全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日本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发挥地区主导作用，改变“经济强国、政治弱国”的外交形象。

此外，日本把21世纪外交的最大课题定为“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日本舆论就此提供的选项大体有四个：强化日美同盟遏制中国、维持与中美的等距离外交、全方位外交即联合国中心主义、发展包括核武装在内的军事力量。从国际形势发展来看，东亚共同体的建立符合日本的长远利益，是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的一个政策设想。作为倡导者，日本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东亚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借此提升或者维持其话语权，抗衡日益崛起的中国、印度，保持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争取进入联合国安理会。2008年的金融危机意味着美国单极霸权时代结束了，世界正走向多极化，美元的金元帝国地位也在走向衰落。特别是中国迅速崛起，在世界和亚洲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日本需要调整“联美制华”的政策。日本要走向普通国家，确立世界大国地位，必须改变自民党时期过分依赖美国的政策。因此，日本并不是要利用东亚共同体实现“脱美入亚”，而是要在日美中三国之间构建新的国际关系。今后日本可能就“使美国在亚洲不至于被孤立”和“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建设性的参与者”这两大课题，发挥自己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一步步参与制定国际社会的框架和规则。

近日，日本政局出现变动，菅直人出任新任首相，其内阁表示，日本会继续重视与亚洲邻国的经济往来，不会放弃“东亚共同体”这面旗帜，同时进一步恢复和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加强对中国的遏制措施。菅直人在施政演说中虽然表示日本将“与亚洲为中心的近邻各国，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将来去构想东亚共同体”，但也表明日本政府对构建东亚共同体尚无明确计划，这些给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增加了一些不稳定和不透明的因素。

（三）韩国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指导思想

在形成“东亚共同体”概念的过程中，韩国做出了积极务实的努力。早在1998年，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就提出了一项建设性倡议，即成立东亚展望小组，随后在1998年12月越南河内召开的“10+3”领导人会议上决定采纳金大中总统的建议，由来自各国的“第二轨道”的学者专家组成“东亚展望小组”向“10+3”会议提出咨询报告，在2002年的会议上，东亚展望小组正式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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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报告基本涵盖了东亚国家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诸多领域的问题，倡导各国就以上问题进行中长期合作，为未来东亚合作提供了长远的发展蓝图，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八项指导原则，即共有认同、经济合作为催化剂、以人为本、开放型、尊重国际规范、以地区意识思考、渐进式机制建设和与全球体系相和谐。韩国对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和合作愿景，在韩国总统的建议下，在“10+3”机制下相继成立了东亚研究小组和东亚论坛，韩国在各个组织中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带头作用。

韩国一直把自己当作是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三明治”国家。经济上，韩国感到夹在领先的日本和后面紧追的中国之间，因为日本的高技术领域始终领先于韩国，而中国在迅速增长的过程中，拥有明显的价格竞争优势和技术挑战能力。韩国企业一直担心无法克服这种困境。政治外交上，韩国认为，一边是美国和日本显现出的海洋势力，另一边是以“旭日升天的气势急速浮现的大陆势力中国”，韩国就如同夹在两大势力中间的“海陆夹心三明治”。安全上，朝鲜半岛仍处于分裂状态，尚未建立有效的和平机制，朝核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要解决半岛问题仍缺不了东北亚各国的合作。因此，韩国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一方面是要充分发挥本国的地理优势和经济上处于中日之间的特点，摆脱“三明治”地位，在物流和金融方面将本国建设成东北亚核心国家。另一方面，韩国希望利用所谓的中日争夺“东亚主导权”之机，发挥东亚均衡者和协调者的作用，提高韩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同时，利用东亚共同体的平台，寻求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实现和平统一的方案。


二 中日韩东亚共同体指导思想的共同之处

第一，三国都认识到建立东亚共同体对地区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三国才会在多次三国定期首脑会谈以及“10+3”首脑会谈中，就东亚共同体达成共识。东亚共同体有助于提升东亚地区各国竞争力，保证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与繁荣。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中，深化东亚地区一体化，为商品、资本、生产、技术、服务自由流通创造良好的环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扩大经济发展潜力，提高各国经济竞争力。在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一体化进程不断扩大和加深的形势下，为保证东亚地区经济活力，提高域外竞争力，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是大势所趋和必然选择。

第二，三国都认为东亚共同体应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从相对容易的经济领域开始。因为三国经贸关系不断扩展，相互间的经济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以经济合作为基础拓展东亚共同体的其他内涵和领域，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的繁荣。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东亚地区经济构成了严重冲击。东亚地区国家遭受沉重打击的重要原因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对美国和欧洲市场的严重依赖。建立东亚共同体将有助于深化区域内合作，相互开放市场，建立自由贸易和投资环境，构筑东亚地区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

第三，当前国际形势正处于大变化、大调整时期，这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更加促进了国际体系的重大转型。建立东亚共同体有助于加强各国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信任与合作。其中，包括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和平方式解决地区争端或纠纷，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共同打击各种跨国犯罪，保护海上运输通道安全，在环境保护和防止气候变暖方面的广泛合作，共同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东亚地区创造良好的、和平的国际环境。

第四，建立东亚共同体有助于建设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的地区新秩序。当前，东亚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中心之一。这次因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要求改变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调控货币发行，建立超国家储备货币。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稳定，东亚地区已经开展域内金融、货币、贸易、投资各领域的一体化合作，包括建立外汇储备基金，实现“清迈倡议”多边化，实行贸易本币结算，推动建立亚元。这是东亚地区加强金融领域合作，推动构建地区经济新秩序的重要举措。建立东亚共同体将会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提高东亚地区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保证东亚地区经济稳定发展和繁荣，建立东亚地区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经济新秩序。

第五，三国都明确东亚共同体是个长远目标，不会一蹴而就。因为东亚地区的特点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发达国家、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多种经济体并存、文化和文明多样，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地区共识有一个不断形成的过程。此外，还有国际体系转型和东亚地区秩序变化带来的许多不确定因素。


三 中日韩在建立东亚共同体中的困难与障碍

第一，中日韩三国对东亚共同体的指导思想存在着相互制约的矛盾。日韩两国都从本国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考虑如何应对周边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崛起带来的不适应使这两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上都包含着牵制中国的意图，而中国的指导思想核心是如何突破遏制。矛盾的两方如果不能进行协调，将无法指导三国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关于对中日韩三国合作障碍的认识。中日韩互为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但三国合作水平严重滞后于其各自与东盟的一体化合作。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问题、安全困境、政治互不信任、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日美和韩美双边军事同盟关系，都成为深化一体化合作的严重障碍。对此，主要有两种解决思路：一种是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无法建立东亚共同体；另一种是建立东亚共同体，运用规则和制度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深化合作。这说明，国家间合作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寻求对话与协调机制，通过协作解决问题，深化合作，达成共识。认为中日韩不扫除障碍，就无法开展合作的看法，显然片面。

第三，东亚共同体主导权之争。当前舆论普遍认为东亚共同体建立过程中存在着中日争夺主导权的问题，这一问题影响了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日韩三个大国对东亚共同体建设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三国合作至关重要，而超越零和博弈，走出安全困境是加深中日韩合作的重要前提。中日韩都处于重新定位和政策调整时期，要确立和睦共生、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中日韩要把各国的发展视为加深合作的机遇，而不是对自己的挑战。应相互支持和平发展，而不是相互遏制，应把地区合作机制作为深化合作的平台，而不是谋求地区主导权和遏制外交的工具。目前，三国已达成广泛共识，最重要的是确认中日韩三国的共同主导地位，形成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三驾马车。

第四，美国因素的影响。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亚太地区在其全球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东移。美国通过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双边军事同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地区机制，积极参与亚太地区事务，并谋求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对东亚地区深化合作的进程十分敏感。鸠山首相重提建立东亚共同体同样引起美国的关注。为打消美国疑虑，日本采取了犹豫不定的模糊政策。实际上，东亚共同体是地区性一体化组织，亦如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作为地区性组织，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即限于地区内国家参与，否则就是亚太共同体了，而这更会遥不可及。东亚共同体没有美国和欧盟国家加入，不意味着不开放，它不是排斥或反对美国的地区组织。东亚共同体作为地区性组织，将积极开展与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非洲国家联盟、南亚共同体等地区组织的对话、协调与合作，共同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但是，如果不让美国加入东亚共同体，美国很可能会借助其在东亚的影响力发挥破坏性作用。因此，处理好美国的因素也是东亚共同体建立的关键之一。

第五，东亚共同体的成员国范围。中国把东亚共同体的范围暂时定义在“10+3”的框架内，在此基础上增加朝鲜和蒙古；而日本则希望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纳入进来，形成“10+6”的框架。从现实出发，东亚共同体的主体仍是“10+3”，逐渐成熟后才可能考虑其他亚洲国家的加入。


四 中日韩加强合作是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关键

要实现东亚共同体的建设目标，就必须加强中日韩的合作，并处理好中日韩与美日韩的关系。中日韩作为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大国，相互成为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推动中日韩合作全方位走向深入，政治、经济、文化合作等方面均取得不少实质性的成果。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正在机制化，并就提升伙伴关系、实现共同繁荣达成多项共识，在《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中提出了三国在政治、经济、环境、国际问题等诸多领域的合作构想，三国也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目标达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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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美国借助天安舰事件将原本因美国驻军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出现离心倾向的美韩、美日同盟重新加以巩固和强化，与韩国、日本频繁举行军演，不仅可加固与韩日的军事同盟，还可挑拨中国与日韩的邻居关系。尽管中日韩在经济上有着共存共荣的关系，但应该看到，日韩对中国仍然存有很深的戒心，担心中国崛起会带来威胁，希望本国也成为地区“大国”，再加上美国对东亚一体化进程、对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深刻影响，造成了中日韩合作与美日韩合作之间的竞争。作为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中日韩有必要强化中日、中韩和中日韩合作的战略意义，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促进相互理解、相互融合，实现共赢。

加强中日韩各领域合作符合三国和三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它要求中日韩从睦邻、平等、信任、合作、共赢的新思路来构建新型合作关系。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潮流，中日韩应当积极实行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措施，加强金融合作和区域货币体系建设，加快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进程。这是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发展活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条件。中日韩应当不断加强政治互信，走出历史阴影和安全困境，妥善解决存在的各种分歧和争端，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积极开展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朝鲜核问题是中日韩合作的重要议题，加强中日韩协调与合作有助于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共同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日韩文化既具有同源性，也存在差异，应当彼此尊重、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不断扩大人文和社会交流，培育各国人民间的友好感情，化解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为中日韩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建立东亚共同体是一个长远目标，中日韩是东亚地区的核心国家，加强中日韩合作是发展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前提。目前，中日韩的合作水平仍然有待提高，构建政治共识，加强对话机制与合作制度建设是深化中日韩合作的重要方向。发展中日韩合作会遇到各种问题和障碍，只有加强对话与合作才能有效解决各种问题，应对各种挑战，实现互利共赢。




 [1]
 王勇：《东亚共同体：地区与国家的观点》，《外交评论》2005年第8期。


 [2]
 全毅：《东亚区域合作的模式与路径选择》，2010年3月。报告提出的主要建议包括：①把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②近期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和投资区。③加强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抵抗力。④推动东亚经济和政治合作的制度性发展。⑤由“10+3”框架向“东亚区域”机制过渡。⑥加强政治、安全、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3]
 在2009年10月10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上发表的《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中表示，“三国致力于在开放、透明、包容原则基础上建设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


论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背景、理念及主要特点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石源华


一

国际社会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研究这一过程对于理解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有必要首先考察“东亚共同体”构想产生的经过及其内容的形成。

虽然倡议建立东亚或亚太合作体系者早已有之。如1986年，苏联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多边安全合作体系。1990年，印尼、澳大利亚分别建议建立亚太多边集体安全体系。1993年，美国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提出的环黄海经济圈的提议也具有进一步发展成区域性合作的倾向。提议国各有各的动机，但却应者寥寥。1990年12月，马哈蒂尔提出“东亚经济集团”的构想，次年又更名“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主张该集团由东亚地区的中、日、韩和东盟国家组成，不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面对欧洲一体化和美国的经济霸权，东亚地区应该联合起来，争得自己的利益，此为首次提出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主张。但此倡议因美国和日本的反对而夭折。东亚区域合作体系一时难以形成。将东亚区域合作与欧洲区域合作相比，可以发现两者存在重要区别，东亚区域合作长期明显滞后。

首先，就历史因素而言，尽管历史上德、法、英等欧洲大国间都曾发生过战争，牵涉欧洲许多国家，甚至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亚洲各国间的冲突，但是战后欧洲各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历史问题。德国领导人在承认发动战争的错误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的高姿态，赢得欧洲各国人民的谅解。在欧盟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未因历史问题发生纠葛，此乃欧洲之幸。然而，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和战争赔偿等问题上的暧昧立场，以及通过历史教科书问题、阁员参拜靖国神社所反映出来的日本对待战争的错误态度，激怒了亚洲在历史上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破坏了建立东亚区域合作的政治基础，目前尚看不到彻底解决该问题的清晰前景。

其次，就地区冲突和摩擦而言，欧洲各国之间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摩擦和冲突，某些地区的局部冲突十分尖锐。如北约东扩问题，反映出俄罗斯与欧美间激烈的利益冲突，但并非无法调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并不是无条件反对北约东扩，或与北约对立，只是要求与北约同起同坐，享受平等待遇，而在东亚却有些难解的死结，如朝鲜半岛至今残留着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南北分裂问题以及朝鲜核问题等容易引发国际性冲突的潜在危险；中美间的台湾问题反映了双方的结构性矛盾，台湾分裂主义势力的长期存在以及美国对台军售使中国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性始终存在；日美安全保障的扩容强化和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存在，在中、朝和其他国家眼中无异于遏制自身的“东约”；日俄的北方四岛问题无论如何解决，对于另一方都是明显的损失，任何一方都不会作出原则性让步，日韩、日中之间也存在“独岛”与“钓鱼岛”的领土争执，中国与东盟相关国家还存在南海归属问题的分歧等，这些争端反映了东亚区域矛盾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对立性，使得东亚各国的相互关系具有脆弱性。不少国家的双边关系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的缓和成就，可以因一个突发事件的发生而前功尽弃，一时难以通过调整或谈判取得“双赢”的效果。

再次，就意识形态而言，欧洲各国的文化虽然各具特色，但起源于古老的欧洲文明，具有较多的共性，苏联、东欧等国解体和西方化后，冷战期间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营垒已不复存在，基督教文化成为欧洲各国共同的精神支柱，这是欧洲共同体得以迅速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东亚虽然历史上存在过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各国也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缅甸、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亚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然而进入近代以来，东亚思想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俄罗斯从欧洲扩张到中国，先是带来了东正教，后又传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现“脱亚入欧”式的崛起，盛行体现军国主义特点的日本霸道文化；列强势力进入东亚，尤其是战后美国“介入”东亚后，更使基督教文化和美式价值观念强行进入东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在近代逐步走向式微，但儒家文化仍在该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东亚各国也都有反映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因此，东亚的文化集佛教、儒教、道教、日本教、东正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于一体，反映出杂拼及多元化的特点。此种意识形态的复杂性虽然未像某些西方学者所预言的那样，已经发生了“文明的冲突”，但对于东亚区域合作的形成来说肯定不是积极的因素。另一方面，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东亚还存在着多种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有日本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韩国、新加坡等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中国、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朝鲜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俄罗斯、蒙古这样的转型国家，还有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柬埔寨这样的欠发达国家等，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及其价值观念的不同和冲突，也使东亚区域合作产生更多的曲折和磨难。

最后，就经济一体化而言，经济在推动世界和地区集体安全体系过程中的重要性已成为各国的共识。欧洲共同体正是建筑在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之上，尽管东亚地区的中、日、韩先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又具有极为便利的地缘条件，东亚经济交流也发展迅速，然而，三国间形成经济共同体的种种方法都没有取得明显效果。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形成的东亚经济的“雁形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日、韩三国经济关系出现重新编组和同步竞争的新特点，东盟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者，但其经济容量和能力实难担此重任。这些因素也都影响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实际进展。

东亚区域合作发展进程中遭遇的这一系列问题，对于中国观察和决定东亚区域合作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的战略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比较重视和发展与东亚各国的双边关系，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多方面的关系，而对区域合作采取谨慎和观察的态度。如郭定平主编的《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没有动力也没有兴趣关注区域合作问题。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又一直关注于‘复关’和加入WTO等事宜，对东亚的区域合作缺乏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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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提出和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条件逐步成熟，在此过程中“东盟”起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中日韩”（10+3）机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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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1999年11月，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在东盟首脑会议的开幕词中最早将建立“东亚共同市场、东亚单一货币和东亚共同体”列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
 
[3]

 2001年10月，东亚展望小组
 
[4]

 向第五次“10+3”会议提交《迈向东亚共同体——和平、繁荣、进步的地区》的报告，提出把建设“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长期目标，该报告提出三项重要建议：将东盟“10+3”转变为东亚峰会、建立东亚论坛和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
 
[5]

 2002年10月，东亚研究小组
 
[6]

 向当年的东亚领导人会议提交最终研究报告，再次提出东亚共同体，强调它“符合各国的利益和愿望”，并为领导人会议所通过，成为东亚各国的共识。2004年12月，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在第二届东亚论坛上提出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七点路线图，内容包括东亚峰会、东亚一体化宪章、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货币和金融合作条约、东亚友好合作区、东亚交通和通信网络、有关人权和责任的东亚宣言，使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和内涵更加明确。2009年，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高调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概念，成为日本民主党政府在国际上造势的重要旗帜。

中国对于“东亚共同体”的态度也趋向关注、积极。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挺身而出，承受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向泰国提供总额40亿美元的援助和向印尼等国提供出口信贷与紧急无偿药品，此外开始与有关各方协调配合，积极参与和推动地区与国际金融合作。对于东亚区域合作，中国首先重视和推动与东盟之间的“10+1”合作，其次是积极参与“10+3”和东亚峰会的各种活动，再次是推动和参与中日韩三方合作进程。2009年10月，中国温家宝总理在东盟峰会上明确表示：“本地区各国要遵循开放包容、循序渐进的原则，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朝着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不断迈进。”
 
[7]

 以明确的语言表明了中国对于“东亚共同体”的态度。中国态度的变化和“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产生有着重要的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及需求。

随着战后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先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继而又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火车头，中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韩国也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日韩三国的人口超过15亿，三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17%，加上正在不断发展的东盟十国，东亚地区成为世界上最为耀眼的新兴地区，甚至有人称未来的世纪是“东亚的世纪”。东亚各国关系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体现在经济交流互助、相同或类似的发展目标、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维护、环境保护和低碳等各个方面，为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奠定了经济基础。

20世纪80年代开始，曾经在东亚地区存在的冷战背景下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壁垒分明、决然对立的东亚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日本开始“重归亚洲”的历史进程，强调日本是一个亚洲国家，加强了与近邻国家的合作与交流；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国家相继进行政治改革，实现了向民主化社会的转型；越南、老挝、柬埔寨、蒙古、缅甸等国进行了社会制度和经济建设的转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缅甸、朝鲜也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若干重要的变化；中国自身进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努力与世界融合、接轨的世界负责任大国的发展道路，为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奠定了政治基础。

冷战结束后，地区主义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更高水平扩展，出现了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形式，新地区主义取代旧地区主义，在全球兴盛起来，成为国际关系的新因素和世界发展的新潮流。
 
[8]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欧洲共同体和北美一体化进程走在世界的前列，成为催动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提出的萌生动因、参照榜样和国际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区域合作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酝酿与发展的过程。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同时，也激发了东亚各国推进区域合作的强烈愿望。东亚展望小组和东亚研究小组的建立，为“东亚共同体”概念的拟订与提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随即，东亚区域合作进入了实质性推进的阶段，东盟将在2015年实现自身的一体化，“10+1”“10+3”、中日韩会议、东亚峰会、亚欧会议、六方会谈、上海合作组织等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蓬勃发展，在经济、政治、安全、金融、环境、能源、气象等许多领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同时，中国海南的“博鳌论坛”、韩国济州岛的“和平论坛”等非官方的区域合作机构也相当活跃。仅中日韩三国间就已经在金融、贸易、环保、能源、安全、旅游等众多领域，建有51个磋商机制，其中17个是副部级的。2010年5月29日，中日韩领导人济州岛会议通过的《2010年合作展望》包括了41项内容，涉及的合作领域和课题非常广泛，商定2011年在韩国设立三国合作事务的常设秘书处，承诺将努力在2012年前完成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努力完成三国投资协议谈判，并加大贸易便利化力度以改善三国贸易环境。
 
[9]

 通过各种形式建设东亚共同体，不仅成为东亚许多国家的共识，而且正转化为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实际行动，奠定了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实基础。

中国积极参与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在机制化建设中作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但对于“东亚共同体”整体方案的构建却有所滞后。2004年4月，外交部前副部长王毅曾撰文指出：“建立东亚共同体可以作为东亚合作远景目标的设想之一，同时也应看到，东亚共同体迄今仍只是个概念，对于其定义、应该包括什么内容、涵盖哪些领域、以何种方式前进，尚没有广泛和明确表述，各方考虑也不尽相同。”
 
[10]

 然而，中国对于“东亚共同体”的态度已是越来越关注、积极。中国既将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视为一个长远的目标，同时也将在各个领域不断推进东亚各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视为实现“东亚共同体”的现实目标。


二

中国是一个东亚大国，位居亚洲的中心，长期繁荣昌盛，综合国力超群，科学技术远居各国之上，在历史上曾经是“朝贡体系”的中心国家，形成过以“汉文化圈”为主要特征的独特的具有世界影响的体系，“这个体系以华夷观念来区别中心部位与半边缘、边缘部位在文化礼教上的差别，通过前者对后者的册封或后者对前者的朝贡为纽带，编组成中原王权君临其上，周边国家或民族为其藩屏的区域国际社会”
 
[11]

 。这对于中国和东亚社会来说，都是一笔重要的历史遗产，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必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跳出传统体系和观念的制约与影响，形成新的发展思路。

中国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家。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特别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四起，这些怪论既有出自某些发达国家对华不安好心的算计和害怕心理，也有出自周边发展中国家的担忧和恐惧情绪，中国在区域合作问题上的一举一动，都将为东亚各国和世界所注目。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不仅要总结历史，更要面向未来，形成独特的思想理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为“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创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基本指导思想。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主席在万隆亚非峰会上最早提出亚非国家之间应该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理念。
 
[12]

 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从全球的视角提出创建和谐世界的宏伟目标，鲜明地提出，只有世界所有的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13]

 2007年2月7日，胡锦涛主席在南非一次公开演讲中更是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中国对内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14]

 自此，“和谐”这个充满东方智慧的名词频频出现在重大的国际场合，成为中国外交的主题词。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成为中国外交的根本指导思想。

对于中国倡议的“和谐世界”理念，世界各国人士产生了积极的反应。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署名文章称：“和谐世界”思想有很强的道德追求，力图超越外交“只有永远的利益”的既成定律，以天赋人性的善来疏导外交死结和纠纷，在自己获益的同时让别国也得利。这既符合中华文化中的道德仁义追求，也符合基督教文化中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理念，因此具有广泛的感召力，能聚合全球人。法国国际关系专家皮卡尔表示：像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主动发出建设“和谐世界”的呼吁，把“和谐”理念上升到政策层面，在国际关系领域是一种全新的声音，提出了国际关系领域一个“新模式”，对于建设一个未来更加美好的世界具有“非常积极”的“独创”意义。韩国中国政经文化研究院理事长李映周说：“和谐世界”的主张反映了中国通过“和谐”来解决国际社会现有的各种矛盾的新的外交思想。其文化根源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观。“和谐世界”观同时尊重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强调互相合作，这一理念为东北亚乃至国际社会的安全与和平提供了新的动力，将对国际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研究所海贝勒教授评价：“和谐世界”这个新的提法将三个主要问题即和平、发展与合作概括起来了。因此，中国提出了一个可选择的国际关系概念。和谐社会的概念与儒家“大同”理想非常相近，即建立一个没有社会不公、没有战争的世界，这样的社会有别于谋取利益和过度消费以及不平等的新自由市场社会。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概念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国人民对幸福的认识以及和谐社会梦想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和谐的概念不仅在中国的思想史中有记载，也存在于西方哲学。和谐已被看做整个人类的梦想。中国领导人关于“和谐世界”的构想最终能够把各种文化的各种和谐概念集合在一起，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理念和理想。埃及外交事务理事会主席里迪则称：“和谐世界”理念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完全相符，与和平共处的原则完全相符。当今世界一些地区，比如非洲和中东，战乱不断，动荡不安，胡锦涛主席的“和谐世界”理念就是答案。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刊文认为：中国走向世界，不是作为帝国力量，不靠武力，而是凭借其由经济、市场和不干预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构成的“软实力”；现在“和谐世界”愈发频繁地被提及，这种新的外交方案正在逐渐成形。“和谐世界”的方案正逐渐被加入“亚洲”或“中华”的文化内涵等。
 
[15]

 这些评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解读和论证了中国的“和谐世界”新理念，这对于理解中国外交的战略和基本指导思想是非常有益的。

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与中国和平发展事业是同步进行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摈弃了伴随战争和竞争的大国崛起旧轨，倡导创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创建和谐世界不仅成为中国外交的总理念，而且也成为中国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指导思想。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主张发扬“和而不同”的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中国领导人强调，“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尊重他人，才能得到他人尊重；只有帮助别国，才能得到别国的帮助；只有维护和促进共同发展，才能实现自身繁荣，虽然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较大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始终是亚洲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中国将以最大的诚心、决心和信心，与东亚各国一道，为实现共同发展、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做出不懈努力”。
 
[16]

 毛泽东、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反复教导国人，中国永不称霸，永不当头，中国在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但不争当主导者，中国将以“和谐”的理念处理在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争执和分歧，以“双赢互利”为努力目标。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理念将以新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为主要内容。中国的新地缘政治理论依据创建和谐世界的中国外交总理念，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以扩张领土和势力范围为主要特征的竞争性地缘政治理论，体现和平与安全、发展与合作、和合与和谐三大特点，强调和平的地缘政治、合作的地缘经济、和合的地缘文化及和谐的地理环境，其目标是实现“互相依存”和“互利共赢”的新局面。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理念将全面体现中国的新地缘政治理论。


三

由于东亚社会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领土和领海诸争端，同时，在该地区还存在朝鲜半岛和台海两岸的分裂状态，给东亚共同体建设带来种种困难和曲折，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必须适应这个环境，创造有自身特点的新路径和新特点。

（一）运行路径——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多轨并行、开放包容

由于东亚共同体建设在客观上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障碍，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主张不能照搬欧洲和北美的做法，实行那种相对高度统一的、组织机构严密的模式。中国构想主张东亚共同体建设应该适应东亚社会的历史基础和基本特点，采取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多轨并行、开放包容的路径，逐步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

2009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东盟峰会上提出中国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路线图：“以10+1机制为基础，10+3机制为主渠道，东亚峰会为重要战略论坛，优势互补，相互促进，朝着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不断迈进。”
 
[17]

 其运行基本路径大致可以概括为：“大中华模式”（大陆+香港、澳门、台湾1+3）——“10+1”模式（东盟+中国）——“10+3”模式（东盟+中日韩）——“10+3+3”模式（再加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另一个“10+3+3”模式（包括俄罗斯、朝鲜、蒙古）——正确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即“10+3+3+1”模式或“10+8”模式，加上俄罗斯）——亚太共同体模式等多个层次。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东亚共同体建设将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上述运作模式将是成熟一个，运作一个。其发展路径不会像欧盟和北美共同体那样，只是一种模式逐步发展、壮大、完善，而是由数种模式同时推进，互相补充，不断摸索，不断前进。总的特点则是多管齐下，交替使用：第一管道、第二管道同时并行，双边模式与多边模式同时并行，安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环保等多领域东亚区域合作同时并行，包括美国在内的APEC或“10+8”模式和不包括美国的东亚会议、亚欧会议、“10+3”会议同时并行等，中国构想的“东亚共同体”将是一个高度开放包容、灵活宽松、组织松散的区域合作机构。

（二）横向联合特征——内容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各个领域

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与欧洲和北美共同体所体现的特点不同。欧洲和北美共同体建设较多地体现为纵向整合的特点，以一个或数个大国为核心，自上而下，实行各方面的合作，欧盟甚至已经表现出某种欧洲联合国家的雏形（共同的议会、政府、共同的对外政策和主张等）；而东亚共同体则将更多体现出横向联合的特点。

中国主张“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应该包括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环保、气候等多个领域、多种模式，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如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应对金融危机的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应对朝核问题和东亚安全合作的六方会谈以及气候合作、能源合作等机制。如果在各个领域都能建立起合作机制，整合起来就能形成与欧洲、北美共同体不同的“东亚共同体”。东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曾经和将可能给东亚共同体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必能首先推动东亚国家在金融方面的联合和合作。而由朝核问题而产生的六方会谈，现在虽然存在各种困难和发展瓶颈，但经过各方的努力，也有可能在逐步解决朝核问题的基础上，进而发展成为东北亚全方位合作的建设平台。

（三）关键因素——中国多边主义合作体系与美国双边同盟合作体系的“兼容共存”

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是东亚共同体建设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也是绕不过去的关键因素。美国的强烈反对和干预，曾使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倡议的“东亚经济集团”等不包括美国在内的东亚合作主张夭折腹中。美国并非东亚国家，它在东亚推行的双边同盟体系，包括美日、美韩、美菲、美泰、美新同盟等，从本质上说带有冷战的色彩，这些双边同盟都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出发，明确或模糊地以第三者为对象，与东亚共同体所要求的和谐共存环境和各个国家一体平等的要求是不相容的。因此，有很多国家和相关的人士主张应该将美国排斥在东亚共同体之外。目前，东亚合作的一些机制，如“10+3”、东亚峰会、亚欧会议等都未把美国包括在内。

然而，美国依靠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在东北亚一直占有包括驻军在内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安全的战略地位；2009年，美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条约》，明确表达了“重返”东南亚的战略意向；美国在东亚各地都有军事基地，美国的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到处游弋，美国不会轻易退出这个地区；由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东亚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经济贸易上都与美国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美国的全球战略决定它不会愿意在对外贸易上面对一个联合的东亚而自身被排除在外：这是东亚与美国关系的基本现实。需要强调的是，美国以中国为潜在的战略对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已经引起美国对于中国是否会挑战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是否会将美国排除出东亚的担忧。因此，中国对于美国参与东亚合作的态度，尤为美国高度关注，将中国视为美国与东亚合作关系的主要防备对手。

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在东亚占有重要的战略利益，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紧密关系，中美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购买了美国的国债，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中国虽然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国，但是美国也不能不视中国为重要合作国家。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现状，让美国退出东亚，既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也是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东亚政治安定的。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将兼容美国在东亚的双边同盟体系，不挑战美国在东亚的既得利益，与美国在东亚和平共存，避免对抗。中美之间的和平相处、互利共赢及其可能达到的合作水平和深度，将对东亚共同体的发展形态和实际进度，甚至生存，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也是中国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能否取得和平建设的安定环境的重要因素。中国应该与东亚各国一起，找到与美国合作的妥当方法，如欢迎美国加入东亚峰会等，实现中国与美国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的“双赢”局面。2010年10月30日，中国温家宝总理在东亚峰会上表示：中国欢迎美国和俄罗斯加入东亚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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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将包括与美国合作共处的重要内容。

（四）主导角色定位——助推东盟主导东亚共同体建设

与欧洲与北美共同体由大国主导、或数大国共同主导的特点不同，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积极助推东盟担任主导作用，以中日韩三国为核心，以“10+3”机制为主渠道，东亚峰会为重要战略论坛。中国将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中国明确表示不去争取或主动承担“东亚共同体”的主导角色。有四个因素是中国必须考虑的。

第一，东盟在东亚一体化建设中实际上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东亚区域合作的大部分机构和既有路径大都是以东盟为建筑平台，或是由东盟牵头组织的。从积极方面说，东盟愿意并有基础使东盟成为东亚共同体进一步建设的主导者；从消极方面说，东盟各国也普遍存在担心中、日等大国主导的东亚共同体会使东盟沦为大国的“工具”，改变目前由东盟主导的格局将会使东亚共同体建设遭遇更多的问题和困难。虽然世界舆论普遍存在着“小马能否拉大车”的疑问，目前世界的地区共同体建设也没有小国联合体主导区域合作成功的类似先例。但在东亚共同体发展目标有待进一步明确、对于大国的战略疑忌一时难以消除的情况下，推动东盟担当主导作用，不失为“曲线发展”东亚共同体的一种现实的、有益的尝试。中国与东盟关系日益加深，中国与东盟从2012年开始实施自由贸易区政策，堪称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将继续不断支持和推动东盟发挥东亚共同体的主导作用。当然，东盟发挥主导作用也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合作。正是借助中国的支持，东盟的主导作用才能得以显现，从而使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中国与东盟的率先合作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可以起到“诱导型领导”的作用，双方的合作收获将诱导其他相关国家积极加入到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行列中来，提升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所必需的推动力和主导力量。

第二，中国不当头，不担当主导作用，既是承继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的战略遗言，更是适应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目标的现实选择。不仅有益于避免与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发生冲突，也将有益于中国与东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由东盟主导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并在中美、中国与其他国家间进行协调，将有利于中美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双方更好地实现彼此在东亚的经济利益与交流合作。

第三，中国声明不争东亚共同体主导权，也将避免与日本争夺东亚主导权。20世纪70年代，以日本为代表的雁行模式曾经主导亚洲的经济发展。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经济衰落，中国经济腾飞，东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日本已难以继续担当主导东亚共同体的历史作用，但日本仍然是世界经济大国，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目前也难以接受中国主导东亚共同体。中日两国的关系虽已有很大改善，但仍然存在种种问题，既难以互相认可双方中任何一方单独主导东亚共同体建设，又难以共同主导东亚共同体的建设。由东盟主导东亚共同体建设，会有利于中日两国协调彼此关系，共同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

第四，中国不担当东亚共同体的主导作用，也比较适应目前中国综合国力的真实水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发展势头良好，但国人的GTP平均拥有量排名在世界百位之后，目前能够给东亚共同体提供的公共产品不是很多，盛名之下，难付众望，而且中国的国民也还没有为东亚共同体建设提供大量公共产品所需要的思想准备。中国不承担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中国无所作为，中国将尽其所能，为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发展作出适合自身实力的贡献。

（五）努力目标——建设具有东亚特色的东亚共同体

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主张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特征的东亚价值观念，但决不主张重返东亚朝贡体制的旧范式。在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周边国家的一些人士对于中国强盛之后，是否会恢复中国在古代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和中心国家地位，重建东亚朝贡体系是有疑忌的。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将总结吸取历史上东亚各国和平相处的重要历史经验，总结东亚各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运用以儒家思想为主要特征的东亚价值观念的重要历史经验，为今日建设东亚共同体所用，但中国不会主张恢复东亚朝贡体制那种已经明显过时的旧范式，中国将与各国一起寻找和总结新的东亚价值观念，共同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

中国倡导学习和吸收欧洲与北美共同体的宝贵经验，但决不会接受以西方价值观念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前提。也有些国家和人士主张应如欧盟和北美共同体一样，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特征的所谓“华盛顿模式”为基础与前提，来建设东亚共同体，这也不为中国所赞同和接受。中国承认各国文明的多样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但认为西方价值观并不具有普世性，各种文化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文化、韩国特色的转型民主化文化等以及历史上的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等是适合各国发展需要形成的人类文明的精华，都有其生存、发展的理由和权力，各种文明应该和平共处，共同建设东亚的美好家园。鉴于东亚多文化、多制度的特殊情况，强调此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东亚各国在学习欧洲和北美共同体宝贵经验的同时，必须创造能够容纳各种文明共存兼容的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新模式和新经验。

中国提倡和推行新地缘政治经济理论和新地区主义，但决不会挑战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和现存的国际体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主要变化之一，是中国已从一个体制外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体制内的国家，从一个既成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转变为一个维护者和改革者，中国以创建和谐世界为外交总理念和总使命，将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作为自身的追求目标。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将批评和反对各种全球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言行，将纠正和革新各种不符合东亚各国团结共存的错误观念，但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在东亚的存在，也不挑战既成的国际体系，中国将与东亚各国一起，通过共同的努力，开创以“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的东亚和平建设的新局面。

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将努力塑造一个既符合世界发展大势的，又符合东亚共同利益的，同时也符合中国利益的“东亚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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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知识共同体”的思想与创造

——白永瑞和“韩半岛视角”的意义

日本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李廷江


引言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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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的逝世为什么能在中国、韩国等地引起震动和真挚的哀悼，这和本文要讨论的“东亚知识共同体”有着紧密联系。沟口教授是“左翼”学者，对中国十分友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同中国大陆学者孙歌、台湾学者陈光兴等人共同发起推动“中日知识共同体”学术交流讨论项目，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连续六年的支持下，就中日之间的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等一系列问题，从历史学术和现实利害等层面展开了认真的对话交流。在被称为学术试验的“中日知识共同体”的知识运动中，沟口的学术和人格得到中国学界的认知和尊敬。沟口首倡和大力推动的“中日知识共同体”，虽然参加人数有限，未能持续下来。但是中日以及东亚学者合力旨在通过对话重新学习认识历史，梳理关于战争认识和历史观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持续而努力的尝试，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产生并将继续留下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梳理“东亚知识共同体”言说史，不能不关注沟口雄三先生、韩国学者白永瑞先生和中国学者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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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的思想和实践，因为三位先生是“东亚知识共同体”的蕴生人和创建人。

今天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论述已经成为21世纪东亚知识界极为引人关注的思想主题之一。在讨论东亚共同体论述问题时，最具代表意义的领军人物——日本的沟口雄三先生、韩国的白永瑞先生和中国大陆学者孙歌先生关于“东亚知识共同体”的思想与创造，为我们从各个方面讨论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尽管眼下开始整理回顾正在进行中的“东亚知识共同体”的言说史多少有些为时尚早之嫌，但是通过梳理和探讨始终受人们关注的“东亚知识共同体”的生成过程，将有助于我们从思想角度审视东亚地区合作的可能性和复杂性，了解东亚地区内从历史到今天的多层关系，为我们提供东亚地区知识人十几年来思想互动的积累成果，加深我们对“东亚共同体”的学理和实践层面的理解。

考察“东亚知识共同体”以及三位创建人的思想轨迹时，笔者认为韩国学者白永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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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身份和作用更显得独特而重要。

作为“中日知识共同体”发起人和最重要的推动者的孙歌，是当今在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和韩国学界颇有影响且极为活跃的中国大陆学者之一，当年，孙歌向沟口先生讲述萌发建立东亚知识共同体的契机源于访问韩国的学术交流。无独有偶，白永瑞作为韩国知识界东亚论述的主要倡导者，他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学术生涯和人文知识分子的情怀，使他理所当然的成为孙歌、沟口“东亚知识共同体”的同路人。也正是由于有了韩国学者白永瑞的加盟，“东亚知识共同体”的设想才能够参考继承中日两国以外的韩半岛的视角和思想资源，从“中日知识共同体”扩展到今天的“东亚知识共同体”。

2009年9月，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台湾社坛丛书出版了白永瑞的中文著作《思想东亚：韩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这本书编入了近年来白永瑞思考东亚的主要论文。由“思想东亚”“韩半岛”和“历史与实践”组合而成的书名，表达了著者颇具特色的东亚论述：一，“将东亚作为思想的课题，思考东亚、想像东亚”。二，“而所谓的韩半岛视角，所强调的不是仅从南韩，而是从‘分断的南北韩的相互作用的韩半岛整体’来看问题的视角，韩半岛是世界层次的霸权支配体制的重要现场，所以这里的变革也将是对世界层次的压迫体制的一种冲击”。

白永瑞的第一部中文专著问世，知识界好评如潮，专家学者无不奔走相告，踊跃分享韩国学者送给“东亚知识共同体”学术建设发展的一份大礼。中国台湾、大陆和韩国学者分别从不同的方面阐述了白著所内含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涉及了白永瑞“东亚知识共同体”的实践和思想。台湾学者陈光兴认为“白永瑞是当代东亚批判论述的先行者、推动者与实践者。作为历史学家，他的思想一方面深植于韩半岛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又欲拉长纵深俯视着区域的整体，对于中国与日本的自我认识，乃至于既有的东亚想象，形成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挑战。游走于首尔、东京与北京之间，他的思想与论述的形成是与东亚碰撞的结果，展现在《思想东亚：韩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一书中。他的东亚共同体提案，指向的是你我期盼的区域性和平的到来”。《思想东亚：韩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所体现的一种崭新的知识实践与热情，让我们看到一个批判性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东亚来构筑自身的国际主义主体性的。孙歌指出：“发自韩国的东亚意识，具有它独自的洞察力和创造性。在近代化过程中承受了巨大压力与创伤的韩国社会，以清醒的政治判断力打造了其东亚观念。作为韩国思想界代表性人物之一，作者的东亚论述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思想功能。”韩国学者高度称赞在“东亚知识分子之间的连带意识逐渐形成具体课题的今日，白永瑞教授的存在更显得可贵。身兼学者、教育者、编辑三种角色，还忙着跑亚洲各地，以与众不同的热情与能量，在现场积极投入连带关系的工作。通过如此的经验而孜孜不倦地完成的学术理论成果，现在终于能呈现给中文读者了，我相信藉此东亚地区连带这一梦想离现实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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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短评概括了白永瑞在东亚知识界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位活跃在东亚知识界的思想者和实践家的形象。

那么，当我们在讨论变化中的东亚共同体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现实中，继沟口、孙歌的“东亚知识共同体”之后的白永瑞和“韩半岛视角”，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参考意义呢？本文以白永瑞为中心，拟浅析东亚视角的意义性和东亚论述的可能性，梳理白永瑞思想实践轨迹和特点，探讨“韩半岛视角”的思想意义。


一 东亚视角的意义性和东亚论述的可能性

在回顾1995年全世界反思和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时，孙歌在中国和日本知识界并没有表现出对于抗日战争这一历史事件的共同性立场的现实中，发现了长期以来面对东亚的历史和现实，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知识、思想、情感上的不对等性和差异性。麻木和无视，其实也是逃避与无知。关于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对于这段历史的不同态度，典型表现为“除了少数有识者之外，在各种形式的合作研究中，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回避正面触及这段历史所造成的感情创伤。于是，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成了约定俗成的前提”。正是这一认识和觉悟，成为思想者决心改变现状，创建中日知识分子对话的“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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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如何看待东亚历史始终困扰着东亚社会和学界，其困难之一就是东亚地区历史复杂性而带来的多重立场、视角的对立、差异。然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日两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了建交后两国学术界和政府之间表面性的热烈频繁，即便是对待发生在各种层面的中日两国的冲突现象，也是尽可能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政治解决办法，不愿研究问题，不能提供解决矛盾的对策，一味回避和掩盖对立，如官场文章总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长期以来我们的学者，我们的媒体不能准确把握中日关系的真实动态，以至于出现了问题，总是感到意外。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极其简单。韩国学者池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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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韩国军事政权迫害，1972年到1993年以日本作为批判的阵地，促进日本市民运动与韩国国内的民主化势力的结合。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认为在大众消费社会大潮冲击下，传统意义上的站在市民抵抗和批判前沿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复存在了，作为社会的病症现象之一，知识分子整体已经边缘化了。正如1930年，本杰明批评法国的文学家之所以不能成功地描写当时的法国，原因在于他们想接受这个国家的一切，同样道理，缺乏批判精神和学术研究，恰恰是我们的对日认知缺乏学术，我们的学术缺乏思想所导致的结果。

前日本岩波书店社长安江良介，早在1970年代担任《世界》杂志总编的时候就开始致力于日韩知识界的交流活动。在与池明观先生的交往过程中，安江不断意识到日韩交流中有别于政府层面的知识界交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认为：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交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非政府的事务层面的讨论和交流合作，即外交，经济和企业活动，这类活动即使在文化上的交流与协作的底层，也有政策的思考蕴涵其中。另外，同这种政策层面相对应的还有市民连带合作层面的讨论和交流。这是极其非政府的，可以理解为双方拥抱式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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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在有关东亚共同体言说史中，安江提到的上述两类的讨论和层面分别存在，既构成了有关东亚共同体论述的特点，同时也是该构想不受现实政治左右始终保持其活力的生命源泉。安江强调，就日韩而言极为需要推进政策层面的讨论与历史认识层面讨论的同步进行，并呼吁日韩两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立足于加强此类交流。考察东亚知识交流史，从东亚知识分子对话的意义上，安江和池明观所探索和象征的日韩知识界的合作，对于沟口、孙歌的“中日知识共同体”而言，具有知识水源和范式先驱的意义。

韩国经验印证了，坚持批判的精神、保持独立的人格，既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也是时刻要面对的现实课题。因此，现在看来，1997年沟口、孙歌等人以“知识共同体对话”开始中日知识分子的交流时，所规定的三个基本前提包含了深刻的普遍性意义。（1）知识共同体不以专家式的交流为自己的目标，它要处理的是专家式交流所掩盖的文化差异乃至文化冲突问题，并进而以反省各自知识处境和彼此的困境为目标。（2）知识共同体的对话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和实践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为前提，而不是以了解和研究对方文化的某一个领域为前提。因此，参加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对于本国文化的社会基本问题的危机感和介入能力，以及对现有知识状况的反省精神。（3）知识共同体反对实体化和制度化，也反对以民族或文化的代言人自居。因此，“我们主张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对话和讨论，保持流动性的交流过程，力求以有限的时间交流和揭示可能多的问题，寻找超越国别框架的思考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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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外，在中日知识对话中，沟口经常谈到的是求异存同的方式。在有关危机意识的问题上，不是从自身而是从是否共有出发来思考的方式，正与日方不从自己“知识”的主体出发而从“共同”出发来选定议题的思路同出一轨。这也许反映了共同、共有的妥协、协调，常常优于个人的自我主张这一日本式的“知识”状况。并且因为这种状况，日方就去寻找国际共通的主题，其结果只是选择了流行的、最新的话题。其实，日中两国间的“知识共有”，不是从寻找两国间共同的话题开始，而是从共同深入探讨双方在各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开始的。所以说正如中方指出的那样，个人是不可能成为游离于国家之外的自由的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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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沟口的思路，“东亚知识共同体”也可以解释为寻找差异与理解的知识之旅。孙歌形容中日之间的学术交流为“浅层面沟通，深层面隔阂”。作为孙歌的初衷问题意识的“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对话，正是力求沟通和解决长久以来中日两国知识界的缺少对等的学术交流和貌合神离的思想对话的实践与尝试。

总之，从以池明观、安江良介为代表的韩日知识界的连带到以孙歌、沟口为首倡者的“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实践，从1970年代起到今天，有关东亚共同体论述的兴起与变化告诉我们，有关东亚共同体的政治性的话题很难逃避政府政策的影响，关系到制度性的问题又总是被官员所垄断。因此，立足于民间的韩日学者和中日学者，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其东亚论述的来源与取向，对当下的有关东亚共同体新情况作历史的解释构成了东亚共同体论述的思想与学术的特殊背景。东亚知识共同体与东亚共同体的知识，继承了东亚共同体论述的历史资源和知识资源，为今日探讨东亚问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同时，知识的东亚共同体的主体以民间的、非政府、非政策的市民连带为特征，同以安保、外交、经济为主体的论述合为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统一整体，这两者的结合互补，显示了这一构思的复数主体互动，标志着东亚地区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思想和实践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

“东亚知识共同体”既是东亚共同体的知识体系和知识资源，也包含着关于这个地区历史、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的认识，更离不开为建立这个地区共同知识而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顺应时代的呼唤，韩国学者白永瑞在参与沟口、孙歌“中日知识共同体”对话的同时，提出了东亚视角的问题，认为能否克服超越东亚地区历史所带来的对话困难，找到东亚论述的可能空间，是东亚知识界学术交流的重要前提。所以，如果仅仅提出中国视角、日本视角或者是韩国视角，其本身就是画地为牢，阻碍局限了东亚论述的深化和发展。因此，白永瑞认为：只有确立准确的视角，才可能找到共同对话的前提和共有的问题意识。就这样，视角成为首要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1995年以来孙歌、沟口举办的“中日知识共同体”对话的不懈实践，到2000年白永瑞提出的“东亚视角”，标志着东亚地区知识分子探讨东亚历史现状问题意识的共有，以及思想学术层面上对话前提的内在连带。

在2000年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世纪之交再思东亚》中，白永瑞开门见山引用了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红舞鞋的童话故事，隐喻和提醒东亚人的经历是否也与穿着红舞鞋跳舞的少女有着相似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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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他提出有必要建立东亚视角的问题。白永瑞指出，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东亚视角，重要的是在被日本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夹在一起时，就要考虑到被忽视的周边主体，从20世纪的强国梦中解脱出来。因此韩半岛视角的意义尤其重要。同时，他认为，东亚视角也可以理解为“双重周边的视角”。即“一，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展开过程中，被迫走上非主体化道路的东亚这一周边的视角，二，在东亚内部的位阶秩序中，处于边缘的周边视角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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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东亚地区的历史特点，从不同的视角提出问题找到共性的问题意识，因而，白永瑞提出的“东亚视角”和韩半岛视角的意义就在于它拓展了“中日知识共同体”对话的视野空间，从中日走向东亚以及世界，从观念学理走向寻求地区共生的现实。

事实上，如此新思维下的“东亚视角”，坚持“超越积存的以国民国家为中心的思考方式而代替之以扩展到地域的思考方式”，在沟口、孙歌、白永瑞为先行者的“东亚知识共同体”的实践中，在致力于东亚现状中找到共同讨论东亚历史的问题点的过程中，闪耀着企求地区共生的草根和平主义思想之光，流淌着滋润“东亚知识共同体”生长的源头活水。


二 白永瑞思想实践轨迹和特点

（一）缘起：个人故事的思想内涵

作为一名当代韩国学者，白永瑞的成长过程十分自然地留下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韩半岛内外变化的痕迹。白永瑞在谈到他的学术成长史的时候，首先提到的就是大学生时代——1970年代韩国大学生的思维状态。当时的韩国在国际上受冷战体制的约束，半岛内受南北分断体制的笼罩，国内政治受独裁体制的控制，这些内外因素对于刚刚迈入大学校门的青年白永瑞而言，思维极其有限，不要说大视野的思考意识，就连对于朝鲜半岛也不能作为整体来思考。白永瑞坦诚地说，那时的思维是畸形的“半国的视角”，没能摆脱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待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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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部小说改变了白永瑞的思想习惯和地理空间。一个偶然的机会，白永瑞读了旅德韩国作家李弥勒的自传体小说《鸭绿江在流》。作者十几岁时参加了1919年的“三一运动”，后来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流亡到德国定居。白永瑞从作者坐火车越过鸭绿江，横穿欧亚大陆前往德国的旅行路线，第一次感受到半国视角的狭窄，从而激发了他地理空间的想象力，也使他切身感受到当时的韩国所受到的三个体制的约束和时代的局限，因此，他把李弥勒的旅程视为莫大的冲击。

接下来的是，从1987年韩国国内民主化到1990年夏季赴哈佛留学一年的体验，则奠定了白永瑞作为思想者的思考意识和学术目标。总结留学哈佛所受到的最重大的冲击和收获时，白永瑞认为，发现和产生了“即使研究中国历史，也应该运用‘东亚视角’来思考问题”的问题意识
 
[13]

 。也就是说，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韩国学者，不能只了解中国的事情，还要知道韩国的事情，更要关心东亚的事情。

回到韩国后，韩国国内的变化从另一个层面促使白永瑞开始使用东亚视角观察事物、思考历史和现实了。这就是他所提到的随着韩国国内民主化的推进，改善了与过去作为敌对国家的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关系，中国的朝鲜族和东南亚劳工也开始进入韩国。面对着由于国际化而带来的韩国社会的变化，白永瑞学会了同时观察东亚世界里的韩国和韩国社会里的东亚世界。白永瑞骄傲地回忆说，因为留学引起了思维的变化，又赶上了时代变化的思潮，所以能在韩国思想界出现了“东亚论述”热潮，在韩国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了“东亚”之际，步步走在前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4]

 就这样，一个思想者越境所遭遇的问题，加上对越境者经历的思考，进而使白永瑞产生了立足于本国看世界，思考东亚的新视角。

（二）从“半国意识”到“韩半岛视角”

有一次，白永瑞在回应中国学者关于东亚论的问题时，提出了讨论东亚时经常出现的三种类型：一是作为题材的东亚，具体指把东亚作为研究的对象。二是作为连动的东亚，也可以是作为分析单位的东亚，即探讨该地区在各方面互通互动的结构与效果。三是作为实践课题的东亚，意思是从学术问题转向实践，强调实践的意义。
 
[15]

 一方面，这三个类型的概括十分清晰地表明了他关于东亚知识共同体的认识与设计，另一方面，白永瑞本人对于思考东亚的视角也是在认识的不断提高中逐步趋向成熟。从“半国意识”向“韩半岛视角”的转向，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的。

最初，作为历史学者，白永瑞在梳理韩国东亚论述史的过程中强烈感受到韩国知识界的东亚观念直接受到大国的影响，认识到地区秩序对于韩国知识界东亚论述具有特殊的关联。他认为，尽管东亚、东洋、亚细亚等区域概念引进韩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然而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中国、日本和美国分别是左右韩国认识东亚的重要因素。在白永瑞看来，对于韩国而言，大国的存在和影响既是地理的因素和实在的现实，也是韩国的任何一位知识分子所无法摆脱的外部束缚。从这样的思路重观历史，朝鲜为对抗帝国主义列强试图连带中日等亚洲国家，但是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丧失了主张区域连带的资格。接着二战后，韩国虽然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然而冷战的开始又将韩国隶属于由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中，连拥有独自的区域认识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是包括白永瑞在内的韩国知识分子的“半（个）国（家）”视角长久挥之不去的外因。同样，20世纪末21世纪初，为新一轮的东亚区域意识和想象带来生机的，除了1987年以来韩国国内的民主化运动的国内环境变化外，1989年冷战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韩国和周边大国关系的改善仍然不失为最重要的原因。

然而，时代不同了。白永瑞认为，在韩国思想史的脉络中找到东亚论述的今天，大国的存在和影响可以转化为从“半国意识”转向“韩半岛视角”的积极因素。他提出的所谓“韩半岛视角”，以克服民族主义的自我封闭性、关怀周边邻国地域和文明为宗旨，主要包括：①挖掘19世纪末朝鲜知识分子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思考的思想资源，②继承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进步知识分子关注第三世界的问题意识，③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提倡以民族和民众的生活为出发点的民族民众主义等内容。白永瑞信心百倍地认为，“韩半岛视角”可以成为摆脱束缚自己思想和行动的民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开创出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动力。

另外，白永瑞还十分关注草根东亚思想在韩国生成的历史脉络和现实状态。认为在变“半国意识”为“韩半岛视角”的过程中，只有开始对之前支配韩国知识阶层的所谓抵抗性民族主义加以反省，才能够化解民众层面上的东亚地区历史记忆为建设和平共同体的资源。在白永瑞看来，具有韩国特色的东亚思考的重要功能则是在东亚范畴内认识韩国，同时调整或者控制民族主义。就这样，在变“半国意识”为“韩半岛视角”的转向过程中，以白永瑞为代表的韩国知识分子，不仅成功地获取到东亚论述的历史资源和应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工具，而且向东亚知识界展示了具有韩国特色的东亚论述的学术和思想。

（三）广义的东亚和狭义的东亚

在参与和创建东亚知识共同体的过程中，作为思想者，白永瑞之所以把东亚论述分为广义的东亚和狭义的东亚，除了要界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所关心的对象有所不同之外，也有意地把政府关心和推行的东亚共同体和知识界的东亚共同体论述区别开来。他认为韩、中、日政府追求的是在国家的（或者和国家合作的资本的）主导之下建设一个政治、经济制度上的东亚国家之间的结合体，因此，这样的“东亚共同体”是狭义的东亚共同体。狭义的东亚共同体以欧盟为样板。然而除了通过结合将能给东亚各国带来克服经济危机达成区域内的共同繁荣之外，狭义东亚的国家利益之争，势必将给东亚地域的和平带来不安定因素和危机。首先是“各国在促进地区共同体应发挥怎样的角色的问题上，还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因为政府层面的地域统合必然不能抵御主导权的诱惑”，同时，“因为东亚各国之间的国力相差悬殊，产生矛盾的可能性也就愈大，维持和平的可能性也会相应降低”
 
[16]

 。他还认为，中日两国争取主导权的竞争已经愈演愈烈，如果中国是为了应付美日同盟而关心东亚共同体，那么日本则是为阻止或遏制中国的跃升而关心东亚共同体。
 
[17]



对此，白永瑞说，“我强调广义的东亚共同体。它的重点并不在于制度上面，而意味着东亚每个人依照自己的决定去进行超越国境的多方面交流，通过这样的交流形成广大的联网。我并不低估在现实上已进行着的狭义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只是为了用批判的眼光思考狭义东亚共同体是否真正能带给东亚人和平、共生、繁荣这一问题，而特别强调广义东亚共同体的观点”
 
[18]

 。至于应该如何理解广义东亚共同体和狭义东亚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白永瑞做了详尽的阐述。首先，至此之前，在比较了中日韩三国所进行的关于东亚共同体问题的讨论后，白永瑞曾经提出了，在现阶段要想实现理想中的目标，一是要加快该地区国家间的统合过程，二是要加快国家内部个人参与的改革过程。
 
[19]

 其次，他认为围绕东亚共同体，还应该在理论和实践上增加如下内容：一，即多重主体（国家政府层次和市民社会层次）的融合，进而承担“民主的责任”。二，提出“共治”的概念，提倡由国家、市场、市民团体构成互相联合的网络，以促进建立伙伴关系的过程和制度化，活跃我们对如何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思维。
 
[20]

 最后，关于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对现阶段属于全球范围的长时间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究竟会产生怎样影响的问题，白永瑞提出了“国民、国家内外双向互相作用的地域统合范式”
 
[21]

 。一，由于从世界地政学的知识来看，美国、欧洲和东亚各自具有不同的动力，因此，如果某种形式的东亚共同体果真形成的话，其引起世界体制变化的潜力很难想象，其结果或许是本地区秩序会发生本质变化，或许会改变现在的开发范式。二，因此，本地区国家间的统合和各国的内部改革需要加大步伐。为此，按照地区统合的需要在改革各国的公共职能的同时，还需要调整各国国家内部行为主体之间的利害关系。三，为此，只有“本地化开放发展模式”，才能有助于推动上述目标的实现。他列举了2006年韩国社会激烈争论韩美自由贸易协议（FTA）问题的例子，说明地域统合要得到各个居民的支持，首先要有日常生活的实际感受。在宏观的思维和具体政策中体现生活视角和本地区的利益。对此，白永瑞支持“韩国型开放发展模式”，即既能缓和韩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发展，又有助于推动东亚共同体实现的办法。
 
[22]

 他期待，由此确定能够对在开放和制度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发挥调和能力的共治模式。同时，将这些经验推演到东亚的模式，从而使建立地域层次的共治模式成为可能。由此可见，鉴于东亚地域的复杂性和特殊的历史背景，白永瑞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并没有把狭义和广义的地理东亚与人文东亚对立起来，而是立足于当下，通过参考韩国社会于地域统合中的现实经验，致力于思考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本质意义和通用模式。

（四）“作为知识实践的东亚”

近年来，白永瑞在很多场合都说，“在韩国（和日本），我的东亚论被称为‘作为变革的东亚论’，或‘作为实践的东亚论’”。每当涉及白式东亚论形成史时，他总是强调，“我的东亚论并不单纯是学术研究的成果，是我作为大学教授在大学教书和作为杂志编辑在大学外活动的人生经验的浓缩。我把来自大学内外的这两种经验归为‘作为制度的学问’和‘作为社会运动的学问’”
 
[23]

 。在这里，在坚持追求“作为实践课题的东亚”的意义的同时，白永瑞举起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旗帜，提出战略性知识分子和“实感东亚”的命题，这使我们看到了白式东亚论述的变化，也为我们考察他的学术和实践提供了另外的视角。

白永瑞曾经直言，在他自己所归纳的“作为连动的东亚”“作为实践课题的东亚”这三种类型中，他本人比较强调与重视第二与第三种类型，并努力探讨第二种类型如何连接到第三种类型。他自嘲地说，可能是我的研究倾向，让大家联想到白永瑞不是历史学者，而是跨学科的学者，但是他并不在意外人如何评价，反倒是讲“我很担心我是否能承担这个角色”
 
[24]

 。我手头没有白永瑞的社会活动简历，也没有他的著作一览表，但是从现有的中文著作中仍然可以发现他是如何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又是如何致力于在发展的东亚社会中检验和丰富白式东亚论述的努力痕迹的。

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是白永瑞学者人生的原点。作为行动型的知识分子、东亚论述的思想者，白永瑞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始终坚持参与社会上的各种活动，坚持在实践中学习，从事作为社会活动的学术研究。从他作为编辑兼记者参与《创作与批评》季刊的工作达40年之久，担任主编30余年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社会性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所占据的位置。因此，他说这份刊物已经成为他半辈子学习的场所和实践的舞台。白永瑞还说，伴随着这一刊物的成长，他也一直在探索能够使韩国发展成为更民主、更具主体性的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方案，也想弄明白这对东亚邻国社会的发展和共生具有怎样的意义。
 
[25]

 也正是因为上述的学术背景，白永瑞在参与东亚论述的争论过程中，只要一有机会，不仅在韩国，也包括在东亚各地，总是尽可能地参与并和相关学者互相讨论，共同行动。
 
[26]

 这些年来，白永瑞的学术活动范围似乎已经没有了国界。现在，在东亚地区有关东亚论述的重要学术会议上，如果没有白永瑞参加，总是会让与会者感到一丝遗憾。今天的白永瑞已经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越境思想者。

但是更应该指出的是，白永瑞提出“作为实践课题的东亚”的贡献主要还在于积极参与围绕东亚地区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考与解决。限于篇幅仅举一两例为证。首先是对于东亚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育问题的参与和问题意识。对于长久困扰中日韩三国的东亚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育问题，白永瑞不是就事论事，仅停留在互相的争论层面，而是从重构历史教育的视角出发，指出“结束历史战争的最终推动力在于人类探寻历史之‘真诚的态度’。我们应摆脱毫无意义的历史解释符合事实与否的论证，摆脱以国家教科书制度为理由，帮助产生美化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历史教科书的行为”。提出我们应当进行的教育，是让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比起压制式、君临式的教育，平等且民主式的人际关系更是让人幸福快乐的，这也是一种人间基本礼仪的教育。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亲身体会到“遗忘”的反义词不是“记忆”，而是“正义”，由此所引发的感觉性变革，是重构新的历史教科书与历史教育不可缺乏的因素。
 
[27]

 白永瑞呼吁，所谓的东亚知识共同体是没有实体的，要以批判的知识分子为主体，超越各自的国境，创造交流场地和平台。
 
[28]



其次，对于围绕东亚共同体而展开的以政府为主体和以市民社会为主体之间的讨论，白永瑞则认为，和双方热烈争论的内容相比，扩大认识的视野，促进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连带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其理由是，虽然东亚的市民社会在趋于成熟，然而由于活动时间尚短，团体所在地域分散，目标主旨差异等诸多原因，无论是理论的准备还是市民活动层面的经验仍然需要不断的积累知识和组织上的联合。正因为如此，他希望，以“民主的责任为媒介连带政府层次上的国家合作与市民社会层次上的超国家联合”的办法，实现两者之间既合作又对立的关系。
 
[29]

 白永瑞还以他亲身参加韩国政府组织的讨论东亚共同体的经历，提出要积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吸收具有战略性思维知识分子的智慧，让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切实感受到东亚共同体的意义，即所谓的战略性知识分子的集结和实感东亚。
 
[30]



沟口先生提到竹内好对于研究者的社会责任的提示，学问有别于生活，但是脱离生活的学问将会堕落；学问有国际性但不是没有国籍。只有有国籍又不脱离生活，才能有助于学问，才能还原到世界的人类如何生活才好的问题上
 
[31]

 。沟口先生认为这正是竹内好作为研究者接触中国和研究中国的原点，叙述了研究主体性的方法。这里的关键词“生活”和“国籍”充满着紧张感。那么对于白永瑞来讲，这也正是他的思想原点。生活和国籍的问题也是原点和超越的问题，这也正是作为知识实践东亚的意义所在。


小结

关于白永瑞和“韩半岛视角”的故事就讲到这里。那么，在讨论东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又能从白永瑞的学术和实践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从韩国学者白永瑞继承“中日知识共同体”的精神，参与创建“东亚知识共同体”的思想和实践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如下两个层面的几个突出特点。第一，白永瑞的东亚论述理论与实践首先具有四大特性：（1）持久性，作为一名较早探讨东亚问题的韩国学者，白永瑞从1990年代起到今天兴趣不减，持之以恒，一路走来，名副其实的成为当代韩国东亚论述的第一人。（2）博大性，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韩国学者，留学归来后，白永瑞的学术范围从回归韩国再转向日本和东亚，扩大了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关心的重点也从历史延伸到现实，完成了学理内在的变化和观念的双重转变，显示了其博大的学术兴趣和能力，为白式东亚论述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3）理论性，在思考东亚问题的过程中，白永瑞从来没有满足于就事论事的表层解读，始终致力于在历史的脉络中挖掘东亚论述的学理资源，正如带有白式痕迹的“半国意识”和“韩半岛视角”的问世所表明的那样，他能够不断提出富有哲理又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理论。（4）实践性，白永瑞自述在从1990年代初开始提出东亚视角以来，作为东亚论述扩散的促进者，他致力于在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努力。
 
[32]

 他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摆脱学院式的束缚，打破常识的论述，以科学的精神，展开思想的论述和历史的论述。思考东亚的“作为连动的东亚”和“作为实践课题的东亚”的两个概念，既可以说是白永瑞思考东亚的方法，也最典型不过地体现了他身体力行做学问的精神。

第二，白永瑞的东亚论述理论与实践还体现了四个精神：（1）挑战精神，这是白永瑞治学的最大特点。通读他的著作，勇于向传统挑战，敢于解剖自己，善于学习的精神跃于纸上，贯穿始终。在东亚论述的理论与实践中，没有挑战精神的坚持，就没有白永瑞的建树和贡献。比如，提出“韩半岛视角”就是对当时韩国知识界的挑战，也是对他本人“半国意识”的挑战。（2）批判精神，这一点是和挑战精神紧密相关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批判其实也是坚持的外在表现。反言之，批判的精神既是对信仰的坚持，也是对理念追求的固守，同时也是对人生理想的肯定。简言之，白永瑞所主张的“批判的地域主义”，除了抨击历史上和今天的三大帝国所维持的地区秩序，更关注的是如何在21世纪建立被这一地域人们所认同的新的地区秩序。（3）超越精神。为什么白永瑞能够在中日韩学界享有盛名，这当然是和他的学术建树分不开的。那么为什么，又是白永瑞的学术做到了有思想又有新意，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呢？笔者认为，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从来没有停留在已取得的成绩上，时时努力超越自己。通过他的中文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在关于东亚共同体论述的学术讨论中，他总是积极大胆地提出问题，又总是在认真探索，努力回答问题。近来，他又提出“战略性知识分子的集结和实感东亚”的思路，极其精彩、极具启发性。这一成果是他对迄今为止坚持市民社会运动思想的修正和超越。（4）和平精神。在讨论白永瑞的学术思想以及解读其诸多转向和定向的事例背景与原因时，我们不难发现，坚持和平主义精神是他最大的追求。“复合国家论”代表了他对于分裂状态下韩半岛和平的期待。他不同意非武力外无法解决北朝鲜问题的意见，警告不能走硬性解决问题的道路，担心那样的话，韩半岛得付出太大的牺牲与痛苦。
 
[33]

 对于韩半岛的未来，白永瑞提出了“复合国家论”的理论。他认为，复合国家的目的在于以结合的方法影响每一个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建设和平的东亚是白永瑞东亚论述的原点，是东亚知识共同体的前提。

在谈到中日知识共同体时，沟口认为这是亚洲的思想资源，同时也是面对欧美主张自己的原理，主张自我回生的连带感情。
 
[34]

 笔者觉得，东亚知识共同体的建设，就是在致力于增进该地区知识分子的知识共有，通过积累经过这种自觉了的知识，使共同拥有和共识成为可能。虽然，这是一个向过于复杂的现实与历史的摄取过程，而且，还是一个没有这一地区自觉的知识分子共同参与便无法开辟前途的未知世界，不过，这个困难的课题也因而在走向知识的创造时给予我们以情感动力。
 
[35]

 在这个意义上，白永瑞以及“韩半岛视角”，是继承发展沟口、孙歌和中日知识共同体的精神，探索东亚和平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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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共同体与中国

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 崔志鹰

2009年日本民主党新政权上台后，当时任日本首相的鸠山由纪夫又一次提出了建立以中日韩为主体的东亚共同体的话题。随后，围绕着这一话题，国内外舆论展开了讨论。中国作为东亚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自然也无法回避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话题。本文拟对建立东亚共同体面临的问题、东亚共同体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如何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做些探讨。


一 建立东亚共同体面临的问题

东亚共同体构想最早是2001年1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在访问新加坡期间代表日本政府正式提出的。2003年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与东盟国家首脑会议期间，日本再次公开提出了东亚共同体设想。
 
[1]

 实际上，在日本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概念之前，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曾提出过建立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在内的“东亚经济集团”的理念。1999年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在东盟首脑会议开幕式上也曾提出建立“东亚共同市场、东亚单一货币和东亚共同体”的概念。
 
[2]

 后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推进，东亚区域的经济交流与合作蓬勃开展，东盟“10+1”（即东盟十国＋中国）、东盟“10+3”（即东盟十国＋中日韩三国）的合作模式已显雏形。东亚国家认识到他们有共同的合作需求，通过合作可以共同克服困难，寻求共同利益。日本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只不过是进一步体现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合作的需求和愿望。

应当说，东亚各国推动区域合作的紧密化乃至萌发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主要来源于欧洲共同体或者欧洲联盟的合作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历经“欧洲煤钢联营（ECSC，1952年）→欧洲经济共同体（EEC，1958年）→关税同盟（1968年）→完成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1992年）→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统一货币诞生（1999年）”这一循序渐进的过程，最终成立了欧洲联盟（EU）。当然，未来东亚联合的历程不可能完全照搬欧盟的经验，因为东亚的现实状况和历史条件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当年西欧国家之所以走上联合和一体化道路的原因就在于，西欧国家从刚一开始联合就具有同样的基督教宗教文化背景和自由民主主义的传统。另外，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共同因素，那就是冷战的国际环境造就和推进了欧洲的一体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不论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都被笼罩在美苏两极对抗的“阴影”下。“可以说外部严峻的局势发展环境成为一种强大压力，逼迫西欧国家唯有联合才能生存和复兴。”
 
[3]

 而东亚国家之间的历史、种族、宗教和文化背景存在着很大差异，和欧洲无法相提并论，再加上当前东亚也不存在一种外部环境的推动力量，从而能迫使东亚各国产生联合的紧迫感。

由于东亚各国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背景有较大差异，因此毫无疑问，建立“东亚共同体”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东亚，冷战遗留的美日、美韩两个军事同盟依然存在，遏制与防范等冷战思维仍有市场；朝核问题的解决也一再拖延；各国之间还存在岛屿之争以及海洋权益争端等矛盾和纠纷，例如日俄“北方四岛”之争、朝韩之间的西海海域分界线的划分问题、日韩“独（竹）岛”之争、中日“钓鱼岛”争端以及南海有关岛屿的争议等。这些因素都给东亚各国共同认知感的提高以及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带来了障碍。

另外一个问题是，“东亚共同体”的概念是由日本率先正式提出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继小泉之后再次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概念，一方面是基于他个人长期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日本民主党新政府在国际上造势。雄心勃勃的日本民主党新政府上台后，要走出战后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美国的“畸形历史”，让日本成为普通国家，赢得东亚国家的尊重，不仅要对过去日本曾经侵略东亚的历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以说服中国、朝鲜、韩国及东盟国家，而且要寻找如何改变战后支配日本的最重要架构——美日同盟（或者说“美日安保条约”）。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逐渐倾向于欧美。“脱亚入欧”和“脱亚入美”战略使日本在许多问题上与亚洲国家保持了距离，而与欧美国家站在了“同一条战壕里”。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东亚国家逐渐成为世界经济舞台的主角，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格局，这使日本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亚洲政策。倘若日本继续将自己隔离于亚洲的蓬勃发展之外，那么毫无疑问日本将失去许多极好的发展机遇。因此，日本提出了将韩国、中国、日本三国打造为东亚共同体，然后再向亚洲国家扩大的构想。然而，日本要做到“脱美入亚”，摆脱美国的“保护伞”，融入亚洲社会，实际上是不容易的。一方面，时至今日，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仍在否认并美化过去侵略东亚的历史，从而使东亚国家仍然对日本保持着警惕，这给“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日本与美国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强烈的依赖，使日本无法脱离美国的“掣肘”，无法按日本自己的意愿投入“东亚共同体”的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促进了东亚的三个主要国家——中国、日本、韩国的联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已举行了两次会晤，共同商讨合作应对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推进东亚一体化、维护本地区和国际局势的稳定。据统计，中日韩三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GDP的17%，
 
[4]

 三国拥有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资本、技术，还有广阔的市场，加强区域合作就能取长补短，发挥更大效益，并推动整个东亚区域更快的发展。然而，由于中日韩三国彼此之间都存在着一些双边问题，例如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海洋权益的争端等；日韩之间也有历史和岛屿之争尚未解决，三国之间的互信度还比较低，以至于“加快三国经济融合”这一条至今仍困难重重。例如中日韩建立FTA（自由贸易区）的努力一直进展不大。在2002年11月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上，当时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首次提出签署三国FTA后，三国就开始讨论该问题，但此后一直没有取得实际性进展，
 
[5]

 其原因就是三国彼此间的利益难以协调。经济融合是未来区域一体化或者说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基础。如果中日韩建立FTA尚且要花数年或数十年的时间，那么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将更遥遥无期，很可能仅仅是一种理想的追求。

还有，东亚共同体应包括哪些国家？它的范围究竟该多大？各国对此分歧较大。尤其是对美国等东亚区域外的国家是否能加入，各国观点不一。有的国家认为东亚共同体是区域性的共同体，其范围只包括区域内的国家，美国等东亚区域外的国家不宜加入。也有的国家则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东亚共同体应呈现其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不应将美国等东亚区域外的国家“拒之门外”。由于目前东亚共同体仅处于讨论和酝酿的阶段，各国议论纷纷也在所难免。

如今，东亚国家在经济上与美国已密不可分。“东亚经济从某种程度上看是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运转的”。
 
[6]

 大多数的东亚国家均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而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以及最主要的最终产品消费国，美国始终是东亚各国最主要的出口市场。
 
[7]

 这种经济上联系的紧密性使东亚在现阶段很难完全撇开美国而独立思考自身的事务。而美国也不会放弃东亚，不仅在政治安全方面，而且在经济利益方面。东亚诸国不仅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公债拥有者。
 
[8]

 以2007年为例，美国与东亚的贸易额约为9600亿美元，约占美对外贸易总额的24%。
 
[9]

 据专家估算，美国在亚洲市场的份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30万个与出口相关的就业机会。
 
[10]

 2009年10月14日，到中国访问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表示，亚洲任何涉及安全、经济、商业的重要机制，都不应该将美国抛置在外。
 
[11]

 近年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包括“10+1”（东盟＋中国）、“10+3”（东盟＋中日韩三国）的推进，以及东亚共同体讨论的兴起，美国对此持矛盾的心理。一方面美国希望东亚经济繁荣从而能振兴其处于下滑的国内经济；另一方面美国又对其无法主宰的东亚一体化进程抱有无奈和警惕。面对东亚各国加强区域内自主合作意愿的持续增强以及中日两国对东亚一体化进程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尤其是建设“东亚共同体”这一目标的提出，引发了美国对东亚一体化发展方向及其结果的疑虑。
 
[12]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一旦东亚共同体真正建立，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很可能将受到挑战。


二 东亚共同体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作为一个有全球影响的亚洲大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决定了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东亚区域合作便不可能形成大的规模；另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从而对东亚和全球的发展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在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近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更为明显。当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也离不开东亚。中国重视东亚区域合作，愿意与东亚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友好的合作互利关系。中国希望通过合作，促进东亚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同时为自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应当指出，中国无意去争夺东亚区域合作乃至未来东亚共同体建立过程中的领导权。中国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
 
[13]

 。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迅速增强，但中国决不会走上“称霸”的道路。这不仅是由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而且是由中国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决定的。与世界各国携手，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已成为中国长久追求的目标，这是符合中国现实利益、长远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
 
[14]

 当然，尽管我们一再强调不称霸，我们谋求“和平崛起”，但东亚国家仍然对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对中国经济产生依赖并害怕在政治上受控于中国。
 
[15]

 因此，强调构建“和谐世界”“和谐东亚”，用实际行动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应当成为我们持之以恒的长期任务。中国应始终作为东亚国家中平等的一员，积极投身于东亚区域合作，与东亚各国建立平等、互信、互惠、共赢的合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为未来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做出努力。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也不一定需要一个领导者，就如同今日的欧盟那样，其“执行主席”可以由各国轮流担任，各国之间都是一种平等协作的伙伴关系。具体地说，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建设不是旨在建立一个具有超国家管理职能的地区组织，而是在发展各国共同或共享利益基础上，构建新的地区关系和秩序”
 
[16]

 。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与东盟FTA的创建为东亚区域经济进一步整合提供了范例，同时也吸引了日、韩等国更加关注东亚的大市场，并提升了它们推进东亚共同体进程的愿望。于2010年1月1日启动的中国与东盟FTA，体现了中国睦邻友好、推动区域发展的诚意。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可以让中小国家享受到实惠，而东盟国家也能切实地感受到只有东亚区域整体发展了，它们才能繁荣。中国与东盟FTA的范例为未来中日韩FTA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实践证明，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加速的新形势下，各国的联系和交往日益密切，各国的命运也越来越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倘若一国只考虑本国的利益，而不顾及其他国家和本地区的共同利益，那不仅会增加与别国的摩擦和冲突，而且也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各国只有坦诚相待，互相谦让，利益互补，追求共赢，才能最终实现融合和一体化。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世人注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兴建高速铁路、连接中西部偏远地区的新建公路、桥梁以及能满足各种生活需求的现代化城镇等。中国13亿人口的大市场和蓬勃兴旺的现代化建设浪潮给东亚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也将中国作为生产基地，中国也已成为东盟第四大贸易伙伴，东亚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存度日益加深。尤其在全球尚未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形势下，东亚国家要摆脱经济困境需要中国的密切配合，而中国也可以在振兴东亚经济、促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积极参与和促进东亚区域合作，对中国也是有利的。首先，中国与东亚国家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中国和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与繁荣。其次，未来东亚国家结成更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后，可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足以在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与欧盟和北美两大共同体抗衡，改变目前东亚处于涣散而陷入被动的状况。最后，通过合作可以增强东亚国家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消除误解和猜疑，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缓解危机，促进东亚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尽管中日韩三国以及东盟十国的文化各有特色，但长期以来东亚文化却是以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为基础的。儒学思想中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立德、立功的事业追求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以及集体优于个人、崇尚和谐、重义轻利等价值观至今在东亚文化中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这是东亚各国可以找到基于历史文化渊源而产生的共同点。这一共同点可以使东亚各国在推进区域合作、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增进感情和凝聚力。20世纪后期，继日本之后，韩国、新加坡、中国等东亚国家相继兴起，向全球显示了以儒学思想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不仅可以实现现代化，而且可以开创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现代化模式。

尤其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吸引了全球和东亚国家的目光。在全球金融危机肆虐的2009年，世界经济总体下滑了2.2%，而中国经济增幅却达到了8.7%，在全球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17]

 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及其发展模式的出色表现，引发了许多国家的思考。中国发展模式是在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实行市场经济的模式，这与信奉新自由主义、强调放宽限制和推进企业民营化的西方发展模式有所不同。高度集中的中国发展模式将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融合在一起，政府凭借国家的力量制定经济规划，确立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并有效地动员和配置各种资源，从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这一经验在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市场机制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因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可以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国家的发展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意志易于变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民运动，可以使国民经济得到超常规的发展。中国发展模式的优势还在于它“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诸如地震、金融危机等突发性灾难事件时，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社会整体动员机制处理危机。中国发展模式还可以避免西方民主政体由政党更替所带来的政策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保持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当然，中国发展模式本身还不成熟，也有欠缺之处，例如腐败、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贫富差距等。中国发展模式在融入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也应汲取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克服弊端，不断地加以完善。

未来中国和整个东亚区域共同体倘若成功，将向世界证明以儒学思想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不仅可以吸取西方现代化的营养，更重要的是东亚文化自身所拥有的深厚的历史底蕴及无穷的活力和创造力，其强调的社会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以及和而不同等价值观，形成了东亚文化的特殊力量。东亚文化正以自身的优势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


三 如何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

正如本文之前所说，建立东亚共同体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因势利导，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一）应将能做的事，先创造条件做起来

东亚共同体首先是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而经济共同体的基础是先建立自由贸易区。因此，应当在已启动的中国与东盟FTA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签署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日韩三国人口达15亿，中日韩近年已形成了非常紧密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以2008年为例，中日贸易额超过2600亿美元，中韩贸易额接近1900亿美元，日韩贸易额也接近1000亿美元，
 
[18]

 如果中日韩三国经济实现融合，不仅对三国都有利，而且对整个东亚区域的经济整合也会带来重大的影响。2010年5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访问韩国时提出，中韩应“本着先易后难、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原则，加快推进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19]

 。而韩国总统李明博也看到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加快的趋势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现实，已指示韩国有关部门加快推进与中国签订FTA的进程。
 
[20]

 还有，韩日之间FTA的谈判也将推进。中日韩三国商务部长已证实将在未来两年内完成三国建设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
 
[21]

 另外，中日韩三国的经济融合也可从加强金融合作着手。例如，2009年初韩国面临外汇困境时，韩国通过同中国和日本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缓解了困境。今后中日韩三国可进一步加强金融方面的合作，并逐步扩大到整个东亚地区，为未来最终建立东亚共同货币创造条件。目前东盟与中日韩关于外汇储备库的建设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将为东亚各国提供外汇方面的应急需要。
 
[22]

 而且，现有的1200亿美元东亚外汇储备基金也为东亚货币合作的先行奠定了基础，
 
[23]

 未来东亚共同货币以及东亚合作银行的建立这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开展研究。此外，在气候、能源、环境保护、防止传染病、扩大海上通道、救灾、打击跨国犯罪、健全交通网和通信网络等领域，东亚各国均可发挥各自的优势，开展双边和多边的合作。

（二）东亚共同体不应完全照搬欧盟的模式，应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很多人在讨论东亚共同体时都推崇参照欧盟的模式，但实际上目前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环境与当年欧安会（欧盟的前身）成立时的时代背景、欧洲的情况已有很大不同。欧盟的形成取决于该地区国家间特殊的历史（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样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而这些在东亚国家之间都很少存在。
 
[24]

 因此，东亚共同体的创建虽然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但不能完全仿效。东亚共同体的创建应根据本地区自身的特点，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例如，东亚共同体应呈开放性的特点。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应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些排他性的区域主义有所不同，应体现出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东亚共同体不应排除区域外其他国家的加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东亚共同体的创建如果得不到区域外其他国家的理解与支持，这对东亚共同体本身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事实证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分别成为排他性的经济圈以后，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虽然整合并强化了内部生产要素的流动，但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要素流动则不尽如人意。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集团性的保护主义，这实际上也制约着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发展。从经济原理来说，区域组织越开放，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的流动性就越大，其配置效率也就越高。开放性的区域主义有利于促成全球性经济资源的流动和有效配置。
 
[25]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09年10月在东京会见鸠山首相时，也强调“亚洲的合作体制一定要开放，与世界接轨的，绝不能封锁”
 
[26]

 。当然，作为区域性组织，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在创建的初期阶段，其成员组成必然宜先考虑区域内国家，待以后东亚共同体在规模和组织结构上更为成熟时，再考虑吸纳区域外其他国家参加。

（三）东亚共同体应加强制度化建设

目前东盟“10+3”（即东盟十国＋中日韩三国）的机制已初现雏形，除了年度领导人会议之外，东盟“10+3”的机制已经建立了外交、经济、财政、农业、劳动、旅游、环境和卫生等多个领域的部长会议，因此有人认为东盟“10+3”的机制本身就是一个“事实上的东亚共同体”
 
[27]

 。但是，这个所谓的“事实上的东亚共同体”的制度化程度仍然比较低。东亚区域合作“至今仍停留在由非制度性的经济联系机制（贸易、投资）带动的低水平的合作上，尚没有形成稳定的结构性系统”
 
[28]

 。东亚“一体化进程，如果没有制度化作为体制保证，很可能只能停留在功能合作的水平上面”。
 
[29]

 因此，应当把东亚共同体的制度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可喜的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已经同意于2012年在韩国设立一个常设秘书处，以加强和促进三国未来的合作，并使之制度化。
 
[30]

 未来东亚共同体能否建成，关键在于东亚各国能否通力合作。如果东亚各国政府能够在制度化层面为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整合进一步创造条件，那么势必将为实现东亚共同体的最终目标造就新的动力。东亚各国应在平等协商、增进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积极参与东亚共同体建设议题和规则的设置。包括“清理（各国之间）相互矛盾的法规，制定协调的或一致的制度和规则，减少或消除（各国之间的）政策障碍”
 
[31]

 ，提高各国合作的效率。目前应以经贸领域为先导，以市场为导向完善东亚区域的联系与利益机制，在局部范围内先行整合，巩固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稳步推进，逐步建立起以贸易、金融、安全、社会、文化多层次合作为目标的区域制度化网络。当前，作为一种理性和务实的选择，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应当在东盟“10+3”机制的现有基础上缓步前行。

（四）积极推进跨国界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修建连接东亚各国的公路、铁路、航空及海运网

目前，由东亚峰会16个成员（东盟十国、中日韩、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推进的“亚洲综合开发计划”的最终方案在2010年10月于河内召开的东亚峰会上获得通过。该计划提出到2020年要建成连接东亚区域和印度的庞大的基础设施，由交通和通信等650个具体项目组成，投资总额将达2000亿美元。
 
[32]

 这一计划将东亚和印度部分区域划分为四个大区：包括中国西南部在内的湄公河区域，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组成的IMT区域，菲律宾和加里曼丹岛等南部群岛，湄公河印度区域。各国将兴建连接各地区的陆海空交通和物流网等基础设施，其中包括连接中国昆明和越南河内的高速公路等。倘若这一计划得到实施，可推进东亚地区各国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进一步完善东亚制造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促进东亚各国经济在更高的层次上融为一体。经济贸易活动的加强势必将增加东亚各国的相互依存度，合则共荣，分则俱伤，经济利益上的一致能逐步淡化东亚各国之间的分歧，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而一体化的经济互动模式又能促进东亚各国的实务性交流和制度化协商机制的建立，为最终建立东亚共同体奠定基础。

（五）东亚各国应增强区域认同感

根据欧洲的经验，没有区域认同，一体化难以推进，更难巩固。
 
[33]

 因此，东亚国家应当在强化国民对国家认同的同时，培育其对东亚的区域认同意识。区域认同意识主要是指区域内国家和其国民在观念上对所在地区的认同，以及“将自身视为地区整体一部分的认知”。换句话说，区域认同意识“是指该地区国家是否把自己当成本地区的一员，是否与本地区内其他国家存在互动关系并把这种互动当作国家发展的动力，以及是否认可在地区内解决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
 
[34]

 。区域认同意识的加强可以为“地区主义发展提供文化与心理上的支撑，是地区主义发展中经久不息的深层动力”
 
[35]

 。而东亚国家的国民在“肤色与文化上的相近性正可为区域意识的建构提供客观条件”
 
[36]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指出：“亚洲人相信东亚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尽管东亚人意识到亚洲各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但他们仍认为存在着重要的共性。”
 
[37]

 虽然“近代以来，东亚诸国先后发生巨大社会变迁，但是它们即便大力接受西方文化，在总体上依然保持自己的特色，终究是以东方理念实践西方原则”
 
[38]

 。因此可以说，东亚各国文化上的同一性与相近性是构建区域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之一。而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对区域共同利益的认可及追求也是构建区域认同感的基本动因。随着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东亚地区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地区利益的共同点，逐步从追求相对利益和短期利益向追求绝对利益和地区长远利益转变。
 
[39]

 这些因素都可以增强东亚各国对区域认同感的集体培育。“这种东亚认同将成为未来东亚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40]

 。虽然东亚各国文化也存在着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有各自的特色，但并不妨碍多元一体的区域认同感的形成。“东亚完全可以在多样化文化的基础上成功塑造出一种共同的地区认同”
 
[41]

 。我们可以深信，未来东亚区域认同感、共同的价值观、内聚力和各国相互信赖的逐步形成，必将有力地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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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东亚一体化之大国主导

贵州财经学院 彭述华

伯格斯坦（C.F. Bergsten）从西方人的视角，以“新亚洲挑战”为题提出了“三分世界”的观点，认为东亚会走向区域集团化，并与欧美“三分天下”。
 
[1]

 随着东亚的崛起，国际大师们开始构思东亚区域主义所肇始的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动力学，他们大多认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构架，是为了应对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强权对东亚国家构成的挑战。但是，东亚一体化进程却面临诸多障碍。许多学者看到了中日相互抵消主导性构成的合作难题，由此导致东亚地区合作“大国主导”缺位现象。


一 国际一体化之大国主导需求

国际一体化有一种内在的大国主导需求。罗伯特·吉尔平认为，“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需要一个有兴趣、有能力来促进区域协定的强大领袖”
 
[2]

 。沃尔特·马特利也指出，地区一体化一定需要有一个能够发挥核心作用的善意主导国，通过它们拥有的权力并采用说服策略，推动其他国家共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3]

 国家能力是决定一国在竞争中能否获胜的主要手段，国际一体化推演了某种“大国主导”的逻辑。“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了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其中的“结构”指的不是国际秩序，而是竞争支配的大国的数量。
 
[4]

 在华尔兹看来，每个国家都以自认为最好的方式追求自我利益，对安全最大化目标的企盼使各国总是寻求凌驾于其竞争者之上的国际权力地位。“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但又都具有使自身安全最大化的本能，为保证自身安全，理性的国家必须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成为霸主。
 
[5]

 自然，我们不能完全苟同现实主义者的观点，然而，通过“去伪存真”的“扬弃”，显而易见的是，国际政治现实推演了“大国主导”的逻辑。正如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指出的，“世界历史最引人注目的主题不是国际主义的发展，而是大国接二连三为争夺对国际体系的控制而进行的一系列尝试”
 
[6]

 。国际区域一体化作为一种地区国际体系，地区内大国不会放弃取得主导权的尝试，除非它没有这种能力，或者是时机不成熟。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大国可以通过在特定地区，或者特定的国家群体中单方面行使自己的主导权，从而为国际秩序的维持作出贡献。大国单方面行使主导权有三种表现形式，即支配（dominance）、主导（primacy）和霸权（hegemony）。
 
[7]

 国际一体化进程如果没有大国的参与和推动，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国际一体化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协调和讨价还价的过程，因此，权力因素和实力分配应该是重要的考察变量，核心大国与国际主导无疑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国际一体化的主导权不但与大国实力有关，也与大国的国际战略有关。
 
[8]

 既有研究对国际主导做出“霸权主导”（Hegemonic Leadership）和“直接主导”（Directional Leadership）的界分，“霸权主导”利用武力将主导者意图强加于追随者，而“直接主导”则通过直接引导追随者行为的方式来促进集体目标的实现，这种主导形式的关键在于主导者的领导技巧，通过说服、指导、引诱、哄骗等技巧使追随者顺从主导者的区域经济合作观念，从而产生合作。
 
[9]

 雷诺·马尼斯（Raino Malnes）指出，主导是基于“指引他人行为”以促进集体目标实现的能力，这种主导被称为“直接主导”。
 
[10]

 国际一体化的主导当属此种“直接主导”。显然，国际和平是国际一体化的基本前提，在国际一体化进程中，大国主导能力主要不在于强制性方面，而在于说服与施惠的能力；国际一体化显然需要一系列“公共物品”，比如为小国因为让渡主权提供安全保障，为弱小的参与者因参与一体化做出调整而付出的代价予以补偿，从而需要满足追随者“搭便车”的心理需求。应该说，主导权是与某种国际威望相伴而生，并为追随者所认同与接受的。国际一体化主要基于合作的主导模式，重视主导的道义与制度规范的作用，将使主导大国的强制倾向受到制约。大国将更多地利用协商甚至施惠的手段来取得主导地位。国际一体化需要相应的国际制度机制作为保障，国际一体化需要大国“直接主导”而非“霸权主导”。

奥兰·扬（Oran Young）指出，制度建设或许根本不需要所谓的“霸权主导”，因为“霸权主导”意味着要通过对于他者之上可观的物质优势，以及对于他者的意志强加来实现。主导者拥有的诸如军事和经济等“硬权力”，当然在促使追随者遵从领导者的安全与经济制度建议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一定制度中，主导者如果通过物质优势对意愿的武力强迫，往往容易导致某种联合阻力，追随者可能联合反对霸权的自负与傲慢。
 
[11]

 雷诺·马尼斯（Raino Malnes）确信，“那些仅仅依据国家利益这种单一目的之所作所为当不在主导的范畴之内”，主导是基于“指引他人行为”以促进集体目标实现的能力。
 
[12]

 主导者的任务就是要调整它们自己的利益，以使其与追随者的利益相吻合，从而赢得它们对某种国际制度的支持，这是一种使它们的“权力在他者眼里合法化”的途径，所以，其愿望就会遭遇较少的抵抗。
 
[13]



国际一体化和国际区域合作实践表明：国际合作应当由大国来主导，因为大国具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资源等方面的实力，拥有所谓的“权威”；因为，没有权威就不太可能产生一致的行动。区域经济一体化通常由区域内经济总量大和经济实力强的国家发起，并以此为核心向所在地区拓展。以德、法两国为轴心的欧盟，由美国、加拿大倡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都经历了这样的发展历程。


二 中日关系对东亚一体化的制约

中日“不合作”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一大难题，也是构成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关键要素。“亚洲未来2006”国际论坛参会者把机警的目光投向了东亚强国中国与日本的冷淡关系，并产生了一个颇为让人玩味的新词汇“斗嘴的巨人”（Bickering Giants）。毫无疑问，中日关系远远超越了中日两国双边关系本身所具有的重要的地区意义，甚而具有全球意义。东亚邻国对中日恶化关系发散的消极影响深为忧虑，它们试图唤起中日两国地区大国的责任意识，力促中日修复关系，使作为地区核心国家的中国和日本能够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并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日本缘何不积极与中国合作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呢？日本对于东亚一体化，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的政策转变。早先日本看好WTO等全球国际机制的作用，但随着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一体化合作的深化，日本认识到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从过去只追求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和单纯依靠WTO实现经济利益的政策，转而谋求区域经济整合，积极疏通以自由贸易协定（FTA）为主轴的经贸合作渠道，参与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希望借此实现日本的地区主导，其主导意图与相应行为由此逐渐体现出来。然而，对日本来说，美国是日本国家安全的基石，而中国和亚洲则是日本经济繁荣的一个动力，日本到底应该如何才能够在中美或者说亚洲与西方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中日关系问题或者说中日合作问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面对，那就是日本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亦即日本能否以及如何摆脱对美国依赖的问题。
 
[14]

 在东亚地区主导权这一问题上，大国之间相互不信任状况非常突出。有人指出，东亚有的大国对中国有“瑜亮情结”，不愿看到中国在东亚合作机制中“领头”
 
[15]

 。这暗示了日本对中国主导的抵制，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在东亚发挥主导作用这样的结果，并会从中作梗。由于中日两个东亚大国结构性矛盾的存在，该地区合作在短期内的发展将十分有限。
 
[16]

 中日作为东亚地区的核心大国，无疑对于地区事务都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中日没有能够形成东亚地区的“法德核心”，两国在地区事务和两国关系问题上都存在不少分歧，在地区主导问题上，有深刻的“主导情结”。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出来。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很快挤进了发达国家行列。随着日本经济技术优势地位的确立，它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促成了“四小龙”和“四小虎”的经济起飞，东亚创造了“经济奇迹”的神话。由此，日本由二战的战败国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东亚“雁阵模式”的“领头雁”。日本曾构想以自己为“轴心”，推进“雁阵模式”的发展，通过整合东亚经济而使自己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者”。然而，由于“雁阵”作为一种区域内产业梯度转移模式，日本在技术合作、技术转让，以及国内市场开放等方面都表现“吝啬”，而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市场容量有限，“雁阵”的局限性难以克服，日本的地区主导企图也难以真正实现。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及其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了日本经济长期衰退，“头雁”坠落致使“雁阵”散落。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打乱了东亚产业转移梯度。2001年5月，日本通产省不得不通过《面对21世纪对外经贸政策挑战》白皮书，承认“雁阵”崩溃。国际体系变革与东亚地区格局的变化使“雁阵模式”向新的模式转变，东盟的地区一体化与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使日本再难以担当“领头雁”角色。中国成为东亚经济的“发动机”。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者，因此，有人恶毒散布“中国威胁论”，其用意就是为了抵消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

“斗嘴的巨人”与“政冷经热”两个词对中日关系的评价明显是消极的。中日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困局呢？“斗嘴的巨人”较为直白，也切中了中日关系的要害。而对“政冷经热”现象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中日关系的实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金熙德研究员认为，小泉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是中日“政冷经热”最主要的根源。
 
[17]

 上海社会科学院王少普研究员指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使日本国家利益和战略选择出现结构性矛盾。中日“政冷经热”的关系状况，就是这种结构性矛盾造成的。
 
[18]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结构中的地位日益突出，2004年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对经济利益的关切使日本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但是，政治上日本却强化了与中国的竞争意识，军事安全方面则对中国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戒备心理。日本在政治安全领域对中国的非友善行为，造成了中日之间的“政冷”，而与中国经济交往以获取经济福利的合作姿态，也使日本与中国保持了“经热”。还有人指出，中日关系结构转型，导致两国战略利益结构调整，从而出现相互关系瓶颈。结构转型是指两国关系形成的旧有模式随着时间、国际环境、两国力量的变化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一个新的稳定的模式又尚未形成。
 
[19]

 全球格局中苏联因素的消失，使中日共有的安全利益基础不复存在，而地区构架中，中国崛起使中日两强并立东亚，利益竞争与冲突关系日益凸显。

英国媒体《经济学家》曾以“中国日本难成朋友”为题，罗列了中日之间存在的包括领土争端和台湾问题在内的各种争执和纠纷。文章认为，由于中日两国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因而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主导的天然竞争者。由于双方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竞争意识，加上历史重负的加码，中日两个地区强国的紧张关系一时难以破解，这必然使东亚成为像欧盟那样的共同体的几率受到限制，因为它需要国家共享主权的意愿。
 
[20]

 有人指出，2000年以来，日本就一直在东亚地区主义动议方面与中国竞争。
 
[21]

 作为回应，“中国不支持日本在东亚地区扮演中心角色的野心”
 
[22]

 。还有日本舆论认为，日本加强同东盟的关系并提出东亚共同体设想，是要与中国争夺地区主导权，并将中国纳入地区政治、安全对话，限制中国影响的日益扩大。
 
[23]

 在地区问题上，中日之间的这种竞争态势，必然会影响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步伐。有人用“鲶鱼效应”
 
[24]

 来类比中国影响剧增以及中国积极的地区合作政策对日本造成的影响和回应。事实也证明，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就在10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在日本引起了强烈震荡。日本担心中国此举是实现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的重要步骤。不久，日本首相小泉访问东南亚并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就是为了抵消中国通过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所占得的先机，挽回日本在东南亚地位的被动局面。这反映了日本担心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被中国排挤，甚至被“边缘化”的心态。日本重要媒体《朝日新闻》指出，日本如果在地区经济合作中消极滞后，就会像欧洲的英国那样难以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为避免在亚洲合作中重蹈英国的覆辙，就要保持对东南亚的影响，不能做合作的“旁观者”。
 
[25]

 2002年11月4日，当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适时启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的建议时，日本却对此反应冷淡，认为“为时尚早”。究其原因，是由于日本政府将中国这次提出的经济合作设想看做是中国为与日本争夺亚洲主导权而采取的先发制人的措施。日本人也许将东亚经济一体化看做是中日之间的一场角力，是一场“零和”游戏，也许自以为是地认为日本才是东亚唯一的支点，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非日本莫属，而不屑于同中国合作。

冷战结束后，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中日关系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新阶段，由于中日两国间原本就存在太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日本右翼势力还不断地为中日关系制造麻烦，这使得中日之间歧见积重难返，中日关系乍暖还寒。冷战后，超级大国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强化了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和遏制的意图，日本步美国的后尘，对华政策也渐趋强硬。特别是1994年后，美日着手强化军事同盟，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台湾问题形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而日本国内政治出现“总体保守化”趋势，在对华关系上主张摆脱“历史赎罪意识”的势力逐渐抬头，报刊和电视等大众媒体总体上向右转向，对华友好势力有弱化的趋势，对华舆论环境恶化，从而导致中日关系倒退。
 
[26]



作为一种战略取向，日本对中国强化竞争意识，淡化合作意识，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本文不能厘清。但中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的民族主义竞争这一现象却是明显的，这是导致中日关系诸多问题的最根本原因。在日本人那里，有一种极为明显的现实主义表征，即日本正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临国——中国。如罗伯特·吉尔平所指出的，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一国经济的物质要求等客观因素在决定国家利益时也举足轻重。
 
[27]

 中日之间民族主义的竞争与对立显现出来，地区主导成为两国敏感的话题。有人指出，直到2008年底，东北亚这些国家之间仍旧没有达成一项自由贸易协定，致使整个地区的经济合作仍旧处在“无组织、无制度、无中心”的状态，合作水平和合作领域亟待提高和拓展，合作机制急需建立和完善。
 
[28]

 应该说，中日冷淡的政治关系使两国因缺乏合作而难以达成地区共识及其地区主导之争是东亚经济一体化难以成为现实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东亚地区，经济大国日本早先对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漠视态度，使它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而近期，虽然日本重新认识到地区一体化的重要性，但其主导优势已经时过境迁。中国崛起为东亚经济的“火车头”并成为东亚产业链的“轴心”，而日本却因长期衰退而与中国形成了“此消彼长”的竞争格局；在没有中国认同的情况下，日本难以实现对地区一体化的主导。然而，尽管中国经济“崛起”，国际地位也日益提升，但由于经济大国日本的抵制，目前也还没有独自发挥主导作用。中日政治冷淡的关系和日本采取了与中国“不合作”的政策，造成了中日联合主导不可行的局面。因此，目前东亚尚未出现有能力推动东亚全面和广泛合作的核心国家或国家集团，是东亚一体化建设过程中的一大障碍。

有人认为，东亚一体化已经具有区域化而非地区主义的表征，换言之，它原本由现象而非主义学说所推进。
 
[29]

 一种新的、政治促动的联合进程意味着必须打破单纯的地区化模式。中日摩擦备受关注，事实是，东亚地区要超越市场导向的一体化，就需要中日之间营造“和合”的政治气候，因为中日之间的政治互动不止释放影响两国关系的动能，而且具有地区甚至全球意义上的含义。由于中日利益具有共性，只要着眼于长远利益，它们之间的“正和”关系就会为地区一体化创造良好环境和动力。比如，除了互补性的经济贸易关系外，中日两国在人们认为具有“竞争性”的能源等领域都可以进行合作。在东亚区域化过程中，由于复杂的内外环境，特别是美国因素和中日关系中的“政冷经热”现象，东亚一体化主导者角色出现“缺位”的怪象：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和日本出于内外原因，都回避发挥主导作用。事实上，要真正建立完全意义上的东亚一体化，作为东亚大国的中国和日本，必须担当“火车头”，而不能在东亚地区长期扮演“搭便车”者的角色。可以设想，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东亚地区缺乏动能的一体化“慢车”，如何与强劲的欧美一体化“快车”赛跑？难怪很多学者担心东亚将在新一轮地区竞争中败下阵来，甚至被边缘化。

事实上，东亚政治经济的现实要求加强在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方面的合作，共享而不是垄断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中日不合作实际上相互抵消了作为地区大国的主导性。由于中日不能充分发挥主导性，就造成了东亚“群龙无首”的尴尬局面。因为没有主导，所以，东亚呈现西方学者所指称的“破碎带”状况，东亚一体化迟迟不能起步。有人指出，东亚地缘政治导致的东亚经济区域化“轴心缺失”是历史的遗憾、现实的困境和未来的艰难选择。
 
[30]

 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地区经济体翻开了相同的历史篇章，日本和中国应该修复它们之间的关系。
 
[31]




三 中日合作主导东亚一体化

在国际区域一体化趋势日趋明显的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无疑需要将东亚一体化纳入战略考量。就中国而言，理性的地区一体化战略就是积极推动并主导一体化进程，而中日合作是这一战略的核心问题。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中国与日本在经济上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中日之间互有需求。而在国际区域一体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作为东亚地区大国的中国和日本，需要切实担负起地区大国的责任，为实现东亚一体化作出贡献。我们也期待日本政治家与国民能够以新的国际眼光审视中日关系，并以合作行为与中国一起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使东亚各国从中受益。

中日合作是一种国际层次上的双边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在思考中国的国际一体化战略时，从中国视角看，我们必须冷静且理性地思考和对待中日关系问题：如果中日关系恶化，无论在全球还是地区层面，不管是政治或者经济领域，都必然对中国形成战略制约。中日关系缓和，中日两国合作，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需要展示和平友好的姿态，努力推动中日关系朝互利合作方向发展。由于遭受日本侵略，中华民族谨记历史的民族警觉既合情也合理；然而，因历史记忆而在对待中日关系现实问题时被情绪所左右而缺乏理性认识，却是有害无益的。现实与历史毕竟不是一回事，中国已经由弱变强，我们不可以再以弱者的国家身份屈辱地哀号与申诉，而应该因崛起而自信，并表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否则“中国威胁论”更会泛滥成灾。中国在崛起，日本经济的强势在减弱，这使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关系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化。中国逐渐发展成“世界级”大国，必须将全球性问题纳入视野，也需要把中日关系纳入我们的全球战略框架。当代全球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合作的途径，实现国家的利益诉求，通过各国合作也是最佳办法。

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设想，并提出了由日本来主导的建议。如果说那时日本经济实力超群，“东亚经济集团”理当由日本主导的话，那么，时过境迁，随着中国经济强势发展，就当前东亚地区实际状况而言，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权的中日“法德核心”无疑是东亚一体化的一种理想模式。据日本和中国相关部门统计，2007年日本与中国的贸易额突破了2300亿美元，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10+3”架构为日本夺取东亚主导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客观条件；而中日贸易关系要求东亚经济合作必须有中国参与，而且应当参与主导。
 
[32]

 由此，日本政治精英和国民都应该审时度势，培育东亚地区意识和地区认同，寻求与东亚伙伴合作，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伍贻康教授就指出，东亚一体化进程成功与否根本上必须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和解合作，没有中日和解合作不可能有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东亚一体化。从地缘政治和区域国际关系来看，中日在东亚相当于法德在欧洲的地位和作用，东亚经济区域化和东亚一体化的轴心缺失和构建，强烈需要并呼唤中日关系的和解合作，从实质上说，这是东亚一体化进程能否顺利和成功的关键之关键。
 
[33]

 金熙德教授也认为，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两个大国能否实现和解和合作，对于未来东亚一体化建设目标能否实现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中日合作，就不会有真正和平与繁荣的东亚一体化。
 
[34]



韩国学者安秉俊指出，要建立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东亚共同体，中国和日本需要单独或联合发挥政治主导性，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愿来克服民族主义情绪。当前，经济相互依存在拉动东亚国家走向一体化合作，但是这需要为政治领导和意志力来推动。
 
[35]

 东亚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一定会繁衍并培育出东亚区域真正的主导力量。中国与日本是潜在和预期的主导者，但是，其主导性及其作用还没有真正显现出来。鉴于东亚国际关系现状，很多学者认为，如果中日两国能将其对东亚地区合作领导角色的争论转化为各种竞争性建议，则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加深会有正面意义。
 
[36]

 中国学者叶自成认为，“东亚地区建设多边合作体系，当然应当有轴心国家。中日两国作为东亚的两个最大的国家应当在建立东亚多边合作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37]

 。安秉俊认为，对中国而言，地区FTA是确保中国的政治影响、经济利益和地区主导角色的有效手段；而对日本而言，中国既是深化经济相互依存的机会，同时又是令其不安的地区主导权的竞争者。
 
[38]

 可以认为，中国与日本既竞争又合作，是当前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现实，但是，东亚地区一体化要取得实质性进展，没有中国与日本的深入合作，美好的东亚一体化也只能是“画饼充饥”。

罗伯特·基欧汉提出的“国际机制需求说”，可以解释东亚各国对一体化的向往与诉求。但是任何国际制度都不是自动生成的，一定需要某种强大的推动力量，或者主导因素，而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也需要坚实的后盾。比如，维护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国际制度是每个国家都需要的，为什么要美国牵头“联合国”才能够建立起来，就是因为美国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国，没有它出来主导，可以说联合国难以建立起来。新现实主义的“国际机制供应说”认为国际机制有助于维持国际秩序，是影响国家合作行为的重要条件。但是国际机制的建立和维持主要依靠霸权国的权力。
 
[39]

 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有实力的大国作用不可或缺，而在保持国际机制的有效性方面，大国的态度也至关重要。由此推论，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需要地区大国的参与和护持，区域一体化是地区大国推动的结果，一体化主导权与大国形影相随。很显然，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需要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地区大国来推进。

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有效的制度和机制创设问题至关重要。在机构建设和规则的确定上，欧盟制度中规则的拘束力大、含义明确并由独立第三方负责规则执行。
 
[40]

 欧洲的经验表明，一体化进程需要有能力、负责任、具备战略眼光的国家发挥领导作用。在欧洲，德法或德英法扮演的角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地区霸权国，而是促使一体化前进的推动力量，在一体化的不同阶段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东亚经济一体化同样需要这样的“发动机”，中国和日本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有人指出，“如同法国和德国是欧盟发展的‘双引擎’一样，东亚的整合能否成功，也取决于中日两国能否同心协力”
 
[41]

 。即是说，中国与日本合作才能够为东亚经济一体化造就“双引擎”。就中日合作而言，有许多事实可以佐证两国的合作成就，尤其是经济领域。20世纪90年代日本生产商普遍对中国将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担忧，事实上现在这种担忧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两国产品的互补性日渐显现出来，廉价的中国商品受到日本消费者的青睐，而精密复杂的日本设备在中国工厂里运转，中国、日本这两个经济体在不断地一体化。200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在“清迈协定”的架构下，两国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之间还进行着更为广阔的区域合作。2008年胡锦涛主席与福田首相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日关系的第四份政治文件。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负有重要责任；双方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表明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决心；同时中日两国还在这份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达成了70个具体的项目合作协议。
 
[42]



拉美、非洲等地区一体化受挫，某种程度上就是缺乏主导国的领导作用造成的。尽管东亚与西欧的区域经济在战后起步的“原点”方面有很多的相似性，但后来的发展使东亚与西欧拉开了距离，两个地区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西欧目前成为世界范围内发展程度很高，一体化程度很深的“发达地区”；而东亚虽然出现了“经济奇迹”，但一体化发展水平远低于西欧。欧洲一体化举世钦羡，成为国际区域一体化的楷模。毫无疑问，欧洲一体化的实践为东亚一体化提供了很多非常有益的历史经验。我们认为，成功的东亚一体化，应该有与欧洲、北美一体化同样的逻辑，“法德轴心”合作主导模式的成功经验，对东亚一体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东亚一体化不可能“复制”欧洲的“原版”，东亚一体化的主导模式也不能照搬“欧洲版”，对东亚一体化主导模式求索应该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东亚一体化主导模式主要由东亚各种历史的、现实的内外因素形成的“合力”来塑造。

从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现实及其区域化的趋势来看，东亚实现一体化的最现实途径当是“政府间主义”道路，尽管近期东亚各国基于政府间谈判的合作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理查德·赫哥特（Richard Higgotte）通过对APEC和EU的对比研究认为，APEC明显展现了政府间讨价还价的基本特征。东亚地区性合作组织是致力于主权的强化，而非如功能主义者所说的“主权汇聚”，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是一种国家权力的工具。
 
[43]

 事实上，“10+3”也好，“东亚峰会”也罢，东亚的区域整合都具有某种“国家间”的性质，走的是一条“政府间主义”的道路。然而，在地区机制安排中过度“强化”国家主权原则，这与地区一体化要求国家主权“让渡”就存在互相冲突与矛盾的逻辑。正如詹姆斯·罗思诺（James N. Rosenau）等人所言，合作型的地区制度安排不同于双边主义或多边主义中国家间的合作，它本身是一种地区机制建设的开始。这是因为辅助性地区安排是一种“制度”形式，其本身存在着“制度陷阱”，即国家不断的合作意愿可能导致它们走向对各自权力的制度约束，而非对各自权力的制度强化。罗思诺称之为“无政府治理”。
 
[44]



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国际关系中存在三种类型的主导模式：霸权、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主导模式的多边主义强调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同承担领导责任。多边主义指“基于诱导其他国家帮助稳定国际机制的行为。领导国放弃谈判过程中的短期利益，以确保与稳定国际机制相关的长远利益”
 
[45]

 。法国和德国为了促进欧洲的一体化，以所谓的“法德核心”的双头领导模式，联合承担欧洲一体化的主导者责任，从而使欧洲一体化得以逐步深入，使法德联合主导区域合作，并成为一体化主导的多边主义模式的成功范例。这样的观点很有道理：在地区组织中“核心大国不能是一个，因为由一个大国主导的地区组织很容易使该组织沦为该国的附庸，使该组织形同虚设……只有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少数大国共同主导和推动，这个组织才能有动力，才能较有效地运作”
 
[46]

 。大国联合提供主导可能产生两种局面：一种是大国之间合作性的政策推动地区合作的发展，如中国和日本在推进东亚地区金融货币合作方面采取了密切合作的政策，共同推动了“清迈协定”中货币互换机制的实现；另一种是大国之间各自寻求与区域内其他国家采取合作政策，但是彼此之间并没有敌对或者对抗的政策因素。这种各自寻求合作伙伴的方案往往导致了整个地区合作的加强，因为每个国家都害怕被其他紧密合作的邻国所孤立，也就是市场经济中的“羊群效应”。
 
[47]

 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中国和日本“合作主导”有一个较为成功的范例，那就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清迈协定”。在该协议中，中日两国承担了比其他成员国更多的风险，从而体现了作为地区大国的“主导者”的风范。中日通过协调采取一致的政策，促成了东亚地区最具成效的一次货币金融合作。这无疑对东亚一体化的未来合作，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目前，在中国与日本都不足以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考虑“合作主导”模式。罗伯特·基欧汉指出，当代“是一个存在多种问题的世界，各问题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但这些联系之间的区别甚大。因此，一个问题上的领导者可能要在另一个问题上充当追随者”
 
[48]

 。我们有理由认为，东亚地区将维持目前由东盟与中日韩互相制衡的多元格局，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想垄断该地区的领导权都是不现实的。从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来看，东亚区域内的大国核心作用必须通过某种具体的合作形式来实现。未来的东亚经济一体化需要在进一步的地区整合基础上通过中日两个大国的“合作主导”来实现。本文认为，中国还不足以单独承担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责任。因为中国经济尽管多年来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但整体实力毕竟有限。例如，在东亚金融危机后的金融货币合作中，中国在签署“清迈协定”时提出了货币互换条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挂钩的要求，就表现了中国难以独立扮演地区“最后的贷款人”角色。而且，日本作为该地区最有实力的经济体，不会轻易接受任何形式的中国单独领导，日本是中国主导的有力竞争者。只有中日两国从长远着眼，以大局为重，通过中日和平、合作形成东亚“法德核心”，通过创设有效的一体化制度机制并使其发挥积极功效，才能为东亚经济一体化提供强劲的动力和坚实的基础。制度是保障某一集团内所有成员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的约束性行为规则，在一个资源稀缺、交易成本为正的经济社会中，只有制度才能满足参与者利益最大化需求，使合作成为可能。实践中的很多例子（如中日经贸摩擦）证明，非契约化承诺代替不了制度性安排。没有完整、合理、适用的制度存在，合作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49]



鉴于东亚国际关系现状，很多学者认为，如果中国和日本可以将它们对东亚地区合作领导角色的争论转化为各种竞争性建议，则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加深会有正面意义。
 
[50]

 北京大学陈峰君教授指出，从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变化以及市场投资占有率来看，日本已没有足够条件充当亚洲的领头雁，而中国则已具备给东亚经济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但他同时认为，中国必须在东亚地区合作框架中，跟日本、韩国处理好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关系，而中日共同主导东亚合作应是未来的趋势。
 
[51]

 叶自成也认为，“东亚地区建设多边合作体系，当然应当有轴心国家。中日两国作为东亚的两个最大的国家应当在建立东亚多边合作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52]

 。毫无疑问，中国和日本作为大国，通过联合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就能够得到“双引擎”的带动。


结论

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必然要求中国积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以此实现它可持续的发展目标。作为崛起的大国，作为地区市场的最大提供者和地区经济的“发动机”，中国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东亚地区“核心国家”，中国能够作为地区利益的“代言人”并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中国主导并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必须赢得邻国的信赖和支持。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不仅不利于双方经济的发展，也给东亚一体化进程造成了深刻的负面影响。中日之间存在合作与竞争，双方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尽量减少竞争的因素，扩大互利合作；中国的一体化战略应重视加强中日合作。由于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是东亚一体化的重要资源和动力，我们应该积极探索中日合作主导模式。中日合作主导，就能够为东亚经济一体化造就“双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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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填平面临的鸿沟

——关于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思考

复旦大学历史系 曹振威

进入21世纪之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建立区域性的经济组织也开始受到各国领导人的重视。欧盟和东盟的成功运作，已成为欧亚两洲的成功范例，于是就有更多的国家开始考虑在本地区建立经济共同体的问题。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鸠山内阁上台后，在内政和外交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开始大力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构建，并向周边邻国提出倡议。这一动向虽受到媒体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共同体的具体内涵尚不清晰，面临的困难也未进行科学评估和深入研究。因此，这个设想如要付诸行动，还需要做大量深入具体的工作。

不少学者认为，东亚经济共同体应在东盟加中日韩三国的基础上建立。东盟是东南亚一批中小国家结成的经济共同体，如果加上中日韩三个经济强国，则新的扩大了的经济共同体必然会进行重大改组，首先就涉及由谁来领导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东盟将彻底丧失对东亚事务的主动权，同时也会打破地区平衡的格局。另外，中日两国是目前世界上除美国外经济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究竟由谁充当盟主也存在悬念。其实，除领导权的问题之外，还有大量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按照鸠山当时的设想，这个共同体必须以中日韩为核心。暂且不去考虑其他问题，就以中日韩三国来说，尤其是中日两国，要在共同体内和谐相处，还有许多非经济的鸿沟需要填平。这些鸿沟只要一天不填平，随时都有可能对经济合作造成冲击，甚至导致合作破裂。

这些鸿沟最主要的有以下三条：历史认同问题、领土纠纷问题和朝鲜问题。下面就对这三个问题作一简要的剖析。


一 历史认识问题——笼罩共同体的一场浓雾

中日韩这三个东北亚的近邻，在一百多年以前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而失和。战争虽然在60多年前已经结束，当事者大多离开了人世，但战争造成的负面影响尚未消除。对于当今相关国家的领导者来说，他们基本上没有直接经历过那场战争，本人没有任何历史的包袱。然而，由于战争的阴影尚未消除，他们在相互交往中都不可能回避对这场战争的评价，如果不能正确对待，立刻会遇到重大麻烦。

导致战争阴影长期不能消除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没有得到及时、彻底的清算。德国是在欧洲发动二次大战的罪魁祸首，给欧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德国战败后，国际法庭对战争罪犯进行了审判，战后的德国政府对战争进行了深刻反省，并真诚地向被纳粹侵略的国家和人民道歉，因而得到受害国民众的谅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给欧洲人民造成的阴影已逐步消除，德国也成为欧盟的一个重要成员。

反观日本，由于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算，导致日本国内还存在军国主义的土壤，一旦政治气候变化，军国主义的毒素又在东亚上空出现。这些毒素，是造成日本和中韩之间时常产生政治摩擦的根源。其基本表现形式是否认日本军国主义对中韩和对东亚邻国的侵略，淡化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罪行，这些行为导致中韩等被侵略国家民众的不满。受害者的不满情绪是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的，客观事实是，日本战败投降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被侵略国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民众仍然没有忘记日本的侵略历史，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彻底清除军国主义的影响。

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以来，历史认知问题时常干扰两国交流的正常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民间的互信度跌到了低谷。2006年10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对于启动中日学者之间的共同历史研究达成共识，希望通过合作研究，能够对历史问题达成某些共识，以消除历史认知的分歧。同年11月，中日两国外长在举行会谈时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实施框架达成协议，确定基于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及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在这一共识与实施框架的基础上，中日双方各派10名学者组成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分为古代与中世纪史、近现代史两个组，开始进行共同研究。应当说，这是解决历史认知的一个良好开端。

然而，对于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远没有设置共同研究机构那样简单。研究原则虽然十分明确，那就是“同一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各自表述”的含义十分微妙，既可以理解为通过共同研究，双方的认识将逐步靠拢；也可以理解为双方的原则分歧可以并存，放在同一个研究结果中发表。如果实际情况是以第二种解释为主，那这种机构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摆设，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毫无益处。

几年的实践证明，对共同研究不能抱乐观的态度，因为要通过这个官方的研究机构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是不容易的。2009年底，经过三年共同研究之后，双方宣布第一阶段的研究工作结束，发表了研究报告。研究报告仍是双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各自表述”，在解决分歧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对于这项研究，海内外评价不一，有的人认为，两国学者能够坐在一起讨论历史分歧问题，是一个进步。不过也有人做出这样直率的评论：“尽管中、日、韩三个经济大国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仍然没有培育起‘共同体意识’，二战结束已经60年，但是在中日、日韩之间，围绕历史认识、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仍然存在政治性、感情性的鸿沟，阻碍了共同体意识的萌芽。”这样的评论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以中日两国来说，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认识还存在原则性的分歧，这些分歧明白无误地写进了各自历史纪念馆的解说词中。中国的纪念馆主要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地方性的抗战纪念馆，日本主要是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我们期待中日历史纪念馆对同一历史问题的表述日益接近，等到对方国民能够接受纪念馆对历史事件解释的时候，中日历史认知的鸿沟也就快填平了。

从德国与欧洲各国的新关系看，历史问题并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在东亚地区，它确实存在并正影响日本与邻国的交往。如果我们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就会发现历史问题就像笼罩在中日韩三国上空的一场浓雾：它有形无踪，看得见，抓不住，时浓时淡，严重时将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解决之道不在驱除眼前的雾气，而是要探究并清除产生雾气的根源。这需要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的智慧和各国民众的共同努力。


二 领土纠纷——夹在中日韩之间的火山

对于强调民族利益的国家来说，领土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领土得失，事关国家“核心利益”。不幸的是，自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侵入东亚之后，中日韩等国失去了往日的安宁，几场重大战争打破了传统的国界。二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虽受到国际法庭的制裁，但仍有部分领土纠纷没有厘清。随着新世纪海洋经济的来临，大洋深处的资源越来越吸引人们的眼球，各国对于海洋岛礁的争夺亦开始显露，成为国际交往的一大障碍。

在东亚国家中，日本是领土纠纷最为复杂的一个国家。它同俄罗斯、中国、韩国都有领土纠纷，其性质也各不相同。同俄罗斯的纠纷是苏联在日本战败前夕以武力强占的北方四岛，战后拒不归还。日本对此无可奈何，日苏两国关系因此长期不能正常化，苏联解体之后，日俄关系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仍没有什么进展。

日韩的领土纠纷是关于一个名叫竹岛（日本称呼）或独岛（韩国称呼）的无人小岛。由于韩国的民间志士捷足先登，冒险在荒岛坚守多年，该岛遂为韩国实际占有。日本虽然声称该岛是自己的领土，但只要日本船只稍微靠近该岛海域，就会引起韩国朝野的强烈抗议。对此，日本采取多种手段，仍无法靠近该岛一步。

日本与中国的领土纠纷是钓鱼岛。在同俄韩的领土纠纷中日本都处于被动地位相比，与中国争夺钓鱼岛的过程中日本却占有先机，因此态度强硬，不肯退让。

中日两国是未来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和睦与否，关系到这个共同体的生死存亡。关于钓鱼岛主权的争执，则直接关系到两国的核心利益，因此，钓鱼岛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是中日两国能否和睦相处的关键所在。

钓鱼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能否找到一个妥善解决的良方，这是东亚各国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实际上，钓鱼岛真正成为中日两国领土争端的时间并不很长。1971年美日签订《返还冲绳协定》，美国宣布交还琉球群岛及其附属岛屿管辖权给日本的时候，其中就包括了钓鱼岛。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此前不久，有关国际组织宣称人类社会遇到了能源危机，出路在于开发海洋资源。1968年，有组织宣称在钓鱼岛周围海域发现丰富的油气资源。此时美日进行琉球管辖权的交接当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当发现钓鱼岛也包括在内的时候，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表抗议声明，宣称钓鱼岛历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日领土争执由此产生。

为证明钓鱼岛是自己的领土，中日双方各自摆出了历史依据。中国认为早在明代琉球是中国附属国的时候，钓鱼岛是中琉交往的必经之路，当时的史书有明确记载，中琉之间没有其他国家相隔，钓鱼岛当然是中国的领土。另外，台湾渔民时常在钓鱼岛海域捕鱼，上岛捡鸟蛋，并短期休息。由于岛上缺少淡水和环境恶劣，所以没有人长期定居，实际上钓鱼岛早就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日争执发生后，根据国际公认的大陆架理论，中国认为钓鱼岛是大陆架延伸的一部分，与琉球隔着一条很深的海沟，因而不属于琉球群岛。日本的理由是：19世纪80年代，一个日本公民发现了钓鱼岛，向政府报告，日本政府派人去考察，没有发现大清政府的标志，也没有发现有人居住的痕迹，遂认为是一个无主荒岛，于1895年正式将它划入日本版图，并起名尖阁列岛。日本战败投降，归还了侵占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但不包括钓鱼岛。钓鱼岛随同琉球一起交给美国托管，20世纪70年代又同琉球一起归还日本，因此，这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从日本列举的历史依据看，难免十分勉强。首先，日本人发现钓鱼岛，与中国关于钓鱼岛的记载和中国渔民去钓鱼岛捕鱼的历史相比晚了好几百年。其次，日本把钓鱼岛列入自己的版图是在1895年。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日本提出了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的无理要求，由于西方列强的干涉才被迫放弃辽东半岛，但台湾仍被日本抢夺过去。钓鱼岛是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实在无法与台湾相比。日本乘战胜中国的机会，偷偷把中国的钓鱼岛划入自己的版图，只能说明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得无厌，而不具备丝毫的合法性。最后，日美关于归还琉球群岛的协议，并没有在条文中注明包括钓鱼岛，只是在附件中有一个附属海域的范围，由七个经纬度的坐标点标出，钓鱼岛也被包含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附属海域的范围并不是由美国决定的，而是由日本划定后得到美方认可的。由此可见，这是由日本精心设计的一个阴谋。文件公布后，中国政府坚决予以否认，强调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日美两国背着中国对钓鱼岛所作的处理是非法的、无效的。于是，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的纠纷就浮出了水面。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对钓鱼岛问题一直采取“搁置争议”的方针，钓鱼岛的争端对中日两国的交往没有产生实际的负面影响。但中国大陆民众、港台同胞、海外侨胞不认可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示威抗议，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保钓”热潮。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开采东海海底资源成为中日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中日两国的海上摩擦开始加剧。钓鱼岛问题不仅涉及几个无人小岛的主权，更是关系到周边海域的海底资源。为争取最大利益，中日双方都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了强硬态度，声称钓鱼岛是自己的固有领土，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纠纷。于是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不可避免。

2011年9月7日，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同日本巡逻船相撞，日本以中国渔船违反日本法律为由，扣留中国船只，拘捕中国船长，引发了两国间的冲突。对于海上事故，即使发生沉船死亡事件，一般也不会引起媒体高度关注和政府间的外交交涉。因为这次事件是发生在敏感的钓鱼岛海域，问题就变得严重起来。两国政府不仅进行严肃的外交交涉，而且规格不断升高，达到部长以上的级别。在不断升级的外交交涉中，两国正常的政治、文化交流被打乱，旅游和双边贸易也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更为复杂的是，中日双方都一再强调钓鱼岛是自己的固有领土，双方不存在领土纠纷，于是关于钓鱼岛撞船问题的直接交涉大门被彻底关闭，事态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其结果犹如一座喷发的火山，人们无法去阻挡，只能听任其自然发展。突发事态一旦不能及时得到控制，必然会逐渐扩展。一个多月以来，钓鱼岛撞船这一偶发的局部事件已经变成中日外交领域的重大事端，并严重影响到两国的正常交往与和睦相处。国家关系的紧张同时也影响到国民的情感，好不容易走出低谷的中日国民情感因此而产生了新的对抗。

10月16日，日本民众数千人在东京集会，游行到中国大使馆门口，抗议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喊出“日本危险了”“不要原谅中国入侵者”等口号。在此之前，日本十余个城市已先后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集会游行。中国的情况也与此相似，同样在10月16日，成都、西安、郑州等内陆大城市，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学生和市民喊着“保卫钓鱼岛”和“抵制日货”等口号。尽管游行抗议总体上是和平有序的，但无法阻止少数人的过激行为。成都大型日资超市伊藤洋华堂春熙店和相邻的日资伊势丹百货店受到游行队伍的冲击，玻璃橱窗等物品被打碎，正常的商业活动受到了影响。之后几天，武汉、绵阳等城市也相继爆发反日游行。

事态发展到广大民众也参与之后，中日正常交往的前景就被蒙上了阴影。相信中日两国政府都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和发展，他们会采取措施让民众的不满情绪逐步平息。政府当然有多种平息事态的手段，但从长远的角度看，平息民众不满情绪的办法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一日不解决，这种偶发事件引起的政治风波就不可能根除。

这次事件是由两船相撞而引发的，已经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后果，以后如果出现更为严重的偶发事件，其后果将不可预料。只要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不解决，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从更广的范围看，领土纠纷问题是夹在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火山，它是阻拦中日韩三国结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的一大障碍。如果三国领导人忽视这个障碍的存在，不能正确估计这座火山大喷发的巨大能量，必然无法结成稳定的东亚经济共同体。


三 朝鲜问题——中日韩住宅旁边的马蜂窝

在考虑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忘记如何处理好同朝鲜的关系。朝鲜是东亚一个特殊的国家，在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中，可能起不到多少积极的作用，但如果处理不当，其消极作用决不可低估。

朝鲜问题是冷战时代的产物。朝鲜战争虽已结束半个多世纪，但战争的后遗症至今尚未消除。战后的朝鲜和韩国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韩国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下，逐步恢复战争的创伤，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亚洲经济高速发展的四小龙之一；朝鲜在战后长期实行封闭式的建国政策，经济发展缓慢，民众生活水平低下，时常需要邻国和国际组织的救济援助。

进入新世纪以来，朝鲜不甘受到国际社会的冷落，成为东亚地区被边缘化的一个国家，开始制造政治事端，以吸引世界各国的关注。其主要的手段是与美国叫板，同时又宣称要发展核武器。

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当然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同时美国也不会轻易接受朝鲜的挑战，按照朝鲜的方案进行所谓的双边谈判。实际上，朝鲜要发展核武器，这不是美国和朝鲜的双边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受到核武器伤害的国家，战后的日本通过宪法规定永远不搞核武器，同时也反对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对于朝鲜要搞核武器，日本当然不会同意，表示出坚定的反对态度。

在东亚地区，除日本以外，朝鲜和韩国也都曾向国际社会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现在朝鲜公然违背自己的承诺，当然也会受到韩国的反对。另外，与朝鲜相邻的中国和俄罗斯，虽然已经拥有核武器，他们根据自己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为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

这样，从远东总体形势分析，朝鲜宣称发展核武器将受到周边邻国的一致反对，处于孤立的境地。为给朝鲜一个放弃发展核武器的台阶，同时又考虑协助其解决国内经济的实际困难，与朝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五个国家决定同朝鲜展开六方会谈。对于谈判的内容，在局外人看来比较简单：朝鲜放弃发展核武器，相关国家在经济上对其给予必要的援助，同时协助它逐步加入到国际大家庭中。

然而，实际谈判的难度远超出常人的想象。在谈判桌上，朝鲜代表不断提出新观点与新要求，同时又找借口把自己原先已经承诺的内容加以否定，这样，谈判就陷入马拉松式的争执之中。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漫长的谈判过程，朝鲜不仅没有在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上暂停或后退半步，相反加快发展速度，公然进行核试验，然后宣布已经拥有核武器，并以核武器拥有国的身份参与谈判。这种态度，完全是与原先的谈判目标相违背的。具有善良心态的周边邻国虽然仍期望朝鲜能够转变立场，回到谈判桌上进行真诚的谈判，但结果恐怕还是会令人失望的。

宣称已经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不仅在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不断加码，导致谈判无法继续进行，而且在同邻国的交往中也表现出强硬的态度。2010年3月26日晚，韩国“天安”号警戒舰在西部海域值勤时突然发生爆炸而沉没，舰上104名官兵中仅有58人生还。事件发生后，虽然国际舆论猜测可能是朝鲜所为，但韩国政府仍保持克制，邀请国际著名专家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客观、科学、彻底的调查，探究“天安”号沉没的真相。5月20日，韩国公布了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认为“天安”舰是被朝鲜的鱼雷击沉。该调查组成员除韩国军方与民间人士外，还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瑞典的专家，调查结论是根据现场打捞到的鱼雷残片等大量证物作出的，因此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朝鲜不仅断然否定调查结果，拒绝道歉，而且还以上级对下级的口气，宣称将派员去“检查”调查结果和相关证据。

不仅如此，朝鲜当局还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行动：5月24日，发表声明说韩国的调查结果是一场“拙劣的骗局”。25日宣布了对韩国的八项反制措施，包括全面冻结朝韩关系；废除朝韩互不侵犯协议；全面停止朝韩合作。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27日又宣布了包括全面废除为双方经济合作交流所提供的军事保障措施；禁止韩国船舶、飞机和其他交通工具通过朝鲜的领海、领空和领土等。

原先统一的朝鲜变成南北两个国家，这是二战所造成的分裂尚未得到统一的最后一个国家。鉴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关系的特殊性，“天安”号事件的发生顿时令整个朝鲜半岛乃至东亚的局势趋于紧张。一般的国际舆论认为，自1953年朝鲜战争以一纸停战协议平息以来，韩国与朝鲜在国际法的意义上看仍处于交战状态，只是战争暂时中止。如今韩朝关系出现波折，而事发地点又靠近双方存在争议的西部海域，这就更增大了再次爆发激烈冲突的可能性。

为应付可能出现的武装冲突，韩国与日本、美国互相协调，准备了一系列的联合军演方案，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进行多国多兵种联合演习。为此，美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也进入了朝鲜半岛附近海域。东北亚的局势顿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日本和韩国为了树立国家的正面形象，一再要求美国减少军事基地和对本国防务的影响。现在朝鲜半岛局势的骤然紧张，他们顿时感到自己的实力欠缺，需要美国做坚强的后盾，于是美国的影响力顿时在那里得到了显著扩展，东亚的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朝鲜未来会有什么新的举动？这是关心东北亚局势的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不管如何，朝鲜局势的紧张，肯定会对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产生相当的负面的影响。如何消除这个不利的影响？在当今和平的环境下，外力只能起到促进转化的作用，关键在其内部的改革，逐步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社会，以消除周边邻国的疑虑。

从目前情况看，朝鲜能够融入国际社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由朝鲜特殊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朝鲜第一代领导人是按照封建传统方式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儿子掌管，长期以来把朝鲜搞成一个对外封闭的国家，完全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如今第二代领导人年老力衰，准备交班了，采用的仍然是父子相传的封建接班形式。令人惊讶的是，接班人是一个1983年出生的不足30岁的小青年。这样的青年，离开学校不久，社会实践经验甚少，要其担当掌管党政军大权的重任实在是勉为其难。为了不让大权落到他姓家族手中，即使条件欠缺也要如期接班。在一系列内部政治的运作下，这个没有当过一天兵的青年已经挂上了大将军衔，成为军队的副统帅。同时，还出任党内第二号领袖，随时准备接班，担当大任。

对于朝鲜政权如此交接班，人们不无忧虑。如果东亚经济共同体正式筹建，朝鲜能够与周边邻国和睦相处，协调发展吗？二十几岁的青年人政治上是否已经成熟，对紧急事态的处置是否会心血来潮？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朝鲜的经济实力虽然有限，但拥有一百多万军队，数量超过日韩两国的总和，另外还宣称拥有核武器。除中国与俄罗斯之外，朝鲜的军事实力可以成为东北亚的老大了。

对于这样一个经济弱小、军事强大的国家，筹建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时候必须认真对待。在考虑东北亚经济发展的时候，对它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其在政治、外交方面的能量决不能低估。它就像中日韩三家住宅旁边的一个马蜂窝，你们可以避开它进行正常交往，但决不能忽视它的存在，更不要故意去挑拨它。如果不注意这一点，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除以上三条鸿沟外，筹建东亚经济共同体还会遇到其他的阻力和障碍，需要相关国家的领导人审时度势，发挥智慧予以排除。只要重视这些障碍，下大力予以克服，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目标还是有可能实现的。这里可以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日本东亚共同体理论基本构想评析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 魏志江

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鸠山内阁上台后，在内政和外交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其中大力推动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成为鸠山内阁重要的亚洲政策举措。菅直人内阁上台后，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东亚共同体的构建。然而，对于日本提出东亚共同体的背景、内涵以及存在的问题，似乎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笔者通过访问日本提出和研究东亚共同体的有关学者以及查阅有关资料，试对日本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基本理论加以客观评介，以有利于较为客观地认识日本关于东亚共同体的理论构想。


一 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提出

较早提出东亚共同体理论的日本学者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在联合国经济开发机构任职并长期担任日本驻联合国大使的谷口诚先生，其卸任外交官职务后，一度担任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其关于东亚共同体的基本理论是随着世界经济进入21世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日美欧三级主导世界经济的格局已经逐步走向解体，世界将形成以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心的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日本必须与中国、韩国和东盟一起发展，构筑东亚经济共同体，并进一步发展为包含政治、安保和共同文化形态的东亚共同体。谷口先生认为，以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日本开始认识到亚洲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并实现了东盟＋日本和东盟＋中日韩三国区域合作的初步统合。随着东盟＋中日韩FTA的签订，东亚经济共同体将得以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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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的毛里和子教授认为，冷战后日本和东亚地区经济关系的深化、作为地域国际组织东盟的成熟以及东亚若干国家民主化的进展，使日本开始强烈地关心东亚地区的发展，并有意促进东亚国家的区域一体化，这是东亚共同体提出的主要背景。经济学家森嶋通夫教授认为：东亚共同体是1995年作为战后日本再生的基础而提出来的，应该是日本推进东亚地域一体化的开端。为了东北亚的开发，需要东亚国家建立机能化的地区合作机构，并以此推进市场的统合，最终形成类似于欧盟的政治共同体，即从经济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从而形成由东亚国家和民族构成的新的共同的东亚广域国家。不过，森嶋通夫教授所谓的东亚仅仅是指由日本、中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及朝鲜组成的汉字文化圈的东北亚国家和地区。但是，由于中国地域广阔，有可能阻碍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形成，而解决此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将中国分为五大区域，而将日本分为两大区域，再加上朝鲜和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以此形成十个经济单元，并作为日本再生的基础形成东亚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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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本另一位经济学家原洋之介不同意此观点，原洋教授认为：虽然日本与东亚国家能够实现经济的融合，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和历史道路大相径庭，仅仅依靠自身的经济统合是困难的，而且仅仅注重于经济方面的统合也难以形成包括历史意识和文化形态共通的东亚共同体，日本和东亚国家除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和产业合理规划以及亚洲统一货币以外，还必须构建多层次的协力机制。
 
[3]

 毛里教授认为：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日本才开始积极推进东亚的地域一体化，并根据新宫泽构想和特别借款向东亚国家提供了800亿美元的金融危机贷款，从而积极推进日本经济与东亚经济的一体化。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在东盟＋中日韩三国会议上，首次提出设立东亚展望小组的建议，并于2001年向东盟＋中日韩三国会议提出咨询报告，2002年的会议上，东亚展望小组正式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2002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新加坡，正式提出以签署东盟与日本自由贸易协定为核心的东亚共同体的主张，而东盟诸国则主张所谓“东亚共同体”，还应该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时，对美国应该具有开放性。于是，2003年12月，在东京举行的东盟＋日本峰会上，发表了《东京宣言》，正式提出“东亚共同体”作为日本和东盟诸国的长远目标。

不过，2004年5月18日成立的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议长伊藤宪一的报告书认为：日本最初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渊源于桥本龙太郎于1997年12月在东盟非正式首脑会议举办的东盟＋中日韩首脑峰会的出台。由于桥本首相历访东南亚诸国，并在新加坡发表了著名的政策演说，被称为“桥本主义”，以此次访问为契机，日本积极谋求与东盟诸国定期举行首脑会谈。然而，东盟诸国对于仅仅与日本开展首脑会谈是否会引起中国的反对表示担忧，因而，东盟诸国决定不仅与日本建立首脑会谈机制，同时，利用东盟峰会之际，与中日韩三国建立共同的对话机制。于是，1997年12月，东盟＋中日韩三国的首脑会谈机制正式举行。由桥本首相提议的东盟加日本的首脑会谈终于转变为东盟＋中日韩三国的首脑会谈机制，从而为东亚峰会和东亚共同体的构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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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范围和内涵

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范围，森嶋通夫认为应该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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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日本20世纪90年代资深外交官小原雅博认为应该以东盟加中日韩三国为基轴，还应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以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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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政治学家进藤荣一则认为应该以东盟加中日韩三国为主体，不过可以根据政策议题对共同体成员加以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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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东亚共同体并非纯粹地理上的概念，虽然东亚的基本单位是东盟＋中日韩三国。然而，2005年举行的首次东亚峰会在确定哪些成员可以参加东亚峰会的问题上争议不断，而迄今日本对于东亚共同体究竟由哪些成员构成，政界和学术界也无定论。2005年春，由东盟诸国确定了加入东亚峰会的成员条件，即一是必须与东盟诸国具有实质性的关系；二是与东盟诸国是完全的对话国；三是《东南亚友好条约》的加盟国。据此，印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均有权参加东亚峰会。然而，东亚共同体并非东亚峰会，其不论作为东亚经济共同体，还是政治、安全共同体，均与美国存在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的重要市场是美国市场，而政治、安保方面，美国通过《美日安保条约》和韩美同盟以及美国与东南亚的军事同盟，一直在东亚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和军事影响力。此外，朝鲜半岛的朝鲜和中国的台湾，不仅是东亚当然的成员，而且还是东亚地域潜在的安全冲突地带，如果不能加入东亚共同体，那么，所谓东亚安全共同体显然也难以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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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日本鸠山首相主张东亚共同体不能排除美国，应该与日美同盟具有协调性和开放性；而外务大臣冈田则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东亚共同体不应该包括美国，但是，东亚共同体必须以中日韩为核心，这是日本民主党政府在东亚共同体构建方面的共同认知。

关于东亚共同体的内涵，日本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观点。森嶋通夫认为汉字文化和儒教思想是东亚共同体的思想基础。通过经济基础主要是物流和劳动力市场的开放以及单一货币的形成等成立以市场自由化为导向的市场共同体和包含政治文化的共同体，为此，应该成立东亚共同体统一的军队和建立东亚共同体联合政府，其首都设在冲绳，当然其前提是冲绳独立，并以东亚共同体作为统一国家的身份与美国签订安保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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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原雅博认为随着东亚地区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尤其是跨国境的具体事务必须由东亚诸国协力才能解决，因此应该建立开放的东亚共同体。不仅是经济利益上的共同体，还应该谋求政治、安保和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东亚共同体。其具体政策内容是中日韩三国首先签订FTA，并以此为基础与东盟国家签订FTA，通过贸易、投资，以形成东亚共同市场；在政治上，注重非传统安全合作，尤其是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海盗以及在应对大规模传染病等方面进行合作，并建立机制化的能源、环境、粮食和食品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应对毒品买卖走私的共同机构，从而形成多层面的机制化的协力机构，组成共同的东亚经济和政治、安保及文化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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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藤荣一则主张作为东亚共同体应该坚持如下原则和理念，即根据经济协作的原则，建立东亚地区尊重主权和和平解决争端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新秩序，以保障东亚安全。同时，以共同开发资源、实现技术转移和社会开发等途径构筑在能源、环境、技术、人才交流等跨国境方面进行合作的东亚共同体。为此，首先应该建立东亚食品生产共同体，并制定统一的检疫检验技术标准。其次，签订东亚地区FTA，建立东亚共同市场和单一货币。最后，建立共同应对东亚贫困农村地带的环境开发和卫生保健机制，以强化东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农业问题、公共卫生和环境问题，并从人类安全保障的角度，建立东亚版的世界保健机构。此外，以东盟加中日韩为主轴，并吸收印度参加，建立东亚能源共同开发机构。通过上述途径，建立东亚自由贸易体制和东亚共同协力开发中心，并构建东亚地区统一的卫生保健、福利制度、非传统安全保障机制以及为形成东亚共同的价值观，而加强城市交流和知识产权的合作以及共同编纂历史教科书和进行教育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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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东亚共同体的组织运营，进藤认为：应该建立亚洲能源机构和渔业资源管理协议制度以及东亚保健机构等，并主张采用东盟的运作方式，作为外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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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5月，日本成立了由产官学各界精英人士组成的东亚共同体评议会，外务省和经济产业省是评议会的主要官方机构，而评议会会长伊藤宪一为日本外务省资深外交官，曾多次陪同日本首相访问东南亚国家。因而，日本东亚共同体的内涵，根据伊藤宪一的主张应该是以1999年在菲律宾召开的东盟＋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上发表的《关于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为基础，他认为《关于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安全两大部分，与注重于经济合作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相比增加了政治安全合作的功能，而与专注于东亚地域安全而成立的东亚地区论坛ARF相比，又具有论坛所不具备的经济整合的功能，因而《关于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规定的涵盖经济、社会和政治、安全等领域合作的内容，体现了东盟＋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机制的主要内容，也是将要构建的东亚共同体内涵的基础。因此，2004年6月，日本外务省提出的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基本原则是要充分发挥东盟＋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的指导作用，并分为三个阶段构建东亚共同体：第一阶段是贸易、投资、IT、环境、防疫等机制化的合作；第二阶段是促进东亚地域的整合制度化；第三阶段是培养东亚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共同体的结构应该采取开放性，东盟＋中日韩三国、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都可以加入东亚共同体。至于所谓的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内涵并不清楚，根据毛里和子教授的分析，应该是以民主和人权为基础，形成东亚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并维持日美同盟的安保价值和在经济领域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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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日本政府迄今为止对东亚共同体内涵的明确表述。显然，日本政府对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与1999年11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东盟亚细亚首脑会议由菲律宾总统埃斯特纳达在开幕式中宣布的构建“东亚共同市场、东亚单一货币和东亚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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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内涵并不一致。然而正如日本东京大学末广昭教授所指出的，该共同体内涵缺少具体的共同目标和协调行动，因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东亚地区虽然可以实行有限的地域开放和经济机能的协作，但是，以日本为中心或者以日美关系、日中关系为中心而形成的区域协力的构想，在东亚地区出现的问题，并不能仅仅通过东亚国家的机能化合作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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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大学研究东盟的著名学者山影进也认为：东亚新的地域主义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东亚所谓“南北纵断型的地域主义”，对于日本来说，东亚不断出现的“南北纵断型的地域主义”显然还是一个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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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天儿慧也认为：将东亚共同体定位于经济上的功能主义，并以此建立东亚共同体是难以行得通的，因为经济功能的协调性，更多的是各自国家只关注本国从共同体中能够得到多少利益，而作为共同体的构建，必须要适当的放弃国家相对的一些利益甚至让渡部分主权利益，而对于东亚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上的互不信任和安保战略上的疑虑，并不会因为经济依存性加强而得到改善，如中日关系，虽然彼此存在很大的经济依存性和互补性，但是，中日关系长期处于政治上对抗和军事、安保上互为潜在威胁的层面，因此，仅仅从经济功能主义出发，加强东亚国家经济的机能化机制构建，并不能建成东亚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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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深外交官谷口诚先生也认为仅仅依靠经济依存关系的深化，并不能解决东亚共同体的构建，甚至由于经济摩擦的加剧导致关系恶化。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构建，首先应该排除农业问题的障碍，中日韩三国与东盟签署FTA必然涉及农业问题，应该考虑建立东亚共通的农业政策，实现东亚农业产业的合理分工和协调，以建立包括大米在内的农产品的统一投资和产业分工机制。此外，日本应该积极配合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计划，实现中日环境合作，并在石油等能源供应方面，建立共同的石油储备机构和石油共同开发机构，以实现中日韩三国的能源安全合作。在金融方面，应该建立统一的亚洲金融、债券市场，并推动东亚统一货币的形成，在经济统合的基础上，积极培养各国的东亚共同体意识，尤其是中日之间建立真正的战略上的互相信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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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日本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内涵并不一致，有的注重东亚地区机能的协力和制度的构建，有的则注重安保和平机制的构建以及东亚共同意识的培养等，其内涵是丰富多彩的。

此外，鉴于东亚共同体的研究一直处于制度化构建的理论研讨阶段，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中村民雄等提出应该通过制定《东亚共同体宪章》，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构建东亚共同体，其基本构想是参照欧盟宪章和东盟宪章的精神，对东亚共同体的指导思想、政策范围、组织原则以及共同体内部国际关系进行法律规范。2006年，在东京大学召开的有关东亚区域主义现状和特征的国际研讨会上，中村民雄教授主导的共分为前文、原则、共同体的政策、组织和最终规定四部分以及附属书等内容构成的《东亚共同体宪章》正式出炉。但是，被学术界批评为过于超前或不够成熟。2007年10月，在日本经连团研讨会上，中村民雄再次提出推进《东亚共同体宪章》的规范，通过对日本对外经济战略合作的检讨，提出设立“东亚官民合同会议”机制，并分阶段推进日本与东亚国家签署经济合作协定，以最终构成符合宪章规范的东亚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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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东亚共同体存在的主要问题

日本学术界对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仍然提出不少质疑，伊藤宪一认为：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必须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首先，关于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问题。因为不论是东盟＋中日韩三国机制，还是东盟本身，都是由东南亚联盟为主导，早在2004年11月东盟＋中日韩三国首脑峰会上，印度尼西亚就极力反对东亚峰会的机制化，认为这势必将取代东南亚联盟。如果根据鸠山首相多次表示的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必须以中日韩为核心，东盟将彻底丧失长期以来对东亚事务的主导权，改变“小国主导大国”的地区平衡格局。所以，如何处理东亚共同体与东南亚联盟的关系，将是东亚共同体能否得到东盟支持和配合的关键。其次，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范围，不论是经济共同体，还是安全保障共同体，难以排除美国的存在和影响力；而朝鲜和中国台湾，既是东亚地区的成员，又是东亚共同体进行经济、安全协力的对象，应该将其纳入共同体的范畴，然而，由于朝鲜的核开发和涉及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对于是否应该将朝鲜和中国台湾纳入东亚共同体仍无法获得共识。日本将坚持东亚共同体不应该包括美国的立场，但是，根据鸠山首相与美国奥巴马总统的会谈，已明确表示东亚共同体应该以尊重日美同盟为前提，这又涉及如何处理与日美同盟乃至韩美同盟的关系。此外，所谓东亚共同体还应该包括共同的理念和哲学基础，东亚地区并没有欧盟国家普遍存在的人权和民主意识，而是存在着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如何协调多元文化和宗教的和谐统一，并形成东亚共同体所必须的共同的东亚文明形态和哲学理念，这是比建立单纯的经济协力机制更为困难的问题。

毛里和子教授则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需要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即一是如何理解东亚的地域化、地域主义和地域形成，并分析影响这些问题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二是东亚新地域的形成与欧盟的历史途径并不一致，日本政府主张以欧盟模式推进东亚共同体，似乎没有考虑到欧盟和东亚的差异，如果不能采用欧盟的模式，那么应该采取怎样的东亚统合模式，应该加以研究。三是东亚共同体的构建，除了东亚地域的货币、金融、企业等所谓“公共财”协调机制以外，还必须建立东亚地区的“公共知”，即构建东亚共同的智慧意识和养成“我们的意识”的人才，营造东亚地区“国际公共空间”。四是文化是价值观的核心。由于亚洲文化的多样性，虽然没有统一的亚洲文化，但是，通过检讨与欧洲国家社会构造及文化理念的差异，探讨亚洲文化的独特性和共同性，并构建东亚共同的社会文化，是东亚共同体构建中必须面对的挑战。

此外，谷口诚先生认为影响东亚共同体成立的主要因素是中日关系。由于日本长期推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着根深蒂固的“脱亚入欧”、轻视亚洲的精神构造，同时，小泉政府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导致的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韩的互不信任，对东亚的经济统合乃至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是极大的损害。日本如果不调整对美和对中政策，不能与中国共同发展并建立中日经济合作关系，也必将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东亚经济共同体乃至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是不可能实现的。作为资深外交官的谷口诚先生也敦促日本外务省的官员必须深入反省小泉政府对中政策发生的偏差，主张中日两国建立真正的互相信赖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实现东亚共同体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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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亚共同体”战略及其面临的挑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包霞琴


一 战后日本关于东亚合作的两种模式

二战后，日本基本上推行的是“脱亚入美”的外交战略。但是，日本毕竟是亚洲国家，亚洲地区是关乎其生存发展的主要舞台。所以战后日本历届内阁提出过种种关于东亚合作的构想。总体来看，日本的东亚合作构想有两种模式：一是开放的地区主义；二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地区合作。

（一）开放的地区主义

所谓开放的地区主义，就是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太平洋发达国家纳入东亚合作中来，这种地区合作模式具体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亚洲—太平洋构想”和80年代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中。

1.“亚洲—太平洋构想”。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一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小岛清就率先提出了“太平洋自由贸易区”构想，他主张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五国之间形成“自由贸易区”，并共同开发和援助亚洲国家。日本政府在60年代中后期也对地区合作表现出积极态度。其背景是美国陷于越南战争，没有更多精力顾及东南亚，要求日本分担责任，发挥更多的作用。为此，当时的佐藤荣作首相两次访问东南亚，主动组织召开了“东南亚开发部长会议”，还积极筹备建立了亚洲开发银行等，对地区合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和行动。1967年6月13日，佐藤内阁的外相三木武夫在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大使会议上提出：“当前亚洲问题就是要在亚洲和太平洋的范围内予以考虑，这已成为今天的时代要求，成为历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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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亚洲—太平洋”角度来考虑亚洲问题，将太平洋各国与东南亚各国纳入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使日本的“亚洲外交”逐渐向“亚太外交”转变，这是战后日本亚洲外交的一大特色，其目的是要加强太平洋五个先进国家与亚洲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日本则可以在其中承担起一种“桥梁”的作用。但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立，使日本在东南亚的作用有所下降，“亚洲—太平洋圈”构想也只能停留在经济界和学术界，未能真正付诸实施。

2.“环太平洋合作构想”。20世纪70年代末，大平正芳内阁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并成立了专门研究会作为政府智囊机构。1980年5月，该研究会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最终报告，将建立“太平洋共同体”作为以后20年日本的国家目标。“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最大特点就是推行面向世界的开放性的地区主义。80年代，日本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发起召开了多次由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太平洋合作会议（PECC），并成立了特别工作小组。1988年1月，日本通产省宣布建立“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设想”。但进入90年代后，美国对亚太合作表现出积极的姿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成立，标志着日本主导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已被取代，日本的作用也日渐式微。

（二）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合作

日本关于地区合作的另一种模式便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合作构想。战后日本的亚洲外交是从东南亚开始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赔偿外交”和“经济外交”打开了东南亚市场。70年代“福田主义”的发表，标志着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从经济扩大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得到全面发展。

80年代中后期，国际局势的缓和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日本萌发了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合作构想，那就是盛行于80年代的“雁行发展模式”。“雁行发展模式”是以日本为领头雁，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中国和一些东盟国家在末位尾随的模式。但是，90年代中后期，“雁行发展模式”处于难以为继的状态，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使东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表的《通商白皮书》第一次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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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面临重新组合的新挑战。


二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战略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区域合作的步伐加快，各种地区合作组织和机构纷纷建立。2002年1月，小泉首相访问东南亚国家，并在新加坡发表的演说中提出了“共同行动共同进步”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以期作为21世纪日本与东盟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一种新模式，这是日本政府战后首次正式提出“东亚共同体”这一概念。之后的2002～2003年间，日本民间智囊机构“日本国际论坛”向政府提出了两份政策建议：《构筑东亚安全合作机制》和《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和日本的作用》，在安全和经济两方面反映了日本官方的初步设想。

2003年12月，日本与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在东京召开，发表了《致力于新千年富有活力而持久的日本与东盟伙伴关系东京宣言》，明确提出了构筑“东亚共同体”的战略。

2005年8月，具有浓厚政府背景的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提出了日本推动“东亚共同体”的战略原则。在题为《东亚共同体设想的现状、背景与日本的战略》的政策研究报告中，该评议会认为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战略必须以增大日本的国家利益为最终目标，并具体列举了安全保障、繁荣、价值这三个关键词。在“安全保障”方面，设想了一个作为“不战共同体”的“东亚共同体”，其“前提应是坚持日美同盟”。在“繁荣”方面，提出“为了日本经济的成长，要创建一个人员、货物、金钱、信息都能自由且活跃地移动的环境，要与成长潜力很大的这个地区建立密切的关系”，要求实现“东亚自由贸易区”。在“价值”方面，“一般说来，理应长期逐步形成的东亚共同体必须符合日本人所持有的价值观。具体地说，自由和民主主义、基本人权的尊重、法制等价值在东亚共同体中也必须得到实现”
 
[3]

 。

2005年10月，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我国的看法》，明确阐明了日本关于“东亚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即“开放的区域主义”“以促进功能性合作为中心”和“尊重一般价值、遵守全球规则”。2006年4月初，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又提出了建设“东亚经济伙伴协定构想”，主张自2008年起的10年内，通过与东盟、中韩及澳新印等国家和地区全面签订经济伙伴协定，建立日本主导的超越东亚范围的经济伙伴协定。
 
[4]



最值得关注的是，2009年8月民主党上台后在外交方面提出了两个令人瞩目的目标：一是要构建一个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关系；二是要加强亚洲外交，致力于“东亚共同体”建设。民主党政权提出亚洲外交与自民党执政时期有所不同。

首先，在理念上确定日本的亚洲身份，题为《日本的新道路》一文指出：“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位于亚洲的国家。我认为，正在日益显示活力的东亚地区必须被确认为日本的基本生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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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行动上，表示要努力与中韩等亚洲国家建立信赖关系，在历史问题上表明立场，不采取模糊战略，明确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

最后，在未来构想方面，提出了构建“东亚共同体”的目标，表示要努力在通商、金融、能源、环境、灾害救援、传染病对策等领域，建立区域合作机制。

鸠山内阁重视亚洲外交，提出“东亚共同体”战略并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基于东亚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和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巨大转变之上的。

1.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国际格局处在深刻的转型过程中，正在形成新的地区秩序。美国的相对衰弱，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和崛起，地区组织的成长与区域化的进展，多边和双边结构的不断涌现等，都给东亚地区的原有结构带来巨大冲击。特别是中国的崛起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本外交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如何应对强大的中国。鸠山在他的《日本的新道路》中也指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中国经济的规模将超过日本。”“日本将不得不在维持霸权的美国和追求霸权的中国这两大国之间寻求生存之路。”
 
[6]



2.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之初对中国的友好姿态与接近是民主党政权重视中国和亚洲外交的重要原因之一。奥巴马上台后，重视多边协调外交，重视中国在国际舞台以及亚太地区发挥的积极作用。2009年7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第一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奥巴马总统在演说中指出：“美中关系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双边关系。”这种定位对日本是一个巨大冲击，再加上美国舆论界提出的“G2”构想，使日本更加担心被美国出卖，遭受第二次“越顶外交”。所以，鸠山政府提出的积极的亚洲外交和对华政策之所以得到日本民众的广泛支持，与日本社会存在的被美国轻视和边缘化的不安和担心是紧密相关的。

3.在经济上，日本对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的依赖日益加深，据日本方面统计，在冷战刚刚结束的1990年，对美贸易占据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28%，但2009年上半年下降到13.7%。而对华贸易则从1990年的3%上升到2009年的20.4%。美国曾经长期是日本的第一贸易伙伴国，但如今中国却占到了第一位。预计不久的将来，日本与亚洲各国的贸易将占据其对外贸易总额的50%以上，所以，民主党政权取代战后延续了60多年的自民党政权之后，彻底重新考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关系，也是一种势在必行的政策转变。

但是，鸠山内阁偏重亚洲外交，并在冲绳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上与美国对抗和较劲的做法令美国大为恼火，最后鸠山内阁不得不屈从美国意志而以辞职收场，接替鸠山上台的菅直人内阁在外交上回到了亲美路线，日本“东亚共同体”战略面临重重困难和挑战。


三 日本“东亚共同体”战略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在冷战时期，亚洲地区基本上形成了以美国为第一，日本为第二的国际秩序，这是对日本十分有利的秩序，在这个体系之下日本的安全和繁荣是由美国主导的安全保障体制和日美亚三角贸易体系保证的，可以说，日本是东亚冷战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但如今，东亚地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东亚大国关系正在调整，这种变化与调整必然影响到日本外交战略的调整与定位。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战略正是为了适应东亚地区的环境变化而提出的，但它将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

（一）日本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

日本一贯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异常敏感，其外交战略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投机性。近代以来，日本推行的是“脱亚入欧”和“脱亚入美”的外交战略，所以，日本在身份认同上的“脱亚”意识至今还是根深蒂固，2008年，日本著名学者渡边利夫发表了《新脱亚论》一书，强调日本要延续近代以来的“脱亚”路线，认为“东亚共同体”是中国设置的陷阱，提倡远离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继续加强日美同盟。由此可见，100多年的“脱亚”历史并不是可以轻易放弃的，强烈的新脱亚意识依然弥漫在日本社会。即使是主张推动“东亚共同体”战略的“亚洲派”，也大都是因为美国总体实力下降，为了搭上亚洲经济快速发展的列车，以摆脱日本经济的不景气。日本学者寺岛实郎认为：“日本出现一种‘如果美国不行，还有亚洲’的回归亚洲的思想，这是一种投机主义的亚洲观，必须警惕那种在有好处时才倾向亚洲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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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投机性不仅使日本自身的身份认定经常处于矛盾和分裂之中，而且直接导致了亚洲各国普遍对日本缺乏认同。所以，日本这种犹豫不决很可能在西方及亚洲均不被完全接受，而处于“双重边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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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处理好“东亚共同体”战略与日美同盟之间的关系

在自民党执政时期，日本的外交一直唯美国马首是瞻。但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单边主义外交陷入困境之后，日本开始反思“亲美”外交路线，日本各界对未来世界格局的认识也开始发生变化，正如鸠山由纪夫指出的“美国主导全球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世界正迈向一个多极化时代”。近年来“联美入亚”“联美亲华”的声音逐渐抬头。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日本政府重要智囊五百旗头真提出的“日美同盟+日中协商”的外交路线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一度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主流社会的支持和认同。日本综合研究所会长寺岛实郎于2009年8月撰写了标题为“与战后外交诀别”的文章，认为应该改变战后以来长期执行的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路线，推行多边协调外交。但是，这种路线随着鸠山内阁的垮台而偃旗息鼓，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战略必将受到美国的牵制，日本很难在美国与亚洲、安全与繁荣这两组选择中每个选项都取最大值，这种两难困境成为日本推行“东亚共同体”战略的最大障碍。

（三）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如何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日本出现了“中国威胁论”，批判中国、讨厌中国的情绪一直占据日本社会的主流。日本著名学者五百旗头真称之为“反华原教旨主义”。但另一方面，“中国机遇论”在日本也很有市场，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带动日本的经济发展，日本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这就是所谓政治安全领域的“威胁论”和经济领域的“机遇论”，这种矛盾的中国观是导致中日关系为什么总是出现“政冷经热”现象的根本原因。虽然1996年安倍晋三上台后，中日关系有所缓和与发展，双方一致同意确立和发展“战略性互惠关系”，但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依然非常明显：既期望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受益，又担心中国与其争夺地区主导权。由此可见，日本在战略上对中国的不信任，在领土和领海问题上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和态度必然阻碍双边关系的顺利发展，也必将影响“东亚共同体”战略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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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日关系变化与东亚共同体的实现

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 〔韩〕车在福


一 概要

日前，中国与日本的领土纷争，以及同美国徘徊在利益底线的较量，充分显示出其力量外交的特点。特别是此次钓鱼岛纷争以后，更是让曾经告一段落的中日外交纠纷再一次出现长期化的兆头。从2001年到2006年围绕着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历史问题，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一度降到冰点。

本文仅以中日关系为切入点，重点论证中日关系存在的基本形式。本文将始终围绕着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到底是“一山不容二虎”，还是“在竞争中寻求共存”展开论述。大多数学者对于中日两国亚洲主导权角逐的研究成果均预测两者之间将出现“合作共存”与“对立纠纷”交替出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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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两国确立“战略互惠”关系以后，中国学者出现了与对立相比更加赞成协作共存的态度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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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关系向战略互惠倾斜以后，随之出现了冷热突然交替产生的反复性构造不稳定问题。这对今后建立东北亚国际新秩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过去中日两国间关系的梳理，对中日互惠关系进行剖析，综合论证中日两国在建立东亚共同体过程中合作的必要性。


二 中日间位置的转换

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之间国力及国际地位的转变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古代的中日关系主要呈现为“中强日弱”的态势。自公元663年，中日在朝鲜半岛出现正面军事冲突以来，日方就不断出现败战趋势。后日本又分别在1591年、1597年两次企图以武力强占朝鲜，均被中朝联合军击退。上述事例说明到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在东亚秩序中始终占据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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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近代时期的“日强中弱”。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获得成功。以“开国进取”“明治宪法”为基点，日本在1931年的满洲事变，1937的中日战争，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为止的“十五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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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保持了强势。相反，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海战后，中国不得不放弃对朝鲜地区的支配权。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中国只能接受被西方诸列强瓜分，并沦落为半殖民地的事实。

第三，21世纪两国关系在对从前历史经验的反省过程中呈现出中强日强的竞争态势。1997年香港回归标志着中国开始迈出了崛起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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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广泛的争论，更是出现了美日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封锁论”的争论。


三 战略互惠关系协议

战后的中日关系徘徊在“半民半官”之间，一波三折。最终两国在1972年9月确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至此，两国战后关系呈现出了对立（1949～1971）→友好（70年代）→发展（80～90年代）→构造性变动（90年代后期～2004）→反日示威（2005）的发展态势。
 
[6]



2006年，两国分别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出发，开始考虑通过积极开展、推进民间外交的形式，进而推动实现双边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正是由于民间外交的积极活动，促成了2006年日本首相访华以及2007年温家宝总理访日。至此，双方的关系发生转折，开始进入了战略互惠期。当时，中日在教科书问题、历史问题、东亚支配权、大国自尊心等多方面也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在此情况下，召开了第一届“中日战略对话”。2006年以前，中日两国的高层互访几乎停滞，但是从2006年开始到2008年5月，仅18个月的时间里两国高层互访竟达到四次之多。2008年的双方正常化会谈正式启动了两国互惠机制。

2008年中日正常化会谈同2007年相比，则不仅涉及了历史及台湾问题，更涉及了中日对东海天然气资源“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问题，表明了中国对未来中日关系改善的积极立场。为全面促进两国间的战略互惠关系，两国还签署了“政府间协作共同声明”。

2008年共同声明的主旨在于强化“战略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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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所指的互惠关系的要点：一是在对内解决中国13亿人口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全面实现小康生活；同时着手对外在构建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崛起。中国着重指出在构建周边和平环境时，日本的海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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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中国要求日本停止同美国的带有针对性的强化军事合作以及散播“中国威胁论”。三是解决好台湾问题及历史认识问题。四是处理好由“农药食品事件”“西藏事件”“国际社会出现的反北京奥运示威”等热点问题引发的诸多问题。

相反，日本对“互惠”所持的态度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于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以及在经济贸易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其所出现的现实状况不能不表示担忧。二是日本在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过程中迫切需要中国的协作。特别是日本根据2007年防卫厅防卫省关联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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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根据日本的国际贡献实现军队合法化，以及参与海外维和。三是日本强调希望通过解决朝鲜问题，实现朝日关系正常化，进而实现亚洲外交。


四 中国对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认识

当前出现的对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源于日本鸠山首相的东亚共同体提案。该提案同日本国内的政治土壤、政治势力变化以及自民党与民主党的权力争夺密切相关，是国内纷争的外部体现。日本对外战略的修正同时也是寻求同美国外交对等、“脱美入亚”及实现亚洲外交的体现。就其创立背景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1997年、2008年两次经济危机让亚洲国家认识到建立经济共同体，确保不被卷入世界经济漩涡、随之浮动的必要性。二是中国经济优势浮出水面，美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正在逐渐失去政治、道德等方面现有的优势和霸权，相反中国的崛起成了日本修订新的国家战略的重要因素。

（一）中国政府领导人的认识

中国外交部对日本鸠山首相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提案表示积极关注，希望能够采取东盟“10+3”的形式逐步深化和发展。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肯定了推动中日关系取得的新进展，同时提出了提升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水平的四条意见：一是保持高层交往；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三是开展人文交流；四是加强在亚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合作。

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本地区各国要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的原则，求同存异，妥善解决分歧，维护稳定、安宁的大局；要发扬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精神，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粮食安全、贫困和疾病等各种挑战，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要本着兼收并蓄、相互借鉴的理念，促进文明的多样性与和谐共存；要遵循开放包容、循序渐进的原则，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朝着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不断迈进。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表示，鸠山首相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显示了日本政府重视东亚区域合作的积极姿态。这一构想符合亚洲一体化进程的大趋势，也是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本地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构建东亚共同体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立足现实，又要着眼长远。当前最重要的是各国应加强对话沟通，达成共识。

（二）中国民众对东亚共同体的认识

2009年中国民众对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意见的网上调查显示，63%的网民表示了积极的态度，另有37%的民众对这一提议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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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认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经济联系紧密，双方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中日携手能够提升东亚在全球的影响力和地位。一位网友分析说，日本对做美国的附庸心有不甘，日本也想借中国的力量摆脱美国的控制，而中国也可借助日本缓解美国在东亚的霸权。网友表示，单独的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都无法与西方竞争，“如果中日能够携手建立东亚共同体，不仅能够提升亚洲在世界的话语权，中国外交也由此可以迈上一个台阶，同时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实力，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同时，也有37%的网友对中日共建东亚共同体表示反对。这些网友大多提到，中日之间还存在待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有网友质疑，日本可能只是借此提议缓解其国内经济压力，并非真心想与中国坦诚合作，“对日本依然存有戒心”。


五 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若干提议

中日韩三国在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范围方面，虽然各自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对采取“10+3”的方式则采取了比较一致的态度。就这点来说，东南亚已经存在类似组织（东盟十国），其向共同体形式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中日韩三国的紧密合作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

类似于欧盟的情况，各国在共同体内对本国的权益会作出一定让渡。换言之，只有具备了超国家性，才能称之为共同体。共同体不仅仅指政府之间简单的协作，因此，在东北亚范围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构成成员必须全部是自由民主国家，因为这是实现政府将国家利益向共同体利益过渡和转让的先决条件。第二，构成成员经济规模上不能存在过大差异。第三，构成成员国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程度不能差异过大。第四，在共同体领域范围内即使存在各种宗教信仰差异，但是不能存在严重的宗教冲突和国家对立。

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作为大国的中国和日本从长期目标出发，从根本上抛弃领土纠纷，对历史问题达成谅解，才能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实现建立共同体的远大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2008年以来召开的中日韩三国峰会，积极地促进了中日韩三个国家的合作，推进了在该领域的区域合作行动。首先，目前GDP总额占世界16%的东亚三国的进一步合作，为促进繁荣和世界的稳定作出了贡献。其次，三个国家地理位置十分接近。在灾害预防、贸易、投资、金融和技术合作等领域都具备合作的可能，也只有合作才能促进该地区各类问题的解决。2009年10月，韩国、日本、中国举行的第二届首脑会议，以及中日韩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具有重要意义，它规定了在经济、贸易、环境、科技、外交、财政等13个领域进行合作的规划。


六 结论

对日本来说，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张体现了其对中国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是日本现实主义外交的反映。鸠山的东亚共同体理论，体现了日本政府对以往对美外交政策和日本曾经对亚洲国家轻视的态度的批判。中国作为世界新兴大国，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火车头的作用。日本外交在论证东亚重要性的同时，自然不能无视这种客观存在。

对于中国来说，东亚是中国外交走向世界的跳板。2001年11月，中国总理朱镕基指出：《框架协议》是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里程碑，它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至此，中国从东亚起步，并在东亚地区展开影响力，开始实施政策方向向建立东亚共同体倾斜。也就是所谓的立足东亚，走向世界。

东亚正在备受世界瞩目。日本主张的友爱的东亚共同体，尽管没有明确指出本意，但注定要以中日韩三国为中心。

最后，希望中日两国摒弃前嫌，合理解决历史认识差异，积极克服领土争端，合理解决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冲突，为了三国的共同发展，积极建立起秘书处等三国首脑会议等必要的设施，充分实现从三国邦交正常化向三国邦交体制化的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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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区域合作领导权模式构想：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祁怀高

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不能不面对领导权的问题。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多元化，决定了该地区合作进程中领导权问题的特殊性。在本文中，笔者对多种可能存在的未来东亚区域合作领导权模式进行了可行性分析，提出了东亚区域合作领导权模式构想，即“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


一 东亚区域合作领导权的可能模式与选择

目前学术界关于未来东亚区域合作领导权存在以下可能模式与选择：美国领导模式、日本领导模式、中国领导模式、中日合作领导模式。其中，美国领导模式、日本领导模式、中国领导模式都是一个大国单独领导模式，类似北美模式。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成员国中，美国的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综合国力最强。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发挥领导作用，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得以正常运行的主要保障。中日合作领导模式属于两国领导模式，类似欧洲模式。法德合作为欧洲地区合作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已被公认为欧洲一体化继续前进的发动机。


美国领导模式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东亚拥有重大的利益。从实力来说，美国最有条件担当东亚区域合作的领导国家。但是问题在于美国的“域外身份”，即美国在地理位置上并非东亚国家，于是它强调开展范围更广的亚太合作。在亚太战略和亚太政策方面，美国力图建立以美国为中心包括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三位一体的新太平洋共同体，这受到东盟、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反对和抵制。此外，美国长期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强调双边同盟，干涉别国内政等政策和行径，更受到东盟等东亚国家的反对和批评。有学者认为，尽管美国与东亚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捆绑及历史联系极为密切、极为特殊，然而，美国对东亚一体化的立场却与当年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立场极为相似：“观望、回避、若即若离甚至不惜或明或暗地加以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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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偏好以双边同盟为主、多边机制为辅。美国一再强调以其为中心的双边安全同盟是维持亚太安全的主要力量，是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核心；而东盟地区论坛等亚太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只是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补充，是美国等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可以利用的工具。当然，作为一种可供利用的工具，美国等国家也试图取代东盟在东盟地区论坛中的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并力图使东盟地区论坛机制化，以便主导东盟地区论坛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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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上述原因，在东亚合作中，美国只有通过亚太经合组织（APEC）在经济领域谋得领导权，而在政治与安全合作方面的目标也因有关国家的反对而无法实现。


日本领导模式
 日本领导东亚区域合作的优势在于：它具备很强的经济实力，长期是世界第二大发达国家和东亚地区的第一经济大国；它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往来密切，并对许多东亚国家提供了政府开发援助（ODA）等各种形式的资金技术援助；它在东亚地区金融和货币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09年日本民主党政府上台后大力倡导“东亚共同体”理念。应该说，日本具备成为地区经济共同体领导国的经济技术实力，但是为何日本到目前为止始终没有真正成为东亚地区的领导国？

笔者认为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日美同盟和历史问题这两个方面。就日美同盟而言，自1951年美日签署《美日安全条约》结成了同盟关系以来，日本一直采取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政治立场。美国最担心像“法德核心”那样的东亚地区合作，希望维持一种东盟主导、中日相互牵制的局面，以维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就历史问题而言，日本的殖民主义侵略历史对日本在东亚地区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有很大的消极影响。日本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包括日本政府要员的右翼甚至有否认侵略并美化历史的言论，引起了中国、韩国等东亚国家的极大不满，使日本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这些都导致日本在地区事务中难以取信于邻国，从而也难以在地区合作中占据领导地位。日本为促进东亚合作所采取的政策或举措，经常会被其他国家看成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它们仍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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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认为，日本的大国地位与作用，宜以深刻反省历史、求得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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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模式
 在东亚地区，中国经济实力虽次于美国和与日本相当，但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关系中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倡导和推行建立和谐世界与和谐地区的外交理念。中国在国际上，特别在东亚地区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中国与东盟已经建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取得了东盟国家的信任。除对中国发展持防范立场的国家之外，中国在国际上的行为表现得到世界，特别是亚洲广大国家的赞同。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除了日本外，亚洲绝大多数国家视中国为好邻居、建设性伙伴和现状区域国家”
 
[5]

 。中国具有担当东亚区域合作领导地位的能力和条件，但中国在外交方面实行韬光养晦的方针，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无意于东亚区域合作的领导地位。
 
[6]

 即使中国谋求东亚区域合作的领导权，也会受到美国、日本的反对。对于“中国领导论”，中国有着清醒的认识：首先，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还不具备单独领导东亚的经济实力；其次，中国如主动谋求领导权，会让东亚某些国家对中国产生不必要的戒备和疑虑，使得“新朝贡体系论”和“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再次，中国也无意谋求地区领导权。

中国政府采取的做法是，在有关区域合作机制中都明确表示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在2005年12月首届东亚峰会上，温家宝总理表示，中国绝不会在东亚地区谋求支配性地位，中国继续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在2007年1月的第二届东亚峰会上，温家宝总理表示，“中国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
 
[7]

 。在2009年10月的第十二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表示，“中方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和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作用”
 
[8]

 。根据中国政府的上述表态，中国不会主动去谋求东亚区域合作的领导权或主导权。


二 中日合作领导模式面临的问题

中日合作领导模式是不少学者关注和看好的一种东亚领导权模式，
 
[9]

 但笔者认为近期该模式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无论是中日两国本身，还是影响两国关系的关键因素——美国——都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目前，中日共同领导在东亚地区还面临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第一，日本对东亚共同体的认识问题。
 从东亚区域合作的角度看，日本长期以来与中国存在一种竞争关系。日本害怕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实力以及中国与东盟越来越稳定的关系，这会使中国自然成为东亚区域合作中的领导者。因此，日本一直以来主张亚太地区主义而不是东亚地区主义，也不主张以东盟“10＋3”机制形成东亚地区主义。2002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建议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地区整合的主要目标，地区一体化不应该排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也应该包括在内。
 
[10]

 日本对东亚共同体的观点与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和马来西亚坚持认为，东盟“10＋3”应该是促成东亚共同体的核心；而日本则建议一个更开放和包容的制度设置。在2005年的第一次东亚峰会上，日本和中国在是否扩大成员国问题上的分歧很大。日本和印尼等一些东南亚国家认为东亚共同体应该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而中国和马来西亚则认为东亚峰会应继续停留在东盟“10＋3”框架内。2005年6月7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高岛肇久（Takashima Hatsuhisa）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东亚峰会在本质上是开放和包容的，邀请美国以某种方式参与东亚峰会，通过纳入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实现该组织的包容性，日本对此深感兴趣”
 
[11]

 。日本竭力构建包括美国和亚太其他发达国家在内的地区框架，以制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第二，日本对双边主义的偏好以及日本与美国的关系问题。
 相对于多边制度而言，日本在国际政治中更偏好双边制度。猪口孝（Takashi Inoguchi）把日本对多边合作的双边构建方式称为“双边方式联结而成的多边主义”（bilaterally networked multilateralism）。实际上，日本经常把它参与的多边外交分解成为一系列相关的双边外交关系。
 
[12]

 日本长期的双边主义偏好使得日本更接近于一个规则接受者而不是规则制订者。这就意味着，日本在多边主义场合中并不经常性地提出新规则和新任务的构想，而是把重点放在实施其他国家制定的规则和任务上。
 
[13]

 日本对双边主义的偏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多边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此外，日本能否以及如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从近期来看，要实现这点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原因在于：一是日本要借助美国成为“正常国家”，而若没有美国的约束或者其他机制，东亚国家对日本的所谓“正常化”又将极不放心；二是日本要借助美国维持其在世界和东亚地区的大国地位；三是日本借助于美国市场消化产品，日本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远远大于欧盟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这一依赖性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前，日本就难以全面融入亚洲。
 
[14]




第三，日本本身对东亚的身份认同问题。
 对许多日本人而言，他们的国家与亚洲大陆或东亚地区相分离，这与英国在欧洲的位置相类似。一方面，日本由于经济、政治和安全的需要而与东亚其他地区相联系；另一方面，日本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它是东亚地区共同体中的一员，这仍存在争议。
 
[15]

 长期以来，由于日本高度发达的技术、G8的长期成员国身份和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日本认为自己更多地呈现出西方国家的身份。并且，日本的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大多建立在全球多边平台上，对双边和地区意义上的贸易经济机制很少予以关注。以日本在APEC中的政策和态度为例，日本认为其海外企业与东亚其他国家已构成了很密切的非正式联系，因此日本无须建立其他正式的联系机制。
 
[16]

 因此总的来看，日本对东亚地区的合作不甚热衷。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的贸易大棒压力下，日本利用日元升值的机会转变经济战略，从产品出口主导向在东亚进行投资和转移产业转变。但日本一直没有认真规划去推动东亚地区内部的合作。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日本也曾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倡议，但一遇到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对就改弦易辙了。中国对东亚合作的政策加快推行和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逐渐攀升，在很大程度上使日本出于与中国竞争的需要，才逐渐改变其对东亚合作的态度和政策。


第四，东盟对东亚地区内部的认同和支持问题。
 和平稳定的中日关系符合东亚地区的整体利益，这一点没有太大的异议。但是，在东亚合作中，东盟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东盟在东亚奉行和实施平衡外交，在中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实行平衡政策，以避免东盟各国的主权等利益受到大国损害。同时，在东亚合作的历史上，东盟是个推动合作进程的关键且积极的因素。因此东盟对中日合作领导的态度也非常重要。从东盟的角度看，一方面，东盟既希望中日两国维持稳定的双边关系，但也不希望两国走得过近而把东盟置于两国合作的阴影之下。一旦出现中日联合领导东亚地区的局面，东盟的地位和作用将大大下降，虽然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区域组织，但它能够发挥的作用却是极其有限的。
 
[17]

 因此，东盟可能不太愿意看到出现中日共同领导权模式在东亚的出现。


三 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

由于美国领导模式、日本领导模式、中国领导模式、中日合作领导模式都存在不足，笔者提出了“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该模式认为，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领导权体现为中、美、日、东盟等行为体的一种互动关系。同时，作为中等国家的韩国、各种非政府组织等都是这一模式的“利益相关者”，也在这一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


“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解决了中、美、日三大国都不具备单独领导该地区的绝对资质问题。
 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主要在于“相对力量不足”，美国的问题主要在于“域外身份”，日本的问题主要在于“历史身份”。中、美、日三大国都不具备单独领导该地区的绝对资质，东亚区域合作的领导权只能由三大国在东盟机制的框架内联手设计。从中国方面来看，其战略思维正在调整为：默认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为中国实施大战略创造有利环境；对美国由原来的“排斥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变成“主动邀请美国在东亚发挥更大作用”。从美国方面看，其战略思维做出如下调整：在加强美日同盟关系的前提下，充分介入东亚地区事务，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主动与中国开展战略对话，确保其东亚战略部署的完整性免受冲击，为实现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服务。从日本方面看，其战略思维开始调整为：承认中国是东亚的领导力量之一，不再处处挤压中国，以减缓中国对日本政治和军事崛起的疑虑。
 
[18]

 应该说，中、美、日三大国的战略调整，使得三国能够在东盟机制的框架内联手设计地区合作机制。


“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承认了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存在，有利于实现美国与东亚国家间的共存共赢。
 现在东亚国家被一个问题困扰着：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地区合作框架如何构建起来？美国不能参与进来，必然对自己的局外人身份耿耿于怀，并因而试图通过与该地区的双边同盟关系抵消这一局外人身份带来的尴尬。最直接的后果，是美国政府运用手段来分化东亚区域一体化。比如，美国通过“10＋3”中的成员国韩国和日本施加压力，阻碍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
 
[19]

 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本来天生就不喜欢其他国家因弱小而结成区域集团，形成“合纵以抗秦”的局面，尤其不愿意东亚出现这种“合纵以抗美”的局面。如果认为美国倡导亚太经济一体化是一种多边主义行为的话，那也是一种如同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所描述的，是有选择的“菜单式多边主义”（à la carte multilateralism），甚至是要东亚国家“连横以事秦”。
 
[20]

 因此，如何定位未来美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在可预见的未来，东亚国家既不要“合纵以抗秦（美）”，也不会“连横以事秦（美）”，而是采取把美国纳入东亚事务的做法。“纳美入亚”可使东亚国家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合纵”而不必“抗秦”，“连横”而不会“事秦”。


“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既尊重了目前东盟主导东亚区域合作的现实，又弥补了东盟模式的不足。
 目前东亚区域合作的现实是小国集团主导模式，即东盟模式。东盟自1967年成立以来，其成员国逐渐发展到包括整个东南亚地区，成为一个合作程度较高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东盟还主导构建了一系列的多边制度，如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3”、东亚峰会等，其成就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东盟自身建设仍存在许多问题与缺陷，这主要表现为：东盟目前缺乏超国家的具有约束力的权力机构，许多区域合作措施仅停留在双边国家关系层面，不能在整个东南亚地区落实和执行；苏哈托、李光耀之后的东盟国家新一代领导人的个人威望与号召力相对欠缺；东盟组织本身缺乏核心国家，没有引领东盟向前发展的领导国；东盟内部经济相互依存度低，内部经济整合速度缓慢；东盟成员国之间在领土边界、宗教、种族、内政等方面矛盾丛生，影响了东盟内部的团结；在对待成员国缅甸问题上，东盟国家立场不同，分歧较大，导致成员国离心倾向加剧；个别东盟国家对美日等国依附性强；东盟各国社会和民间对东盟的认知度不高等，在东盟国家内部没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等。
 
[21]

 有学者甚至认为，目前的“10＋3”模式存在结构性问题，即东盟小国难以领导地区大国走向区域一体化：一方面“志大”，想通过东盟小国实现地区化的整合；另一方面“才疏”，在一群小国主导的组织中，存在两个明显问题，即难以真正调动大国参与地区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也难以构建有效的地区安全秩序，且东盟为弥补领导能力的不足而对大国施展的平衡外交作用有限。
 
[22]

 为了弥补东盟模式的不足，有必要让中、美、日这三个大国在东盟创建的一系列国际机制下，实现中美日合作领导。将来也有可能是中美日合作领导与东盟一系列机制的并存。


“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也能调动其他国家、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
 在东亚地区，像韩国这样的中等国家的作用不容忽视。韩国可以在“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中扮演某种调解者（intermediary actors）的角色。调解者指的是那些能够在地区领导者之间以居间调解的方式促成地区领导权形成的行为者，或者和其他的地区行为者合作以促成地区领导权形成的行为者。
 
[23]

 韩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韩国是该地区第三大经济体，它是东亚最为先进的工业国家之一，是世界上拥有最为熟练和最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国家之一。东亚地区主义的新发展为韩国提供了在东北亚和东亚扮演“中间大国”（middle power）角色的机遇，也为韩国提供了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扮演“调解者”的机会。
 
[24]

 在关于国际领导权的传统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国家（尤其是联邦政府或中央政府）是行使领导权的单一行为实体。但在实际上，公民社会组织和团体等非国家行为者也在成为东亚地区领导权的“利益相关者”。像次国家政府和地方行为者，也在次地区（sub-regional）和微观地区（micro-regional）层面行使着领导权。
 
[25]

 以日本为例，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Nippon Keidanren）在东亚地区构建自由贸易协定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领导权以知识（intellectual）的或提倡的（advocatory）方式显示出来。
 
[26]



综上所述，“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解决了中、美、日三大国都不具备单独领导该地区的绝对资质问题；承认了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存在，有利于实现美国与东亚国家间的共存共赢；尊重了目前东盟主导东亚区域合作的现实，弥补了东盟模式的不足；能调动其他国家、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该模式可以作为构建未来东亚区域合作领导权模式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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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的博弈

——东亚共同体机制的建构与美国因素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所 高兰

所谓共同体，其最基本的含义是指由同住于一地区或一国的人所构成的社会或社区，也可指由同宗教、同种族、同职业或其他共同利益的人所构成的团体（有时候理论界把它翻译为“社区”或者“社群”）。一般情况下，共同体强调“共享”“共有”“认同”等内在的价值观。

任何共同体，本质上都是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可以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心理利益等。以新区域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利益共同体在全球展开，在北美、欧洲取得了成功。但是，在东亚，新区域主义的发展较为迟缓，加之美国在主张利益共同体之上，又强调亚洲“价值共同体”的必要性，使得东亚共同体的推进模式出现了复杂的局面。


一 理论分析

区域主义强调利益共同体的构建。

区域主义根据兴起的时间不同分为新、旧区域主义，其中对于利益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最初的片面追求本国利益转为追求区域内的共同利益。新区域主义所强调的共同利益，使得区域内各国的合作加深，共同利益增加，从而成为快速发展地区一体化的强大动力。

共赢与共识是形成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基本条件，收益、合作成本、规则、话语权是影响共赢和共识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价值共同体的理论溯源可推至民主共同体的思想。例如，杜威以道德伦理价值为取向，提出了以“民主共同体”为理想的政治哲学思想，来源于美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文化。“民主共同体”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符合人的本性。杜威认为，在民主共同体内，人们拥有共同的“利益”“目的”“愿望”“信念”以及“知识”。它是一种“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状态。无疑，杜威的民主思想和建立民主共同体的愿望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或者说它就是一种理想主义。

所谓“价值共同体”，是美国主张的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必须注入的精神元素，其实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一种变相演绎，它的理论基础源于“民主共同体”，它的实践模式是旨在实现除了经济一体化之外的安全共同体的目标。美国对于东亚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是，首先，建立基于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价值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实现利益共同体。这种发展思路，不可避免地为经济形态、政治制度、价值观等方面多样化的东亚社会带来一定的挑战。


二 比较分析：美国不干涉欧盟，却干涉东亚一体化的原因

战后初期西欧各国痛感苏联的威胁，不得不依赖美国的保护，这导致了西欧与美国之间政治的不平等，经济上受约束，失去了往日的大国地位。他们认识到单靠一国的力量根本无法与美苏相抗衡，因此只有加强各国之间的联合，才能维护他们在欧洲乃至世界上的地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欧经济迅猛发展，使得要求联合的呼声更为强烈。

但是，美国战后初期的对欧政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欧的联合；特别是战后初期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推动了欧洲国家的复兴与合作。美国在推行马歇尔计划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求西欧各国联合起来向美国提出一个总的援助计划，并且要求承诺减少关税和贸易壁垒；政治上允许西德加入北约，在大西洋内部解决了重新武装德国的问题，这就缓解了法国对重新武装德国的恐惧感，使法德之间的关系缓和下来，有意无意地加速了欧洲的联合。长期以来，欧盟与美国不仅在政治上互为盟友，而且在经济上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投资方。


三 综合分析

美国不断加强对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的干涉，不断介入亚洲地区综合事务的原因有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八点。

第一，价值观的差异。中美两国存在价值观差异，两国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取向、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与美国坚持的西方式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分歧。

第二，两次历史教训。欧洲一体化从起始之初，即取得了美国的理解乃至积极参与。但是，在亚洲，美国两次遭到了亚洲国家的明确排斥。

第一次，1990年，马来西亚领导人马哈蒂尔提出“东亚经济核心”。自从马来西亚提出EAEG以来，美国对地区性的东亚一体化进程持相当强烈的反对态度。担心一个排外性的东亚经济集团将会“把太平洋地区分成两半”。

第二次，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的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没有明确邀请美国。后在美国的逼问下，鸠山才表态不把美国排除在外。在日本的刺激下，美国会更希望促进APEC的发展，以便与“东亚共同体”相竞争。因此，美国号召各国把重点放在APEC上，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

第三，东亚内部不团结，缺乏东亚意识，尤其中日没有实现政治和解。

当年的欧洲共同体是以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国为核心开始酝酿的，这些国家拥有相似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与价值观。而东亚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与历史问题等都存在差异，因此东亚共同体不是一蹴而就的。

盟国因素。在欧洲，西欧一体化的主要成员国都是美国的盟友，在亚洲，日韩澳以及东盟一部分国家等是美国的盟国。

美国力图进一步强化在东亚固有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以及拓展与东亚国家的双边FTA关系。为此，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其与日、韩、菲、新等国的军事同盟与合作关系，同时还企图拉日韩澳印与美一道建立一个“亚洲版北约”。

安全因素。政治上允许西德加入北约，在大西洋内部解决了重新武装德国的问题，这就缓解了法国对重新武装德国的恐惧感，使法德之间的关系缓和下来，加速了欧洲的联合。在东亚，中国与美日没有实现安全互信。

主导权。美国担心中国成为东亚合作的领导者，中国的影响力将因此进一步上升，从而削弱美国的影响力。由此一来，美国似乎更看好东盟继续主导地区一体化进程。但是，奥巴马政府改变了政策，希望由美国来直接主导。但是，这是有限的主导权，美国不得不考虑平衡东盟、中日韩的地区主导权的利益诉求。

东亚合作机制分散，欧洲较为统一。

在东亚地区并存着许多不同类型的组织，如大量的双边条约、制度化较高的次地区安排（东南亚地区）、较弱的地区安排（东盟+中、日、韩）以及非常开放的跨地区论坛（如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和亚欧会议）。

美国担心，东亚共同体是否会削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机制。

东亚的开放性区域主义，导致地区整合出现混乱，准入成员国问题难以确定。

东亚的区域经济秩序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包容性的。这是因为美国在东亚拥有强大的经济战略利益，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对东南亚都存在巨大影响，东亚或东南亚国家无法排除他们。同时，除了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成为东亚经济秩序的一部分，印度也如此，这与北美和欧盟排他性的区域主义非常不同。


四 前景预测与对策分析

到目前为止，东亚共同体目前还只是一个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行动蓝图。但是，2010年，中日韩印新五国与ASEAN的五个FTA基本完成，东亚一体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今后，美国将进一步加深与东亚国家的合作，东亚各国无法回避美国将进一步加强在东亚地区存在的强大影响力。为了促进东亚共同体的顺利建设，促进亚洲国家与美国的协调，必须重视以下课题。

·东亚地缘概念的界定

美国在地缘位置上是一个亚太国家，但是其阿留申群岛是在东亚地理范围内，因此，美国在地理上不是完全不沾边的。美国对东亚一体化进程有巨大关切是在情理之中，而东亚国家对美国的正当关切也不能视而不见。

·东亚意识

由于历史原因，东亚各国难以形成“东亚意识”。美国文化也对不断发展中的东亚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美国的文化、教育以及企业对东亚至关重要。根据一份研究，美国音乐在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和泰国占有1/5到1/3的市场份额。

·取代价值共同体，建立利益共同体

·加强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加强中美日安全对话机制

明确合作路径，尊重亚太经合组织的现实存在，逐步推进“10+3”“10+6”，直至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亚太共同体。

2010年3月15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秘鲁、文莱、新加坡、越南等国家的官员齐聚墨尔本，讨论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等问题。美国贸易代表罗基尔表示，希望泛太平洋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TPP）
 
[1]

 包括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内的所有21个国家。

·东亚一体化进程对美国应该也必须保持开放性

总之，东亚建立共同体是大势所趋，建立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东亚共同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以价值观限定共同体的框架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不符合当代地区一体化发展的需要。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不断进步，地区经济政治一体化更加突出。在欧洲，欧盟还在扩展和深化，设置统一的欧盟总统。在北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一体化合作已经形成。在南亚，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共同体正在酝酿。在拉美、非洲等有自己的地区合作组织。

新时期美国政府的东亚战略更加注重在地区的主导权、话语权以及安全稳定利益、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因此，亚洲国家期待着美国在东亚地区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也担心价值体系的混乱和共同体认知基础的削弱。只有发挥具体经济政治组织的作用，尊重多元文化，创造和谐的国家环境，东亚共同体构建的进程才能向前推进。




 [1]
 TPP，2006年，新加坡、文莱、智利、新西兰缔结了《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建立了横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


多极化趋势下的中日美三国关系与朝鲜半岛形势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王少普

在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此次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发生，使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重点探讨对中美日三国关系与朝鲜半岛形势的影响。


一 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强化了三国的合作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使人类与自然界矛盾的积累，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同时，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使人类共同风险与共同利益增加，没有国家可以单独解决人类面临的能源和气候等问题。

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三位的美中日三国，在石油消费上也位居世界前三位，在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则居世界一、二、五位。这种状况，不但在三国间产生了诸如在石油价格等问题上的相近要求，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酝酿着世界性风险的问题上，三国如果不合作，将会给三国以及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在世界发生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为了克服经济困难，三国都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市场，而“节能减排”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就蕴涵着极大的商机，三国在此问题上有竞争，但三国各自拥有的特点，又使它们的合作变得必要。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时指出：“日本在环保技术等方面，立于高端，在人类必须发展经济而不损坏环境的目标面前，美国乐意成为日本重要的伙伴”
 
[1]

 ；奥巴马在访华时表示：“作为能源的最大消费者和生产者，如果没有美国和中国共同努力的话，这个挑战是得不到任何解决的。”
 
[2]




二 在金融上和经济上形成了相互支撑结构的中日美三国，为纠正世界经济的失衡更需要合作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间的依赖关系加强，而中日美三国由于经济规模的庞大以及各自经济模式的特殊性，更在经济上和金融上形成了相互支撑的特殊结构。

当代美国的经济模式，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里根当政期间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形成的所谓“新美国模式”。该模式主张“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强调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主要通过金融市场融资，“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其积累的决策权，主要在私人公司，它们可以自由地追求短期利润目标，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本”
 
[3]

 。“新美国模式”与美元的霸主地位及美国透支消费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了美国经济独特的“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

中国的经济模式基本是出口导向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了解决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以各种优惠措施特别是廉价优质的劳动力吸引外资，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到中国市场。同时，由于国内消费能力的提升与市场的发育需要一定时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赖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程度。中美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位居第三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日本头号贸易伙伴。

日本是一个居制造业高端的国家，其出口产品呈高附加价值化的特点，与高速发展时期相比，日本内需虽有较大提高，但外贸依赖度仍比较高。为降低生产成本，日本把大批劳动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将中国作为一个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它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具有鲜明的出口导向性质。依据相关性计算，1994～2005年，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美出口额之间的相关度高达0.88。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大幅度扩大了向亚洲出口半成品的数量，而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则在扩大向美欧出口成品的数量。例如，日本电器、机械与运输设备等制造行业，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这些行业中的企业不断扩大在华投资和生产规模，其最终产品则回销或销往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日本对华投资对中美贸易产生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

因此，日本经济学家若杉隆平指出：“在日本、美国和中国或东亚之间形成了贸易三角。这个贸易三角以美国为最终市场，从日本出口或在当地进行生产。日本向美国的出口虽然没有显著增长，但日本向中国的出口一直增长，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也有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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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模式使中日特别是中国对美贸易持续保持着相当高的顺差。同时，由于美元所具有的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以及贸易顺差国需将其贸易盈余用以维持出口部门的增长和本国货币对于美元的长期价值稳定，而不得不将相当部分的贸易盈余投资于美国债券。据统计，美国国债于2008年9月超过10万亿美元，2009年11月16日增至12.031万亿美元，外资持有的国债金额中，中国居首，持有7989亿美元，日本次之，持有7515亿美元。

上述模式曾支撑了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监控不力，让美国金融资本的疯狂逐利突破了这一模式应有的平衡限度，从而使世界陷入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要从根本上摆脱当今的危机，必须重建世界经济的平衡，显然，作为世界现有经济模式主要支撑者的中日美三国，在此重建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必须进行合作，目前突出的问题是防止与克服贸易保护主义。


三 支持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共同立场，使中日美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的分歧有可能得到协调

世界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发生，使东亚共同体进一步成为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的热门话题。这一问题与中日美三国关系有着密切联系。

东亚共同体是一个综合概念，有若干层次。目前讨论的东亚经济共同体，主要指东亚自由贸易区。此次世界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美国在调整经济发展方针，正由原有的债务推动型向出口推动型转变，要求进一步开发迅速崛起的亚洲市场。日本与欧盟相比，市场较为单向，此次危机使日本对美国的直接、间接出口明显下降。为走出经济困境，日本提出“内外一体”，变亚洲的需要为日本的内需等主张。中国对美国出口也有所下降，中美贸易摩擦有所增加，中国对亚洲市场的需求也在增加。加快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显然有利于亚洲市场的扩大。

在此背景下，中日美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的分歧和共同要求都有所发展。中方主张，以“10+1”（东盟十国分别加中国、日本、韩国等）为基础，以“10+3”（东盟十国加中国、日本和韩国）为主渠道，以东亚峰会为重要的战略论坛，推进东亚共同体的进程；同时，支持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欢迎美国作为亚太国家发挥建设性作用。

日方主张，东亚共同体以“10+6”（“10+3”+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主。日本外长冈田表示，美国不应该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正式成员。日本首相鸠山虽表示东亚共同体不应排除美国，然而也没有明确否定冈田的意见；同时，日本也支持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但是主张日美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基础。

美国则表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反对被排除在东亚共同体之外。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如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积极推动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协议等；同时，主张实现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显然，在东亚共同体的问题上，中日美之间既有不同要求也有共同之处。能否协调好三国在此问题上的矛盾，不仅关系到三国的关系，关系到东亚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与否，而且关系到东亚乃至亚太的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如何转变。由于三国都支持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这就使三国的矛盾有了协调的基础。从实际出发，可考虑将三国的主张作为三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阶段性目标：第一阶段，以“10+3”为主渠道，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第二阶段，可扩大为“10+6”；第三阶段，则可扩大为亚太自由贸易区。总之，既要有所区别，又不能将区别绝对化；既照顾到各区域的特殊利益，又逐步扩大各区域间的共同利益与联系，才能积极稳妥地推进东亚及亚太区域合作。


四 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使国家间关系以及各国所面临的外交任务发生了重要变化，中日美关系正向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使国家间的关系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敌友分明，而往往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世界多极化的发展，特别是这次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各国的利益进一步趋向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能够也必须更多地考虑外交关系的“平衡”。中日美关系的发展，也出现这种趋势。

（一）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显示出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以对华外交为重点的方向

奥巴马以访日为起点开始了其亚洲政策的调整。综观奥巴马的亚洲政策，可见以下特点：

其一，奥巴马的亚洲政策在美国的世界战略中占据了冷战后前所未有的地位。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中国等亚洲新兴国家的迅速发展，使亚洲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奥巴马与他的前任相比，目光更加集中地投射到了亚洲，他明确表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主张太平洋不是美国与亚洲间的障碍，而是将双方联系起来的纽带。

其二，在强化同盟关系的同时，要求进一步发展在亚洲的伙伴关系。

亚洲在美国世界战略中地位的上升、面临挑战的增加，以及与亚洲国家共同利益的发展，使美国必须也能够在亚洲建立更加广泛的合作关系。因此，奥巴马在表示坚持与深化美日同盟的同时，强调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快速发展将会有助于全球发展，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并欢迎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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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积极开辟亚洲市场，重视亚太区域的经济合作。美国为了摆脱金融及经济危机，确定了经济发展的新战略。其基本内容是：增加储蓄，减少支出，改革金融体系，削减长期的财政赤字与负债，重视制造业，增加出口。为此，就必须积极开辟亚洲市场，奥巴马主张亚洲国家减少对外贸的依赖，扩大内需，并希望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

其四，奥巴马政府在显示出较为宽容的文化姿态的同时，继续高举美国价值观的旗帜。坚持美国价值观是美国政治家一贯的基本选择。在美国相对优势减弱，美国模式受到挑战的当今，坚持美国价值观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这就是为何奥巴马在承认亚太地区是具有多种文化的地区的同时，依然反对以传统文化特点与经济发展为理由损害人权的原因所在。

从上述亚洲政策出发，奥巴马提出了其对华与对日政策。对华政策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即预防与合作。在坚持建立对华战略预防的同时，对华战略借重的要求增强，特别是在经济上，奥巴马说：“我相信美国的未来维系于向全世界出口美国制造的商品，而中国正在成为美国商品的最大市场之一，亚洲也是，因此美国自己封闭市场也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对亚洲的出口哪怕仅仅是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也意味着能够创造出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工作岗位，这是容易做到的。”（2010年2月3日，奥巴马向参议院民主党政策委员会议员的演讲）因此，在合作方面，奥巴马政府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要求建立与深化双边战略互信；要求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希望采取实际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对日政策基本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即控制与结盟，从此立场出发，奥巴马政府在坚持美日同盟仍然是美国亚洲政策基轴的同时，要求适应形势需要，深化美日同盟，扩大美日合作内容。

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曾提出建立以北美为基础向亚太辐射的扇形结构的战略设想，这个扇形结构，以美日同盟为轴心，以美国与韩国、东盟一些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双边同盟关系为扇骨，以APEC为扇面，其目标则是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新太平洋共同体。这一战略设想已考虑到同盟关系与多边合作的联系。而目前地区与世界形势的变化，使奥巴马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一些，奥巴马的亚洲政策显示出在亚洲以美日等同盟关系为基础，以对华合作为重点，以同盟关系与对华合作相互制约，又以多边合作加以联系与整合的方向。

（二）鸠山政府的外交政策，强调在美国与亚洲之间取得平衡

日本民主党政府也提出了对美对华政策的调整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日本政府与美国“对等”的要求加强。

冷战后，苏联解体，日本消除了战后最主要的安全威胁，国内自主意识抬头。在这样的条件下，小泽一郎首先提出了要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口号，这一口号虽然主要想摆脱战后雅尔塔体系给予日本的限制，但也包含有改变美日关系主从化的要求。近年来，特别是以美国为源头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使美国的相对优势减弱，日本的这一要求更加强烈。民主党提出了与美国建立“紧密而对等”关系的主张。所谓“对等”，就是主张更多地从日本利益与民众愿望出发，处理对美关系。鸠山内阁与美国政府在印度洋供油与普天间机场迁移等问题上的分歧之所以难以调和，是因为这些分歧不仅涉及具体利益，更关系到日本能否在与美国“对等”的要求上有所突破。

其二，日本政府开始更多地考虑美国与亚洲外交关系的“平衡”。

美日同盟的限制，使日本外交带上了单向性，当年日本政府不愿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原因正在于此。但是，随着中国等国的迅速发展，国际格局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日本无论在安全上还是经济上，仅仅依靠美国难以获得保障，在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发生的今天，尤其如此。例如，经济上，日本的头号贸易对象国虽然已变为中国，但是日本对华投资相当大的部分只是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产品最终还是出口到美国。因此，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受到明显影响。同时，美国针对此次危机发生的原因，提出了将“债务推动增长模式”转换为“出口推动增长模式”。由于美日都居制造业高端，美国的这一转换，势必加强与日本在相关领域的竞争。这种情况下，日本提出了“内外一体”、“将亚洲市场视为内需市场”等口号。

正是基于这种需求，鸠山首相表示，日本“此前有些过于依附美国。虽然日美同盟很重要，但作为亚洲国家，日本将制定更为重视亚洲的政策”，希望与美国建立“紧密而对等的同盟关系”，力图更加自主地谋求日本的利益。因此，在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上，不愿按照原有方案行事。但是，战后日本的特殊发展道路，使日本对美国形成了深刻的依赖，加之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倾斜的压力等原因，鸠山内阁无力迫使美国接受其方案。

鸠山下台后，菅直人内阁消极接受教训，修改了鸠山时期的对美、对华政策，强调：“对中国正在增强军力一事必须给予严重关注。有个词叫作‘势力均衡’”，并表示：“亚洲局势处于高度紧张，美军正在发挥威慑作用。”日本《防卫白皮书》则渲染所谓“中国军力与意图的不透明”，建议强化西南群岛的军事部署和日美防务合作。

（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努力使中日美关系顺应世界潮流，向着平衡、合作、开放的方向发展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中国作为其主要假想敌之一。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的作用有所变化，但是建立与增强对中国的战略预防，仍是其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同时，美国显示了在亚洲以美日同盟为基础，以对华合作为重点，将同盟关系与多边合作加以联系与整合的方向。日本则一度出现了在美国与亚洲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要求。

针对上述变化，中国的对美对日政策也在发生调整。胡锦涛主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新形势下，中美两国在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和更加广阔的合作前景，肩负着重要的共同责任。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和全球性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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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日关系，胡锦涛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中日拥有的共同利益和面临的共同挑战都在增多，两国关系面临向更高层次、更广空间发展的重要机遇。中方愿同日方一道，着眼两国人民根本利益，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持续深入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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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相比更带全球性质，但是中国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均放在战略层面进行定位和运筹。同时，中国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不结盟，努力与世界各国搞好关系，对促使中日美关系顺应世界潮流，向着平衡、合作、开放的方向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 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推动中日美合作关系发展；同时，也增加了三国关系和东亚地区的不确定性

中国等新兴国家的迅速发展，使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增强，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美国的“领导能力”，虽因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有所削弱，但尚未发生根本性动摇。世界秩序进入重大变化的过程之中。处于这一过程中的中日美三国，合作关系有所发展，同时，也增加了三国关系和东亚地区的不确定性。

2010年2月1日，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新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该报告作为奥巴马政府的主要战略报告之一，对未来数年的美国军事和安全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认为，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不断变化，充满不确定性”；当前地缘政治呈现四大趋势——大国崛起、非国家行为体力量日益增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性问题，这四大趋势将塑造未来的安全环境。该报告表明，现政府对美国安全利益的界定为“安全、繁荣、普世价值、合作性的国际秩序”。

依据上述判断与界定，该报告在谈及中国时，一方面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和成功的中国的崛起”；同时，指责中国发展“反介入”战力、军事透明度“有限”。因此，该报告认为，在中美关系上，美国应将“深化合作”与“管理风险”并重。

日本防卫政务官长岛昭久直白地说明了日本需对华采取双重政策：“中国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苏联。有的方面可以封锁，但必须作为市场去与之打交道。这是两难选择”。菅直人内阁在把握对美、对华外交的平衡度上更“现实”。日本防卫相北泽俊美在亚洲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称，亚太海域的稳定“无法离开美国来谈此问题，能在这个海域全面铺开的只有美国”，正显示了上述趋势。目前来看，由于海洋权益与未来中日两国国力消长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海洋权益之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明显上升。

上述趋势，在2010年“天安舰”事件发生后，更为明显。美方加强了对中国的疑虑。美布鲁金斯学会东亚问题中心的主任兼高级研究员卜睿哲（Richard C. Bush III）认为，“天安舰”事件，让外界感到“惊讶”，或者说是与想象的格格不入，即中方不顾美、韩为首的调查组所出具的权威证据，执意站在朝鲜一边，再次为平壤撑起保护伞。卜睿哲说，这使得北京与华盛顿和首尔之间多年来趋于改善的关系大打折扣（转引自美国之音中文网燕青的文章《东京占上风——专家指北京外交今不如昔》）。

7月22日，美韩两国外长和防长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了两国历史上首次“2+2”会谈。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将扩大和深化同盟，并称，美韩将“通过在今后数个月内在韩国东部和西部海域进行的一系列联合军演，维持能够抵挡和击退朝鲜的任何一种‘威胁’的联合防卫态势”。其后，日本防卫省表示，日本海上自卫队官员将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朝日新闻》称，此举标志着三国军事防卫合作的等级提高了。

总之，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发生，使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更为明显，这种变化对中日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新的合作动力，也使中日美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三国的合作要求有所上升，这符合世界潮流与三国利益。三国应该进一步加强沟通，增强互信，努力促成平衡的、合作的、开放的中日美“三边关系”的形成，这对克服当前的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促进东亚以及亚太地区多边合作的发展，实现亚太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对三国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其中包括对朝鲜半岛形势的影响，不能掉以轻心，应立足全局，未雨绸缪，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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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离与融合：略论朝鲜与未来“东亚共同体”的关系和走向

青岛科技大学政法学院 石建国

2010年初以来，在美国操控和影响下，东亚局势渐趋紧张，特别是3月26日在朝鲜半岛西海岸，韩国警戒舰突然爆炸沉没，造成死亡46名官兵的震惊东亚和世界的“天安舰”事件，朝鲜半岛安全局势骤然紧张。韩朝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事件发生至今，围绕事件的后续处理，相关各国刀光剑影，军演一波接一波，角力不断，再次推高了东北亚安全局面的紧张气氛。东亚的安全局势令人忧虑，也更深刻地提醒我们，谈论任何有关东亚未来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朝鲜半岛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朝鲜与“东亚共同体”的关系，就是更不可以轻易忽视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略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和实践

“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从历史方位上讲，有两个基本或根本的因素是催生的环境。

一是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的推动。

东亚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格局，近30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的根本因素是因为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和奉行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果断走融入世界的道路，综合国力迅速提升，GDP总量目前已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发展是东亚最重大的事件，当然也是东亚在全球影响力和分量得以迅速提升的根源。

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后全球形势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这就是区域一体化再次发力，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乘冷战结束的东风，区域一体化组织发展最早也最成熟的欧洲，首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将欧共体迅速扩大，并发展成为一个涵盖27个国家、总人口超过4.8亿的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欧洲联盟。欧盟的宗旨是“通过建立无内部边界的空间，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建立最终实行统一货币的经济货币联盟，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通过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联盟的个性”。如今，货币联盟成功实践，欧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欧盟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不同凡响，已不是任何欧洲单一国家所能企及的。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欧盟成员国尤其是希腊遭遇危机，如果不是依靠欧盟这个大家庭，希腊是很难应付的。这再次印证了欧洲一体化的巨大好处。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欧盟发展的影响，相继发展和成立的地区一体化国际组织主要有非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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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美洲国家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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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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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在亚洲，东亚合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亚洲的亮点。从1992年东盟十国签署建立自由贸易区协议（即在2008年通过实施有效优惠关税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开始，1997年底又举行首届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即建立“10+3”合作机制），将合作从东盟扩展至东亚地区，从而正式启动东亚合作进程。2002年，区域大国中国率先与东盟达成在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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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味着“10+1”模式业已形成。

但是，虽然中国与东亚达成和成功启动了一体化的合作进程，然而东亚最大的三个经济体之间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和共有的平台。这不仅与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不相称，而且直接影响到其他合作和地区影响力的释放与各自利益的维护。

二是地区国家利益发展的需要。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之间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尤其是金融国际化和现代化，已使得一些国家经济体城门洞开，几乎成为“不设防”或“无法设防”的经济体。再加之，世界各国高度依赖国际货币美元，而美元已高度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实际价值规律相背离，缺乏基本的货币保值手段。作为美国霸权和霸业的基础和工具，当美元这一虚拟资本缺乏实体经济支撑后，就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安全隐患。美国只要印刷美元，就可以从全球获取资源、产品和财富。因此有学者分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时就认为：是由强转弱的美国经济基础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决定的太过强盛的美元霸权之间的不平衡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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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当今世界的不健全货币体系，已威胁到世界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同时，美国为了自身霸权的需要，不断将美元打造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借以从中牟利。

再者，当今民族国家间关系的根本和实质就在于追求生存和发展空间，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又是当代这种生存和发展空间争夺的最新发展和表现形式。争夺生存和发展空间，换言之就是争夺市场和资源。虽然全球化掩盖了争夺的残酷性，然而集团化的趋势使得竞争不再是国与国之间的争夺。前述区域一体化实际上就是集团化的结果，区域一体化集团如欧盟，成员国间市场开放资源共享，一定意义上保证了拓展空间、保障资源的需要。同时，区域一体化集团对外则相对封闭，也就是说市场空间和资源首先是对集团内成员国开放的。既然欧洲、非洲、北美、南美，甚至中美洲都组建了自己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未来世界的图景就不难想象。正是这种全球发展竞争的现实，让东亚整合、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目标有了紧迫感。

事实上，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东亚共同体”就成为东亚地区政界、商界、媒体与学术界谈论的高频词语。2003年12月，日本在与东盟十国举行的特别首脑会议上，也正式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2004年11月29日，第十次东盟首脑会议闭幕后发表的《主席声明》提出，将于2005年在“10+3”的基础上举办东亚首脑会议，提议在“东亚安全保障共同体”“东亚经济共同体”“东亚社会文化共同体”三个领域促进合作。2005年12月举办关于东亚共同体的马利亚峰会，这一年因此被称为“东亚共同体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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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不再是民间舆论和有识之士的谈资，正上升为东亚相关国家的战略。

2008年由华尔街席卷全球的经济金融危机给日韩及中国都带来了空前的冲击和挑战，三国都更具抱团取暖的强烈愿望，共渡难关的现实需要让东亚一体化议题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民意基础和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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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目前，东亚三国GDP总量已占到世界的17%，而且有望达到20%。然而，从产业发展状况而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日韩三国都是“中游产业”（制造与加工）国家，对所谓“上游产业”（矿物能源资源与高新技术的生产要素资源）缺少拥有权与发言权，也在所谓“下游产业”（商标、专利、销售等方面）受制于人。改变当今全球经济秩序，摆脱对美国与欧洲市场的依赖，就可以使三国从美元主导的全球化运作中发展出在产品价值链的上、中、下游都能保持一定的独立自主性与讨价还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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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和因素的推动，“东亚共同体”的理念在中、日、韩三国间有了共识。2009年10月10日，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行，中日韩敲定未来合作大方向：共建“东亚共同体”。

由此可见，“东亚共同体”构想是时代催生的产物，而且是在“10+1”和中日韩这一南、一北两个平台和框架内运作的。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一个交集，就是“10+3”。不过，有一点很明显，无论是“10+1”还是中日韩平台，都忽略了朝鲜。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 朝鲜与东亚共同体构想关系的现状

如果用一个恰当的词来描述东亚共同体构想提出后，朝鲜对此所持的立场和态度，那最合适的就是——疏离。换言之，就是朝鲜采取“不关主义”的态度和立场。迄今朝鲜官方没有对“东亚共同体”说法做出过任何公开评述，保持沉默和不理睬的态度。这不意味着朝鲜没有自己的立场，“不关主义”就是一种立场和态度。不过，有意思的是，当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执政后，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与中、韩领导人接触时多次提及“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中、韩领导人也予以积极回应，“东亚共同体”的概念迅速升温；10月3日，日本外务大臣冈田克前往参加在柬埔寨举行的“第二届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外长会议”，也向柬埔寨、越南、泰国、缅甸和老挝五国推销“东亚共同体”构想。此时，朝鲜媒体却刊载题为《日本重温“大东亚共荣圈”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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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犯下的掠夺资源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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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章，似乎在向世界表明一种态度，暗示“东亚共同体”就是过去的“大东亚共同圈”的翻版。自然，这不是直接的证据，只是一种间接联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至今朝鲜没有正面回应，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至于为何朝鲜会持“不关主义”的疏离态度和立场，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内部原因，或者说是内因。朝鲜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内循环的、内需型经济体。它奉行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有一个相对完备的经济体系。由于它不是外向型导向的经济体，发展对外贸易是朝鲜根据自身的需要而推进的，即“进入新世纪后以此为基础，生产出口国际市场需求量多、竞争力强的产品，如‘莲荷’牌CNC机床、铅、锌、镁砂、石墨加工品等，还从国际市场购进我们所缺少的东西，以发展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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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政策导向和经济运行环境，带来的后果就是它的对外贸易不发达，对外依赖度不高。因此，对于“东亚共同体”这样的构想，保持“疏离”态度是很正常的。

其二，就是国际原因或者说外部原因。冷战结束以后，尽管东亚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朝鲜半岛仍是唯一保持冷战局面的地方。这本身就很不正常。美国以朝鲜开发核武器为由，与韩国和日本一道，并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构筑起了对朝鲜围堵的制裁体系，使之难以正常走入国际社会。反过来说，朝鲜又由于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敌视态度和政策，不得不走内需型的自立道路，将自身安全放在首位，进而发展自卫武器。可以说，朝鲜面对的外部环境十分严酷，这导致它难以顺畅地参与国际经济交换大环境，并从中受益。受国际制裁因素影响，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商贸部门认为2009年朝鲜外贸额下降10%左右，其中对韩国贸易额50亿美元，下降9.7%，剔除对韩国的贸易，朝鲜对外贸易额为34亿美元，下降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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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贸易规模还是受影响的状况，都很清楚地说明，国际因素对朝鲜发展带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天安舰”事件以后，韩国更是全面中断了韩朝之间的经贸合作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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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也采取了切断朝鲜现金来源的金融制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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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力度，使之对外贸易环境更为恶化。

在内外因素影响下，朝鲜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保持谨慎态度，又缺乏参与东亚经济贸易合作的环境和渠道与平台，自然，“东亚共同体”构想受到“漠视”，在情理之内，不足为奇。

问题是，朝鲜真愿意一直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吗？如果“东亚共同体”要变成一种现实，可以忽视朝鲜吗？答案也是不言自明的。


三 朝鲜与东亚共同体关系的未来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东亚共同体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或发展成为现实，不容忽视的就是要解决它的存在边界和具体内涵问题，前者是这个共同体是由谁构成和组成的？具体而言是指由哪些国家参与。后者是指这个共同体是在哪些层级内容合作基础上形成的。而韩国“天安舰”事件造成的紧张局面则告诉我们，朝鲜半岛的冷战局面不结束，东北亚就没有安全的和平环境，“东亚共同体”就难以大幅度推进；缺少了朝鲜的参与，“东亚共同体”就是不完整的，也缺少了推进的动力。一句话，朝鲜未来与“东亚共同体”的关系，就是“融合”。

一是朝鲜有这样的需要和认识。虽然目前朝鲜对“东亚共同体”构想保持着距离，但不等于说它将永远拒绝它。首先，朝鲜对目前世界局势和格局有着清醒的认识，它清楚“正在大力推进世界经济的多极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等世界各地区和国家采取联合行动在各该地区使用统一货币，开拓共同市场，取代世界基准通货美元；世界政治构图也在发生很大变化。……世界多极化得到推进，造成有利于树立世界政治新秩序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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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现实说明，帝国主义树立一极世界支配秩序战略已面临破产……世界面貌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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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它自己的判断和认识，朝鲜认为打破自己被孤立状态的时机将会来临。不仅如此，朝鲜自身也不拒绝参与国际贸易。它的政策取向如金正日所言“发展对外贸易并不与经济自立相矛盾，反而巩固国家的经济自立和威力，确保国民经济的主体化、现代化和科学化”，就是“建设自立民族经济，在此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是使各国本着完全自立、平等的原则发展对外贸易的物质保证。因此，我国把发展国家的自立民族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当作贸易政策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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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8月27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访问中国，在同胡锦涛会谈时，他明确表示“朝方要加强同东北亚地区的交流合作，认真研究中方的做法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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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预示着朝鲜将吸取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走加强对外合作、发展国家经济的道路。实际上，韩国媒体也认为，金正日访华后，“朝鲜和中国的经济合作正呈现出加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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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是中国的推动和桥梁作用。作为朝鲜的邻国，中国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东北亚不合理的冷战局面就是世界不和谐的因素，打破这种局面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道义观的需要和诉求。实际上，推动东北亚一体化是中国的目标，而且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与朝鲜的经济合作，发展两国经贸关系。2010年8月27日中朝领导人会晤，双方决定进一步加强和推进经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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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按照韩国方面的说法，中朝贸易额已达到27亿美元，为此韩国还担心朝鲜会更加依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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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揭示出了问题的实质，韩国不会容忍朝鲜成为中国的市场和资源来源地，中国将是破解朝鲜进入“东亚共同体”难题的切入点和推进剂。可以肯定，朝鲜是否能融入“东亚共同体”，不仅是中国努力的重要方向，也是检验“东亚共同体”进展的重要试金石。

三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受伊拉克、阿富汗等战争，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实力已明显下降，对世界各国事务的干预能力被削弱，世界多极化趋势更为明显，地区大国主导地区事务的能力和信心明显增强。在东亚，力量此消彼长，美国将无力维持对朝鲜的冷战局面，韩国和日本为了与中国争夺朝鲜的市场和资源，最终将改变敌视和排斥朝鲜的态度，这是必然趋势。此外，中、朝、俄围绕图们江开发，已建立了经济合作平台。而且，俄罗斯正在与朝鲜积极沟通，期望恢复两国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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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说明朝鲜融入“东亚共同体”的国际环境正在明显改善。

既然融合的可能性存在，那么融合的路径呢？笔者认为，首先是大力推进“六方会谈”进程，摘除影响“东亚共同体”进程的朝鲜半岛冷战局面这一炸弹，为朝鲜融入“东亚共同体”营造和平环境。其次，摒弃冷战思维，营造东北亚和平新框架和机制，为朝鲜融入“东亚共同体”创造制度基础。最后，朝鲜弃核，朝鲜参与“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

鉴于朝鲜半岛特殊的政治地缘环境，朝鲜的融合将会是各方力量角力的结果，而且是先和平安全、后经济、再政治的走势。


四 结语

在地区主义蓬勃发展的今天，人类从过去发展历史中总结了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问题是人类会在多大程度上很智慧聪明地运用这些经验和教训。“东亚共同体”就是人类经验和教训的产物，但很遗憾，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有关国家有意无意忽视了朝鲜。作为设想的从中国经朝鲜半岛再到日本的一体化画面中，唯独在朝鲜半岛因朝鲜的缺席不能连成一片。然而，自韩国“天安舰”事件以来东北亚紧张局势则告诉人们，没有朝鲜半岛的和平，“东亚共同体”进程就会受到严重干扰和制约。“东亚共同体”缺少了朝鲜的参与，不仅不完整，而且缺少了活力和动力。目前朝鲜游离于这一构想之外，但东亚经济充满活力，迟早将冲破现有的种种藩篱，“东亚共同体”将融合朝鲜，这是朝鲜、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共建东亚美好未来的需要。“东亚共同体”要成为如欧盟那样的现实，朝鲜应当不是局外人和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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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朝关系的重构

延边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 金香海


一 问题的提出

由于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继续进行核试验，导致了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无限期延长，国际社会对朝鲜加大制裁，旧的矛盾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横生。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基本政策是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同时要保持与朝韩两国关系的基本稳定。

2010年3月26日，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生了韩国军舰——“天安舰”沉没事件，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骤然升级，“新冷战”的阴影在半岛上空徘徊。5月20日，韩国国防部发表了联合调查报告，断定“天安舰”沉没是由朝鲜小型舰艇鱼雷攻击所致，并决定对朝鲜进行全面制裁。对于韩国的制裁，朝鲜针锋相对，决定将全面冻结与韩国的关系，废除朝韩互不侵犯协议，全面停止两国的合作。“天安舰”事件，不仅使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全面对抗，而且使中、美、日、俄等大国展开了新的战略博弈，这不仅影响到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而且也必将对中国东北经济振兴战略的实施产生重大影响。

西方舆论认为，“天安舰”事件使中国陷入了“中朝关系”和“中国国际形象”二者必须择其一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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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某些大国借机加速了东北亚地区的力量重组。中国对这些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应当及时进行重新评估，提高自身的危机管理能力，从战略层面上重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朝鲜的关系。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都要从战略的高度、长远的角度，把握、维护和推动中朝关系。


二 东亚国际关系的重构和中朝关系的重新定位

当前，东亚区域内的各国互动出现了一些新的态势，推动着东亚国际关系的重构，其基本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东亚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力量处于既分散又整合的矛盾之中；第二，中国、印度和日本等亚洲大国是东亚国际关系重构的主导力量，但其作用和影响并不平衡；第三，美国是东亚国际关系重构的关键角色，其“同盟与扩展”的新亚洲战略正在形成之中；第四，朝鲜半岛问题仍处于僵持之中，能否促进朝鲜融入国际社会是东北亚国际关系重构中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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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是东亚各国关系重组的关键。但是在朝核问题解决上有关国家都采取观望态度，六方会谈的重开遥遥无期，此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东亚国际关系重构的主要障碍，而没有朝鲜参加的东亚安全机制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稳定的。东亚有关国家应超越朝核问题本身，积极促使朝鲜全面加入到国际社会和地区秩序中来。

对朝核问题要有充分的认识：一是其长期性，朝核问题生成的历史已久。由于对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虑，目前被公认的核武器国家都还没有放弃核武器，同样朝鲜从1950年代研发核武器开始，就坚定了不弃核的方针，因为拥有核武器既是它长期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是其建设“强盛大国”的主要目标之一，此问题一时还很难解决。二是其复杂性，朝核问题的生成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政治的，又有经济的；既有意识形态的，又有制度上的；既有传统安全的，又有非传统安全的等方面的原因，彻底解决朝核问题难度很大。三是由上述两个特点所决定朝核问题的解决方法应当是多样的，需要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因此，我们要重新评估朝核问题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带来的影响。从朝核危机后的东北亚安全形势来看，人们所担心的由朝核问题可能引发的本地区的核竞赛并未发生，核扩散的可能性不大。朝鲜发展核武器，在其认知中不是为了威胁他国，而是威慑对其正当利益进行威胁的国家。朝鲜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不大，朝鲜国内社会发生突然变化的可能性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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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核问题的核心是美朝关系。现有核武器国家拥核后的发展经验表明，朝鲜拥核本身并不必然损害朝鲜半岛和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朝鲜发展核武器确实可能刺激地区核扩散，但要是因此而谴责朝鲜发展核武器而不是批评并制止某个核超级大国对朝鲜的政治敌对与军事威胁，这不仅不公正，而且反而可能刺激朝鲜在拥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新的亚洲战略将继续强调美国的亚洲利益，强调与亚洲盟国的安全合作，其在朝鲜半岛战略影响力的增强，会威胁朝鲜的安全保障，朝鲜半岛将进一步形成美日韩三国对朝鲜施压的地缘政治格局。因此，国际社会在推动朝鲜弃核的同时，更要促进有核国家真正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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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传统安全问题的症结也严重影响着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从1995年开始，图们江区域国际开发合作虽然已开展了15年，但还是进展缓慢，问题较多，成效不大，其中朝鲜是这一地区开发合作停滞不前的瓶颈，需要突破。朝鲜是各大国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博弈的焦点，各方都有自己的打算，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朝鲜问题上，无视朝鲜的基本历史和国情，总是采取封锁、扼杀的方法欲使其政府垮台。对朝鲜来说，它不是不改革开放，也不是不懂改革开放，而是严峻的安全形势不让它改革开放。由此可以说，了解朝鲜的基本国情是参与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客观要求。

中朝山水相连，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两国人民互相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9年10月6日，中朝两国建交，1961年7月11日，中朝两国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确定了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并延续至今。其后中朝关系经历了一段兴衰与共又不无曲折的历程，尤其是两国关系在中苏论战、中美建交、中韩建交以及朝核危机等历史转折期漂泊不定，但双方都能以同盟关系、友谊关系以及党际关系来稳定两国关系，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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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利益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朝关系要适应当前国际关系变化，从战略层面上予以新的界定，不应当像过去那样用冷战思维和笼统的道德原则来界定。

这几年，与滞后中朝关系相比中韩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一大贸易对象国，两国关系已进入到政治、安全、经济以及文化等领域全面合作的新阶段。韩国在战略上向中国靠拢，想借助中国的力量圆大国之梦，所以积极地把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对中国来说，朝鲜怎么办？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中韩关系的定位决不能损害中朝的战略关系，不能成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绊脚石，为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中朝战略关系应当提到与中韩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样的层次。

目前，在朝核问题和“天安舰”事件上，美日韩等国对朝鲜加大制裁力度，朝鲜为了改善被挤压的安全战略空间和摆脱经济困境，重新对中国产生了战略需求，希望同中国加强全面合作关系。随着中朝经贸关系的扩大，朝鲜对中国经济市场以及援助的依赖度不断提高，因而中国对朝鲜的战略影响力也不断增强。朝鲜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和中国既定的战略目标有利于增强中国同朝鲜政治、外交和经济、安全上的合作，从而有利于牵制美日韩三国对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的支配格局，最终将形成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多层次、复合型的地缘战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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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中国要有所作为，既避免美国对朝鲜过度施压，以致刺激对方，激化矛盾；同时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要适当、适度，促进对话，重启六方会谈，把朝鲜纳入地区合作框架中。中国如果误判其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与美日韩等国一起对朝鲜施压，甚至赞同安理会制裁朝鲜，不但将损害传统的中朝睦邻友好关系，也将削弱中国对朝鲜的战略影响力，并丧失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空间，乃至在朝鲜半岛地缘战略格局的重组中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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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希望朝鲜一意孤行，继续进行核开发、导弹试射，影响中朝两国关系和地区的和平稳定。

中朝关系是中国外交战略和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中朝两国应当构建什么样的战略关系呢？我们认为，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中国要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对朝政策，使中朝关系向正常的国家关系方向发展，既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又为我国的发展争取有利的环境，保持中朝关系的可持续性发展，积极推动中朝关系的发展。具体来说，中朝关系的重新定位应从大的战略方面考虑，应当帮助朝鲜解决民生问题，重振经济，全面发展同朝鲜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以及能源环境等领域的合作；作为代价朝鲜应对中国承诺今后不再进行核试验，不使用核武器，并加入到地区安全合作框架，逐步向弃核方向努力，共同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基本稳定。

2009年10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两国签署了经济技术等一系列合作协定，其中包括中国出资的鸭绿江界河公路大桥建设项目，朝鲜向中国吉林出租罗津港1号码头等项目。2010年5月6日，中国总理温家宝与金正日委员长会谈时，重申朝鲜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以发展经济，并融入国际社会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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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引导朝鲜走向和平、稳定、无核化，并通过经济改革融入国际社会，不仅符合朝韩两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朝鲜半岛周边中美日俄等国家的战略利益。因此，中国对朝鲜的政策，体现了中国在加强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也注重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大局的原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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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两国应本着“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的精神，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保持高层交往、深化经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推动双边睦邻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


三 积极拓展中朝经贸合作领域

基于安全的考虑，中朝应当加强在非传统领域的合作，使其成果外溢到传统安全领域外的合作领域，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这最终有利于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其中积极拓展中朝经贸合作领域是两国关系重构的重要途径。近几年来，中朝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中国已成为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从贸易、投资以及援助三个层面看，中朝经贸合作成果喜人，但问题也不少，如何使两国经贸关系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据中国海关统计，从2000年起，中朝贸易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继2005年首次突破15.8亿美元大关后，继续攀升，2006年为17.0亿美元，2007年为19.7亿美元，到了2008年猛增到27.8亿美元。但是，中朝贸易的不平衡问题也十分严重。2005～2008年，朝鲜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分别为5.8亿美元、7.6亿美元、8.1亿美元和12.8亿美元（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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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对朝鲜贸易状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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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两国贸易的不平衡问题可以归结于两国的进出口产品结构和投资方向的不合理性。按数量大小排列，中国出口产品依次是矿物性燃料及矿物类（其中原油占半数以上）、肉类、电器产品、粮食、钢铁制品、机械类、汽车及零部件等，进口产品依次是水产品、矿物性燃料、钢铁、矿石、铅以及木材，其中大部分是初加工或未加工的一次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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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矿物性燃料中无烟煤的进口比重最大，2005年比上年增长120.6%，铁矿石的进口增长46.9%。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能源、矿物资源需求的急剧增长，很多国内企业的投资都集中在此领域（详见表2、3）。

表2 中国对朝鲜出口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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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国对朝鲜进口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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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朝鲜的最大援助国，占朝鲜对外援助总额的1/3。从中朝贸易形态来看，一般贸易与边境贸易占主要部分，而无偿援助在整个贸易额中占的比例很低。中国对朝援助自1997年到2001年有大幅度的增长，以后呈下降趋势。但从整体看，中国对朝鲜援助的增长幅度极不规则，增减无常，看不出什么规律，而且同双方贸易的上升趋势相比，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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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境贸易与保税贸易主要集中在朝鲜及与其相接壤的辽宁、吉林以及黑龙江等边境地区。在1997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出现了两国官方贸易下降，民间贸易活跃的趋势。

表4 中国对朝鲜援助额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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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中国各省对朝鲜贸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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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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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朝鲜发表“七一”改革措施以来，中国对朝投资无论其规模还是数量都有了很大的增长。2000年中国对朝投资额只有100万美元，以后逐年上升，2002年为1503万美元，2003年为3526万美元，2004年为8998万美元，2005年突破1亿美元大关（详见表6）。中国对朝投资偏重在朝鲜的地下资源及木材等资源领域，朝鲜的流通领域，道路、港湾及物流等社会间接资本领域。

表6 中国对朝鲜投资额统计

[image: ]


首先，地下资源及木材等资源领域。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也逐年增加，特别是对邻邦朝鲜的资源需求急剧增加。从2000年开始，中国政府出台了“东北三省老工业基地振兴计划”，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大带动了各地方政府对朝鲜地下资源的投资。例如，延边天池贸易有限公司向朝鲜的茂山矿山投资了近1亿元人民币的设备，通过延边南平海关进口铁矿石。该公司以对此矿进行采掘、运输等领域设备的前期投资，比国际市场低一半的价格获得铁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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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0月，吉林通化钢铁集团、延边钢铁集团、中国钢铁集团三家集团公司又与朝鲜签订了协议，获得了茂山矿山50年采矿权。根据此项协议，上述三家集团公司共投入70亿人民币，计划将其中的50亿用于矿山的开发，其余的20亿用于吉林省至朝鲜茂山的铁路、道路建设。2004年，中国进口铁矿石总额高达4452万美元。吉林省原计划每年生产5000万吨钢，可省内的自给率不到40%。2007年，仅通化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就计划生产252万吨钢，需要820万吨的铁矿石。2005年9月在长春举行的“东北亚贸易投资博览会”上，中朝两国的公司签订了一系列的投资协议。例如，朝鲜最大的无烟煤矿——龙登煤矿和中国最大的非金属企业签订协议，决定共同组建合资企业；吉林省通过提供电力获得了朝鲜两江道慧山铜矿的采掘权；对朝鲜金矿、铜矿的开发，水产业的利用也以类似方式正在交涉当中；辽宁省计划从朝鲜进口12000立方米的木材等。

其次，中国开始参与对朝鲜流通领域的开发，为中国商品打开销路，这对促进中朝两国的贸易，提高中国商品在朝鲜市场的份额，搞活朝鲜国内市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006年6月，吉林省珲春市吉星贸易公司在两江道慧山市设立了两顺百货公司。2004年5月，沈阳市贸易促进会和朝鲜大成集团合并的“朝鲜—中国商品经销中心”正式挂牌营业。2005年5月，浙江省东阳国汇贸易有限公司租赁了平壤市第一百货商店三个楼层的柜台，还计划在平北的新义州、南浦以及海州等地设立分店。2005年6月，中朝共同经营“浦同江共同交流市场”经销进口生产资料，并逐步扩大到元山、兴南、清津、南浦等各道的中心城市。2005年10月，中朝达成协议决定在中国的珲春市沙坨子海关附近设立自由贸易市场。

再次，道路、港湾及物流等社会间接资本领域的投资。2005年10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参加朝鲜劳动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时，与朝鲜总理朴风柱举行会谈，双方签订了开发资源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议，促成了以新义州、罗津先锋地区的开发为中心的大规模开发计划的启动。

从目前看，中朝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无疑对朝鲜经济的恢复会起到积极作用。由于朝核问题的不断升级，朝鲜在国际社会越来越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中朝经济合作的加强，可以为朝鲜提供一些产业所需要的原材料、居民生活必需品、创收外汇，帮助朝鲜渡过经济难关；中国对朝鲜投资的增加，对运输、物流、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项目的启动，必然促使朝鲜经济的恢复，也会使产业的重建向好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中国对朝鲜的资源开发领域都是长期投资，这对朝鲜的工业、交通运输等其他领域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从长远看，在中朝经济合作关系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对朝鲜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在朝鲜还未建立内需市场之前，中国商品的大量涌入会使朝鲜变成中国商品的倾销市场，由此可能形成“消费资料的进口替代—生产中断—资本积累失败—再投资失败”的恶性循环。因此，中朝经贸关系发展应当克服这种负面影响，帮助朝鲜经济形成“由资本积累的生产增加—消费增加—投资增加—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并建立起经济的自立结构。同时由于中国资本的大量投资，很可能同其他国家在朝鲜的投资上形成竞争关系，所以还应当考虑同周边其他国家的合作问题，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制定同周边国家的“双赢”战略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今后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四 加强中朝边境地区经济合作开发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断向外延伸，与周边国家形成竞争与合作关系，其中朝鲜是中国国家利益延伸和东北经济振兴战略实施的前沿和重要的外部环境。因此，应从整体布局上统筹考虑对朝鲜的开发合作。

首先加强战略沟通。第一，在目前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为解决朝核问题继续努力，并进行外交斡旋，同时通过两国的正常贸易加强与朝鲜的经济合作，为解决朝核问题创造良好的条件。第二，和平发展是我国外交最优先的课题，周边是关键，睦邻友好、安邦富国是我国的基本地区战略。朝美两国矛盾和对立的加深就有可能引发新的地区冲突，要注意预防朝美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第三，只有朝鲜改革开放才能维护其国内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避免朝鲜国内局势失控，能够保持中朝边境的和平与安宁。中国要适度增加对朝鲜的援助，并加强同朝鲜的开发合作，潜移默化地逐步引导朝鲜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另一方面，朝鲜在被国际社会孤立的情况下，更加需要中国在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我们应该继续珍惜和维护同朝鲜的传统友谊。

其次推进经贸合作。中朝两国应当扩大和深化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本着政府主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努力发展经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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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必须做到务实、有效、科学发展，加强在资本、技术、旅游以及劳务领域同朝鲜的合作。

再次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大力推进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2009年8月30日，国务院批准了《长吉图为开发开放的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纲要》，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作为我国推动图们江合作开发的重要载体，上升到国家战略，这将为加强中朝经贸合作提供新的契机。根据《纲要》的发展目标，即到2012年，吉林省力争实现“借港出海”，加强国际大通道建设，加紧推进“对朝俄港湾、道路及关税一体化地区”战略；积极促进长吉图与省内和国内的区域联动，强化吉林省南部与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联系，加强与哈达齐经济带和黑龙江口岸城市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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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总体布局上，合理设计同朝鲜的多层次经济合作。这里有两条思路可以选择：一是加强中国丹东地区和朝鲜新义州特别行政区的开发合作；二是中国延边地区和朝鲜罗先市的开发合作。根据上述两个方案的不同特点，中朝经济合作的重点和合作的内容也要有所调整。前一个方案的重点应放在电力供应、港湾的共同利用、陆路物流的扩大、IT产业的共同开发上，后一个方案应该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物流合作为重点，加快工业园区的合作开发，从而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为我国东北亚地区的对外开放开辟便捷、高效的通道。

综上所述，由于朝鲜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认为它不能用一种模式或一种机制来解决，应当采取多层次的、复合性合作模式，使其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同时要做到从低级到高级，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双边到多边的步骤，促进中朝关系的全面发展。以中朝两国开发合作促进大图们江开发合作，并使其外溢到东北亚安全合作领域，并过渡到东北亚区域全面合作模式，共同促进该区域的和平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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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全球史研究

中南民族大学韩国研究所 杨万娟

东亚的中日韩三国文化交往悠久，经济合作紧密，政治上也在不断增进互信。在全球化和区域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东亚国家一体化的构想早有酝酿，中、日、韩三国共同体谈判已历时11年之久，经过11年的磨合现在已加快了脚步。2010年5月29日，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通过了《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三国领导人表示将秉承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推动三国关系朝着睦邻互信、全面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方向前进。

东亚一体化似乎出现曙光，可是黎明永远是伴随黑暗而来，我们看到，中国和日本最新一轮的交锋和冲突又因钓鱼岛而起。2010年9月7日，日本在钓鱼岛附近扣押中国渔船及船员，中国就撞船事件日方所采取的蛮横无理的行为，采取的反击措施是一步步升级，针对日方只释放船员而继续扣押船长，中方多次严正交涉，日方置若罔闻，中国政府声称，如果日方一意孤行，中方将进一步采取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日方要承担全部责任。

由此可见，国与国之间有合作，更本质的是有竞争和冲突，而冲突的极端形式就是战争。纵观历史的主线，部落与部落、国家与国家之间，合作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竞争和冲突则是绝对的。笔者认为，只要地球上存在“国家”这种政治形态，竞争和冲突就难以避免。所以，不管是“东亚一体化”还是“全球一体化”前方的路还很漫长。

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体化”，就笔者的理解，主要是指经济一体化，社会形态上的一体化，这个概念还没有深入到文化和思想领域。由于习惯以国家为研究和叙事历史的基本单元，各国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在描述历史时，最多只对发生在国家之间的交往或碰撞给予关注，而把那些超越国家性质的交流摒于视野之外，这种研究模式长时间局限了人们的视野，忽视了古代史上全球曾有的文化一体。笔者认为：远古的人类文化曾是一个地球村，这种“地球村”的历史研究取向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十分重要。

全球史也称“新世界史”，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演变为一种编撰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其影响也越出美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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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很多的社会学家、文化史家、历史学家都曾细致描述过整个世界是如何由地区发展到全球的，一个事物是怎么通过全球化而和另外一个事物发生联系的，并就这些话题提出过深刻的见解，但他们都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新近发生的现象。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全球化早已有之，他们甚至把全球化追溯到非洲智人时代，认为那时已存在人类的跨大洲交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美国历史学家提出，应开创一种“以全球为一体”的史学，其宗旨是说明人类同属一个种，经历同一的历史，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之上。全球史学家认为，就全球化的本质，即各地逐渐连为一体而言，全球化绝非当代现象，也不是始于15～16世纪，而是自从人类组织出现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发展趋向。

笔者认同全球史学家的看法，并就此理念做过全球上古民俗文化比较，终于发现原来远古的时候，人类就生活在文化一体的地球村，世界古代文化一体的重要符号是蛇和鸟。蛇与鸟是全球原始信仰中的共同符号，在世界各地原始人的艺术作品中，几乎都是鸟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有蛇的形象出现，如影随形。

笔者所知道的最早的蛇鸟组合的考古材料，是两万多年前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安加拉河的马尔他遗址的出土文物。那里除了发现了20多个猛犸象牙女性人雕之外，还发现了七只猛犸象牙做的鸟，此外，在一件作为随葬品的猛犸象牙的长方形骨板上有一面刻着三条蛇。

埃及有一块《蛇王碑》，是约公元前3000年第一王朝法老扎特的纪念碑，这块石碑上方刻了一只侧面站立的鹰，代表保护王室的神；下方长方形的空间中有一些柱子，象征国王的宫殿；柱子上端有一条蛇，代表王朝的国王。鹰和蛇庇护着法老和他的国家。在古埃及早期的壁画或雕像中，蛇与鸟会同时出现在法老的王冠上，而且这种习俗一直保持到公元前600年，几乎伴随古埃及王朝从形成到衰亡的整个历史。两河希伯来人的《创世纪》，也都把鸟、蛇当作了艺术表达中最重要的元素。

阿兹特克文化是中美洲古老印第安文明的一部分，根据神谕，阿兹特克人如果看到一只鹰站在仙人掌上啄食一条蛇，那就是他们应该定居的地方。所以墨西哥人以蛇为帜，他们的红、白、绿三色旗的中心，伫立着一只振翅欲飞的雄鹰，苍劲有力的双爪紧紧抓在葳蕤挺拔的仙人掌上，锐利的嘴巴正在叼食一条扭动着的长蛇。

古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鸟和蛇的崇拜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传说毗湿奴躺在大蛇的身上沉睡，在宇宙之海上漂浮，而毗湿奴一旦苏醒，就要开始新的创造。在印度教造像中，毗湿奴通常是人间王者的衣冠，肤色青蓝，带有花环，四臂手持法轮、海螺、神杖、莲花，乘骑是鹰头人身的金翅大鹏鸟迦楼罗。鹰和蛇都是这位大神的伴侣。

在中国各地更是有不计其数的古代文物证实着鸟与蛇的共生性。在著名的辽西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址中就有鹰爪状的泥塑残块发现，而在红山文化前身的阜新查海遗址中，考古学者又发现了浮雕在陶器上的蛇的形象。良渚文化时期的陶器和玉器上都刻画着不少鸟蛇组合的纹饰，典型的蛇鸟信仰图案在浙江、江苏和上海的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以上海福泉山出土的鼎和壶为例，图案分布在盖及鼎方、鼎足上，盖身的主题是一鸟首两侧展开为各自的蛇身，蛇身边还依着若干的鸟首，图案的填白是细刻的圆涡纹，蛇身刻画圆涡纹和弧线的组合。鼎身的主题是一盘曲扬冠昂首的鸟蛇组合图案，在其颈部有冠鸟首蛇与鸟最紧密的组合应该是飞龙和羽蛇。蛇的身躯加鸟的翅膀，这种组合将蛇与鸟的形象合二为一。

《圣经·创世纪》中说，蛇起初是有着人身和一对漂亮的翅膀的，能在空中飞翔，智慧超过人类，远在其他生物之上，蛇因为有恶灵附体，诱惑了夏娃吃禁果，受到上帝的惩罚，于是蛇就失去了翅膀和人身，变成了一根弯弯曲曲的长虫。

中国的应龙也是一种有羽翼的龙。《楚辞·天问》：“应龙何画？河海何历？”王逸注：“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淮南子·览冥训》：“乘雷车，服驾应龙。”高诱注：“一说，应龙，有翼之龙也。”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月亮下方就有一条生着彩色羽翼的应龙。《广雅·释色》：“有翼曰应龙。”中国有学者说，“应”，本作“鹰”，是鹰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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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美洲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羽蛇的种种特征，都是源自于应龙。羽蛇是美洲文明中普遍信奉的神，它有翅膀，有蛇的身体，并且会飞，有点类似应龙，一般被描绘为长羽毛的蛇的形象。按照传说，羽蛇神主宰着晨星，发明了书籍、历法，掌管雨水和丰收。羽蛇神还代表着死亡和重生，是祭司们的保护神。羽蛇神的地位非常高，玛雅人专门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东北部修建了羽蛇神金字塔。

再看全球的鸟崇拜。三千年前中国最早的文献《诗经》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的是天帝命令玄鸟来当人间帝王，这里的玄鸟并不是单指某种鸟，而是泛指各种鸟神。依我看，天帝的这道命令不仅仅只针对中国的商王朝，而是发布给上古时代全球的人间社会。

埃及法老是天帝派到人间的统治者，法老们就是鹰神何露斯的化身。何露斯是古埃及的天空之神，也是秩序和王权的象征。古埃及的法老们登基时都是以何露斯的名字加上自己的名字，表示他在人间绝对的权力，同时也因为他是神圣正义力量在人间的化身。何露斯的常见外形是猎鹰首男人身，有时也是一只头戴上、下埃及双冠的猎鹰。何露斯神崇拜从古王朝时期起贯穿古埃及王朝始终。

宙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至高神，是众神之王，主管天空。宙斯既是众神之王也是人类之王，所以人们往往描绘他坐在精致的宝座上，头戴橄榄编织的环，右手握着胜利女神像，左手拿着一根权杖，权杖上面停留着一只鹰，因为宙斯的主要象征物是鹰，很明显古希腊神话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古埃及鹰神崇拜的直接启示。鹰神崇拜更早的证据可以在西亚一带找到，并且一直可以追溯到太古，巴比伦人和小亚细亚的希太人都曾为鹰筑庙，直至今日，鹰神仍然在阿拉伯半岛受到人们的崇拜。苏美尔帝王年表中有个叫奇西（Kish）的王，巴比伦宗教和亚述宗教的文献传说，记载了他骑鹰升天的神话故事，说他想寻找一种“生育草”来建立一个王朝。这个奇西能骑鹰上天，显然是能和上帝沟通的神职人员，他可能是需要得到外力帮助来实现一个帝王梦。这一则传说和印度教有一点相似。古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鸟和蛇崇拜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传说毗湿奴躺在大蛇阿南塔盘绕如床的身上沉睡，在宇宙之海上漂浮，而毗湿奴一旦苏醒，就要开始新的创造，此时，从他肚脐处长出一朵莲花，莲花中又生出大梵天，于是大梵天开始创世，宇宙由此周而复始。在印度教造像中，毗湿奴通常是人间王者的衣冠，肤色青蓝，带有花环，四臂手持法轮、海螺、神杖、莲花，乘骑是鹰头人身的金翅大鹏鸟迦楼罗。毗湿奴手中的法器有时变化，但其中有两只总握着他的标志性器物——法轮和法螺，说明毗湿奴从吠陀时代的太阳神，升格为整顿和维护宇宙秩序的主神，同时也是人间秩序的维护者，是仁慈和善良的化身。鹰和蛇都是这位大神的伴侣。

鸟崇拜在古老的中国更为突出。中国许多典籍中都记载有殷商始祖契是鸟后代的传说，如《史记》：“殷契，母曰简狄……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的母亲简狄吞下鸟卵而怀孕生下商朝的始祖契，不用说，商朝的帝王都遵守了天帝直接下达的这道命令。殷商是中国最早有文字出现的朝代，在中国古文字中，以“鸟”为造字构件或偏旁部首的字，远远超过以其他动物为部首的文字，数量居第一位。传说这些文字的出现和鸟有关。但中国崇拜鸟并非是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开始，早在新石器时代，东方沿海、黄河和淮河下游、长江中下游特别是东南滨海一带都曾流行过鸟图腾崇拜，鸟图腾崇拜构成了中国古代沿海地区历史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从目前考古材料看，最早的鸟纹出现在七千多年前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出土有11件雕刻或堆塑鸟图像的文物，其中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最为典型，反映了河姆渡人的以鸟为中心的审美观念和最高的艺术成就。此外，在中原的仰韶文化遗址以及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有关鸟的图纹均有发现。但表现最多的，当数东夷文化系统。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遗物中，曾发现不少关于鸟的造型和纹样。考古研究发现，红山文化中鸟也是主要的图腾崇拜物。出土的玉鸟多为小型鸟，其中玉猫头鹰在红山文化出土数量最多，最大的达到十几厘米高，姿态各异，有仿真的，也有抽象的，同其他动物的组合也是千变万化。在漫长的岁月里，除了鹰、凤、燕、乌等我们熟悉的鸟崇拜而外，还有大量其他鸟类为各个氏族、部落奉为图腾，当然，发展到后来，以凤凰最为尊贵。

远古时代，无论东南西北到处都有头上插着羽毛的帝王造型，这也是“天命玄鸟”的具体表现。古埃及的法老都自认为是太阳神的化身，古埃及《亡灵书》中对太阳神的形容：“这永生的主，永远的缔造者，插上高扬的羽毛王冠的主人，他的王冠上金玉闪光。头带羽毛的帝王。”地中海古代文明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王宫壁画上，我们看到一个三千多年前头戴长羽毛，身着短裙的年轻英俊的帝王形象。中国早期这类帝王形象很多，最为典型的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神人徽像，这类神像其显著特征是神人头戴大羽冠，这种大羽冠应即是古代的“皇”，戴着大羽冠的神人应即为当时的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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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头戴羽冠的良渚神人，其原型可能是一个全民崇拜的英雄首领，古代皇王，同时他可能身兼巫师或为群巫之长。上古社会的酋长或首领一般由大巫师担任，头上饰羽的古老内涵应该是人与神沟通的一种巫术方式。在中国东北及远东的史前时代，人身装饰羽毛的巫舞就已十分流行。商代殷墟的甲骨卜辞上便有关于这种“羽舞”的记载，而商族的祖先也正是发源于中国东北。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同样也是以羽毛头饰为尊，《后汉书》载，黑水靺鞨人俗编发，缀野猪牙，插雉尾为冠饰。云南晋宁石塞山铜鼓图纹的“竞渡船”，船头饰立有大鸟，船的上方还装饰着蛇纹，划船的人都是头戴长长的羽毛。这种以鸟为尊的意象一直延续到一百年前的清代，清代官员的官帽上还装饰有羽毛，并依羽毛的不同区别其官职的大小。

朝鲜半岛南北也都有头插鸟羽的习俗。韩国大田市出土的青铜锄上还刻有一个以尾羽装饰的人像。日本崇尚鸟图腾的实物出土的更多，有鸟形人画，也有鸟装祭司。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崇拜鸟之风盛行，时至今日，印第安人首领的头部依然用鸟羽做装饰。新西兰岛上的土著毛利人，一直就是以鸟蛇崇拜为中心，毛利人的国王和英勇的武士，千百年来都是以鸟羽作为头部装饰。

鸟与生相关，鸟与死相连。鸟是天帝与人之间的使者。在古埃及，女神赫莎给人以生命。人死后由她引渡到天上。在她送死者进天国时，她总是不忘记带上“死者的鸟形灵魂”。所以我们看到埃及人的墓碑、墓室上常刻有飞鸟，那即表示死者的魂魄。与灵魂鸟匹配的信仰是，埃及人相信轮回转世，法老的木乃伊在丧葬仪式过程中是由船送到尼罗河的西岸安葬，他们相信法老乘着太阳船会顺利地穿过冥界再次回到人间，再次成为鹰神何露斯。

中国典籍中有许多关于灵魂鸟与引魂鸟的传说。灵魂鸟是民间信仰中人死后灵魂所化的鸟。死者灵魂的“鸟化”，就使得殡葬丧仪中有了相应引导灵魂升天或招魂复魄作用的“引魂鸟”的存在。引魂鸟引领亡者的魂灵返祖、升天。中国考古学也充分地印证了文献典籍中灵魂鸟、引魂鸟的存在。引魂鸟的身影在长江流域的吴楚以及西南地区最为盛行，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表现的就是这一主题。帛画下方画一合掌祝祷的女巫，女巫上方有一只凤鸟，这只鸟就是“引魂鸟”，帛画右方绘有一只体形弯曲、尾端呈卷曲状的无角龙（其实就是蛇），女巫脚下绘一“魂舟”，表现女巫乘“魂舟”，在“引魂鸟”引导下，精魂飞入天界的过程。“引魂鸟”的踪迹遍及日本、韩国、东南亚、澳洲等广大地区。日本的出土文物中就有亡灵乘坐在迎魂舟上，由招魂鸟引导着驶向海上神山的绘画。

在古埃及神话中，蛇的能量似乎高过鸟，它来源神秘，与天地同在，能见证古今。金字塔文这样描写蛇：“我出自浩浩巨浸，所汇成之太古洪流。万物万汇之性情，皆禀自我逶迤盘虬。天书之恢恢今古，均由我执笔记录。”蛇神在混沌的深渊中诞生，是万物属性的赋予者。古埃及《亡灵书》预言，当前世界重新轮回到天地未分的混沌之初时，“万物属性的赋予者”的神中他将仍然是至高无上的。神蛇在时间的两头都存在，不仅存在于世界从巨浸中显现之时，而且也存在于现存事物的末日，即世界重新沉没在巨浸之中时。

在人间有秩序的世界中，蛇代表许许多多的事物。埃及人认为蛇特别是眼镜蛇具有强大的力量，把它看作君主的保护神，成为法老王冠上最高权力的徽号。埃及古文献记录眼镜蛇女神瓦杰特是埃及国王死心塌地的保护神，她经常被刻在法老的额头上，埃及学者们称之为“圣蛇”。她的作用是当有谋反者胆敢威胁国王时向他们喷出致命的毒液或火焰。

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认为，蛇是创世之神，其地位显赫。在苏美尔乌尔遗址发现的一块制作于公元前22世纪的泥板上，绘有目前已知最早的一条衔住自己尾巴、身体围成圆环的大蛇。苏美尔人认为这条巨蛇是创世者的仆从。蛇头衔蛇尾的造型，象征着世界万物的周而复始。

笔者深信，远古时代，蛇不仅与创造世界有关而且和创造人类的信仰有关。苏美尔地区出自欧贝德末期（约公元前4000年）的人体塑像，头部多为蛇（或蜥蜴）状，有的有泥丸贴在肩、臂和胸部，出土的几乎都是女性人体像，她们有的抱孩子，有的双手叉腰。只发现一尊男性雕像，这个男性雕像两肩两臂及胸部有许多泥丸，左手还拿着一只小杖，应该与王权有关。研究者们认为头部代表氏族部落的图腾形象，身上的泥丸大概代表氏族内家族数，或部落内氏族数。

我们熟知的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出自《圣经·创世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类得以繁衍和蛇有关。

上帝始造天地耗时七日，在第六日里用泥土按自己的形状捏成个泥人，然后吹了一口仙气于其中，亚当便有了生命，上帝从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又造了一个女人，起名为夏娃。亚当的含义是“人”，夏娃的含义是“生命之母”。他们是中亚和西方人传说中人类的生命之初，是人类原始的父亲和母亲。上帝为亚当和夏娃造了一个人间天堂——伊甸园。那里地上撒满金子、珍珠、红玛瑙，各种树木从地里长出来，开满各种奇花异卉，树上的果子可以作为食物。上帝禁止他们吃两棵树上的果实，一棵是生命之树，另一棵是能辨别善恶的智慧树。在魔鬼的化身——蛇的引诱下，夏娃和亚当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于是有了智慧，知道了善恶与羞耻，人类始祖违背了天条，上帝担心他们再摘生命之树的果子而永远活着，便把他们逐出了伊甸园。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蛇的引诱，亚当和夏娃会终生待在伊甸园，那么这个世界只有神而没有人，蛇应该是人类的功臣。

印度的蛇崇拜表现在宗教信仰中。毗湿奴躺在大蛇阿南塔身上沉睡的故事，是印度宗教中无限循环的最有力的表现之一，这种理念是印度本土宗教传统的基础。因而，印度人将宇宙描绘成一幅由龟、象和蛇组合的图景。巨大的龟伏在水中，背上驮着四只大象，大象擎起大地，一条巨大的蛇用长长的身体环绕着一切，如同世界的守护神。

中国神话中的人类始祖叫伏羲和女娲，是大洪水之后上帝留下的人类种子，他们也是一对同胞兄妹，经历了种种磨合之后成为夫妻，人类都是他们繁衍的后代。中国始祖不是受到蛇的诱惑才学会繁殖，伏羲和女娲本身就是人身蛇尾，与蛇有直接的关系。汉代画像砖中曾多次出现伏羲女娲交尾的图像。伏羲和女娲均为人身蛇尾，而且有的背上生有双翅。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与伏羲女娲有关的图像。图中装饰着代表宇宙的日月星辰，中心画面则是人类始祖伏羲女娲，他们下身以蛇尾螺旋形扭缠相交，表明阴阳交合才能产生人类。在吐鲁番盆地阿斯塔那荒坟野冢里，出土了一千多年前的数十幅麻质或绢质的《伏羲女娲图》，下部蛇身蛇尾紧紧扭缠在一起，周围是浩瀚宇宙，日月运转，星辰环拱。它们钉在每座墓室的顶部，画面朝下，正好呈现在仰面而卧的死者的视野中。这些伏羲女娲创世图，蕴涵着宇宙和生命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是全球科学家孜孜不倦探索的重大问题。迄今所发现的几乎所有最古老的人科物种化石都来自非洲东部，因此现在绝大多数的古人类学家认为，最早的人类起源于非洲，特别是东非大裂谷地区。20世纪80～9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来探讨现代人的起源。一些基因学家就对来自非洲、亚洲、大洋洲和新几内亚等地不同种族的人的DNA类型进行了研究并记录下了这些不同种族的人的DNA的变异情况，考虑到线粒体DNA主要来自于母系，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线粒体DNA可能是从非洲20万年前假设存在的一个黑人妇女那里继承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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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全人类从属于一个本体，人类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真正孤立的人群，他们总是相互交往的。从最早的历史时期开始，互动就开始影响着人类。

这种互动使得世界上古文化有着如此一致的相似性，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远古文化的传播途径。我们知道地球是个水球，海洋占地球表面面积的2/3，陆地仿佛只是海洋中的一些岛屿，海洋明显就是联系全球陆地的一个大通道。比如说，距今六七千年的长江口、黄河口的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有关鸟和蛇崇拜的文物，说明这是一批很早就征服了海洋的民族，有组织的部族迁徙，使得中国延续了世界文明由大河开始的神话。除海洋之外，仔细看世界地图，我们会发现，世界的所有沙漠都是一个彼此相通的整体。大沙漠由非洲开始，从撒哈拉沙漠到叙利亚沙漠、突厥斯坦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的蒙古沙漠戈壁等，如同彼此相连的海水一般。沙漠的边缘是戈壁草原，欧亚大陆上就有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笔者认为，正是这个沙漠、草原大通道将远古时代的鸟蛇文化从非洲带到了大陆上的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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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主是公平的，赋予了人类相同的器官。曾几何时，人种被分成了高低贵贱，民族被视为有好坏优劣。历史上总有一些恃强凌弱、自以为是的所谓文明人种、先进民族想要主宰世界，历史的书写者也往往是处于强势的国家和民族的代言人。当现代考古学被人们所认识、运用，人类才开始重新审视历史文献，发现一些几千年来被视为正统的历史观是扭曲的，而许多被视为怪诞的神话传说却找到了历史依据。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应该从更高的角度重新看待我们的历史了。全球史观启示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史定义，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从而玷污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

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日韩三国各方面的合作，中国政府同时也开始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民族自豪感等政治价值。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及其主权。同样，日本从90年代起对中国的发展也开始警惕，怕有一天中国会比日本强大，使日本变成边域地区。日本媒体宣传“中国威胁论”等舆论，令日本右派为了强化青年的爱国心而开始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并促使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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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韩国更是戒备森严，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中韩两国间在一些问题上也产生较大分歧，如高句丽历史地位问题、经济上的摩擦与竞争、一些重要的传统文化节日的保护与申报的问题，等等。东亚三国各自强调的爱国主义教育，使得中日韩愈接近，冲突愈多。这就是因为对本国主权、对本国独特性及对本国历史的过度重视令这三个国家之间产生隔离，阻碍了它们真正的交流与合作。

中日韩三国应该认识到，它们虽然都是独立的、有充分主权的国家，但有着共同的历史。如果中日韩其中一国决定一项新的国内政策，它必须在决定之前，考虑这个政策会不会影响跟邻国的关系。中日韩三国在历史认识过程中也要纳入邻国的历史认识，而它将来也会变成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不断进步，“地球村”的概念越来越明显，东亚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全球史学家全力推进超越民族国家、超越某一特定地区或某一特定文化的全人类视角的历史分析模式，他们认为应该放眼全球和全人类的历史，而不能对某一种文明的历史怀有特殊的情结，只有这样才能为促进国际理解和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我们认识到，人类的历史只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不可把人类的积极作用无限放大，应当充分认识到人类的出现给地球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物质生活只是衡量人类生活质量高低的一个方面，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社会发展，更不等于人的发展，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只能加速人的灭亡，在人类的整体灭绝危机面前，没有谁能够逃脱。所以，人类整体的携手合作，已经不容任何偏见和狭隘感情阻隔其间，每个个体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置于整体的存在和发展之中去考虑和谋求。因而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东亚各国学者的全球史研究方向显得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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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区域体系的历史演变与东亚共同体的构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孙泓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全世界各地区都在逐渐形成地区间经济文化圈，并向地区的经济共同体过渡，欧洲在这方面是发展最快的，已经形成了欧洲共同体，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阿拉伯国家也都在向这方面发展，形成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文化协作。目前在这方面发展最落后的地区就是东亚地区。

但从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东北亚地区的实际发展来看，建立东亚共同体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一个空想，是脱离东亚发展的现实情况的。而且东亚区域体系的构建，存在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它经历了东亚朝贡册封体制、东亚殖民体制、东亚经济文化圈等几个阶段，最终将发展成为东亚共同体。


一 东亚文化圈的形成

东亚区域体系的历史演变，经历了东亚朝贡册封体制、东亚殖民体制两个阶段，对东亚朝贡册封体制，往往用东亚汉文化圈或东亚文化圈代替，但它们是不同的。

东亚汉文化圈是指古代亚洲东部的中国和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所共同构成的具有一定文化共性的区域，即以汉字为载体表现包含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制度文化和风俗习惯等的中国文化影响所及的东亚地区。古代东亚汉文化圈包括中国以及历史上使用过汉字并受中国的儒学、佛教及政治法律制度等文化所影响的区域，即现在的中国（含香港、澳门和台湾）、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和新加坡等国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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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文化圈是世界各文化圈中历史最悠久的，它在历史上对东亚各国文化、政治、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其他地区文化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过去有些人常把东亚文化圈称为中国文化圈，或称为汉字文化圈。但笔者认为似乎不应这样称呼，东亚文化圈长期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为共性，这是事实。但不应忽略东亚文化圈各国文化还有其个性。东亚文化圈虽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但还包含了东亚其他各国的文化。而且，东亚文化圈在各个时期的范围和概念也各不相同，我们通常所说的汉文化圈或中国文化圈，实际上说的是19世纪初才逐渐出现的，在此之前是称为天朝一体格局或东亚朝贡册封体系。就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确切的称呼仍应以东亚文化圈更为恰当。关于东亚文化圈的地域范围，早就有很多人论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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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看来，大体上学者对东亚文化圈的地域范围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包括中国、朝鲜、越南、日本。仅有个别人提出还应包括蒙古及东南亚与南洋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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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曾撰文提出除一般所说的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外，还应再加上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及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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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正是世界各国普遍形成经济文化圈的时期，世界各个地区基本上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经济文化圈，至今尚未形成的只有东北亚。由于东北亚经济文化圈没有能够形成，也就又影响了东亚经济文化圈的形成，也就更谈不上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其实，东亚经济文化圈的形成，是有历史基础的，它早在两千年前已经形成了东亚朝贡册封体制，其范围和基础基本上和今天的东亚相同。但是后来由于东亚殖民体制的形成而遭到了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为东亚经济文化圈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各种矛盾集中在东北亚，使东北亚的经济文化圈迄今尚未形成，只形成了一个东南亚的经济文化圈（东盟）。要研究今天东亚经济文化圈如何形成和发展成未来东亚的共同体，就应该回顾和了解它的历史基础及渊源。

（一）东亚册封朝贡体制的形成

东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地区之一，早在古代，东亚就已经形成了许多灿烂的文明。东亚文明远远走在世界各地区文明发展之前，东亚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地区。中国的古代文明吸引了中国的周边各族、各国主动来积极学习和吸收中国的先进文明，发展自己国家民族的文明，他们也将自己民族、国家所创造的优秀文明传播到中国。这使东亚在各国、各族文明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的情况下，形成了以中国文明为核心的东亚文明。中国周边各族、各国根据与中国距离的远近、对中国文明的吸收和依赖程度的不同，分别和中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关系。最临近的一些民族，成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而稍远的、接受中国文明较少、保留本民族文明特点较多的民族，则开始创建本民族自己的文明，并建立起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而与中国形成了一种朝贡册封体制，这一体制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已经基本形成了。

这种朝贡体制，是建立在各国经济、文化密切交往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各国已经形成的大体相同的共同文明的基础上的。

因此，这一朝贡体制的第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各国之间经常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及以学习吸收中国先进文明为主的一种一边倒的关系。只要中国始终保持自己文明的先进地位，始终保持对周边国家的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这种体制就始终会存在。当然，这也不排除周边国家民族也会在某些方面将自己的优秀文明传给中国。正是这种以中国为核心的各国的相互吸引，凝结成了东亚朝贡册封体制。

这种东亚朝贡册封体制的第二个基本特点，是周边各国对中国保持一种形式上的朝贡、册封关系，这种关系首先是由中国文明的先进地位所决定的，其次也与中国的文明先进，已经建立起比周边国家远为庞大的国家有关。中国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得中国周边各国主动要求和中国建立经济、文化的交往关系，而中国就沿袭过去贡纳制的旧习，称这些主动的经济文化交往为进贡，并要求各国向他称臣。由于中国是唯一的大国，它曾经肩负帮助其他周边国家、民族建立国家的责任。因此，往往由中国政府按照自己国内已经形成的分封体制，来册封周边国家的首领某种官职，通常是某国国王。这种册封与其说是把周边国家作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一部分，还不如说它是一种对该国政府的承认，因为它并没有因此而建立起真正的管辖统治关系。

这也就涉及东亚朝贡册封体制的第三个基本特点，即这种朝贡、册封基本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臣属，而不体现为真正的臣属。当然这并不排除在个别时期、对个别国家的真正统治。这种关系的基本转变表现在：中国基本上不干涉朝贡国家的内政，不干涉朝贡国家的外交，没有实质性的经济贡纳要求。因此，东北亚朝贡体制基本上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关系，但它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与今天各经济文化圈中不论大国、小国一律平等的关系有所不同，仍保持了一定的不平等关系，这在当时也是必要的。

凡加入这一朝贡体制的国家、民族，基本上都具备这些基本的特点，形成了大体上相同的关系。但是，加入这一体系的各国、各族由于他们距离中国的远近不同，经济、文化的依附程度也各不相同，同时由于他们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力，和中国的朝贡册封关系也只是基本上一致，都仍有各种不同的关系。

朝鲜是在东亚各国中与中国本土最为相近的国家，经济文化最为相似、最为密切的国家，也是实行朝贡册封体制最为规范的国家。朝鲜也是东亚朝贡册封体制中除中国外，文明最为先进的国家。

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悬隔，虽然也和中国建立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吸收了大量的中国文明来帮助自己营造本国的文明，也在相当时期和中国建立过臣属、朝贡、册封等关系。但它对中国的朝贡是时断时续的，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是时多时少。日本文明中既有大量中国文明的影响，也有很多自己所固有的文明。

蒙古地区各族虽在地理上和中国本土极近，但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产生的不同于中国农业文明的游牧文明，使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很多东西无法接纳。同时，也由于他们民族特征的强悍，在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与中国形成了时叛时服的不同关系，甚至一再掠夺中国的人口和财物，并入侵中原，统治中原，成为东亚朝贡体制中的一种特殊的类型。但是由于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的互补关系，蒙古各族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始终成为当时发展的主流。

现今的俄罗斯滨海地区，在历史上也曾经是东亚朝贡体制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他们经济文化的发展长期比较落后，一直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形成自己的文明，他们对中国的朝贡开始得很早，唐宋时期更有了巨大发展，一度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近代才为沙俄所侵占。

因此，实际上东亚朝贡体制中各国的相互关系是各不相同的。但相互之间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是其主流。任何一个国家不论何时，只要它还具备这一基本特点，它就是东亚朝贡体制的一部分。即使当时它并不向某国朝贡，并不接受某国的册封，也并不意味着它已经退出东亚朝贡体制，或东亚朝贡体制已经解体。

（二）东亚殖民体制的形成

但到了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东亚册封朝贡体制被破坏，而代之以资本主义的殖民体制。

殖民体制形成于资本主义初期，是一种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形成的特殊关系。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需要，寻求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市场，并要独占这些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力图征服这些国家并把他们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而资本主义从商品输出过渡为资本输出，为保证资本输出国的利益，更要求对资本输入国加以严格的控制。这种体制是片面对资本主义国家有利的体制，但它在客观上也把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输入到了这些落后的国家，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殖民地国家文化发展的作用。但这种客观作用却是以殖民地国家的被征服、被奴役、被剥削为代价，和本身文明遭到严重破坏、摧残来换取的。

这种殖民体制兴起于15世纪，首先开始形成于美洲、非洲、澳洲，在这些地区推行的殖民制度，几乎灭绝了当地的土人，而殖民者——白人则成为这些土地的新主人。稍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又把自己的魔爪伸向了亚洲，逐步在这些早已经发展起古代文明的国家建立殖民统治。东北亚殖民体制的建立是全世界最晚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距离西欧最远，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早已经建立起了高度发展的文明，要征服这些国家，使这些国家成为殖民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东亚地区首先成为资本主义列强殖民地的是滨海地区，沙俄轻而易举地迫使清政府把这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了它。接着是日本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由于接受资本主义文明，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并充当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东亚建立殖民体系的打手、代理人。在美国等的幕后支持下，日本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了把朝鲜沦为殖民地的过程。同时，经过不断的努力，沙俄终于达到了使蒙古摆脱清朝的统治，成为沙俄实际上的殖民地的目的。但直到20世纪，东亚殖民体系还未最后形成，因为东北亚最大的一个国家——中国，还没有沦为殖民地。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已经实际上为资本主义列强所控制，中国已经成为了半殖民地国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东北首先被日本侵占，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东亚殖民体制的形成过程是东亚地区被殖民化、半殖民化的过程，是东亚人民受沉重奴役、剥削的过程，是东亚文明受西方文明严重冲击、破坏的过程，但也是东亚地区经济、文化资本主义化和现代化的过程。

（三）东亚殖民体制的瓦解

1937年的日本侵华战争试图进一步把中国最终沦为殖民地。华北、华东、华南已经渐次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仅剩下一小块地区，但由于日本企图独占全中国的野心，引起了其他资本主义列强的反对，转而支持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开始觉醒，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日，建立了敌后根据地。最终经过八年抗战，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取得了胜利。东北亚殖民体制不仅没有最终形成，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普遍高涨下，朝鲜、蒙古获得了独立。但同时日本却被美国等国家所控制，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

世界殖民体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世界资本主义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逐步过渡为技术输出的形势下，全面瓦解了。东亚各国纷纷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但资本主义列强不甘心全盘放弃，还企图在经济上、军事上保持一定的控制。因此，二战后的东亚进入了东亚各国为争取独立发展各国经济文化而反对美国等国家控制的斗争，这时日本也由于战败沦为美国控制下的变相的殖民地。因此，日本也参加了这一反殖民体制残余，即反控制的斗争。这一斗争成了二战后至今东北亚矛盾的主要内容。

过去把二战后至今的东北亚说成是“南北对峙”“冷战格局”“大国矛盾”，都没有抓住东北亚关系的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正是东北亚从殖民体制向东北亚经济文化圈过渡的必经之路。正是东北亚各国反对殖民控制、争取独立发展的过程，使东北亚各国逐步发展起了自己的经济文化，日本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强国，韩国步入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也由于改革开放而迅速崛起。在这一前提下，东北亚各国反对残余殖民控制的斗争加强了，东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了，东北亚经济文化圈的形成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

东北亚经济文化圈的形成是世界经济文化圈在最后一个地区的形成，它将标志着世界多极化格局的最后形成，美国独霸世界局面的结束，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二 东亚经济文化圈的逐步建立

东亚朝贡册封体制、东亚殖民体制属于历史问题，而东亚区域体制的现实是东亚经济文化圈的建立，未来是东亚共同体的构建。

东亚经济文化圈是东亚文化圈的复兴和发展，是一个地域性的经济文化圈，是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是未来东亚共同体的初级阶段。它是在二战后殖民体制瓦解的基础上，同一地域的各国各族为促进彼此经济、文化的合作而形成的。目前东南亚各国已形成了东盟，已初步形成了东南亚经济文化圈，东北亚各国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形成真正的东北亚经济文化圈，但历史发展的趋势必然使东北亚各国最后走到一起形成东北亚经济圈，最后东北亚经济文化圈将和东南亚经济文化圈合并为更大的东亚经济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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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经济文化圈虽然在形式上和过去的册封朝贡体制有相近之处，基本上是以相近地域、相近文化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的，但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它是新时代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转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高科技社会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特点：一是无中心或多中心，而且这种中心国家也不具有任何压迫剥削其他国家的权力。二是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笔者认为，未来的东亚经济文化圈就今后经济、文化的发展及互相关系来看，它的地域范围，应包括东南亚文化圈，即东盟、东北亚文化圈。东南亚文化圈即东盟，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10个成员国。观察员国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候选成员国为东帝汶。东盟对话伙伴国是：加拿大、中国、欧盟、日本、俄罗斯、韩国和美国。东盟10+3为中国、日本、韩国，10+6为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东北亚经济文化圈按地理位置的分布，包括俄罗斯联邦的东部地区（萨哈林岛等地）、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地区、日本、韩国、朝鲜以及蒙古。经济文化圈还没有最后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共同体是不可能的。

从近代以来，东亚经济文化圈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走向了衰落和瓦解。但东亚经济文化圈的形成发展是历史规律发展的结果，东亚各国的文化在其相互接触中，必然互相影响，产生共性，继而互相吸引形成一个文化圈，同时又发展形成各国文化的个性，从而互相补充，使形成一个文化圈变为必要。随着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具有共同文化的东亚各国必然会互相靠近、互相支持，最终形成一个文化圈。而东亚各国经济上的互补，更促使东亚各国在经济上互相依存，成为形成东亚经济文化圈的强大推动力。这样，一个新的东亚经济文化正在逐渐形成中，它的核心与基础仍是东亚的传统文化。

今天正在形成中的东亚经济文化圈和历史上的东亚朝贡体制、殖民体制都不同。它是相近地域各国在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不以某一国为真正的中心，随着同一地域的各国为去除殖民文化的影响重建本国文明的需要，而形成的国家的联合，是随着发展各国独立经济，摆脱发达国家对它们的经济控制，而要求相互联合的趋势形成的，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地域共同体。它的范围也比以前有所扩大，增加了东南亚许多国家，这是与古代的不同之处。这是由于晚近以来中国大量移民逐渐在东南亚各国中形成了华人文化，促使各国认同东亚文化圈，并使东亚文化圈增加了新的血液。

东亚经济文化圈应该由东北亚经济文化圈和东南亚经济文化圈汇合而成，东盟已经建立，并在稳步发展中，但由于东北亚经济文化圈还没有形成，所以东亚经济文化圈也还只是一个构想，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就连东北亚经济文化圈的形成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东北亚地区是全世界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在这里存在着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矛盾，东西文化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民族矛盾、国家矛盾和各国各族对历史的不同认识形成的矛盾等，诸多现实的和历史的矛盾错综复杂，在不同程度上干扰着东北亚经济文化圈的形成发展。

但主要问题是美国始终不放弃它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总想要控制日、韩，压制中国和朝鲜的发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东北亚地区经济长期得不到迅速发展的局面。同时，俄罗斯的力量长期侧重于欧洲，没有力量来开发远东地区，也阻碍了东北亚地区经济的开发。再加上蒙古僻处大陆腹地，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就形成了今天东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亚地区要发展就离不了东北亚地区，抛弃东北亚地区或忽视东北亚地区，片面强调向南发展，对东亚地区的总体发展是不利的，对最后形成世界多极格局也是不利的。

但地域经济文化圈的形成是全球化历史趋势的必然结果，当前东北亚各国经济的协作交流是符合东北亚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的，任何矛盾在这根本的共同利益面前都将逐步缓解。中朝韩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一直是东北亚经济文化圈形成的障碍，如何妥善处理各国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包括一些对历史的不同认识成为影响东北亚经济文化圈的首要问题。和平解决历史问题符合各国共同的根本利益，是大势所趋，也是由历史问题的本身性质所决定的，不可能也不应该用其他手段来解决。而且，东北亚经济文化圈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东北亚各国之间再不会有矛盾，但我们相信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会逐步克服。

目前能够延迟东北亚和平协作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朝鲜，一个是日本。朝鲜问题众所周知。日本是历史上的问题，历史上日本侵略过亚洲不少国家，各国记忆犹在，这影响了日本和各国的友好协作。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上的侵略行为不能记在现在的日本人头上。当前的世界形势可能也不必要再发动侵略战争，而当前的经济交往却在现实生活中把各国紧连在一起，所以应该捐弃前嫌，力争中日韩团结。要让日本向德国一样彻底反思历史，认识错误，还需要时间，但应该看到日本近年来对历史反思的进步，我们不应该一直纠结在历史问题上，让历史问题影响到现实的经济文化合作与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东北亚经济文化圈才有可能形成。而且，即将形成的东北亚经济文化圈，只能是逐步实现地域市场的一体化，还不可能实现政治一体化。即便它已经形成，也不可能马上和东南亚经济文化圈汇合成东亚经济文化圈，更不可能立即形成东亚共同体。

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经过若干个过渡阶段。当前东北亚经济文化圈还没有形成，东亚经济文化圈更是遥远，所以暂时还没有形成共同体的条件。


三 东亚共同体的构想

东亚共同体（又称“亚洲共同体”）是与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省所形成的欧洲共同体（及之后的欧盟）类似，在东亚所构想的共同体。这是地理邻近的东亚各国希望通过长期的相互合作和一体化进程而形成的一个紧密整体。它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地区认同的基础上，并非一个排他性的集团，也不针对任何区域外国家。东亚共同体应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基石，通过自由贸易区、经济共同体、货币联盟等形式，由低级到高级，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织、相互联结而成一体的关系状态，并由此进一步发展为安全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还只是一个构想。东亚共同体的范围，如果其成员国是依照东亚峰会成员的话，则其潜在成员包括：中国（包括中国台湾）、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韩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新西兰、文莱。笔者认为还应该包括朝鲜、蒙古及俄罗斯。

经济文化圈的进一步发展，就应该是形成共同体，所以东亚经济文化圈必然要发展成为东亚共同体，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目前世界上形成共同体的地区仅有一个，即欧共体。由于西欧有着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心理认同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区，具备一定的联合基础。而且，西欧两个大陆夙敌法德和解，为欧洲联合奠定了基础，使欧共体的形成成了可能。

1951年，欧洲一体化先驱让·莫内和法国外长舒曼首先提出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即“舒曼计划”），旨在约束德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1952年，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组建了欧洲煤钢共同体，1958年又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5年4月8日，六国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上述三个共同体机构融为一体，统称欧洲共同体。欧共体创始国为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到2007年，欧盟27个成员国是：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爱尔兰、英国、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奥地利、芬兰、瑞典、马耳他、塞浦路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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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共体的宗旨是：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建立不断的、日益密切的、联合的基础，清除分裂欧洲的壁垒，保证各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和就业条件，并通过共同贸易政策促进国际交换。共同切实促进欧洲团结的发展，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欧共体在政治和外交领域进行合作，提出西欧“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口号，建立了欧洲议会和首脑会议的制度化机构——欧洲理事会以及欧洲法院。在内部建设方面，欧共体实行一系列共同政策和措施：①实现关税同盟和共同外贸政策。②实行共同的农业政策。③建立政治合作制度。④基本建成内部统一大市场。⑤建立政治联盟。此外还实行了共同的渔业政策、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建设经济货币联盟等措施。实行统一货币。

欧共体的建立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方向和榜样。

就东亚地区而言，在东亚建立一个贸易共同体的想法已有悠久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开始，日本便产生在东亚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然而这种想法并不成功，因为它主要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的，日本想凭借其庞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建立日元圈和日本的势力范围。然而亚洲一体化的设想并没有随着日本的战败而结束。随着东亚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已经成为东亚地区各国的共同愿望。

对于东亚共同体的建立，目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比较乐观的看法认为东亚共同体即将形成，比较消极的看法认为根本没有形成的可能。笔者认为东亚共同体最终必然形成，但还需要相当的时间，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现试分析如下。

认为东亚共同体即将形成的观点，主要是因为目前东盟发展顺利，前景光明，但这只是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情况，而不是东亚地区的，而且它不包括朝鲜、蒙古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是东亚地区的一部分。要构建东亚共同体就不能不包括这些国家和地区。同时，东盟加入了印度、澳大利亚，就算能够形成共同体，也应该称之为东南亚共同体，而不应该是东亚共同体。

认为东亚共同体根本不可能形成的观点，主要是因为目前东北亚地区矛盾重重，经济发展不平衡，连经济文化圈都还没有形成，更谈不上共同体了。

笔者认为，从东亚各国的发展来看，建立共同体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历史的必然。东亚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形成了共同的经济文化基础和天然的联系纽带，它们之间是密不可分的。虽然目前东亚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东盟发展顺利，前景光明，东北亚地区矛盾重重。但东亚各国，尤其是东北亚各国正在努力协作，共同发展，力争尽早形成东北亚经济文化圈，以便与东盟联合，共同形成东亚共同体。

为此，各国都在积极努力。目前，朝鲜正在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结合自身的特点，进行自身的经济改革。中韩的经济贸易在建交十余年中，迅速增长，一些矛盾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日本也在试图缓和中日、日韩的矛盾，加强经济合作。中俄已经成为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东北与俄罗斯滨海地区在经济上有很多方面的合作。而且，远东地区的资源也是东北亚地区发展的必备条件。蒙古只有在和东北亚各国的合作中才能得到发展，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一个新型的东北亚经济文化圈必然形成，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东北亚共同体。

西欧曾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但西欧各国还是最终走上了形成西欧共同体的道路。因此，虽然在东北亚目前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这都只是暂时的、局部的，最终东北亚同样会走上地区和平协作发展的道路，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笔者认为东北亚经济文化圈在近期能够形成，东亚经济文化圈在21世纪末也应该可以形成，而东亚共同体则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应该是平等互利的、无中心或多中心，在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中，不应将朝鲜、蒙古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摒弃在外，它们在历史上是东亚文化圈的组成部分，在未来也是必不可少的。东亚地区各国在文化上存在着共性，这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这也是未来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与东亚地区的国家在经济文化上都存在着差异，在历史上也不是东亚文化圈的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可以作为观察员身份出现，但不应作为未来东亚共同体的成员国。现在多数人所构想的东亚共同体，实际上应该称之为东南亚共同体更确切些。真正的东亚共同体，应该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两部分，而不仅仅是东南亚地区，在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中，东北亚地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中，中国应该发挥各地区的优势，促进各地区经济文化圈的形成，如华南在东南亚的地位，东北在东北亚的地位等。

总之，东亚共同体必然会形成，但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东亚共同体形成后，将成为今后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地区之一，是今后形成世界形势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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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朝鲜半岛文明圈形成的历史和特点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刘明翰


一

“文明圈”实际是文化联系共同体的概括和简称。“文明圈”的形成，一般都基于地缘条件的邻近、经济关系的相连、政治理念的沟通，特别是文化交流的互动，最关键的则是历史上长期相互磨合、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同山水相连的朝鲜半岛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往来最为频繁和密切。植桑养蚕起源于中国，远超欧亚任何国家，最先得到中国丝绸生产技术的国家便是朝鲜。公元前11世纪，中国殷商衰败时，商末箕子率殷遗民5000人进入朝鲜北部大同江流域，便将养蚕和丝织技术带至朝鲜。“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仪，田蚕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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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朝鲜没有自己的文字，约公元2～3世纪起，朝鲜半岛各地均以中国的汉字为正式的官方文字。朝鲜的古籍，一如中国的古籍。朝鲜半岛的知识界以中国的“五经三史”为日常的普及读物，通行中国文礼，朝鲜人的姓名多为姓一个字、名为二或一个字，与中国相同。生活习俗也与中国大体类似。再如礼俗、节庆，甚至家族亲友关系以及媒妁婚聘、丧葬仪礼等均与中国相仿。对朝鲜的情况，中国隋唐之际的文献记载较多。据记载：“其文字、甲兵略同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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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载：“婚娶之礼略同于华。”又记曰：“其书籍有五经，又表疏并依中华法。”“有文籍，经时月如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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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汉字在朝鲜长期流传，成为正式的官方文字。公元7世纪时，朝鲜学者薛聪以“吏读”方式将汉字经书译为新罗语。朝鲜人民在语文的实践中研究、改进文字打下了基础，经过郑麟趾、成三问等学者的精心研究和创制，终于在李氏朝鲜世宗大王时代（1418～1450年），创造了由28个字母组成的朝鲜文字，即著名的“训名正音”，1443年正式颁布，以后沿用下来。汉字在朝鲜被官方使用，直到1910年朝鲜遭侵略被日本吞并为止。

唐朝与新罗建立外交关系始于公元621年。是年7月，新罗“遣使”入唐，贡方物。唐高祖“亲劳问之”。公元624年，唐高祖派使节赴新罗，册封新罗为“柱国乐浪郡公新罗王”。中国唐朝与朝鲜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甚为密切。新罗于公元668年统一朝鲜后向唐朝贡，唐朝对新罗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支持，军事上给予援助。在唐朝存在的两百余年间，新罗以朝贡、献物、表谢等名义向唐遣使共126次，唐朝以册封、答赉等名义向新罗传去的书籍计有《最胜王经》《道德经》《孝经》等，唐朝同新罗的联系，海路以山东半岛为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山东登州通往朝鲜的大同江口或汉江口，另一条是从山东的石岛经黄海去新罗的西南沿海地区。据记载，新罗在唐朝有大量留学生，公元840年一次返回朝鲜的在华留学生就多达105人。一些新罗留学生在唐应试获官职者先后计有58人之多。在中国江苏、山东沿海的一部分城市，有新罗人的比较集中的居住地，被称为“新罗坊”。

中国同朝鲜文化交流的内容之一是佛教的东传和大量新罗僧人来中国求法。古朝鲜信奉大乘佛教，以禅宗最盛。公元372年，中国前秦苻坚即遣官员送名僧携佛经去朝鲜各地传播佛教经典。赴唐求法的新罗僧人中，成绩突出的计有：圆测、义湘、元晓、慈藏、慧超等人。圆测（613～696年），原是新罗王族子弟。公元627年赴唐求法。先后从唐高僧法常、僧辨，后又从名僧玄奘学习唯识论。他通晓六国语言，曾参加印度僧人携至唐朝的梵本经文的汉译。此外，他还在寺院宣讲佛典，他的主要著作有：《成唯识论疏》《解深密经疏》《仁王般若经疏》《成唯识论别章》《二十唯识疏》《百法论疏》《观所缘论疏》等达18种之多，对朝鲜和中国佛教事业贡献显著，高龄时圆寂于唐。义湘（625～702年），公元650年曾从陆路赴唐求法未达。公元661年又经海路往唐。在至相寺从智严学华严经。公元671年回新罗。他著有：《华严士门看法观》《一乘法界图》《入法界品钞记》《阿弥陀经义记》等。元晓著有《大乘起信论疏》《无量寿经宗要》等。慈藏著有《诸经戒疏》10卷及《观行法》1卷。慧超公元723年赴唐求法，他著的《往五天竺国传》影响甚广。这是他本人在公元8世纪初离开长安后，由水路渡南海，从中印度登陆，巡礼考察了北印度的五国佛教古迹，后由陆路经中亚返抵长安。这部著名的旅行记，对于研究印度和中亚各地的历史、地理、习俗、物产，特别是对研究佛教文化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新罗时期，朝鲜的佛教寺院遍于全国，名僧辈出，著作众多。中国宋朝初年，印出了第一部佛经总集《开宝藏》。不久，中国将其赠送给朝鲜。1011～1082年间，朝鲜以中国的《开宝藏》为蓝本刻印出了第一部朝鲜佛经总集《高丽藏》（大藏经），计有592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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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朝鲜印刷术的著名记载。1101年，朝鲜僧侣义天又把在中国各地搜集的各种佛经“多至四千卷，悉皆刊行”，刻印出《义天续藏》，又称“通《续藏》”。此后，佛经经典的印刷，在朝鲜更加扩大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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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造纸技术，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便随着书籍、纸张大量传入朝鲜的同时，在朝鲜得到传播。据史书记载，晋武帝太康六年二月，朝鲜半岛百济的博士王仁率冶工酿酒人吴服师等赴日本时，曾向日本献上中国《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都是手写在纸本上，后来发展改进出褚皮纸和桑皮纸。朝鲜王氏高丽王朝时，造纸业进一步发展，皮纸成为主要品种，其特点是质地较厚重、强韧而洁白，深得中国士大夫们的喜爱。中国北京故宫中收藏的清朝初年的满文老档及朝鲜致中国皇帝的国书，不论是写在高丽白笺还是五色彩笺上的，均具有上述特点。高丽制的松烟墨甚为驰名，中国宋代著名制墨家潘谷，吸收了高丽制墨的经验，制墨时掺入从高丽进口的“煤”（松烟，制墨原料），因而制出的墨质量高。时人传云：“潘谷之煤人多有之，而人制墨莫有及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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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印刷术影响下，朝鲜的印刷术曾有明显的独创性的发展。12世纪初，朝鲜的王氏高丽王朝在国子监设立了印刷所，大量刻印中国儒家经典、理学、史学以及医学等方面的书籍。1042年，朝鲜已刻印了《两汉书》《唐书》《礼记》，以后又刻印了《礼记正义》《毛诗正义》。从1236年开始，历时16年完成了《大藏经》的第二次雕版印刷。朝鲜人民在11世纪学习中国胶泥活字印刷的基础上，努力创新印刷术。1395年，朝鲜开始使用木活字和锡活字印刷。1403年朝鲜又开始铸造金属活字。1436年，朝鲜铸出铅活字，并开始排印中国史学《通鉴纲目》。朝鲜在印刷术上采用金属活字的时间比德国古登堡要早。

朝鲜的火药和火器的制造技术直接来自中国。中国在元朝时曾赠了一部分火器装备给朝鲜军队。明朝建立后，同朝鲜关系密切。因朝鲜在地理上“北接于虏，南接于倭”，在军事上有牵制建州女真、蒙元势力以及日本国的作用，明朝乃大量供应朝鲜火药和火器，从此朝鲜历史上乃有火器制造的明确记载。朝鲜火药、火器技术的奠基人是崔茂宣（1325～1395年）。1352～1374年间，他任军器监判之职，特别重视制造军用的火器。这时从中国南方来朝鲜的焰硝工匠李元，受到崔茂宣的礼遇和重用，便将中国煮硝合药方法传给朝鲜人。1377年，崔茂宣奏设火桶都监，“煎取火焰硝，且募唐人之来寓，而打造战舰，公（即崔茂宣）又监督”，此后积极制火药等。
 
[7]

 朝鲜还仿照中国明朝军队中的神机营，成立了掌管火器的特种部队。

中国的农业技术和农具如“唐镢”（大型铁锄）、唐箕（飏谷风箱）以及水利灌溉方法，自唐代起传到朝鲜，显著提高了朝鲜的农业生产效率。中国食用的优良稻米及其他农作物品种也多移植到朝鲜半岛。

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对朝鲜影响亦大。新罗仿唐建立教育制度，公元647年，新罗派金春秋赴唐参观国学并听讲。公元682年，新罗亦设国学，讲授中国的五经三史。公元747年，改太学监讲授儒学。高丽的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官学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私学为民间私人所办。公元930年，高丽太祖“辛西京（今平壤）创置学校……聚六部生徒教授”
 
[8]

 。招收贵族子弟入学，以学儒学经典著作为主。公元985年（高丽光宗九年）光宗采纳侨居高丽的中国后周文人双冀的建议，效仿中国设科举制度，迄1390年前只有文科，并无武科。公元992年（高丽成宗十一年）高丽仿中国的学制，创置国子监，作为高丽中央最高学府，教学内容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唐所设六学），以儒学经典为主。1038年高丽将国子监改称为“成均馆”。

朝鲜半岛的天文、气象在中国的影响下，研究成就显著。新罗于公元665年使用唐朝李淳风所创之《麟德历》；公元9世纪后，又及时使用唐朝的新历——《宣明历》。新罗善德女王（632～647年在位）时修建的瞻星台，其质量和研究水平甚高，为世界现存的古老的遗迹之一。高丽忠宣王（1308～1313年执政）时正式启用唐朝的《授时历》。高丽依中国之惯例，沿用一年四季划分为二十四个节气。朝鲜半岛的气象观测，在《三国史记》和《高丽史》中记载甚详，常以诗的形式予以说明。

特别值得较详细指出的是朝鲜医学在中国的影响下发展水平甚高。公元5世纪时，日本天皇患病，新罗医生曾医好日本天皇之病。
 
[9]

 公元692年新罗仿唐设医博士，并讲授中国医书《素问》《本草》《难经》《针经》《明堂经》。
 
[10]

 公元703年，新罗遣金思让为使赴唐学习医学知识。中国北宋时与高丽医学交流甚密。宋医江朝东在高丽行医多年，屡被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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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丽文宗病时，宋神宗曾遣使“王舜封夹医往诊治”
 
[12]

 。1103年，宋医宦牟介、吕丙等四人在高丽行医，并传播医术、“教训医生”。
 
[13]

 1433年，朝鲜以中国医书为经、韩国医书为纬，编成了《乡药集成方》（共85卷，由卢仲礼编）和《医方类聚》（由金礼蒙编，计365卷），都是在中朝双方医学交流的基础上整理、编辑出的重大医学成果。1610年由李朝太医许浚引用中国医书83部、韩国医书3部编撰成《东医宝鉴》23卷。此书与《乡药集成方》《医方类聚》被称为朝鲜医学史上的三大医学名著。

中国明朝时李时珍的不朽名著《本草纲目》传入朝鲜的时间为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备受称赞、广为传播。朝鲜李朝肃宗（1674～1720年在位）年间成书的《老嫁斋燕行录》中就注明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一书，此即由朝鲜使者从中国带回的版本。李朝正宗（1776～1800年在位）年间成书的《本草精华》（两卷），即根据《本草纲目》编写的，附有朝鲜文的“谚字解”，便于读者看懂汉字原文中的发音和语法关系。此书未曾刊出，书写本就流传甚广。朝鲜进士出身的医生李景华著的《广济秘籍》（4卷）在引用的书目中专门列举了《本草纲目》。朝鲜医官康命吉编撰、于1799年成书的《济众新编》（共8卷，其中1～7卷论述人体各器官疾病的症状和医方，第8卷专讲各种药物的效能）多处引用《本草纲目》，在朝鲜多次再版并传入中国，1817年由北京经国堂翻印，1851年由秋水书屋再版，直到1983年，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以中医研究院珍藏的朝鲜原刻本影印出版，此书受到中国医学界的高度重视。1799年朝鲜著名学者丁若镛著述的《麻通会科》中，引用了几十种中国医学著作，其中也包括《本草纲目》。19世纪初朝鲜医生洪得周将《本草纲目》中的附方编成《一贯纲目》（共50卷），其中将《本草纲目》所载一万余种药方按主治疾病分类，为朝鲜各地医生临床之用。

中国同朝鲜的艺术交流亦很密切。新罗的音乐、美术深受唐朝影响。新罗著名画家金忠义，曾赴唐求艺，任唐少府监，管理王宫工艺品，画艺高超。隋唐时中国也流行高丽音乐。高丽画家李宁在中国宋朝时来华带来绘画作品，宋人赞誉他为妙手。中国音乐在宋时传入朝鲜亦广为流行。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高丽曾多次请求中国宋朝赠予《大晟雅乐》、“燕乐”，宋朝满足其要求，“派乐工前往传授，并带去乐谱”
 
[14]

 。宋时将大晟乐赠给高丽王廷作为雅乐，用于祭祀和大型朝会时演奏。据韩国《高丽史》记载宋词传入高丽计74首，许多高丽艺人演唱宋词成风。

中国明朝杰出的科学家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名闻中外，18世纪时传入朝鲜。在朝鲜学者中最早介绍《天工开物》的是著名实学派思想家朴趾源（1737～1805）。他在正宗四年（1780年）曾随同使节来华访问，同中国士大夫交往甚多，返朝后用汉文写出代表作《热河日记》（1783年），共26卷，记载了他自鸭绿江至承德避暑山庄旅行时的见闻，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有“实学全书”之称，此书介绍了《天工开物》。

中国与朝鲜半岛唇齿相依，中朝人民在长期友好往来中交流了经济和文化成果，历史意义深远。


二

在东亚文明圈中，朝鲜半岛是对中国儒学研究较多、受影响较大的地区，中国儒学对朝鲜民间的心理结构和道德规范的影响也很深。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与朝鲜的历史发展关系重大。

早在中国的战国末年或秦汉之初，中国文化已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古代的朝鲜最先通用汉字，据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的记载，百济学者王仁去日本献《论语》的时间是公元285年。中国唐朝时，新罗“遣子弟入唐，请入国学”，后又派使节赴唐聆听唐之国学
 
[15]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公元682年在首都庆州，将儒学奉为国学，定《论语》《孝经》为必修科目。公元747年，新罗设诸业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入学，历时9年，学习和领会儒学著作。公元788年，借鉴中国唐朝的科举制，新罗设读书三品科，将教育同科举相结合，规定“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新罗以通晓儒学经典多寡分为上、中、下三等，而依此任之为高低不等之官职。依读书三个品科选任官吏，打破了朝鲜历来以“骨品制”（血统）任用官吏的传统制度。在新罗，儒家之敬天、修德、尊贤、正名等政治思想和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社会思想，逐渐确立。此后极大地促进了朝鲜境内儒家思想的传播。

公元765年、863年、879年时，新罗任职的三代国王均到国学亲自听讲儒学经典，说明其对儒学的重视。8世纪末至9世纪，新罗许多贵族子弟赴唐留学，多成为名儒，主要有：强首、薛聪、金大问、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公元918年，朝鲜半岛中王氏高丽建国，直至1392年权臣李成桂驱逐国王，建立李朝，高丽王朝共存世474年。高丽国王长期笃信佛教。迄13世纪末，高丽衰落，佛教渐失统治地位。部分统治者和文人从中国元朝引入朱子理学。集贤殿大学士安垧于1290年赴元，在大都见到新刊的《朱子全书》，经研读后，认为朱子学乃孔圣儒学正脉，乃手抄《朱子全书》、并描摹朱熹画像，崇拜备至。安垧归国后，遂在太学讲授朱熹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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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儒学的三纲五常。“横经受业者动以数百计”
 
[17]

 。1298年，高丽的安垧弟子白颐正赴元，在元居10年之久，认真研读朱子理学，回国时携大量朱子理学书籍。高丽朝末期和李朝初，是朝鲜朱子学的初创期，早期传播人除安垧、白颐正外，还有禹倬、朴溥、李齐贤等。禹倬“通经史，尤深于易学卜筮无不中。程传初来，东方无能知者，倬乃闭门月余参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学始行”
 
[18]

 。继而的代表人物则是高丽的李穑、郑梦周和李朝的郑道传、权近等。

李穑赴元求学时应试登进士第。他回朝鲜后官至成均馆大司成。李在成均馆讲授朱子学，培养了众多著名的朱子学者，他鼓吹三纲五常，反对豪强，但提倡温和改良，维护封建伦理。郑梦周对朱子《四书集注》加以注疏，传播和实践朱子学的义理精神，亦任过成均馆的大司成等高等文职。

在朝鲜半岛，儒学影响深广，长期成为治国之道。儒学中以朱子学为主。李朝前期朱子理学进入发展和顶峰时期。郑道传既是高丽末期的高官，又是李朝的开国元勋。他的排佛思想集中表现在《佛氏杂辩》和《心气理篇》中。郑氏反对佛教的“定数轮回说”，批判佛家的“因果报应说”，批驳佛教的“假、幻”说，主张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实在性，反对佛教的“天堂、地狱”说。郑道传对李朝将儒学奉为国教有重大贡献。1367年时，郑道传是李穑主持的成均馆中的学官，“时经书至东方者，唯朱子集注耳。（郑）梦周讲说发越，超出人意……及得胡炳文之《四术通》，无不吻合，诸儒尤加叹服。（李）穑称之曰：梦周论理，横说竖说，无非当理，推为东方理学之祖”
 
[19]

 。权近是李朝初期的另一位著名的朱子学学者。他致力于对朱子理论的探究和发展。权近的代表作是《入学·图说》和《礼记浅见录》，提出“理先气后”论和“天人合一”论。提倡儒家的王道政治。
 
[20]

 李氏朝鲜（1392～1910年）长过500多年的统治期间，在成均馆文庙中配享的十八贤人中，有十四名是朝鲜时代的儒者。

朝鲜在16世纪后半期，朱子学的发展达到顶峰，名儒辈出，最著名的儒家大学者是李滉（号退溪）和李珥（号粟谷）。朱子理学长期成为公私学校教学的主要内容和社会价值观的中心。

李滉（1501～1570）曾任李朝高级文职。《朱子学节要》《论四端七情书辨》《圣学十图》等为其代表作。他是朝鲜朱子学集大成者，建立起有特色的理学体系，全国兴建书院577所，培养了许多名儒。李滉对朱子学的发展集中在四个方面：①关于理气关系，主张理具有“体用”二重性，到处可见，无所不至；②在方法论上，提出分合论，主张“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相结合；③在知行关系上，不同意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出知行“互为先后”“相互轻重”的观点；④心性论方面，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辩证关系。李滉被誉为“海东朱子”，在朝鲜的儒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21]



李珥（1536～1584）对朝鲜朱子学的发展亦有重要贡献。李珥自得文科状元后，一直在朝为官，他反对李滉的“理先气后”论，主张把理气二者调和起来，“理”与“气”同时是形成世界的本源；还提出“太极则阴阳”的二元论，将太极与阴阳置于同等位置。李珥重诚，认为“君子之学，诚笃而已”（《圣学辑要》）。他提倡独立思考、改革时弊的批判自主精神。李珥强调实事、实效、实功，也关注西学著作中介绍的西方传教士。他同李滉学说见解不同，因而在朝鲜形成两个不同的学派，并互有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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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末，李滉、李珥逝世后，随着李朝封建统治后期社会各种矛盾的加剧，朱子学说渐衰，17世纪初实学的影响日益扩大。

在朝鲜，郑道传、赵竣以及李珥均可被称为具有实学观点的早期思想家，其后，实学思想家的代表人物，有柳磻溪（1622～1673）、星湖的李瀷（1681～1763），后者曾被称为朝鲜的顾炎武。再后则有朴趾源（1737～1805）及丁若镛（号茶山，1762～1836）等。

丁若镛的孔子观最为典型。他毕生最尊敬的人，只有中国的孔子一人。丁若镛29岁时在回答国王的问题时奏道：“臣闻，物莫灵于人，人莫尊于圣，圣莫盛于孔子。”

丁若镛在所作的《述旨》一诗中，还写道：

万喙争鸣，唯孔不谬，

唯孔是依，谅余无咎。

诗中的“万喙争鸣”与“百家争鸣”是相同的意思。他认为世界上许多学派和主张，各说各的理，基本上都是唯我独尊，互相辩难。他主张唯有孔子无缺点，依靠孔子是消除一切错误的唯一方法。

丁若镛的诗《稽类》中还有如下诗句，现简摘如下：

易象之诂，说卦存焉。

玩辞察理，于斯宜专。

夫岂有误，夫子攸告。

……

恭维鲁叟，诒我柯则。

丁若镛认为《周易》的核心是以《说卦传》为基础的“爻变”，但后世学者并不知“爻变”的法则。《十翼》本是战国时孔子后学所撰，但丁若镛认为《十翼》及“爻变”的法则均属孔子所作，说明丁若镛对孔子的绝对尊崇。

丁若镛特别喜欢《礼记》中的《檀弓》上下篇，并将它作为孔子的微言。丁若镛写道：

《檀弓》于《礼记》诸篇之中，其义理特精，其文词特美，余故最悦之。古礼繁缛，不能无浮文，而《檀弓》所言，概从简约，与《论语》所记孔子诸言相合，真孔子之微言也。

丁若镛在《为盘山丁修士赠言》中把孔子学说的精髓概括为：“孔子之道，孝弟而已。……孔子之道，修己治人而已。”丁若镛毕生推崇赞颂孔子的精神是朝鲜儒学名家的一个典型代表，他认为：孔子实是李滉、李珥的祖师，中国程朱也仅是孔学门徒中伟大学者而已。丁若镛是朝鲜实学的集大成者。他撰写了大量著作，最主要的是《与犹堂全书》（500余卷），对后世朝鲜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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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封建时代的亚洲存在着三大文明圈，即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西亚文明圈，以印度教、佛教及相应的梵文和巴利文经典基本上作为共同经典的南亚文明圈，以汉文化特别是以儒学为中心、以儒学经典为共同经典的东亚文明圈。东亚文明圈在历史上是以中华文明为核心，包括了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三国的文明共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朝鲜半岛、日、越同中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或一衣带水、或土壤相接，“地缘”关系密切，有着广泛而密切、持久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东亚文明圈从中国历史看，大体上在隋唐时期开始形成，宋元以后深化，明朝进一步发展。东亚各国在积极吸收中华文明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共同缔造，形成了历史上相对稳定、有共同特点的东亚文明圈。

中国与朝鲜半岛文明圈构成的要素和特点是：汉字、儒学、中国化的佛教、中国的典章制度、科技和习俗。六个要素中最早、最重要的是汉字。汉字的传入，改变了各地无文字的状态，成为各地早期通用的文字。汉字作为载体、重要的先导，使各地之间展开了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使儒学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朝鲜也接受了传入的中国化的大乘佛教，引进了中国的典章制度以及各种科技和习俗。

汉语方言的文字大致在中国春秋时期从黄河流域传播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确定了“书同文”，两汉、三国和两晋时期在中国非汉语的民族和邻国间进一步传播。中国周边邻国中，汉字式字母的创造，早的始于唐宋，晚的则在中国元明之际。汉字传播路线一条是向南，秦置桂林和象郡后，越南逐渐长期沿用汉字；另一条向东，自商末箕子将汉字带入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后，此后，高句丽、百济、新罗均以汉字为官方文字长达一千七百多年。公元3～4世纪，汉字经朝鲜传至日本，日本将其作为正式文字之一延续到室町时代，长达一千两百多年。日本学者曾指出：不能忽视的是，“中国文化长期以来浸润着日本”，“促使日本的发达，是因为长期凭借中国文化的感化，适时成立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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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时，日本皇亲贵族的名字陆续汉化，天皇一词也借用自汉语，大化改新后仿中国制定年号。自公元713年起，许多地名亦仿中国改成两个字。

在中国汉字传播的过程中，《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逐渐成为朝鲜历朝的教学用书。中国自春秋战国孔子等人办学以来，早已形成的教育体系和有效的教学方法也被东亚诸国引进和沿用。他们在习用汉字的同时，也把儒学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儒学的孔孟思想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相传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因朝鲜半岛北部同中国的燕、齐、鲁、邹孔孟故乡等地的陆地相连或一衣带水，彼此的交通和文化往来，早已开始。中国的儒学在朝鲜三国时代，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并逐渐成为当时政治、学识和习俗的基本内容。高句丽早在公元372年，便在中央建立了儒学的最高学府——太学，以传授儒学的《五经》《三史》为主要内容。

在朝鲜半岛，新罗统一后，在封建中央集权化过程中，统治阶级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主张君、臣、民的封建身份固定化，朝鲜赞扬儒家思想的《安民歌》甚为流行。9世纪时，在朝鲜亦仿行中国的科举制度。王氏高丽和李氏朝鲜时期，科举已成为朝鲜成熟的考试制度。

总的说来，在中国的盛唐时期，中国的儒学、佛教祭典和典章制度以及文化教育体系在东亚广为流行，甚至唐乐、歌舞等艺术形式在朝鲜的宫廷礼仪、佛教祭典和群众节庆中都是演奏和表演助兴不可或缺的内容。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如宗教信仰、官吏和百姓的穿戴、日常食用的粮食和使用筷子、饮茶的习惯，以及春节、端午、仲秋等节庆日的规定习俗等，在朝鲜半岛各地都广泛传播和成为共同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因此，公元7～9世纪中国隋唐之际，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明圈已开始形成。

具有丰富内涵的中朝文明圈形成后，在9～15世纪是进一步发展的阶段。这段时期中华文明，特别是四大发明对朝鲜历朝的贡献特别突出。王氏高丽和李氏朝鲜初期文明圈有进一步发展。而16世纪末由于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和西方殖民势力对朝鲜的冲击和侵入，以致中朝文明圈出现明显变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制日益内缩和复杂化，各国本身的历史发展亦呈现多样性。

15世纪前中朝文明圈形成和发展时期，中国的汉字、儒学、佛教、典章制度、科技和习俗等要素同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与作用十分明显。尤其是中国的儒学文化包括思想、政治、伦理、学术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对朝鲜影响巨大，但亦有些特点。

首先，在东亚中朝文明圈中，先后涌现众多声名卓著的杰出人物。应指出不论是日本或朝鲜来唐的留学生和留学僧，其中多数人回国后影响巨大，亦有不少人学成后长期留在中国发挥作用和青史留名，如新罗的名儒崔致远在唐不仅身中进士而且任过淮南节度使的高级幕僚。有“海东孔子”之誉的新罗高僧慈藏返国后，为朝鲜创立佛教各禅宗和文化事业贡献极伟。许多名儒和高僧不受国别的限制，在各地充分发挥才能。

其次，朝鲜各朝在接受中华文明的儒学和佛教时，虽然是兼收并蓄，广为传播，但各个王朝情况互异。新罗时期的朝鲜在大力提倡儒学思想的同时，佛教亦极为盛行，广建寺院、名僧辈出，诸多禅宗教派林立。因王氏高丽时期历代国王笃信佛教，许多王子出家为僧，是佛教高于儒学的极盛时期。13世纪末，高丽渐衰，而中国传入的朱子理学，在李朝得到空前发展，佛教受到批判。迄17世纪后，朝鲜的实学兴起并得到发展。

再次，中朝文明圈是中国儒学、朝鲜儒学中的共同性和整体性的结合，具有道德主体性、和合性与忧患性的特点。

道德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尊重人的主体自觉的价值，并对人的本性加以探索，彰显“自立意识”“自强意识”和“群体意识”。

和合性是儒学的又一共性。中国儒学中的尚和观与和合人文精神，长期成为中朝甚至东亚各国、各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共性和人际关系的“共生意识”及价值取向。

忧患性是儒学的又一共同特点。中国儒学的道德性根源是忧患意识，儒学思想是基于危机感的民族同甘共苦意识发展起来的。忧患意识既是价值观，又是广大人民的凝聚剂。实际上，儒学思想对中国和朝鲜的社会结构、伦德、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有广泛的影响。

最后，中朝文明圈既有基本的思想体系，亦同时存在着互异的文明多样性。一方面朝鲜对中华文明曾予以接受和模仿，另一方面朝鲜的文明也对中国有所影响和促进。

中国同朝鲜半岛历朝之间不同处亦甚多。仅举政治上的相异处，如朝鲜历代国王从未称帝；王氏高丽时虽仿行科举制，然只有文科无武科，直到李朝时才文武两科并重等。

探讨文明圈的共同性并深入比较其不同的特点，是史学领域很有意义的工作，应进一步广泛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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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东传与朝鲜儒学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刘丹忱

东亚在地理上一边铺展着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另一边耸立着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历史上与人类其他文明相对隔离以及比较温和的气候和风土，使东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在该地区出现的文字制度，连同其道德观念，政治模式，社会形态，艺术倾向，文字形式及历史记载，这一切使东亚文化形成人类文明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分支。”
 
[1]



回顾东北亚的历史，从文化的同一性来看，共同的文化遗产——“东北亚文化”是存在的。
 
[2]

 形成于公元7～9世纪的东亚儒学文化圈在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东亚的炮火声而逐渐解体；但20世纪中期之后，又随着东亚各国经济的次第发展，被再次提出，重建辉煌。这表明，在东亚经济迅速发展之际，东亚各国再次面对共同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问题时，人们不仅要看到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活力，而且也要看到一个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整体的东亚。

面对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潮流，我们应思考东北亚在精神文化方面的联结，如何在提高和创新的基础上获得修复和重建。并为东北亚区域的合作提供足够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进而以其特有的精神资源贡献于全人类的和平事业，成为重大的课题。也许我们正站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的十字路口上，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回顾东北亚文化交流良性互动、共同繁荣的历史，特别是作为起点的儒学东传朝鲜半岛的历史及其文化影响显得十分必要。


一

以中国为中心，它和东方毗邻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在天然地形上，三者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经济和文化团体。这件事现在固然毋庸赘言。然而，这个东亚文明如何兴起？文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而波及这个团体的个体？发生年代又是如何？

中国与朝鲜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大约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和比干、微子并称“殷末三仁”的箕子，率商殷族人约5000人远徙至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建立了箕侯国，作为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之一。他施政于民，且教以田蚕礼仪。箕子的事迹是有史可证的历史，中国早期的史书《尚书大传》《史记》等书，以及朝鲜的古籍《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上都有记载。

作为儒学载体的汉字，具有远不同于拼音文字的表意性。这决定了汉字能够承担文字与思想的双重角色，即所谓“文者道之器”。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对于汉字与汉文化圈关系的概括颇中肯綮，他认为，“所谓汉文化圈，实际就是汉字的区域”，“这一文化区域所表现出的内聚力一直十分强大，并有其鲜明的特点。它不同于印度教、伊斯兰教各国，内聚力来自宗教的力量；它又不同于拉丁语系或盎格鲁—撒克逊语系各国，由共同的母语系生出各国的民族语言，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通用于四邻的汉字”，“汉文化圈的同一即‘汉字’（符号）的同一”。
 
[3]

 汉字东传首先传至朝鲜半岛，商末箕子率殷遗民进入大同江流域，已经开始将汉字带入了该地区。

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随着汉人的大量移居朝鲜半岛，汉字、汉文就逐渐成为半岛居民的文化载体。古代朝鲜民族只有语言但无文字，所以汉字的传入，在朝鲜民族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贡献。这种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凭借汉字记录下了三国珍贵的历史，另一方面是依据汉字中承载着的儒学思想创造了朝鲜文字（李朝世宗大王时期，1419～1450年），具体说“训民正音”的结构原理与儒家经典《周易》具有深远的关系。

三国时代，高句丽从建国初期就开始使用汉字，但究竟从何时开始，无确切的文献记载。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自建国初期就利用汉字撰修本国史籍，名曰《留记》（一百卷）。公元375年，百济于近肖古王三十年命博士高兴用汉文撰写百济国史，名为《书记》。新罗的汉字使用，是通过百济而学得的。公元545年，新罗的真兴王命居柒夫等人用汉字撰写新罗国史。

朝鲜半岛用汉字进行教育大致始于公元2～3世纪，高句丽、百济、新罗无一不是以汉字为官方文字。直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为止，汉字作为朝鲜的正式文字时间长达1780年。


二

儒学传入朝鲜半岛甚早，但准确的时间尚不能确定。应当说随着汉字、汉文的传入，儒学思想也传入古朝鲜，并对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学东传的起始时间，韩国学者倾向于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例如韩国的学者柳承国认为：“与燕昭王同时的古朝鲜社会已习得中国儒学思想，并活用于解决国际间之难题。由此可见孔孟思想于公元前4世纪左右，已经在韩国社会起了机能性的作用。”
 
[4]

 又如金忠烈认为：“将中国儒教之传来时期，换言之，儒教普及韩半岛的渊源视为公元前4世纪前。”
 
[5]

 再如李丙焘认为：“在中国春秋战国时……北朝鲜地与燕、齐、鲁、邹相连陆，又只隔一衣带水。彼此之交通往来与夫彼土文物之波及于此，应自早昔始。大同江以北，曾为燕秦所属。鲁、邹即孔孟出生之地，儒教思想及其文化影响于朝鲜之一部社会，可以想象也。但惜无文献可征。”
 
[6]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置了“汉四郡”，客观上促进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密切交往，对古朝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当然也对传播儒家典籍和儒学思想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三国时期，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记》载，公元372年（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高句丽在中央“立太学，教育子弟”，成为三国儒学教育的开端。“太学”的教育内容和制度皆仿中国，以讲授儒家经典的经学、史学、文学为主，宗旨是培养精通儒学的人才。太学中也已有类似西汉五经博士的“博士”制度。在“太学”的受教育者基本上是贵族子弟，他们经过儒学的教育，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的管理者。与贵族子弟上“太学”不同，庶民子弟上私立学校——“扃堂”。《旧唐书·东夷列传》中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扃堂的教育内容为经学、史学、文学。庶民子弟在扃堂中边学习儒家经典，边练习武艺。扃堂成为庶民下户习文练武的私立大学。由扃堂培养出来的庶民子弟既具有儒家的伦理思想，又有保护国家的武艺。不仅如此，高句丽还于公元640年（高句丽荣留王二十三年），“遣王子弟入唐，请入国学”，直接到唐朝学习儒学。

三国时期有文字记载的儒学教育机构，除高句丽之外还有新罗。《三国史记·新罗本记》载，公元682年（神文王二年），“六月，立国学，置卿一人，又置工匠府监一人，彩典监一人”。新罗人思想中的儒家思想很浓厚，如国号“新罗”就与儒学有关：“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

百济虽然找不到像高句丽和新罗那样的建立儒学教育机构的记录，但《梁书·诸夷列传》“百济条”记载有：“百济遣使臣往梁，献百济物产，并请求《涅盘经》义及《毛诗》博士，另亦邀工匠、画家，王首诺。”这里的《毛诗》博士即指专研儒学五经中的诗经博士。

东亚儒学文化圈之所以能够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三国中的百济儒学。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和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第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古事记》都对儒学由百济东传入日本做了记载。《日本书纪》载：“应神天皇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日本，为太子菟道稚郎子师，教以典籍，使无不通者。”《古事记》中也有类似记载，并说王仁带来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按照《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相当于公元285年。韩国学者认为应神天皇十六年应为4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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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日本学者也持类似观点。也有韩国学者认为日本应神天皇和仁德天皇之世应为百济近肖古王（346～375年在位）以及近仇首王（375～384年）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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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上述学者的判断，儒家典籍和思想大约是在4世纪末、5世纪初由百济东传日本的。不论具体时间如何，儒学能够传入日本，应当归功于百济的“五经博士”们。其后百济又派五经博士段扬尔、高安茂、王柳贵等先后东渡。正是他们的频繁往来，才使得儒风在日本不断吹拂，对早期日本儒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

新罗统一三国后，继续大力提倡和传播儒学。公元747年（新罗景德王六年）置诸业博士、助教，招收15～30岁的贵族子弟学习和研究儒学经典，学制9年。

公元788年（新罗元圣王四年），新罗仿唐朝的科举制，设读书三品科，将教育同科举相结合，规定“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新罗以通晓儒学经典多寡分为上、中、下三等，而依此任之为高低不等之官职。依读书三个品科选任官吏，是朝鲜半岛科举制度的萌芽，从而打破了朝鲜历来以“骨品制”（血统）任用官吏的传统制度，这极大地促进了朝鲜境内儒家思想的传播。

8世纪末至9世纪初，许多新罗贵族子弟到唐朝留学，多成为名儒学者，主要有：强首、薛聪、金大问、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考中唐朝宾贡科的达50余人，学者崔致远的著作《桂苑笔耕》流传至今。新罗大量吸收盛唐文化，文物昌盛，故被《旧唐书·新罗传》称为“君子之国”。

新罗的历代国王多醉心中国文化。武烈王、文武王等，被唐玄宗赐新罗王诗，有“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的赞美之句。公元765年、863年、879年时，新罗惠恭王、景文王、宪康王三代国王均到国学亲自听讲儒学经典之讲学，表明对儒学的重视。儒学思想还被广泛地应用于内政外交，新罗君臣讨论国事，常以经传为指引，如金庚信劝国王伐百济，国王初恐小大不敌，不许，后庚信引经义加以解释，国王便欣然同意。《三国史记》卷四十一《金庚信传》：

庚信知民可用，告大王曰：今观民心，可以有事，请伐百济以报大梁州之役。王曰：以小触大，危将奈何？对曰：兵之胜否，不在大小，顾其人心何如耳。故纣有亿兆人，离心离德，不如周家十乱，同心同德。今吾人一意可与同死生，彼百济者不足畏也。王乃许之。

高丽时期，实行儒、佛兼容的政策，对儒学仍非常尊崇。公元922年，高丽王朝在国子监建造文庙，尊孔子为“文宣王”，加谥“玄圣”“至圣”“大成”。文宗则称孔子为“百王之师”，还从中国引进大量儒家经典。高丽朝500年间，太学课程仍以儒家经典为主，并定期举行祭孔活动，民间私人讲学之风很盛。
 
[9]

 1127年，仁宗“绍诸州立学，以广教道”，并恢复以儒学为科目的科举制度，使儒学再度与仕途结合。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高丽出现了“四民之业，以儒为贵，故其国以不知书为耻”的局面。

统一新罗和高丽时代，尽管是佛教的鼎盛时期，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伦理道德方面，儒学始终起主导作用。儒学逐渐融化到朝鲜文化的血脉之中，并成为其文化的主流。《高丽史》太祖二十六年四月条载，高丽开国太祖王建，死前命人笔记之“训要”，即曾勉其孙治国应取镜经史，其训要之十云：

有国有家，儆戒无虞，博观经史，鉴古戒今。周公大圣，《无逸》一篇，进戒成王，宜当图揭，出入观省。

所以高丽历代国王无不热心经筵。《仁宗世家》：

五年（1127年）三月癸丑，命政堂文学金富佾讲《书》洪范。甲寅，御麒麟阁，命承宣郑沆讲《书》说命、周官。

《高宗世家》：

十四年（1227年）八月辛亥，太子坐宝文阁，始讲《孝经》。

由于国王多熟读儒家经典，所以常引经义自勉、勉人。《仁宗世家》：

九年（1131年）六月，制曰：《传》曰：国之将兴也，视民如子，将亡也，视民如草芥，故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去冬营宫，三道伐木，民死于役者颇众，宜发官粟，赙其妻子。

迄13世纪末，高丽呈现衰落之势，佛教渐失统治地位。一些文人为挽救国家，从中国元朝引入朱子学，安珦被称为传授朱子学的始祖。1290年（高丽忠烈王十五年）集贤殿大学士安珦赴元，在元都燕京“始得新刊朱子说，潜心笃学，知其为孔孟正脉，遂手录其书，又写其真假而归”（《晦轩年谱》）。安珦归国后，遂在太学讲授朱熹理学，目的在于推行儒学的三纲五常，使其占据意识形态。1298年（高丽忠烈王二十三年），高丽的白颐正赴元，在元居达10年之久，认真研读朱子理学，回国时携大量朱子理学书籍。高丽朝末期和李朝初，是朝鲜朱子学的初创期，早期传播人除安珦、白颐正外，还有禹倬、权溥、李齐贤等。


三

李朝建立后，儒学特别是朱子学被定为王朝的正统思想，并在封建国家的庇护下得到迅速发展。李朝500年间，儒家思想在社会思想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李世祖时，规定立世子仪式为穿儒服入太学行谒圣礼，自此成为定制，这无异于宣誓世子为孔子的弟子，异日执政自当遵守师教。李朝历代君臣讨论政事，都是以经义为最高准则。儒家思想在李朝得到空前的繁荣和普及。因此，不少学者称李代王朝为“儒教王朝”。

在教育方面，李朝由中央将原国学易名成均馆，为最高教育机构。成均馆下设五部学堂，全国府、牧、郡、县无不设立乡校。官学之外，各地又有无数书堂。子弟如科举及第，取得生员、进士称号，便进入成均馆；这一系列学校开设的课程，内容都离不开四书、五经。为了保证儒学的统治地位，李朝不仅兴办儒学教育以养士，而且还以儒学为准取士。儒经是文武两科考试的共同科目，诸生以学习儒经为进身之计，李朝给科举及第者以极大的荣耀。

李朝以儒学思想来改造和稳定整个社会，特别注重用儒家伦理和礼仪进行礼俗教育。李成桂即位为太祖之初，即颁发教令，以十二事晓谕军民，其中之一便是褒奖忠孝节义，教曰：“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关系风俗，在所奖劝。令所在官司，询访申阅，优加擢用，旌表门闾。”（《太祖实录》）1409年（李朝太宗九年）立于京畿道京城府崇三洞经学院的文庙碑，便集中反映了孔子思想、儒家伦理在李氏朝鲜的影响。碑文云：“圣莫如夫子，师莫如夫子。大而国学以至术序皆有夫子庙。夫子巍然当坐，门人弟子列配左右，历代群贤从享两庑。天子以下，北面跪拜，礼视师生……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夫子也，于是有三老五更之礼，于是有成均造士之法，学校之制始如大备，而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大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经，皆由此出。夫子道益尊于万世，夫子之泽益流于无穷。如天地之不覆载，如日月之无不照临。……”

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经过几代朝鲜学者的传播、理解、消化，儒学已完全融入了朝鲜的文化，并深刻地影响着朝鲜的社会和生活。儒学同朝鲜固有的传统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并培养出大批颇具影响的儒学大家。朝鲜朱子学初创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高丽时期的李穑、郑梦周和李朝的郑道传、权近。

郑道传在创立朝鲜朱子学方面有重大贡献。一方面表现在他对朱子理学的研究、发展和推广方面。他从朱子“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的观点出发，认为“理”是“天地之先”的精神实体，是派生万物，甚至是派生“气”和“心”的根据的本源。另一方面，郑道传在排斥和批判佛教方面超越前人。郑氏的排佛思想集中体现在《佛氏杂辩》和《心气理篇》，郑氏反对佛教的“定数轮回说”，批判佛家的“因果报应说”，批驳佛教的“假、幻”说，主张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实在性，反对佛教的“天堂地狱”说。着重从哲理的教义方面对佛教进行批判。郑道传排佛弘儒从理论上批判佛教的说教，在实践上以朱子学取代佛教的统治地位。其后，李朝将儒学奉为国教，朱子理学在思想意识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作为李朝开国功臣的郑道传有重大的贡献。

权近，亦是高丽末、李朝初的著名朱子学学者，与郑道传并誉为李朝初期朱子学的双璧。权近更致力于朱子学理论的探究和发展，其代表作是《入学·图说》和《礼记浅见录》。因此，就朱子学的理论研究方面，权近优于郑道传。可以说，权近是李朝初期朱子学的思想代表。《入学·图说》为性理学入门指导书，图释朱子学之要义。权近把“天人合一”的思想运用于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观，为李朝的封建秩序创建理论根据，并强调国王应遵循理学，施行儒家的王道政治。应指出的是，权近的《入学·图说》是朝鲜最早的儒学图说书，为朝鲜儒学图说之鼻祖，其影响巨大而深远。权近在《入学·图说》中，首次提到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与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的关系。他认为四端由“理”和“性”所发，纯善无恶；七情由“气”和“心”而成，有善有恶。权近是在朝鲜儒学史上最早提出四端、七情与“理”和“气”关系的人，从而导致其后出现朝鲜儒学史上亘数百年的“四七论辩”，这场论辩在朝鲜儒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朝鲜在16世纪后半期，朱子学的发展到达顶峰，名儒辈出，最著名的儒学大学者是李滉（号退溪）和李珥（号粟谷）。朱子理学长期成为公私学校教学的主要内容和社会价值观的中心。

李滉（1501～1570）曾任李朝高级文职，后辞官回乡，著书立说。有代表作《朱子学节要》《论四端七情书辨》《圣学十图》等。他是朝鲜朱子学集大成者，建立起有特色的理学体系。他还致力于儒学教育，培养了许多名儒。李滉对朱子学的发展集中在四个方面：①关于理气关系，主张理具有“体用”二重性，到处可见，无所不至；②在方法论上，提出分合论，主张“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相结合；③在知行关系上，不同意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出知行“互为先后”“相互轻重”的观点；④心性论方面，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辩证关系。李滉批判继承了朝鲜朱子学先驱的思想，克服了朱子理学中的内在矛盾并解决了尚未解决的问题，建立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使朝鲜朱子学的发展到达顶峰。李滉被誉为“海东朱子”，在朝鲜的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李珥（1536～1584）对朝鲜朱子学的发展亦有重要贡献。李珥少年即为神童，早年学问就有大成。自得文科状元后，李珥一直在朝为官，但当时党争纷纭，他终不得志，郁郁去世，终年仅49岁。李珥在朱子学的理论与实践上，具有与朱熹、李滉等先儒不同的许多特点，其核心是他的批判自主精神。他反对李滉的“理先气后”论，主张把理气二者调和起来，“理”与“气”同时形成世界的本源；还提出“太极则阴阳”的二元论，将太极与阴阳置于同等位置。他提倡独立思考、改革时弊的批判自主精神，强调实事、实效、实功，他反对“不思义理而只信师说”的读经主义学风，提倡独立思考的“自得其味”的自主学风，从而形成自己的朱子学思想。在16世纪“破邪显正”独尊儒学的时期，敢于对朱熹、李滉等儒学先辈的观点进行批评与修正，是难能可贵的。“四端”与“七情”的来源问题为中心的学术论争，使李珥与李滉形成两个不同的学派，从而导致其后长达300年的论争，史称“四七论辩”。

与中国的程朱理学相较，朝鲜朱子学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注重心性论的研究。宋明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有：宋明理学内部长期争论的问题是“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歧。朝鲜的朱子学，既讲天道，又讲人性，但讲人性多。例如，郑之云作、李滉修改的《天命图》与周敦颐的《太极图》相比，增加了“四端”“七情”的内容。朝鲜朱子学内部长期争论的“人物性同异”论、“四端”“七情”之辨，都是围绕人性展开的。李滉和李珥对朱子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理气解释心性上。

第二，激烈的争论和尖锐的斗争。朱子学的传入与传播，与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统朱子学派内部围绕“人物性”同异、“四端”“七情”、礼讼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分裂为许多派别，形成政治上的斗争。至于正统朱子学派对所谓的“异端”的政治迫害更为厉害，阳明学在朝鲜只能作为家学秘密流传。古汉学家受到的迫害更为残酷。

第三，排斥佛教。程朱理学作为儒学的组成部分，从总体上与佛教是对立的。但它在形成过程中，融合并吸取了道家的宇宙形成说和佛家的思辨内容。朱子学传入朝鲜时，就用来反对高丽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佛教。因此对佛教的批判采取了积极而主动的姿态。朱子学者郑道传，写《佛氏杂辨》二十条，从理论上全面批判了佛教思想。他认为：“轮回说”“反不如农夫之生利也”，人的贫富、贵贱、寿夭都是“阴阳五行之所为”。这种全面集中地批判佛教理论，在东方哲学史上是少见的。朝鲜朱子学大家李滉、李珥，也一贯坚持排佛扬儒的立场。

16世纪末，李滉、李珥逝世后，随着李朝封建统治后期社会各种矛盾的加剧，朱子学说渐衰，17世纪初实学的影响扩大。在朝鲜，郑道传、赵竣以及李珥均可称为具有实学观点的早期思想家。其后，实学思想家的代表人物，有实学思想的先驱李晬光、提出系统改革主张的柳馨远、奠定实学理论基础的李瀷（曾被称为朝鲜的顾炎武），还有实学思想集大成的丁若镛等。朝鲜实学的特点是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反对朱子学的空理空谈；具有开放性，注重实用学问研究，对西方科学知识也表现出兴趣；民族意识强，实学者忧国忧民，力主改革，富国强兵。实学者反对程朱，但对孔子都极尊崇，其除弊立新的主张的理论依据出自儒学经典，理想社会也是恢复尧舜禹时代的状况。丁若镛撰写《与犹堂全书》，达500多卷，其中一半以上是解释儒学经典的书籍。


四

中国是东亚文化的故乡，中国文化是历史上“东亚文化圈”的原生结构。主要在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影响下，“东亚文化圈”孕育于公元4、5世纪，形成于8世纪。正式形成时的“东亚文化圈”以唐朝中国为中心，其范围包括今天的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故史学家亦称其为“东亚唐文化圈”。历史上东亚文化圈内各国以汉字为通用文字，佛教为固定宗教，儒学为共同政治理念，政治体制上高度中央集权。因此，东亚文化圈也被称为“汉字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
 
[10]

 由华夏文明的播散而出现的东亚文化圈，实际上是一个有层次、分先后的时空结构：中国本土文明是主干，朝鲜、越南文化为其两翼，日本文化在其边缘，而东南亚华人社会则成为它伸向外部的触须。

作为东方儒家文化圈的原理特质，可以举出以儒教、佛教、道教为主，包括伊斯兰教、拜火教等众多的宗教共存于文化圈内的现象。将这种特质与十字军东征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皆欲置对方于死地的历史，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内部有关教义分歧的毫不妥协的抗争史作一比较，其特质便不言自明了。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儒学东传对朝鲜半岛的文化影响，旨在进而探讨传统的东亚价值观以及东亚意识。法国著名学者汪德迈先生1978年完成的《新汉文化圈》一书中提出，从文化上看，一种与西方相媲美的文明将伴随着新汉文化圈的出现而屹立于世，它将在经济、科学技术等成就上与西方鼎足而立，但所依据的价值体系、社会意识、世界观念则独具特点。
 
[11]

 他所说的新汉文化圈，就是本文所论述的“东亚文化圈”，这样一个新文化圈的出现，是正在崛起的东亚中许多人所向往的。

而形成这样一个“新汉文化圈”的“共同价值观”的关键和难点，就是要立足当代，面向未来，在“存异”的同时，增强“求同”方面的努力。作为博大精深的传统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儒学肯定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这就需要取其精华，把继承和创新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之适应当代东亚发展的需要，形成具有共同性的“当代的东亚价值观”。

儒家文化不仅在促进东亚地区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对东亚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首先，儒家文化成为增进东亚区域认同和区域意识的一个重要方式或途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强调儒家文化和价值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随着经济增长东亚人自信心的增强。儒家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对东亚许多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共同弘扬儒家文化，明显有助于东亚达成一种价值体系的认同乃至心灵上的皈依感，从而使东亚区域意识“成为一种与历史传统展开的、指向一致的、具有文化深层和共同心理素质基础的地域观念”
 
[12]

 。

具有悠久历史的东亚儒家文化圈提倡“东亚意识”，其目的旨在追求平等的、正义的、合理的价值标准，旨在思索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发扬东亚的理念和价值，如何以东亚地区传统中富于融合安定的因素，启迪世界，推动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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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亚实现真正和解的文化思考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胡令远


一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急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合作也不断得到强化，形成推动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不断变化和人类历史前行的强劲两翼。

而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明显滞后及其原因给予了强烈的关注。虽然近年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意识及相伴而来的实际行动有所增强和增加，但总体上看还主要靠东盟的拉动。何以会形成如此的局面？

首先，从外在的因素看，似乎还残留着冷战时代的影子，即虽然意识形态已经明显弱化，但朝鲜半岛南北依然处于分裂和对立状态，在外交关系上朝鲜与日本的战争状态亦未改变；与此相关联的日美、美韩之间的军事同盟也依然存在，而朝鲜与作为前苏联主体的俄罗斯及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关系密切。近年围绕“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其间博弈过程的一波三折，可以说极具象征意义。除此之外，近年日美军事同盟的强化对台海问题的影响，也增加了中日间的不信任感。

其次，近年中国的快速发展，给近代以来，特别是战后的东亚格局带来深刻影响。日本独领风骚的时代已经结束，中日两强并立的局面形成，作为亚洲四小龙、经济上取得不凡成就的韩国则力图扮演东亚的平衡角色。均衡只是暂时的，不平衡则是事物发展的常态。随着综合实力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天平越来越向中国倾斜，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都对近代以前千百年来东亚曾长期存在的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制的“重现”，怀有自觉的或下意识的抵抗心理。这也可以解释目前东亚的区域合作主要由东盟为主要平台的现象，主导权背后可以看到传统的合纵策略的影子。

另外，从精神和感情层面，不难发现除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外，由于中日韩三国特殊的地缘和历史关系，相互之间存在甚深的历史恩怨，特别是近代以来所发生的不幸。其中，虽然在政府层面，中日、韩日之间对于60多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的性质以及日本的认识和态度，已经达成了共识，也对战后日本所走的和平发展的道路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但由于战争和殖民统治的残酷性，特别是部分日本政客否定那场战争的性质的言行，使积怨甚深的那段历史所带来的精神、感情伤害并未能完全化解，而以各种方式在双边关系中表现出来。中日之间、韩日之间关系的几度恶化，与此都有很深的关联。而中韩建交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总体说来是顺利的。韩国的产品在中国也很受欢迎，以电视剧为代表的韩国文化在中国也非常有人气。但随着交流交往的深入，近年似乎有一种以前所不曾有过的“暗潮”时隐时现。它主要并不是表现在政治或经济方面，而是反映在文化、精神、感情方面，并多少带有一种情绪化色彩，其间甚至也夹杂着一些历史恩怨，给两国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综合以上诸种因素，再加上一些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的争端等，从主客观两方面决定了东亚自主性区域合作的道路不可能是一条平坦之路。而实现东亚民族间真正的和解，无疑是构建合作、和谐东亚的基础和前提。因而，怎样才能实现东亚的真正和解，是大家所普遍关心的课题。就此，我拟从文化的角度做一些解读，并就教于方家。


二

中日韩三国之间，不仅仅是一般国际关系意义上的政治、经济的“利益”或“利害”关系，如前所述，还有着特殊的“历史情结”。通过文化、心灵的交流达成相互理解，对于实现东亚的真正和解是不可或缺的。而战后、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中日邦交恢复的70年代初的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说对此深有启鉴意义。

综观战后的中日文化交流，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战后至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的这一时期。这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指以日本田中角荣内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72年所签订的《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由于战后的1945年中国随即发生国共两党间的内战，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由于战争的关系中绝之后的真正恢复和接续，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实现的。换言之，战后中日之间文化交流的所谓第一阶段是在50年代至70年代初的20余年间次第展开的，我将之称为“中绝之后的恢复和接续期”。

这一阶段的文化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即它显现出战后中日文化交流的基本性格，对于怎样实现东亚的真正和解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其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数端。

（一）文化交流所激活的“历史记忆”以及“现状”，转生为强烈的“融冰剂”

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中，中国和日本的所谓“同文同种”被特别强调。尤其是中日间2000年以上的文化渊源，唤起了人们美好的“历史记忆”，由此所产生的两个民族间的文化上的“连带感”，对于化解那场刚刚过去的悲惨的战争所造成的民族感情的坚冰，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这样的一种情形，又可区分成三个层面。首先对于中日古代——举凡文字、文学、书法、戏剧、宗教等，特别是留存的文物所体现的中日间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的东西，都被赋予具有亲和力和唤起曾经的文化共同体等特别的意义。譬如日本著名学者盐谷温先生于1957年写给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一首诗中说：“仓颉造书先正名，许君解字辨形声。中华学艺渊源远，日域词章传统明。同种同文寻旧谊，共存共立缔新盟。愿倾东海洗兵甲，要为兆民开太平。”
 
[1]

 这首诗不仅强调了中日文化的同源性，还蕴含了对现实的中日关系的美好期待。在人物方面，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文化界曾发起规模盛大的鉴真大师圆寂一千二百年纪念活动。对于鉴真大师于中日文化交流所作的杰出贡献给予极高评价，从而也唤起了人们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这一佳话的思慕之情。特别是当时对于中日关系的未来抱有强烈使命感的日本知识阶层，鉴真的求道及百折不挠的践行精神，具有特殊的昭示和激励意义。

第二个层面在于中日当代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当时还健在的一些代表性文化人，更具有亲切感。譬如鲁迅与藤野严九郎先生之间令人感动的师生情谊，曾在这一时期被改编成戏剧上演，并受到欢迎。再如欧阳予倩战前曾留学日本，并在日本尝试过新剧的演出。当他作为中国京剧团副团长协助梅兰芳团长访日演出时，正如日本著名戏剧评论家木下顺二所说，了解欧阳予倩这一经历的日本人，油然而生出一种亲切感和更多的期待感。留学和寓居日本多年的文化名人郭沫若，20世纪50年代率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日时，更是引起了轰动。千叶的旧邻为劫后重生、再度相逢而纷纷流下热泪；九州大学的师生为郭沫若重访母校而热烈欢迎，为的是能亲身感受这位老校友所带来的深切的友谊和亲耳聆听其对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见解。其他再如日本人民在我国著名音乐家聂耳溺海身亡的地方创建了纪念设施，多次举办纪念活动。所有这些举措，因为相关人物或故去未久，或活生生就在身边，所以较之古代的文化交流活动及相关人物，显得更加亲切，可触可感。

第三则为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活动中，普通民众成为重要的参与和被表现的对象。无论是与大型商品展览会相关的文化交流活动，还是诸如中国红十字会的访日，以及中国诸多文艺团体的访日演出，广大的日本民众都积极参与，成为其中的主力军，也使当时的文化交流具有了深厚和广泛的基础，影响也就非常大。同时，以工农兵为主人公的中国的电影、小说、戏剧等流传到日本，表现日本普通工人、农民生活和命运的文艺作品也传播到中国，使中国人民也更深切地了解到日本大众的真实生活和感情。

无论是久远的古代的文化渊源，还是当代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你往我来，造就了像鲁迅、郭沫若这样的文化巨人的交流活动，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并非沙龙形式而是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等诸多层面所形成的“合力”，无疑使由于长期的血腥战争所造成的民族隔阂、民族感情的坚冰得到很大程度的化解。

（二）文化交流及其目的的道义感

多数日本的文化人，包括普通的日本民众，出于对刚过去不久的侵略战争的内疚和反省，觉得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其中包括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帮助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作为对中国人民的道义补偿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故而在当时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充满一种让中国人感动的强烈的道义感。

这一类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譬如针对岸信介内阁肆意破坏中日关系的行径，日本文艺界发起成立了“日中文化关系恳谈会”，对于其宗旨，当时的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青野季吉先生在发表的《感想》中说：“我们的努力，即使是一个人，只要能使更多的国民理解中国，只要能使他们自觉意识到曾经作为侵略者的我们日本人对于六亿中国人所负有的道德义务，我认为这就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
 
[2]

 而一直以研究日本人的精神史而著称，并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活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的龟井胜一郎先生的见解，可以说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非常深沉和深刻。他是由日本当代史上著名的“安保斗争”的目的说起的。他指出：“反对安保的动机虽然因人而异，但反对者的多数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中国和日本恢复友好的希望，会因为这一军事同盟而蒙受致命打击——人们对此深感忧虑。不仅如此，还有对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所造成的难以计数的损害发自内心的反省和悔悟。我想至少我本人是把这作为根本的。念及此，战败后日本外交的第一目标，无论如何都应该首先是恢复两国的友好，这对于我们肯定、支持过去的侵略战争的所有日本人，必须作为悔改的标识。作为日本人，如果能够立足于新的道义的立场，除了致力于这一友好的恢复，我认为并无其它选择。”龟井先生除了强调以反省侵略战争为出发点，日本人对中国应取的“道义的立场”，也即具体化为反对“安保”、致力于两国传统的友好关系的恢复；同时，还深刻地揭示了其在精神层面的艰难性。他接着指出：“对于我们文化界的作用来说，还有更深的问题。明知以后的日本知识阶级的大部分，都视吸收欧洲文化为第一要义，在那里倾注了所有的知性能量。为了日本的现代化，这也许是不得不为之的。但这一过程伴随着对亚洲的所有国家的不理智、无关心乃至轻视的情形，是我想重视的。历史地看，我会想到日本对于自己长期蒙受文化恩惠、无此便难以言所谓日本文化的中国伟大的文化遗产、对其历史、对于中国人民，是极端冷淡的。明治以后知识阶级的这一态度根本改变之前，真的友好是不可能的吧。”
 
[3]

 而龟井先生在致力于日本精神史研究的同时，也把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甚至在生命垂危时仍念念在此，都是出于前述“道义感”。可以说这代表了当时日本一大批知识人的良知。

而在中国方面，在文化交流活动中，一直强调那段不幸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而对日本在战后未能得到真正的独立和民主表示深切同情；同时，也认为对他们争取独立和民主的正义斗争给予坚定不移的支持，也是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20世纪50年代，以李德全为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的访日、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访日，是两次规模盛大、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两位团长回国后所写的总结报告中，都详尽介绍了他们秉持上述理念，使日本国民深受感动，也是访问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三）实现政治诉求的文化交流的自觉意识

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那就是它非常明确的、强烈的政治诉求。具体来说，就是以文化交流来推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尽快和最终实现为最主要的政治目标。所以其间有所谓“乒乓外交”“兰花外交”等说法。

这样的有意识地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借以对特殊时期的两国的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产生积极效果——可以说这也是战后中日文化关系的基本性格或曰特征。

（四）文化交流的韧性

在当时的日本，由民间推动的文化交流常常受到打压。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特别在岸信介、佐藤荣作内阁时期，两国在商贸等几乎所有领域的交往断绝的情况下，文化交流却被顽强地坚持下来，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正如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先生所指出的：“作为我们目的的两国文化交流的舞台，确信将会日益扩大……但由于国交正常化以前的这样恶劣的条件，实困难多多。而只有努力，才是两国今后关系的出发点。”
 
[4]

 正是由于两国持之以恒的文化交流，不仅于化解民族感情多有力焉，而且通过长期的渐进积累，最终水到渠成，达成两国邦交的恢复。因而，多年之后，在20世纪初中日关系处于严峻的冰冻期时，中日有识之士依然尝试以加强文化交流的方式来打破僵局。

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之所以具备以上特点，虽然与当时特殊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也与中日之间传统的历史文化关系紧密相连。这样的一种情形，可以说明在国际关系中，虽然人们一般总是以政治、经济、文化这样的排序以见其主次之分；虽然我们也不不赞成文化决定论，但相对于政治、经济的易变性，文化的作用却具有恒常性和超越性，也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文化上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国家之间，文化的要素更有着特别的功用。这对于实现东亚民族的真正和解，也提供了可供思考的路径。

第二个阶段，是指1972～1990年代前后，即邦交正常化至冷战结束。我将之称为“平稳发展期”。这一阶段的中日文化交流除了传统领域和做法外，还显现出由重功利转为重学术的特点。另外还集中在对日本将国际化作为第三次文化开国的解读上。总起来说，平稳中有所深化。这对于深入理解对方，特别是对一些新的文化要素或文化现象给以关注和解读，无疑也构成实现东亚民族真正和解的津梁。

第三个阶段，即冷战结束至现在，可以说步入了“新的探索期”。其重点转为探索如何建构东亚区域合作的文化思想基础。遗憾的是，作为其前提，如果没有找到东亚民族实现真正和解的途径，讨论并试图构建上述区域合作的文化基础将是十分困难的。


三

另一方面，如本文开头所言，由于特殊的地理和文化渊源，中日韩三国之间存在很深的历史恩怨。对于如何化解其中主要的一些消极因素，在此我想做一些文化解读的尝试。

首先，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的“道德诉求”与“利益诉求”。

东亚三国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我认为主要并不是一种外交上的“利益诉求”，更不是所谓一张外交上的“牌”，而是一种“道德诉求”。而且这种道德诉求，与其说是基于现代国际关系的法理，不如将其理解为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植根于儒家文化的“道德诉求”。所以其特征之一，是表现出某种“执著性”。而它与儒家的“恕道”，也并不是相悖的。

其次，是关于中日韩三国的民族“悲情主义”。

自近代西力东渐乃至战后，中日韩三国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历史“悲情主义”，并伴之以“受害者”的民族心理。此种心理，增加了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对中国和韩国的态度与行为的理解的困难性和复杂性。同时，中国和韩国的民众对于作为“加害者”的日本何以也有“受害者”——这里并非指受本国的军国主义之害，而是相当复杂的心理。具体来说是遭受原子弹袭击所产生的心理后遗症，另外是指近代以来与西方的关系中的不平等感，包括“东京审判”。如何正确对待这种民族悲情主义，不使其成为阻碍东亚民族实现真正和解的负面要素，是我们直面的一个重要课题。

最后，关于“爱国主义教育”。

在日本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即中国共产党为了强调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因而一直以来过度地进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给中日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因为这很容易触发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另外，战后的日本人对战前和战中以皇国史观为基础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欺骗性及其给日本带来的巨大灾难记忆犹新，大多对其抱有强烈的反感，这也增添了日本人对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复杂心理。

实际上，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把它归咎于某个政党的党略，是失之于简单的；而它与作为侵略工具的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不言而喻更有本质的区别。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日韩三国间的很多问题，包括一些重大问题，不仅仅只是通过外交、政治、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的。必须对对方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深入研究，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才能促进相互理解，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四

实际上，通过文化交流寻求化解之途，作为三国有识之士的共识，已经次第展开，并取得了很大成效。譬如中日韩共同编纂、出版教科书，中日两国政府也启动了共同研究历史的项目，2009年可望发表作为阶段性成果的报告书，大家对此有很大的期待。除此之外，在民间层面。譬如日本“国际友好协会”（IFA）在中日和日韩间已经连续三年实施了以“历史教育交流”为主题的合作项目，为三个国家的学者就历史认识等问题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2008年，笔者也受邀参加了这一项目，感到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在2006年和2007年两个年度这一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鸟海靖先生都提出了“为促进国际历史相互理解的建议”，共四条。其中第二条为“除了政治、外交、战争等领域，同时关注文化、生活等‘历史的人性侧面’”；而作为第三条，鸟海先生特别强调了“民间交流的必要性”。从中日文化交流的实践来看，笔者认为这都是非常中肯的意见。

此外，在三国高层之间，包括最高领导人近年也非常注意亲自以实际行动推动文化、感情方面的交流。譬如2007年中日两国总理互访时所体现出的“文化之旅”的精神，特别是福田首相访华时的“曲阜之行”，更是破天荒地开创了中日关系史上日本现任最高行政首长亲自到孔子故乡“朝圣”的先例，是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历史性事件。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时，除了到文化名城奈良与鉴真大师相关的唐招提寺参观外，还抽出大量时间、最大限度地直接与日本的普通民众接触。李明博总理访问中国时，特地到汶川地震灾区进行慰问。这一切或者都可以称为“心灵之旅”，增进了国民之间的情感，促进了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对于化解矛盾、达成心灵和感情上的东亚民族之间的真正和解，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编《日中文化交流》第6号，1957年2月1日。


 [2]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编《日中文化交流》第23号，1958年10月1日。


 [3]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编《日中文化交流》第23号，1958年10月1日。


 [4]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编《日中文化交流》第12号，1957年10月1日。


东北亚文化认同的构建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蔡建

受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潮流的影响，区域经济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代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区域合作与经济一体化除了得益于各方对经济利益的共同追求，也同样得益于区域内部共同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认同，比如，欧洲一体化就脱胎于“欧洲文明的同一性”
 
[1]

 ，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等区域组织的形成也同样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其历史文化与思维理念的接近和对成员个性的相互认同。与世界范围内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不同，东北亚区域一体化却是步履蹒跚，这既反映了该地区国家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也反映了该地区缺乏深层次的文化认同。要推进该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就必须加强该区域文化认同的构建，打造该地区合作的文化基础，以文化认同来促进区域合作。


一 认同与文化认同

一般而言，认同就是指对共同或相同的东西进行确认，“是能够产生动机和行为倾向的有意识行为体的一种属性”
 
[2]

 。因此，认同总是存在于人与人、人与群体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中。作为一种关系，认同必然包括认同者和被认同者，必然是双向和互动的。但认同虽然包含双方，却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认同双方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确定“同”或“异”的，来对自我身份进行寻找和确认的，其目的在于使自我的身份趋向中心。
 
[3]

 认同从类型上来分，有种族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以及文化认同等多种类型，但核心是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就是指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对共同文化的确认，它是“指民族、国家、区域范围内成员对其文化的理解、接受和实践的文化心态，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
 
[4]

 。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它体现着区域成员的共同利益，并在心理上、情感上形成对区域共同体的归属感、依赖感，由此而焕发出牢固的内聚力。同其他认同形式一样，文化认同的主题是自我的身份以及身份正当性的问题。不同之处则在于，文化认同的指标不是人们的自然属性或生理特征，而是人们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由于这两种属性都是后天的和可变的，因此文化认同也具有可变性，也就是说文化认同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选择的，即选择特定的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这些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都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所以，文化认同的核心就是价值认同和价值观认同。


二 东北亚地区文化认同的缺失

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以儒家学说为中心、融合释家和道家学说而形成的华夏文明，先后传入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地，这些国家依照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哲学观念来理解、诠释、接受、改造华夏文明，建构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和哲学，但儒家文化是其核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东亚文明圈。东亚文明形成早期的这种交流和合作，在其后得到了延续。当明朝时期性理学、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后，分别被朝鲜李朝和日本德川幕府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加以吸收。这种融合与创造，使东北亚文化呈现出一种内涵相同、形态多样的景观。但17世纪明清易代后，朝鲜和日本视清朝为蛮夷，认为华夏文明已然失落，从此，东北亚三国在文化上开始分道扬镳，那个建立在汉唐文化基础上的“东亚共同体”渐渐崩溃。
 
[5]

 19世纪西方列强侵入东亚后，中朝逐渐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实施“脱亚入欧”政策，开始向西方学习，并最终加入了西方行列反过来对其近邻中国和朝鲜展开了侵略，从此，东北亚各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历史隔断进一步妨碍了东北亚各国的文化认同。冷战时代，东北亚各国处于长期隔绝和意识形态对立之中，尽管冷战后东北亚地区形势走向缓和，国家间互谅互让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形成和发展，但是东北亚各国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仍然严重妨碍着东北亚各国的文化认同。除此之外，近年来在东北亚地区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也妨碍了东北亚各国的文化认同。东北亚地区的文化认同的缺失正与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举步维艰形成了对应关系，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史是相辅相成的。


三 建构东北亚地区文化认同的必要性

首先，构建东北亚地区文化认同是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客观要求。

众所周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区域一体化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突出现象，但是这种一体化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却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况。欧洲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北美的一体化也在快速发展，然而，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却迟迟得不到发展。在区域一体化方面，东亚明显分为两部分：东南亚地区的一体化程度较高，而东北亚地区的各国虽然有亲疏不同的往来，但还谈不上什么一体化。然而，从各种角度来说，东北亚地区的一体化都具有更高的价值和意义。东北亚地域辽阔，大国多，经济实力强。中国和俄罗斯是世界性的大国，日本和韩国是世界上发达的国家，相对而言，只有蒙古和朝鲜经济上弱一些。东北亚国家的GDP总和是东盟十国GDP的十多倍，东北亚地区若实现了一体化，将与西欧、北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可左右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东亚地区跨文化认同的形成对于东亚地区合作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正如欧洲认同是推动欧洲一体化成功的强大动力，东亚地区跨文化认同也将有助于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深入。

其次，构建东北亚文化认同有助于增加东亚各国间的互信，消除“安全困境”，维护亚洲的和平。
 
[6]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亚不少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积怨和猜疑，相互之间缺少信任，各种矛盾比较复杂。该地区各国之间普遍存在着领土和资源争端问题，此外，近年来，贩毒、走私、非法移民、恐怖主义、国际经济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东亚地区也越来越猖獗。解决这些矛盾的手段当然有很多，但是，构建文化认同，增加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加深地区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从而推动地区合作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既有利于化解矛盾和消除冲突，还可促进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维护东亚地区、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再次，可以指引东亚各国寻求共同利益，促进地区合作并最终提高东北亚地区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东北亚地区文化认同的构建和形成能够使东北亚国家间产生认同感，并为地区合作提供共同的价值尺度和标准，在环境、难民、能源、跨国犯罪、人权等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有利于相关制度的建立和相关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利于地区整体的利益，促进地区合作的发展。


四 建构东北亚地区文化认同的有利因素

如前所述，文化认同的指标不是人们的自然属性或生理特征，而是人们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由于这两种属性都是后天的和可变的，因此文化认同也具有可变性，是一个动态的、进化的、学习的过程，正如温特所言，“在合作过程中，国家可以建构集体认同”
 
[7]

 。因此，历史上曾经形成过的文化认同仍然是现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

从历史上来看，虽然目前东北亚地区并不存在强烈的文化认同，但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东北亚价值”依然存在，仍然构成了现今东北亚地区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
 
[8]

 所谓的“东北亚价值”是指东北亚地区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以及建立在这种文化传统之上的对价值进行判断的基本观点，即东北亚各国在历史时代由于相互学习与交往而形成的，并且被各国所认同的文化价值。
 
[9]

 东北亚的三个重要国家中、日、韩的主体文化在历史上同出一源，日本和韩国都承袭了中华儒学（包括中国的佛家、道家）文化思想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与原生文化和地域环境结合衍生了自身的民族文化个性。因此，中、日、韩三国文化也同样具有宏观主流整合性中的“同”，即同根源、同基础，那些共同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以及相似的民俗习惯等，诸如“以人为本”的道德取向，对整体价值的认同，提倡“和合”精神以及“中庸”与“和谐”，春节、中秋节、盂兰盆节等都是构建新时代东北亚地区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

东北亚地区不仅具有客观的文化认同基础，同样具有主观的文化认同的要求。近年来，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取得了巨大发展，这种合作不仅在经济方面加强了合作，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增长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也在政治与安全方面加强了对话与合作，促进了地区和平与稳定。正如我们所知的，地区认同的形成是地区合作的先决条件之一。因此，东北亚地区一定程度的区域合作的实践，证明了在其背后必定有某种相应的理念在起着支撑作用，即在东北亚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地区认同。随着东亚区域合作的逐渐展开，地区内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也在不断深化，这不仅成了推动地区合作的动力，同时也促进了地区各国的文化认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和国家领导人认识到了构建地区文化认同、促进地区合作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推动地区内部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以增进相互理解，促进发展。

但是，虽然构建东北亚地区文化认同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同样面临着一些障碍。诸如由于历史问题而造成的东北亚各国之间政治信任的脆弱性，以及近年来在各国重新抬头并不断高涨的新民族主义，都对东北亚地区文化认同的构建构成了限制。因此，各国政府需要在今后共同努力，致力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东北亚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扩大共识，对各自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加以控制和引导，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东北亚和平互信的机制。同时，东北亚各国必须加速推进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实现东北亚各国人员的自由往来，通过经济上的交流与合作来推进文化上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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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主要障碍论纲

——兼论东亚三国的国民情绪和历史文化情结

韩国关东大学中国学系 李奎泰


一 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难处

由韩中日三国构成的东北亚（另加蒙古和朝鲜，还可以包括俄罗斯）是东亚的核心地区。单纯从国家的数量上来看，东亚共同体的建立要比欧洲和东南亚地区容易得多。特别是韩中日在历史和文化上有长时间的纽带关系，对促成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发挥着正面的作用。于是，各国政要和专家们对东亚共同体的建立提出了诸多方案。但是，这些方案说起来容易，但实现起来却还要走更长的路。

之所以如此，还得从历史和现实的三国关系来加以说明。近代以来，侵略和反侵略而引发的民族情绪和领土之争，各国间政治文化的异质性，在经济水平上各国的差距等，尤其是最近愈演愈烈的历史文化和国家历史定位的争论、俄罗斯和美国的东亚势力竞争，无疑都是实现东北亚共同体建立的障碍。

其中各国民族情绪和感情上的瓜葛，即以民族主义思想来表现国民的情绪问题，是历史留下的问题，又是当前的各国对外关系中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来是单纯的观点的差异，但实际上是牢固潜在于各国国民的情绪和认识体系之中的不容易克服的问题。因为对于同样的问题，在一方看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另一方看来却是非要优先解决不可的严重的问题。


二 国家关系上的国民情绪和情结

在对国家关系的理性分析中，情绪作为一种心理变量因素，其作用往往容易被忽视。但是，在东亚国家之间的特殊历史和文化关系上，这样的相互情绪矛盾却不能被忽略。比如目前中国与日本之间因“领土问题”而引起的反日和反华的情绪，就直接影响到两国的外交决策，并给国家领导人带来了难题，两国关系也由“破冰”回复重新“结冰”。韩中关系发展势头是前所未有的迅猛，但两国国民之间的民族情绪矛盾还很难说很快得以缓解。如一方的领导人说“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立即引起另一方的愤怒。这种东亚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虽然还没有发展到武装冲突，或是彰显仇恨、恐惧等消极情绪的地步，但对于东亚共同体的建立确实有负面的“消极效应”。

“情绪冲突论”具有多方面的学术含义，是不能否定的。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逐渐开始重视认知的研究，情绪/情感与认知之间的互动关系已成为前沿课题。其中仇恨与信任等情绪在国际关系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社会认同理论，认同产生情绪，情绪有助于信任的建立。由此也导致了群体内与群体外之间的差别，这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相互竞争的来源。情绪也影响选择，建立信任，从而有助于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

在国际关系层面，情绪是国际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情绪具有不可忽视的消极的国际政治作用，它是群际竞争、冲突的根源之一。其次，情绪又是群体维持群体内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比如羞辱情绪使得穆斯林世界更为团结。情绪分析有两种基本路径，即作为一种消极因素的情绪以及作为一种积极因素的情绪。传统观点看来，情绪与理性是人类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活动，但新近的研究表明，二者具有共同的行为过程。具体来说，关于情绪与理性行为的整合模型能够在以下三种路径建构而成：理性行为能够产生情绪，理性来源于情绪，情绪与理性能够相系于一种更为基本的过程。

多数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也是遵循这一认识而展开，如分析个体决策过程中动机/情绪偏见的作用。美国学者默瑟（Jonathan Mercer）说：“情绪或心境等直接作用于我们如何去构建（frame）信息、形成偏好以及直接行动”；情绪构成了认同或身份的核心要素，换言之，认同也是一种情感，“我们的”感情（We-ness Feelings）是维系跨共同体认同的基础；规范依赖于情绪。规范成为一种情绪信念，情绪建构规范并加强规范的力量。综上所述，情绪可以在不同的分析层面加以应用。

与情绪不可分的，或说发展成的，就是“complex”，中文翻译成“情结”，并能强烈地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一般情况下情结是刺激内心的一种情感。“情结”一词是由Theodor Ziehen于1898年提出的，是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核心概念。意为“一组相互联系的意念，这些意念具有相同的情调和情绪，并能强烈地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词典解释，情结是“心中的感情纠葛；深藏心底的感情”，是“由有关观念、情感、意象的综合体”。目前，东亚三国之间的国民情绪或感情，可以说是这样的观念、情感、意象的综合体，影响着外交决策和领导人的行为。中日、韩日、中韩之间都有相互关系上的难以解开的这种情结问题。


三 韩中关系上的“情结”问题

韩国与中国的关系，由于地理上的邻近和历史文化上的不可分的原因，除了在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关系之外，还一直存在着具有特殊意义的“情结”关系。不仅过去有，而且现在也有这种情结。其中常见的就是“历史文化情结”。如历史上长期以来的两国关系是以传统朝贡体制为机制而发展的“藩属体制”，又称为“属邦体制”，韩方在这个问题上尤其敏感。这个情结带来“大小情结”。如韩国对于中国外交评论上所出现的“新事大主义”和“中华霸权主义”，就与此有关。从韩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大国外交”或“周边外交”的故意分开就是“大国情结”的反映。

另外与韩中的历史文化情结有关的还有如汉字韩文的争论、中医韩医的争论、传统文化之根（如端午问题）的争论、历史定位的争论、历史领土问题的争论、大使地位的争论、地名的争论、血缘民族的争论等。

虽然韩国传统文化几乎都是从中国引进的，但从在韩国使用过数千年的时间和其内容的变化来看，已经不能再称为“中国的文化”，但近年中国有些人过于强调其为“中国的”，这种说法在韩国方面看来，是一种过度的中国自我历史文化情结的反映。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那么韩国的“国学”就难以成立了。

1990年以后，韩国的“中国热”与中国的“韩流”是现代两国的大众文化的双向交流。文化的这种双向交流传播和大范围的社会经济往来，一方面为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出现了由于“历史文化情结”所导致的有关的反中和嫌韩的问题。这就是韩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尊心和中国人的历史文化的矜持冲突诱发的情结问题。

中韩之间，除了历史文化有关的情结之外，还有政治外交上的“北韩情结”，也就是韩方对于中方的“朝鲜情结”有时难以理解，认为中国是韩国与朝鲜统一的“妨碍者”的意见很多。

对于经济关系，也有如“综合国力情结”和“竞争情结”。韩方具有的“中国产品是廉价的假货的情结”尤其严重，但是韩国因过于依赖中国经济而存在着“中国机会论”和“中国危险论”并存的复杂情结。韩国和中国之间，那样的历史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复杂的情结，可以归结为“足球情结”。目前为止，韩中间的足球国家代表队在比赛中，中国队几乎没有胜过，但是韩方虽然有信心保持目前的优势，但担心如果有一天韩方输给中国队的话，“以后赢不了中国”的情结，这不是从体育的角度看“足球”的，而是从中国的发展和人口等的综合国力看中国而来的情结。现在韩国人对于中国的“好感度”，没有向前发展的情况正好反映这种心态。

这种韩方对于中国的情结，在每年的舆论调查当中反映明显。如从2004年KBS电台的问卷调查结果来看，79.8%的人认为韩中为竞争关系。对中国的好感度的评价上“不喜欢中国的”为58.2%。在对南北统一问题上，74.8%的人有“中国不希望韩半岛统一并且不给予帮助”等一系列负面的评价。但有49.8%的人认为在经济重要性方面最大的国家为中国，在外交安保重要性方面中国（28.7%）仅次于美国（58.6%）居第二位。2007年《韩国日报》的问卷调查表明韩国国民对中国的好感度由2006年的56.4%降为44.0%。2005年为65.3%，在三年内直线下降。但是在对韩国的经济最有影响的国家的调查中，87.7%的人认为还是中国。2008年的一项世界调查问卷显示，不看好韩中关系的韩国人为59.8%。然而2010年一项韩日两国人的舆论调查当中，认为中国是“威胁的”韩国人为65.3%（日本人为63%）。


四 东亚共同体的前景

就韩中关系来看，情绪与情结问题直接影响着对于对方和自己的正确认知，特别是摆脱不了自我为中心的看法，带来对于对方的负面评价。这与双方关系的正常化时间有密切关系，韩中关系正常化时间还不到20年，还需要时间相互了解对方。

然而，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成为韩国对外关系上最重要的伙伴，在经济、人际交流、留学生的交流、航空海运等交通交流上最密切；韩国也是中国在经济、人际交流、留学生的交流、航空海运等交通交流关系上最重要的伙伴。这样的发展结果是由于各方的利益而带来的理性选择。

韩国对于中国仍然持有较强的否定态度，但是在经济和安全的现实问题上又对中国的重要性做出非常理性的肯定。韩国人对于日本也是如此，如在上面提到的2010年韩国被日本吞并100周年的韩日两国人的舆论调查当中，66%的韩国人和65%的日本人都肯定两国的FTA的必要性。然而韩国对于中国的FTA的支持率同样也很高。

从韩国人对于中国或日本的情结和理性选择的相反的态度来看，中日韩在东亚共同体建立问题上各方要注意的不仅仅是现实的利益之争，而且更应注意对方国家的国民情绪和情结问题。这是当代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最重视的，情绪和情结问题不是当前的经济利益或是政治军事力量所能解决的，而是以文化的途径通过相互学习和理解而建立认同感才可以消除的。然而，这个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途径应是开放的、多元的，韩中日三国之间的对话和合作以及谅解非常重要，而韩国的国家分裂问题以何种方式来整合至关重要。


中日韩说唱文学交流与东亚共同体文化建构

——以朝鲜半岛“盘索里”史料记载为例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黎羌

中国、日本、韩国在地理位置上一衣带水、唇齿相依，自古迄今在历史文化方面一直密切交流、互通有无。特别是在东亚语言文化圈中的宗教与世俗讲唱文学方面联系甚为紧密。在东亚地区，特殊的“汉文字圈”或华人文化圈，使朝鲜半岛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学始终保持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亲缘关系。在当今世界，随着“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于东亚共同体文化建构的语境下，对具有“活化石”性质的朝鲜半岛的“盘索里”说唱文学史料进行综合性的钩沉和梳理，方可根据此种中、日、韩民间文学交融的文体，来梳理三国之间由来已久的历史文化交流，亦可从其中透露的信息进一步加强东北亚诸国传统文学艺术关系的深入研究。


一 中日韩历史上的文学艺术交流

中日韩三国，同居于东亚乃至东北亚地区。朴文一、金龟春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指出：中国与朝鲜半岛及日本岛国在历史上有着频繁接触的先天优势与特点，“第一、交流的悠久性”，这里说的是交流起始历史之长久。“第二、交流的广泛性”，指的是地域之间文化空间之大。“第三、交流的连续性”，证实了三国之间所具有的共存特点与互补性。“第四、交流的直接性”，说明东亚人种的血缘及其语言文字相对的通畅性。“第五、交流渠道的多样性”，记载三国官方与民间对文化交流的高度自觉性。“第六、交流规模的宏大”，由此可见其上层和底层对东亚共同体文化建构保持积极态度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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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高鑫、程仁桃著的《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序”也指出三国之间相互友好交流的必要性：

中、日、韩三国同处东亚地区，中朝一江之隔，中日一衣带水，日韩隔海相望，作为近邻，三国在遥远的古代就已经有了相互往来。在东亚三国的努力和相互交往的作用下，古代东亚地区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很长一段时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辉煌的历史证明，友好相处和交流合作是发展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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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所致，中国与毗邻的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岛国自古都有着不曾中断的文学艺术交流。据我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记载：“倭属燕”，“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根据考古资料发现，中日韩之间的历史交往可追溯到远古的旧石器时代。诸如日本学者户泽允则编著的《绳纹人时代》中记载，早在日本绳纹时代后晚期的“山形县三崎山遗迹里发掘的青铜制小刀，刃部是内弯，其形状与大陆的一样”。

著名学者叶渭滨所著的《日本文化通史》记载：“人类学者铃木尚等人，从其（日本港川地方人类化石遗骨，发掘于冲绳县那霸市勼郡具志村港川遗迹）头骨形态考证分析，它一方面具有距今约二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原始人类的特征，特别具有同时代中国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人和东南亚的上古人种相似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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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推断，从人种区分来说，现在日本人的外形特征与中国南方人和东南亚人相似，推想远古东中国海有大陆架桥，是中国南方与东南亚人种流入的一条重要途径。

日本流传着秦朝使徐福东渡滞留此岛的传说，相传当年徐福的船队在抵达九州的大岛后，进入濑户内海，远达纪伊半岛，至今在和歌山新宫町东南有蓬莱山，及徐福墓。日本佐贺县的金兰山神社内还建有中国古代风格的徐福宫。此历史事实似乎可在宋代诗词大家欧阳修的《日本刀歌》中寻见踪影：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肥沃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艸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完器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关于先秦古籍文献经徐福等人携往日本的有多少，中国无汉文记载与统计，可在日本学者的著述中却多有披露：“如1339年日本南朝重臣北畠亲房著的《神皇正统记》，就把《日本刀歌》所记载赍书东渡日本说当作信史加以记载，并且认为由于中国秦朝的焚书坑儒，‘孔子全经唯存日本矣’。近年来，有个叫铃木贞一的学者，通过潜心研究据说是中国先秦典籍的《宫下文书》，甚至统计出徐福当年携带到日本的书籍共有儒家经书1850卷，其他典籍1800卷，认为这大致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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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古籍《神皇正统记》中亦记载：“四十五年己卯，秦始皇即位，好仙方，求长生不死之药于日本，日本乃求五帝三王之遗书于彼国，始皇悉送之，其后三十五年，彼国焚书坑儒，孔子全经留于日本，此事记载于异朝之书。”

关于中国先民抵达日本列岛的时间与产生的文化事件，我们可参阅《日本书纪》之《神功皇后纪》所言，摄政五年（公元205年）“是时浮人等，今桑原、左靡、高宫、忍海凡四邑汉人等之始祖也”。另有文记载，日本钦明天皇二十三年（562年）大将军大拌狭手彦到高丽国作战，所携中国俘人智聪曾传入大陆一些“乐器、书卷与伎乐假面”。

中国先秦文献《逸周书·王会篇》中亦有古代韩国先民的文字记载：“北方台正东高夷。”唐孔颖达注曰：“高夷，东北夷高句丽。”《后汉书·东夷列传·高句丽》记载其族称：“句丽，一名貊。有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后经繁衍发展，而形成五族或五部：“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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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隋书·高丽列传》中可知古代韩国的历史与中国古族非常密切：“高丽之先，出自夫余。夫余王尝得河伯女，因闭于室内，为日光随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壳而出，名曰朱蒙。夫余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咸请杀之，王不听。及壮，因从猎，所获居多，又请杀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弃夫余东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孙，日之子也。今有难，而追兵且及，如何得渡？’于是鱼鳖积而成桥，朱蒙遂渡。追骑不得济而还。朱蒙建国，自称高句丽。”从此段史料可知，高勾丽的祖先本来自中国东北的“夫余”，此原始民族实与今满族同源共族，即古“扶余人”。

高勾丽，或高句丽，自古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如《后汉书》记载：该古族“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东夷列传》云：“常用十月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魏书》云：“高丽人其俗淫，好歌舞，夜则男女群聚而戏，无贵贱之节。”《三国志》云：“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这些古代风俗习惯决定着后世韩国乐舞说唱与戏剧艺术的兴盛与发展。

据考古界测定，我国吉林省的集安县有一座出自公元4世纪的高句丽古墓壁画，生动地绘制着此古族乐舞歌伎的表演场面：“按照时俗，墓室中所描绘的场景，多是墓主人生前活动的写照。因此，此墓壁画中这个骑在马背上观赏歌舞的贵族应是这座墓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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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有此地长川一号墓、麻线沟一号墓与通沟12号墓室等，均有反映公元5世纪前后高句丽人原始歌舞杂戏壁画的艺术形象。

至于高句丽与中国的语言文字交往，据著名台湾学者朱云影的《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考释，我们可赏读由“安东省辑安县洞沟出土的高句丽好太子王碑，建立于公元414年，所刻碑文长1759个字，便是用纯熟的汉文写的。”另外，“相传西汉末年，高句丽琉璃王已能吟四言二韵之《黄鸟歌》：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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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历史，朝鲜半岛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就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政权。公元前后则出现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668年，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后于公元9世纪又陷入了战乱之中，至公元918年高丽统一全国，方给朝鲜半岛带来时间较为长久的经济、文化的繁荣。

历史证明，文学艺术的水平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朝鲜社会进入高丽王朝，首先是大量优秀散文作品的出现。诸如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一然的《三国遗事》，再有被称为“翰林别曲”的新诗体，另外还有安轴的《关东别曲》《竹溪别曲》。自1444年，朝鲜文人创制了“训民正音”之后，传统的散文与韵文有机地融合，从而产生了长歌体的“歌辞”，以及综合时调和歌辞特点的“杂歌”，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适应广大市民阶层的兼有戏剧艺术特征的“说唱文学”。有说有唱又有表演故事情节的“盘索里”和后来逐步成熟的“唱剧”则是朝鲜古代民间文学艺术中的标志性成果。

东晋人崔豹的《古今注》中记载的一位高丽女子丽玉创作的一首歌曲《公无渡河》，虽然歌词不长，但反映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戏剧性故事：古代朝鲜有一处古老的渡口，有一天清晨，船夫霍里子高撑船摆渡时，突然发现有一位精神失常的披散着白发的老翁，提着酒壶在河边奔走。他的妻子紧追慢赶，还是没有阻止年老丈夫被淹死的悲惨命运。事后，悲痛万分的妻子弹奏起胡乐器箜篌，吟唱起这首歌曲，词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霍里子高将此事告诉妻子丽玉，多愁善感的丽玉逢人便弹唱由《公无渡河》改编的《箜篌引》，没有人不为之感动得落泪。正是在此类古代音乐、歌舞与诗文基础上，方形成为历朝所重的《高丽乐》，并置入“七部乐”“九部乐”之一形式传至隋唐乐部。

时值唐朝初年，高句丽与中国加强文化交往，其国人汉文水平不断提高。据《旧唐书·高句丽传》记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扁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另据《三国史记》卷八《新罗本纪》载：“神文王六年（686年），遣使入唐，奏请札记并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赐之。”可知，韩国先民仰慕大唐先进文化，大力奖掖本国著文有贡献者，由此而加快了提升了文人参与的综合国力的步伐。


二 中日韩文学关系中的佛教与世俗说唱文学

在东亚文化历史上，印度佛教的北上东传可谓一桩具有影响力的意义深远的大事。对于日本和韩国来说，借道于中国大陆将此种世界性的宗教输入本土，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修养与文学技艺的提高自然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日本地处远东的终极，四面环海，在远古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从外域流入北方的蒙古种人、通古斯人，以及南方的马来人等人种，东渡抵此定居在出云一带，被称为“出云族”。这些外来人甚少可能再向外回流，就全部在这里定居下来，并与后来者融合，成为日本人称作的“归化人”。据日本学者长谷部言人在《日本人的祖先》一文中分析，当时“归化人”，主要是指从朝鲜半岛赴日的百济人、新罗人和中国赴日的汉人，前者多从事土木工程的劳役，后者擅长各种技能，对于促进当时日本文化的成长是作出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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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初开始，日本学术界形成一股寻根觅古热，前后有阿伊努人说，南岛人说，骑马民族说，西伯利亚人说，中国人说，蒙古人说，克罗波科尔人说，水界民说，混血人种说等。持中国人说的学者占相当大的比例，甚至日本学者将其族源找到了云南边境的少数民族，提出了著名的中日“照叶树林文化”。

日本学者柳田国男在《山人考》中提出经“海上之路”中日交流稻种文化之学说：“中国大陆去冲绳寻求宝贝的人把稻种带到冲绳，他们为了寻求种稻的地方，最后来到了九州岛，并把稻作逐渐扩大到日本各地。从此稻作文化似乎成为公认的日本基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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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说”的有力证据为：1784年，日本志贺岛农民甚兵卫在田沟边的两块大石之间发现“汉委奴国王”金印，后由黑田藩主捐献给福冈市博物馆。此惊人的发现与历史上汉光武帝所赐倭国金印相吻合。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之极南界也。光武授以印绶。”另载：“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此金印埋于日本志贺岛，面对博多湾，表示中国古代汉朝承认此为倭族奴国的领土。

据有关学者考证，佛教文化输入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前后时间有所不同。日本推古天皇元年（593年），圣德天子摄政，奖励佛法，调和本土神道教、佛教与儒学三派的关系，可知佛教借中国已传入日本。再有，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圣德天子遣使臣小野妹子及僧人入华，是为日本官方首次派僧众与中国大陆进行文化交流。

最有历史意义的佛学大事无疑是华僧鉴真东渡日本。唐天宝年间，扬州大明寺主持鉴真为大力弘扬佛法，前后6次冒险，历时12年，终于于天宝十三年（754年）披风斩浪成功抵达日本。他与弟子在此岛授戒传律，开日本佛教律宗之始；不辞劳苦指导日本佛僧匠人修建佛寺，制干漆卢舍那佛像，以及校正印制佛经，为中日佛教文化及其文学艺术交流作出卓越的贡献。

佛教东传朝韩，始于三国时期的高句丽。有文献记载，小兽林王二年（372年），前秦君王苻坚遣使僧顺道携带佛经、佛像至高句丽。翌年，又有僧阿道自东晋携佛典抵此国。“《高丽本纪》云：小兽林王即位二年壬申，乃东晋咸安二年孝武帝即位之年也，前秦苻坚遣使及僧顺道送佛像经文。又四年甲戌，阿道来自晋。明年乙亥二月，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高丽佛法之始。”十余年后，百济亦有东晋僧人来此传授佛法：“第十五枕流王即位甲申（384年），胡僧摩罗难陀至自晋，迎置宫中礼敬。明年乙酉，创佛寺于新都汉山州，度僧十人，此百济佛法之始。又阿莘王即位大元十七年二月，下教崇信佛法求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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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三国之新罗真兴王二十六年（565年），南朝陈使刘思与僧明观亦带去佛教经论1700余卷抵古韩。中国僧人所携佛教各宗派经典陆续传入朝鲜半岛，至新罗统一三国前后，已有大乘佛教涅槃、戒律、法性、华严、法相五教驻足此地。

据中国著名学者梁启超所述：“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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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其影响，古代韩国与日本也以此为契机而大力发展本国的佛教文学，其中亦催生出带有宗教胎记的民间说唱文学。此据中国朝鲜族学者李官福著文论述：

佛教源于印度，北传南播，东亚、南亚、东南亚各国文学，无不渗透着佛光佛音。……佛经是佛教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东方文化的重要遗产，也是东方文学的源头之一，它是东方文化元典，也是东方文化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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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典籍丛书《大藏经》在东方诸国的编撰，从而使印度的佛教血脉得以更加广泛的流传，这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尤其是经唐宋诸朝而逐步完善的此部佛学大典，自输入朝鲜半岛后，更是加强了古代中韩两国之间的宗教文化联系。

唐代编撰的“经、律、论”三藏合集最有社会影响者当为唐僧智升之《开元释教录》。借助于此而使汉文大藏经的翻译、编辑、雕印、流通闻名于世。五代末、宋代初，随着雕版印刷事业的兴起，公元10世纪，北宋开宝年间的汉文大藏经问世，史称《开宝藏》。此本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雕版13万块，共480帙，5048卷。此部重要文典曾于北宋雍熙元年（984年）传入日本。至于以此为底本的汉文大藏经输入古代韩国形成《高丽大藏经》的时间及社会影响，可参阅李官福著的《汉文大藏经与朝鲜古代叙事文学》：

高丽继承了新罗的佛教传统，同时又受宋朝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高丽太祖王建（877～943年）将佛教定为国教，僧侣的待遇高于贵族。值得一提的是，从高丽显宗到文宗时期（11世纪）刊行了《高丽大藏经》，朝鲜也称《八万大藏经》。高丽文宗的四子义天（1055～1101年），接受宋朝净源法师的邀请赴宋求佛法。文宗派乐真、慧宣等僧人随行，受到了宋哲宗的热情欢迎，他们回来后设置了“教藏都监”并刊行了四千七百四十多卷《续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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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研究东亚共同体文化有着重要启示意义的是《高丽大藏经》的宗教文学价值，其内珍藏着许多与佛经故事有着密切关系的韩国古代讲唱文学，此可视其为“盘索里”的文化母体之一。诸如“佛本生故事”中佛祖在菩萨修行时各种自律及教化众生的传奇故事，以及“佛传故事”中的佛陀太子出家、成道、传法等活动的经历；再如由佛法历史引发出来的各种“譬喻经”故事，等等。

朝鲜半岛的古代文学依赖于此地的传统历史地理及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往，中国殷商末年纣王叔父胥余，即箕子东移朝鲜半岛，接受周武王的封地之事，建立箕氏王朝，由此而输入了丰富多样的华夏艺术。此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可见于《尚书大传》与《史记·宋微子世家》《汉书·地理志》等史书，也可从朝鲜早期的历史文献《三国史记》《三国遗事》获知。

在此之后，西汉初年，燕人卫满曾率领一千多部属，来到朝鲜半岛王险城（今朝鲜平壤），自立为王，历史上称其为“卫氏朝鲜”。公元前108年夏，汉武帝伐兵讨伐灭之，在其管辖之地设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史称“汉四郡”。这更加有力地促成了中朝、中韩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据《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一书评价：“汉朝在朝鲜北部地区进行郡县统治，客观上大大促进了汉与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助于汉朝先进文化在朝鲜汉朝郡县地区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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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汉文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汉四郡”所在的朝鲜北方地区，它对半岛南部地区韩国古代辖地的民间文学形式也同样具有魅力和吸引力，引起无论官方专业文化机构，还是业余文艺爱好者的普遍向往。

在古代韩国，流传于民间的宗教或世俗故事被称为“说话”，或“口传说话”，或“文献说话”，后经当地音乐或曲艺家改编加工，所形成的表演故事则被称为“说唱故事”。本文所探索的“盘索里”就是此方面典型的演艺文体，且有许多演唱内容来源于《高丽大藏经》的佛经故事。

“盘索里”亦称“潘索里”“扮苏利”“盘骚里”“伴苏里”“判稍里”等。盘索里产生于18世纪初，距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了。“潘索里”是韩国或朝鲜语的直译音，意为在大庭广众面前演唱的歌，古名“广大潘索里”或“山台潘索里”，均为其在舞台艺术化之前在场院表演时的特殊称呼。

盘索里的历史文献不多，且很珍贵。据韩国学者张师勋的《韩国音乐史》一书介绍：“有关盘索里的文献有柳振汉（1711～1791）的《晚华集·春香歌二百句》，宋晚载（1769～1847）的《观优戏》，纯祖二十六年（1826）紫霞申纬所作的《观剧诗》，申在孝（1812～1884）的《盘索里辞说集》和《广大歌》，尹达善的《广寒楼乐府》等。”如朝鲜诗人尹达善（1802～1832）在《广寒楼乐谱》（李朝哲宗三年出版）中写道：“唱优之戏，一人立，一人坐，而立者唱，坐者以鼓节之，凡杂歌十二腔，香娘歌（指春香歌）即一也”。

另外有关历史资料还有“李善有的《五歌全集》（1933），郑鲁湜的《朝鲜唱剧史》（1940）等。盘索里乐谱有文教部编著的《民俗乐谱》第一集（1958）‘春香歌’，金琪洙编著的《兴夫歌》（1969）、《水宫歌》（1970）、《赤壁歌》（197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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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宋晚载《观优戏》诗云：“长安盛说禹春大，当世谁能善继声。一曲樽前千段锦，权三牟甲少年名。剧伎湖南产最多，自云吾辈亦关科。”“权三”“牟甲”是艺人名，“长安”“湖南”是地名。透过其字里行间，我们可感知此种说唱文学与古代韩国优戏艺术的默契关系。

据文献记载，盘索里主要有12个台本：《春香歌》《沈清歌》《水宫歌》《兴甫歌》《赤壁歌》《卞冈锁歌》《裴俾长歌》《固执歌》《梅花歌》《无宿依歌》《野鸡歌》《假神仙歌》。在这12个台本中，流传至今的只有《春香歌》《沈清歌》《水宫歌》《兴甫歌》《赤壁歌》5种。

经引证比较，其中如《沈清歌》（或《沈清传》）曾深受佛经故事《大蛇除治》的影响。此可见《法苑珠林》卷三十一、《高丽大藏经》卷三十九，以及《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八。据李官福著的《汉文大藏经与朝鲜古代叙事文学》引述，“大蛇除治故事分布在全世界，张德顺（《说话文学概说》，二友出版社，1983）认为这个故事是《沈清传》之渊源”。并作考证：

可以认为朝鲜《大蛇除治》故事受了佛经故事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不一定是直接的，因为在中国的《太平广记》中也有类似的故事，朝鲜故事极可能是通过中国的同类故事的中介，间接受到了佛经故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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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两国学者将其文献扩展，发现《沈清传》与佛经发生直接关系的还有：①《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三，论议品第五“忍辱太子救父谭”；②《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忉利天宫神通品”第一“圣女救母谭”；《佛说盂兰盆经》“目连救母谭”；《法苑珠林》卷四十九“慈童女养母谭”；《高丽大藏经》卷十一“佛说睒子经”等。

另外如《兴甫歌》，或《兴夫传》，据李官福经《韩国民族文化百科大事典》所考：“《兴夫传》渊源于佛经《贤愚经》卷五《散檀宁品》中的葫芦故事”，其“基本故事框架由三个要素构成，即‘善恶兄弟谭’、‘动物报恩谭’和‘无限财宝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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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据朝鲜学者李圭景（1788～？）在其《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一书中的统计，传入朝鲜与韩国的中国通俗小说和戏剧另外还有：《齐谐记》《虞初志》《列国志》《酉阳杂俎》《封神演义》《宣和遗事》《水浒传》《续水浒传》《西厢记》《桃花扇》《红楼梦》《续红楼梦》《聊斋志异》等，这些或宗教，或世俗文学，或两者的化合物都不同程度地影响过韩国文学的发展。

朴文一、金龟春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就明文记载：“民间国文小说来自民间，与植根于民众之中的民间故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墙花红莲传》、《孔菊和藩菊》、《春香传》、《沈清传》、《兴夫传》等等。其中有些作品与盘索离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俗称盘索离小说。因为民间国文小说来自民间，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所以，可以说是最深刻地反映了朝鲜民族的文学特征，然而，其中也反映着一些中国文化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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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盘索里与唱剧的文化史料价值

我们在研究中日韩三国历史文化时，特地将学术焦点锁定在盘索里，是因为通过此种文学艺术混合体，方可钩沉发生在其周围的各种历史文化事件，并且借助其文体形态可了解后世集文学艺术大成者，由中韩诸国艺人所共同打造的民族戏剧样式“唱剧”。

韩国著名学者李杜铉在《韩国演剧史》中考述：“板苏利，作为一种由演唱和宾白组成的特殊的剧诗，是在广大鼓手的伴奏下，以唱、做工、白和舞蹈，一人进行演出的一种演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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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所述“板苏利”即为上述的盘索里，“广大”即演唱此种说唱文学的艺伎。对此“特殊的剧诗”的文体性质如韩国学者金东旭认为：

板苏利，靠板苏利者一人表演演剧的种种要素，主要有做工部分，可以说就有了演剧的萌芽，但是它仍不是演剧。……板苏利，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演剧而是叙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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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盘索里的历史来源，我们可从韩国几位学者的著述中寻其踪迹：诸如李惠求在《韩国音乐研究》中认为盘索里最初发生于韩国先民的“宗教祭祀”，并说：“板苏利在宋晚载写《观优戏》之前即已盛行，并由河汉谭和结城的崔先达首创。”张筹根在《试论韩国民俗文艺的传说》中指出，“巫俗”以其家系、叙事巫歌的巫乐和巫俗艺能是盘索里的母胎，在此之前流传的“民谭”，或称“根源故事”，则为其奠定了思想基础；金学主的《唐乐呈才与说唱和中国的歌舞剧与讲唱》中则确认盘索里直接“受到了中国的说唱，尤其是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的鼓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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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盘索里的最初表演形式，除了尹达善的《广寒楼乐府序》关于“倡优之戏”的论述之外，另据《申在孝盘索里辞说集（全）》“广大歌”中记载，“盘索里”的三大要素是“索里”“白”“科”，以及“一鼓手二名唱”。所谓“名唱”则应具备的四大条件是相貌、台词、唱音和演技。

据实地考察所知，朝鲜族盘索里形式确实由唱、白、科三部分组成，以唱为主。由伽倻琴、奚琴伴奏。演员击鼓说唱，一人多角。曲牌有羽调、界面调等十几种。分东便制、西便制两大流派。按曲调长短分晋阳调（最缓）、中末力（缓）、中中末力（中缓）、扎进末力（急）、灰末力（最急）等七种。

“东便制”是指流行于韩国全北云峰、求礼、淳昌、兴德等地区的唱腔，“西便制”主要分布于全南光州、罗州等地区。另外有人识别还应有介乎于东便制、西便制之间的“中间制”。据韩国音乐学家张师勋的《韩国音乐史》介绍：东便制“以宋兴禄为代表人物，此唱腔为羽调”；西便制“代表人物是朴裕全，此唱腔为界面调”；中间制“以廉季达和全成玉为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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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翁敏华曾在日本东京艺术剧场观赏到韩国著名盘索里艺人金素姬与朴绿珠的《春香传》演唱，她事后描述演出场景说：“舞台底幕是一排书画屏风，除此别无他物，演出开始了，演唱者手持扇子或手绢，在太鼓声的伴和下一边表演一边歌唱。只见那鼓手一手持棍，另一手什么也不拿，在太鼓的两面忽重忽轻，忽急促忽舒缓，加之配合着歌词的内容、歌曲的节奏，嘴里不失时机地发出一两下‘咿呀’‘哼哈’之声，与歌者配合得极为默契，相得益彰。”

另外她在《从韩国“唱剧”看中韩古代演艺文化的交流》一文中发现，韩国的盘索里与唱剧因古代还有个称谓“打令”，并且其曲目如《朴打令》《华容道打令》《卞强钊打令》《假神仙打令》等均缀有“打令”字样。故此深加追寻，其起源与中国唐宋歌令讲唱有着密切的关系：“成形于朝鲜朝的‘半索利’——唱剧，曾大量地汲取过中国文化，特别是唐宋文化的养分，其中唐代文化的养分是经过宋、高丽朝两度消化以后，再为唱剧所吸收。”“唐宋间歌令讲唱，包括大曲（曲破）、文人词、转踏、鼓子词等，都曾对朝鲜半岛当时的演艺界发生过影响。这对后世集大成而确立的韩国国剧‘唱剧’的形成，不会不发生作用。”

经查阅，唱剧古名确实有“打令”或称“打咏”一说，这是古代韩国说唱台本的一种表现技法。传统剧本之一的《春香传》在成形前即与“打咏”有关。据载，李朝末年纯祖时期文人赵在三（1801～1834）在《松南杂识》中记载的“春阳传说”与《春香传》的内容有源流关系。“南原府史与李道令眄童妓春阳，后为李道令守节。新史卓宗立杀之。好事者哀之，演其义为打咏，以雪春阳之冤，彰春阳之节云。”可见有关“春阳”或“春香”的“打令”先于《春香传》唱剧就存在。

其实，“打令”一词原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音乐游艺术语。早在唐代，文人雅士中流行各种行酒令，以佐酒宴。据有关文字资料记载，唐人喜爱的酒令名目繁多，诸如历日令、律令、瞻相令、手势令、旗幡令、拆字令、急口令、雅字令、鹘马令、抛打令、下次据令等。其中最具表演性且歌舞化的即为“抛打令”。

“抛打令”通常也简称为“抛令”或“打令”，是一种艺术化的饮酒娱乐与歌舞表演密切结合的特性化酒令。其特点是通过巡传行令器物，以及突然中止的抛掷游戏，来决定送酒歌舞的次序。王昆仑在《唐代酒令艺术》一书曾解释过抛打令的含义和来源：

“抛打”二字的涵义原指抛掷，亦即抛香球、酒盏、花束、柳枝等巡传之物；由于这些抛掷行为亦用入舞蹈，故“抛”与“打”后来都被用为小舞与小唱的代名。抛打令游戏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手势令，二是击鼓传花、击鼓传球等游戏，三是送酒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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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宋代，“打令”一词已不再局限于行酒令与一般的歌舞娱乐，而具有了更为广泛和表演艺术的意义，即说某曲可用作“打令曲”，或说“优伶家犹用手打令”等。至此，“打令”一词已含有“打拍”“合曲”的音乐歌舞意味。甚至一定戏剧歌舞意义上的乐妓戏曲，所谓为文人迷恋的“檀板金樽”即指宋人豢养的歌舞乐妓在酒宴戏曲中的表演。此侑殇佐樽的风习传入朝鲜半岛消遣世界被巧妙地改为“盘索里”。

在古代韩国，盘索里有许多外缀“打令”之称的艺术作品，很值得深入研究。如《水宫歌》，亦称《兔子打令》；《卞冈锁歌》，亦称《卞强钊打令》；《裴俾长歌》，亦称《裴俾将打令》；另外还有《江陵梅花打令》《雍固打令》《公鸡打令》《武叔打令》《朴打令》《假神仙打令》《横负打令》《雉打令》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由“打令”派生出的宋代的歌令讲唱，主要以鼓板伴奏，或加一两件弦乐器，或说唱爱情故事，或为历史战争故事，这与韩国的“打令”性质已很相似。高丽朝时曾从宋朝廷输入过“抛球乐”等教坊乐歌舞演出，正是唐代酒令“抛打令”中最常用的曲子。后来和宋代的歌令讲唱一样，具有了以佐酒宴的表演性质。这对后世集东亚传统文化之大成者的韩国、朝鲜、中国朝鲜族“唱剧”不能说没有影响。

据杜亚雄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中披露，韩国的“盘索里”经朝鲜，于20世纪初，西进北上亦传入我国的东北三省朝鲜族聚居的地区，其中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最为集中和典型：

朝鲜族的说唱音乐称为盘索里，汉语译为板唱，也有人译为唱乐、剧唱或板声。“板唱”的原意是指在众人所在的地方根据一定的节奏演唱故事，它可能源于古代叙事性的巫歌。板唱在进行表演时，先演唱一段“短歌”，一般是一首抒情短诗，相当于汉族评弹中“开篇”。唱完“短歌”，演唱者说“此乃一曲短歌，正文听我慢慢道来”。这时才表演正式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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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介绍由韩国盘索里演变而成的中国朝鲜“板唱”表演艺术形态时如是说：在韩国和朝鲜，“板唱按地域分为南道板唱与西道板唱两种。南道板唱产生于全罗道，西道板唱产生于朝鲜西北部（代表曲目是《白白依》）。这两种板唱在我国都有流传，它们的风格有明显的区别”，“板唱用的长短，有晋阳调、中莫里、中中莫里、快莫里、挥莫里和哦莫里等。这些长短，按其速度的快慢还要细分，如晋阳调，可分为慢晋阳、中晋阳；中中莫里可分为慢中中莫里、中中中莫里和快中中莫里等”。“板唱基本唱腔包括羽调、界面调、完调、梅那里调和哽嘟胪姆调等几种。羽调旋律流畅、雄伟宽广，用于表达庄严的情感。界面调用于表达悲哀的情绪。完调用于训示。梅那里调和哽嘟胪姆调用以表达喜悦、欢快的感情。除外，板唱也吸收一些民歌的曲调”。

依上所述，盘索里唱腔输入我国后，与当地民族传统说唱艺术结合，更加丰富多样、名目繁多，如“梅那里调和哽嘟胪姆调”的产生与“慢中中莫里、中中中莫里和快中中莫里”的调式细划，使此表演形式唱腔更有韵味。但其基本表演形式恒定不变，其板唱由一位演员表演，另有一位鼓手在一旁击杖鼓伴奏。演唱者穿民族服装，头戴纱帽，右手持扇，左手拿手绢，站在舞台中央表演。当唱到精彩之处，鼓手常伴随着节奏发出“呃伊、卓塔（好啊）！”的感叹，以活跃气氛并鼓舞演唱者的情绪，充分保持了盘索里的原始古朴风格。

在韩国古代文献中，对盘索里有各种称谓，如“打令”“剧歌”“旧剧”“国剧”“唱剧”等。其中“唱剧”在此前并未成形，而始自姜龙焕1903年在协律社组织的《春香歌》的表演对话唱。据李杜铉在《韩国演剧史》中考证，无论是盘索里，还是唱剧都明显地受过中国和日本古代乐舞戏剧表演的影响：

应当指出的是，唱剧的形成受过外来的影响，受过中国的戏曲和日本的歌舞伎等东方演剧的影响，受过以日本为媒介的西方近代剧的影响。但是，更受过我国传统的民俗剧的影响、申在孝的影响等内部因素。申在孝导演的《春香歌》，在演出时分成了男唱、童唱和女唱。其意图在于把看起来显得不那么自然的独脚戏形态，改为配备角色分唱，以期完全克服叙事诗结构的毛病，使之发展为民族歌剧——唱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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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于19世纪末产生的“唱剧”是颇有民族性和生命力的剧种。这种以演唱民间故事为主的戏剧主要由台词、情节和戏剧动作三部分构成。唱剧脱胎于朝鲜说唱艺术盘索里。长期以来盘索里以其富有叙事性，善于表达人物内心世界，而逐渐为朝鲜族人民普遍喜爱。盘索里在经过百余年的丰富发展之后，经过朝鲜著名剧作家申在孝（1812～1884）的整理改编，形成了定性定型的剧本，出现了由众多名演员分别装扮成多个剧中人的代言体形式，于是“唱剧”应运而生。唱剧虽脱胎于盘索里，艺术表现形式却高出原文体。它以唱为主，唱白结合，融合了舞蹈、戏剧表演。演出时依据剧本，分场分幕演出。其音乐有固定的调式，表演无程式化和脸谱化倾向。此种综合性民族表演艺术的出现是对于东北亚文化的重要贡献。


四 韩朝中三国搬演的唱剧《春香传》

在韩国文学艺术界，不知是盘索里过于民间娱乐化，还是显得口头性过强，缺乏文学性，文人学者喜欢将其加缀为“盘骚里类小说”，并誉为“朝鲜后期庶民艺术之精华”，论及文学特点胜人一筹：“其文体为律文体，使用当时庶民层的生活用语，因此作品生动活泼。以口语体语言为基础的‘盘骚里’类小说与其他书面体的汉文小说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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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广大社会消费层中仍将其称为典雅亲和的“盘索里”，并视更为复杂高层次的表演形式为“唱剧”，在此特殊的文体中，如上述的《沈清传》《兴夫传》《兔子传》《裴俾将传》《雍固传》等，流传颇广、声誉最高的无疑是古典文学名著《春香传》，此作品最初是以朝鲜人民口头传说为基础的民间集体创作，并由同名盘索里改编。一般研究者认为，约在高丽恭愍王时期就已经有了关于春香的故事。至16世纪前后，春香的故事以口头和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播扬，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在400余年的流传过程中，经过许多说唱艺人口耳相传的增删和文人学士的润色加工，到18世纪后半叶，由剧作家申在孝整理成为一部完整、定型的唱剧剧本。

郁龙余、孟昭毅主编的《东方文学史》指出：“《春香传》的版本相当多，国语本的有《谚文春香传》《广寒楼记》《狱中花》等，汉文本的有《水山广寒楼记》《汉文春香传》等。就故事的完整性和思想性、艺术性而言，以十九世纪初的全州土版《烈女春香守节歌》为最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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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及小说、说唱、戏剧版本的还有汉城版《春香传》、民间手抄本《小春香歌》《春香歌》《狱中香》《狱中佳人》等，以及我国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春香传》。从文体形式上分析，《春香传》与中国有着诸多不解之缘。《春香传》现存各种形式的版本有几十种之多，各种不同版本的《春香传》尽管创作时代不一，体裁形式各异，有小说、有说唱文学、有唱剧等，其中以汉文书写作占了相当的比重，具有明显的中国色彩。韩国全州土版《烈女春香守节歌》是大约在19世纪初叶出版的一部由小说加工而成的说唱本，后以唱剧《春香传》为名正式出版。在这部最具古典风格的文本中，作品中的主人公、发生故事的文化背景、叙述故事的方法与中国古典小说如出一辙。

《春香传》在整个成型的过程中，始终浸染着中国文化、文学、艺术的阳光雨露。韩国学者赵润济指出：“在中国戏曲影响之下朝鲜发展起来一种唱剧，其代表性作品即紫霞《观剧诗》中谈及的《春香歌》中有‘春香扮得眼波秋，霞影衣纹不自由。何物龙钟李御使，至今占断剧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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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种由说唱或小说《春香传》改写成的唱剧，在舞台上表演与吟唱，体现出东亚诸国历史文化集成的精髓。

据有关专家考据、对照，在《春香传》这部民间说唱本中，确实引用了不少中国典籍，其中主要有：《中庸》《大学》《论语》《孟子》《诗经》《书经》《周易》《古文观止》《资治通鉴》《千字文》等。所引用人物、典故、传说主要有：黄帝战蚩尤，尧、舜、禹治世，周文王、武王之道，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苏秦、张仪纵横六合，秦始皇统一天下，汉高祖刘邦，楚霸王别虞姬，王昭君出塞，苏武与李陵在匈奴，诸葛亮借东风，唐明皇与杨贵妃，牛郎织女等。另外还引用了十多位中国诗人的名句，其中包括：李白的《登庐山五老峰》、白居易的《长恨歌》、杜牧的《清明》、柳宗元的《江雪》、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岑参的《春梦》、程颢的《春日偶成》等。《春香传》深刻地反映了中、韩、朝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韩国小说和戏剧艺术发展中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之深。

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记载：“朝鲜王朝（李朝）后期产生了一种说唱故事的民间艺术。说唱故事一般来自民间传说，写成脚本，就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小说。它在形式上具有韵文的节律。它本是针对文化层次不高的民间听众而创作的，在形成说唱体的书面文学——小说以后，在美学趣味、叙述方法与内容上，基本上仍保持原有的状态，即有说唱节律的民间故事的状态。它是朝鲜古典戏剧‘唱剧’的前身，其台词又有‘打令’、‘杂歌’、‘唱剧调’、‘剧歌’等别称。宫中、官僚与贵族的内廷、科举及第的祝贺宴上、喜庆宴上，农村、渔村、市镇上，都有演出。”其中最为朝鲜人民喜闻乐见的则是根据民间传说加工而成的“演其义为打令，以雪春阳之冤，彰春阳之节”的《春香传》。“李朝纯祖时期的赵在三（1801～1834）曾在他的《松南杂识》中记载：‘我国倡优，俗为唱夫，亦曰广带，以春阳打咏为第一调。而湖南谚传。南原府使李道令眄童妓春阳。春阳为李道令守节，新使卓宗立杀之。好事者哀之，演其义为打令，以雪春阳之冤，彰春阳之节。’即指唱剧《春香传》（《广寒楼记》、《烈女春香守节歌》）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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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部古代韩国著名戏剧艺术特色和文学剧作结构的独到之处，郁龙余、孟昭毅曾作过如此评述：

《春香传》在艺术结构方面，采用了说唱（打咏）台本传统的戏剧性结构手法。《春香传》原是民间流传的说唱文学发展为小说的作品，而这种说唱文学惯以高度集中、紧凑的戏剧性情节来结构全篇。《春香传》的结构正体现了这点，按照当时民间说唱本小说所共有的情节结构模式，以结缘—苦行—显达—幸福，亦即“苦尽甘来”的形式构成作品内容，虽然运用这种传统的结构方式，但在内容上深入开掘，力图创新，使人感到顺理成章，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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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古代文献中的韩语“春阳”因与“春香”发音极近，历代口耳相传时，“春阳”讹传为“春香”。而“打咏”即“打令”也是同样的辞令，为古代中国与朝鲜说唱台本的一种表演技法。韩国“唱剧”除了《春香传》之外，还有许多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优秀佳作流传于世，如脍炙人口的说唱脚本小说《兔子传》，申在孝整理的脚本名为《兔鳖歌》，此外还有《水宫歌》《兔鳖山水录》《兔生员传》《鳖主簿传》等异本。说唱系列的小说中，如取材于中国小说的说唱脚本《赤壁歌》，此和《华容道》《赤壁大战》一类由《三国演义》移植过来的一般小说不同，具有可歌可舞可讲述的盘索里演唱节奏与乐律，深为朝鲜半岛人民所喜欢与欣赏。


五 东亚共同体文化的建构与发展

在东方世界的格局中，中央亚细亚之东亚地区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独具特色的经济文化历史，而天然地互动互助地逐渐形成令世人瞩目的东亚共同体文化。特别是令人瞩目的东北亚地区在中日韩朝四国的宗教文化、世俗风情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艺术作品呈现着同根共生的历史与现实。

较之东方诸国如印度、埃及、巴比伦等国，上述四国没有世界性的宗教，或较大规模的一神教，自古迄今信奉的大都是天地万物、花草树木等自然神灵，故在此基础之上所产生的神话传说、诗词歌章都充满了浓郁的自然人文情怀。

在东西方诸国的视野中，中日韩朝四国自古迄今当为一个统一的文化板块，在此丰饶的自然和物质基础之上，所培植和开放的精神文化之花，特别是摇曳艳丽的东北亚文学艺术最为引人注目。由各国传统说唱文学与音乐歌舞所孕育的戏剧艺术更是以她的博大兼容、丰富多样，以及融古烁今等特点显露出东方文化、文学、戏剧的巨大艺术魅力。其下属亦有相应的如各国存在的不同歌谣、时调、乡歌、俚曲等，以及上述的“盘索里”均为连接与反映东亚共同体各种文学艺术形式的最富典型意义的文化载体。

对中韩两国非常重视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盘索里”，对其根本文化特质的保护和研究如同其他文学艺术一样，我们需从其所依附的文化地理、文化历史、文化艺术方面入手，并对上述三个理论层次与侧面进行认真探索。

其一，我们首先要重视其文化地理。此为空间概念。德国学者洪堡在《宇宙学：一个世界描述的纲要》中认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空间“和我们有关联的，我们生活经验的舞台”。英国学者卡罗尔认为地球表面是“地理学研究的本体”，它由“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人类圈”五个不同的空间因素组成，统称为“地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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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地理”亦称“人文地理”，张文奎在《人文地理学概论》中指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及空间差别，并预测其发展和变化规律的科学。简言之，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活动主要人文事象区域系统的科学。”其中主要包括社会科学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人口、艺术、民俗等，亦包括反映上述学科人文现象的东亚文化、文学、艺术与戏剧等。

其二，需要从时间概念、角度对中日韩诸国文化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钩沉与梳理，即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化源地、文化中心的转移、外来文学艺术的撞击和融合等方面来进行论证，以搞清其发源、流变的来龙去脉。“文化源地”，乃指稳定的文化产生的发散中心，它必须具有超出周边地区的文化形式和内涵，并同时具有巨大的文化传播力量。文化的理论根基、风格特色与强大生命力正导源于此。在历史上东亚诸国文化中心几经转移，外来文化的撞击和融合是造成盘索里、唱剧蜕变的重要原因。

其三，我们在上述地理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才谈得上进行时空概念的文化艺术的追溯与摹写。在历史上，不能忽略的是各种宗教仪式与世俗文化因素影响着此地各国人民的一切活动，其中包括韩国盘索里与唱剧在内的人类演艺活动。正如彭兆荣在《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中指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国家与民族所创造的演艺形式“存在一个对原始仪式的改变和变迁的轨迹：即从宗教仪式中的‘宗教戏剧’到节日的‘节日戏剧’，到‘乡村戏剧’，再发展到‘现代戏剧’。有的学者认为，节日演出是处于宗教仪式和真正戏剧的中间形态，属于‘前戏剧’。可以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学术的精进，传统的知识分类和学科之间的藩篱显得过于刻板和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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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们研究东亚历史文化中的诸国说唱文学与戏剧艺术时，其传统的观念确实有些保守和落后。韩国学者赵润济曾总结：“对韩国来说，在其他文化领域受中国影响极为敏感和巨大，唯独在戏曲方面，受动反应却显得十分迟钝。直到历史进入这一时期，韩国方开始接受其影响，但其结果也不是产生真正的戏曲，而是出现了一种叫做唱剧的戏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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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流传已久的盘索里，人们也是对其文体形式认识模糊不清，对其产生的根源和流播的范围与文化功能更是模棱两可。在如今中日韩三国经济、文化交往愈加频繁和深入的情况下，是该从其地理、历史与文化角度对其予以全面的梳理了。

许辉勋的《朝鲜族民俗文化及其中国特色》将韩国输入我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盘索里称为“戏剧体”或“说唱艺术”：“朝鲜族的戏剧体民间文学形式有盘骚里。盘骚里是一名艺人拿着扇子作为道具，随着鼓点敲出的鼓点节奏，以说唱、叙说以及身体动作来表演一定的故事情节内容的民间说唱艺术。盘骚里是集文学、音乐、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盘骚里中的叙事部分属于文学，歌唱部分则属于音乐，而表演者的身体动作和鼓手的配合动作属于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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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究起来，其文体概念有些混杂不清，他对于“盘骚里的起源有巫歌说、民间艺人笑噱头之戏说、接受中国说唱艺术说、南道民谣说、街头表演说等多种说法”。也未理出头绪，这种模糊的论述需理清定义、概念和范畴，不然会对进一步探析盘索里的文化属性与特质有所不利。

当然也有人视在盘索里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唱剧为“朝鲜族戏曲”，认为“唱剧是我国朝鲜族戏曲剧种之一，流行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及黑龙江省松花江地区朝鲜族聚居区。唱剧是在朝鲜族曲艺‘板唱’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的，‘板唱’又称‘判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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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言之，唱剧在朝鲜族说唱艺术盘索里基础上，曾借鉴中国京剧、韩国歌舞、朝鲜乐舞、日本能乐、歌舞伎等表演形式发展而成。

查阅史料，20世纪之初，朝鲜李朝纯宗时代，在汉城设立“圆觉社”，曾集中270多名盘索里艺人，以盘索里说唱音乐为基调，曾借鉴中国京剧和西方歌剧艺术，创建了以唱为主，以舞为辅的“民族戏曲”形式，称为“唱剧”。另外有书称之，晚清时期，韩国有一条中国华人聚居的“清人街”，设在这条街上的“清龙馆”戏楼经常上演京戏。当时李朝末代统治者纯祖发旨按图索骥，创制了朝鲜传统戏曲。亦记载，当时组建“圆觉社”（王宝剧场），邀集数百名乐舞戏剧艺术家，从事创作演出活动。他们有意到“清龙馆”观摹中国京剧《三国戏》，以求从中获得某种灵感与教益。后来他们借鉴京剧的演出模式、表演技艺、伴奏方法等，在本民族说唱文学盘索里的基础上创造出“唱剧”。

据实地调查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盘索里随着迁居的朝鲜、韩国人输入我国，并在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的朝鲜族聚居地区流传。解放后，当地政府在朝鲜族居民中发现申玉花、朴贞烈等盘索里表演艺术家，并通过他们收集到盘索里《春香歌》《兴甫歌》等作品，以及像《裴姑跳神歌》那样的“北道盘骚里台本”。据介绍，朝鲜族的民族戏曲唱剧，最初只是把板唱多角化，从一个人表演演变为多人化妆表演，并加有旁唱来介绍剧情的发展。后来角色固定化，又加上器乐伴奏及舞蹈、舞台美术等表演手段，形成了一种戏曲形式。唱剧的唱腔从表演形式上看有独唱、对唱和旁唱三种。盘索里具有一人多角色，以唱为主，说中有唱，唱中夹说的表演特色。因其演出形式简洁而便于传播，通过民间艺人的口传身教和便于在各种娱乐场所表演的形式保存下来，成为中国朝鲜族民间表演艺术的一枝奇葩。

1958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化主管部门响应吉林省文化领导的号召，以盘索里为基础，借鉴朝鲜唱剧，创建本地区本民族的戏曲剧种。次年春编演了大型剧目《兴甫传》。为了区别其原有唱剧艺术，定名为“新唱剧”，习惯称为“延边唱剧”。其音乐仍以盘索里唱腔为基调，吸收江原道民歌“阿里郎”的旋律。表演则采用地方戏曲的唱、念、做、舞形式。由于其表演的成功，政府文化部门于1960年春，将延吉市歌舞团改建为延吉市新唱剧实验剧团。1963年，延边艺术学校唱剧班师生排演了《春香传》，受到了观众高度评价。

关于中朝与中韩之间的文学艺术国际交流情况，查询有关档案，1954年，朝鲜平壤朝鲜作家同盟出版社，以全州土版《烈女青春守节歌》为底本，进行整理、修订、校注，以《春香传》为名出版。后改编成唱剧、话剧演出，并两次拍成电影。中国作家出版社于1950年依据朝鲜作家同盟出版的《春香传》版本，由陶冰蔚、张友鸾译成中文出版，首次发行45000册，影响广泛。随后，中国的越剧、京剧、评剧等剧团，又陆续演出了《春香传》等。1956年，朝鲜国立民族艺术团在中国演出歌剧《春香传》受到热烈欢迎。1963年，中国为庆祝朝鲜解放十五周年，举行了朝鲜电影周，所放映的《春香传》再次掀起中国人民与朝鲜人民友好的热潮。

2008年8月笔者携研究生前去采访延吉市歌舞团，得知此团前身是自1944年6月创建的华北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俱乐部，以及1945年3月组建的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宣传队，后于1953年7月24日成立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歌舞团，1956年4月9日改称延边歌舞团。与此同时，1956年5月31日，组建了我国唯一用朝鲜语演出的延边话剧团。当年，即由金在汉、金光出导演，金在汉改编的反映爱情主题的唱剧《春香传》公演。1957年，原为金亚夫创作后由金在汉改编导演的朝鲜唱剧《沈清传》上演，颇为人们所关注。随之1959年上演了《长白之子》，形成朝鲜族戏剧史上的第一次高潮。1982年，李东哲导演，崔正渊编剧的《春到海兰江》，1991年，崔仁浩导演，李钟勋、金熊杰编剧的《没毛的狗》，后受“每日新闻社”邀请赴韩国演出，得到朝鲜半岛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94年，崔仁浩导演，金影、崔仁浩编剧的《金蛙》，2002年，由全得柱导演，金学松编剧的话剧《跳现代舞的孩子们》在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孔雀奖”作品评奖中获“铜奖”，吉林省作品评奖中获“文华剧目奖”。反映了朝鲜族说唱文学与戏剧艺术在新时期，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

无论探察朝鲜半岛说唱文学与戏剧艺术的发生、雏形的历史，还是分析其民族戏剧的成熟形式，都会发现中国与日本宗教、世俗文化的滋养，及其与中国古代讲唱文学、戏曲艺术存在的血缘关系。盘索里和唱剧是植根于东亚文化土壤绽放异彩的艺术花朵，这种现象不仅说明中国文化对朝鲜戏剧影响的大量存在，更重要的是朝鲜民族在强势文化冲击下所表现出的鲜明的民族个性。对此种弥足珍贵的“活化石”的研究，为民族文化艺术吸收域外文化提供了可供借鉴与参考的规律与范式。

古代东北亚社会在地理、心理、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共同特征，导致在认知文化、价值文化和审美文化三个方面趋于相似和统一。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指出：

东方宗教价值体系的思想观念、信仰崇拜、道德规范对东方文艺有着巨大的渗透力和支配作用。东方民族超理性的直觉、感悟思维方式和注重宗教伦理情感内在体验的心理定势，孕育了它们独特的审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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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著名教授邱紫华在《东方美学史》中专门设计“东方宗教与东方美学思想”一章，认为“就宗教形态来说，东方宗教既有泛神论宗教，也有一神论宗教”。所谓的“泛神论”是指把神和整个宇宙、整个自然界视为同一的哲学理论。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的宗教审美文化显然与“一神论宗教”大相径庭，应属于“泛神论宗教”范畴。

据邱紫华先生解析：“东方宗教的泛神论使东方民族永远地关注自然万物，同自然万物亲密一体，相互感触，激荡情绪。”其东方式的直觉感悟力和艺术敏感性体现在“泛神性的宗教思想必然要促进想象力的丰富和发达：以比喻的方式，借此而言彼；以兴的方式，引发丰富的联想；以同情同构的情感力量去触类旁通，形成发达的‘通感’能力；以狂热的想象去营造精神中的梦幻世界和梦幻奇景，所以东方的美学和艺术世界同自然亲密联系，物我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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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亚诸国在历史上所共同创造的经济、文化的辉煌，在全世界有目共睹。朴文一、金龟春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分析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相互依赖的历史文化原因：“第一，在人类文化史上，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在其交流圈内是否形成一个中心。”东亚三国之间的文化中心首选中的是中国。“第二，地理、风土的共同性也是交流频繁的很重要的条件。”此借助于三国之间陆路与海路关系的畅通。“第三，文化圈的共同性又是频繁交流的重要因素。”像上述的中日韩传统文学艺术交融的诸如盘索里之类演艺形式的形成与发展就是其国际文化交流的实例。“第四，社会发展水平的接近性也是频繁交流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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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借助于上述各种文化关系的重要因素，东亚文化共同体才在中日韩三国的带动下，走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尽管当前，因为西方政治、经济势力干扰，朝鲜半岛出现种种社会动乱，公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创作和实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从长远形势和中日朝韩诸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看，还是希望能携手同舟、共渡难关，异中求同，共谋发展。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化的形势下，面对全球现代化的急促步伐，不断加强东亚区域经济与文化合作的力量应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不可忽视的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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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态度分析

——基于问卷调查和焦点集团访谈的研究报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 董向荣 王晓玲 李永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维持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的崛起正在成为现实，而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带来地区秩序乃至世界秩序的新变化。对于崛起中的中国，一些西方大国保持着戒心，一些周边国家也产生了警惕，甚至认为是威胁。韩国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邻国。中国对韩国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目前，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贸易顺差来源地和投资对象国。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韩国公众的重要话题。那么，韩国公众是否认为中国正在或已经崛起？他们对中国崛起是持积极的态度还是持消极的态度？崛起的中国将对韩国产生何种影响？韩国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为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在韩国展开了焦点集团访谈和问卷调查。2009年10月17日至19日，课题组委托某韩国咨询公司在首尔对5组、共33名受访者进行了焦点集团访谈（FGI），每组时间约为2小时。在FGI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制作了最终的调查问卷。2010年2月8日至10日，课题组委托韩国某调查公司进行问卷调查，调查范围是韩国19岁以上的成年人，以2009年12月韩国登记人口的性别、年龄、居住区域分布为依据进行了多级分层随机抽样，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CATI）方式，共获得有效样本1000份，置信度95%，最大误差为±3.1%
 
[2]

 。


一 中国的崛起及前景

有韩国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因为崛起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一个客观事实”
 
[3]

 。调查也发现，韩国公众对中国的崛起有明确的感知。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91.5%），经济发展迅速（93.5%），有巨大的潜力（93.3%），大部分受访者（75.9%）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较为乐观。社会活动较为活跃、高学历、高收入男性人群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印象深刻。

绝大多数的韩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中国经济规模到底有多大呢？他们对此是否有清楚的认识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中国GDP在2008年和2009年均排世界第三位。此番调查显示，只有12.4%的受访者能准确回答中国GDP排世界第三位，有65.9%的受访者对中国经济规模的评价低于实际状况，另有少数受访者高估了中国经济
 
[4]

 。对中国经济目前的世界排名，社会活动较为活跃的30～59岁男性高学历人群的认识较接近中国的实际状况（详见表1）。

表1 不同人群对中国GDP世界排位的认识（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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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崛起的中国影响力如何呢？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将日本的国际影响力设定为50分，请受访者们以日本为参照对美、中、俄打分，并将分数限定在0～100分之间。调查结果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四国中仅次于美国，高于日本和俄罗斯。美国78.2分，遥遥领先；中国60.6分，俄罗斯48.4分。在评价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时，不同人群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对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39岁以下年龄层的评价明显高于40岁以上年龄层。对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49岁以下年龄层的评价明显高于50岁以上年龄层（详见表2）。

表2 不同年龄层对美国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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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及20年后哪个国家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时，53.5%的受访者选择了中国，只有27.6%的受访者选择了美国，另有14.7%的受访者选择了欧盟。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男性与女性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不同年龄层及学历的人则有明显不同。与其他年龄层相比，19～29岁的年轻人中认为中国会成为世界最强国的比例最低（41.0%），他们看好美国和欧盟的比例（分别为33.3%和22.4%）明显高于其他人群。大专及以上高学历者中选择中国会是最强大国的比例（49.9%）比高中及以下学历者（59.6%）要低约10个百分点，他们更看好美国和欧盟（分别为29.6%和17.7%）（详见表3）。

表3 不同人群心目中的20年后世界最强国（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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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崛起对韩国的利弊

对于中国崛起对韩国的影响，只有18.6%的受访者持积极的态度，认为利大于弊；高达36.6%的受访者持消极态度，认为弊大于利，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44.3%的受访者认为利弊各半。

认为中国崛起对韩国利大于弊的受访者欢迎中国崛起，其理由如下：一是韩国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35.8%），二是韩国可以通过在中美两国之间寻找平衡来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32.4%）
 
[5]

 ，三是在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世界里，中国的崛起会提升东方文明的影响力（18.4%），四是中国崛起有助于东北亚地区安全（13.4%）。

更多的人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其中347名受访者选出了他们不愿看到中国崛起的原因。首先是担心中国在经济领域内与韩国展开竞争（44.7%），其次是担心崛起后的中国会成为一个霸权国（28.5%）
 
[6]

 以及担心中国崛起之后会和美国之间爆发战争（9.2%）。此外，还有人不愿意看到韩国周边出现一个大国（9.2%），也有少数人直接从意识形态出发，表示不愿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所以对中国崛起表示反感（8.4%）。

从性别上看，女性的担忧相对更多地集中在经济领域，对中美可能爆发战争的担忧也高于男性，而男性对政治外交领域里中韩两国力量对比的关注相对更多；从年龄层来看，49岁以下人群对经济摩擦加剧的担忧更多，而60岁以上人群对社会主义制度怀有更多的偏见，50岁以上人群比其他年龄层对战争的担忧也更多；从教育水平来看，高学历者对战争的担忧较少，但与低学历人群相比，他们更担心中国会成为霸权国家，更担心中韩经济摩擦会加剧（详见表4）。

表4 不同人群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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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领域，有73.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军事发展是对韩国安全的威胁，只有21.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军事发展不是威胁。从人群间差异来看，与女性相比，男性受访者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感知更强烈，与39岁以下年龄层相比，40岁以上年龄层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感知更强烈（详见表5）。

表5 不同人群对中国军事威胁论的态度（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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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响中韩关系健康发展的因素看，相当多的受访者认为中朝关系和双方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差异是最主要因素。在被问及“妨碍中韩关系发展最主要因素”时，30.1%的受访者认为是“中朝同盟”，28.0%的受访者认为是双方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差异，18.8%的受访者认为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11.6%的受访者认为是韩美同盟，11.6%的受访者认为是中韩经济摩擦。其中，19～29岁的年轻男性对中韩历史问题上的纠纷关注最多，认为这是影响中韩关系的最重要原因。他们也比其他年龄层更排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年轻人相比，40岁以上人群更介意“中朝同盟”，年龄越大，对“中朝同盟”表示反感的比例越高。与此相对应，49岁以下人群、大专及以上学历者认为韩美同盟妨碍中韩关系的比例相对更高（详见表6）。

表6 不同人群对中韩关系阻碍因素的认识（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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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中国的信赖度

信赖度是一国公众对他国认知和评价的最核心的部分，是综合了群体的历史记忆、个人对该国的认知与好感度、对该国未来战略意图的评价等之后所作出的判断。在问卷调查中，我们请受访者对中、美、日、俄四个国家的信赖度进行比较，首先将日本的国家信赖度设定为50分，请受访者以日本为参照给美、中、俄三个国家打分，并将分数限定在0～100分之间，调查结果是：美国平均61.8分，日本平均50分，俄罗斯平均43.4分，中国平均41.8分。即在受访者看来，在本地区有影响力的四个主要大国中，中国最不可信赖。不同年龄层之间的看法也存在差异：39岁以下年龄层对美国的信赖度相对高于40岁以上年龄层，而中青年对中国的信赖度也相对较高，对中国最不信赖的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详见表7）。

表7 不同年龄层对美国、中国的信赖度比较（ANOV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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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对中国的信赖度为什么如此之低？一般而言，国家间的信任基础可以概括为：同质性、可预测性、可信性、良好的意图等
 
[7]

 。在这些信任的构成因素中，受访者对中国的打分都比较低。如前所述，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朝同盟”“韩美同盟”妨碍中韩关系健康发展的比例高达60.5%，而这三项正体现了中韩之间政治上的异质性。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与国家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密切相关。集团访谈中，当被问及“提到中国，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时，不少受访者提到了“社会主义”“红色”等，看到中国的国庆阅兵第一直观反应就是“像朝鲜”等。这表明，在受访者眼里中韩之间不仅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异，而且中国的行为是不可预测、不可信赖的。除了对历史问题认识差异外，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很多方面仍落后于韩国，也使韩国人对中国产品、中国人乃至中国感到不屑和不信任。比如，受访者中认为中国产品品质低劣的占49.1%，认为非常差的占18.8%，一般的占29.2%，而认为中国产品质量好以及非常好的只有2.9%。集团访谈中也有很多受访者热衷于谈论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很难想象韩国人会对一个被认为是充斥着“假冒伪劣”商品的国家产生信任。此外，调查显示，84.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人不可信任，这一因素可能直接殃及受访者对中国的信任。在意图方面，韩国受访者基于历史记忆判断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认为与历史上一样中国将成为霸权国，担心韩国“受欺负”“受侵略”。这既说明他们对中国的不信任，也表明他们对中国崛起后的战略意图持怀疑态度。

不信任导致韩国受访者对中国国际行为的评价很低。中国人自己认为，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缓解半岛紧张局势、稳定地区安全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访者并不认可这一点。不承认“中国在朝核问题上起到了积极作用”的受访者占到45.3%；对于中国“支持朝鲜半岛统一”的说法，81.5%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认为“不可能”（46.9%）甚至“绝对不可能”（34.6%）的比例相当高。集团访谈中，有受访者将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解释成中国在通过操纵朝鲜以及朝核问题寻求自己的利益，甚至认为中国觊觎朝鲜的领土。

由于对中国强烈的不信任感，受访者尽管赞成与中国加深经济联系，但在安全上更倾向于站在美国一边。当被问及“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韩国应该如何应对”时，整体受访者中认为应“保持中立”的占66.8%，认为应“支持美国”的占30.6%，认为应支持中国的只占2.5%。从年龄层来看，19～39岁的中青年中认为“韩国应该保持中立”的比例高于年长者。50岁以上人群中认为“韩国应支持中国”的比例较高，60岁以上人群中认为“韩国应支持美国”的比例最高（详见表8）。

表8 不同年龄层对中美冲突时韩国立场的态度差异（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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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韩美军是韩美同盟的重要标志，当被问及“统一后美军是否应该留在韩国”时，45.6%的人认为美军应该留下，49.6%人持反对意见，4.8%的人认为无法判断。也就是说，在这一问题上，受访者赞成与反对美军留下的声音不相上下。但是，不同年龄层间存在显著差异。认为美军应该继续留在韩国，在60～69岁年龄层中的比例高达61.0%，50～59岁年龄层中的比例为57.1%，明显高于49岁以下人群。40～49岁年龄层中反对美军继续留在韩国的比例（57.6%）明显超过了赞同的比例（39.4%）。19～29岁人群中反对美军继续留在韩国的比例最高，占59.5%，持赞同意见的仅占36.2%。由此可以推测，随着世代的更替，韩国人对韩美军事同盟的依赖心理有可能减弱，但是在短期内这种迹象不明显，且突发事件（如天安舰事件）等很可能会加深韩国人对韩美同盟的依赖（详见表9）。

表9 不同年龄层对“统一后仍留美军在韩国”的意见差异（交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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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与思考

总的来看，韩国受访者认可中国崛起的可能性，感知到中国经济规模的庞大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认为中国具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但对中国崛起的评价则出现了分歧，持消极态度的受访者比例远远超过持积极态度的受访者的比例。持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或是担心中国崛起后与韩国在经济领域内形成竞争，或是担心中国成为霸权国，甚至担心崛起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爆发冲突而殃及韩国；少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崛起对韩国相当有利，韩国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分享繁荣，认为中国的崛起使韩国可以在中美两个大国博弈中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等。受两国政治异质性、中国产品“假冒伪劣”的印象、不信任中国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受访者对中国的信赖度极低，不仅远低于其盟国美国，也低于曾经侵略过朝鲜半岛的日本。受访者对中国国际行为的评价也很低，认为中国军事的发展是对韩国安全的威胁。因此，他们在安全上更倾向于利用美国来制衡中国。

有韩国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韩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模式通常被认为是积极的、成功的，在与中国保持接触的同时维持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在中国与美国之间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
 
[8]

 。韩国充分利用自身在中美之间的特殊地位来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做法本无可厚非。事实上，这种选择不仅在韩国，在中国的其他邻国中也存在，包括在日本、东南亚诸国。这有点类似于“东食西宿”
 
[9]

 ，这个事情在婚姻上显然不可行，但在治国上不失为一个极佳的选择。“东食”可以理解为从中国获取经济利益，“西宿”可以理解为在安全上依附于美国。显然，“西家”可能意见不大，关键是“东家”是否愿意供给食物而无所求。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一个倾向于中国的韩国还是一个中立的韩国？还是要长期接受一个倾向于美国的韩国？

还有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邻国在安全上选择依赖美国，换个角度来问，为什么他们觉得中国不安全？从韩国的情况来看，对历史上中国“侵略”韩国的集体记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中韩之间政治制度的差异也有很大的影响，长期以来的反共宣传已经在韩国国民的头脑中烙上了深深的印记，认为中国是一个与朝鲜一样不可测的国家。此外，在本国旁边出现一个大国也是引发不安的因素，单单这个方面，美国就占据了天然的优势。从历史的、政治的、地理的三个方面来看，中国很难赢得韩国的信任，让对方感到安全，因为我们无法改变历史，无法改变我们的地理位置，也不会为了迎合别国而刻意地改变本国的政治制度。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考察韩国人对中韩古代关系的集体历史记忆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是不是过于偏激？其次，韩国社会中渲染的中韩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否过于强烈？最后，我们能否通过未来的国际行为增进韩国人对中国的信任和安全感？比如，在本次问卷调查进行一个月之后，突发天安舰事件，中韩关系急转直下。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如果在天安舰事件之后进行同样的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可能会更加令人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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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大学生对日韩的认识

——以对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周口师范学院部分学生的问卷调查为例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学院 张绍铎


一 本调查的背景、目的和对象

在中国专门的民间调查统计机构不多，官方或民间组织的调查统计也多针对经济民生或社会问题，对国际关系问题关注不多。据笔者所知，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第一次全国规模的问卷调查就是针对中日关系的，即2002年9～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做的“第一次中日舆论调查”。
 
[1]

 该调查覆盖面广，调查人数多，涉及年龄层次多，是针对中日关系的一次非常成功的舆论调查。蒋立峰在调查结果分析中指出，中国民众对日本少有亲近感，主要原因在于历史问题。
 
[2]

 该调查意在调查全体国民的想法，没有专门统计在校大学生的倾向。在按年龄进行的统计中，有20岁以下和21～30岁两个档，这些人在对日亲近感的回答中与其他被调查者没什么区别。即使当时的调查问卷中考虑到统计在校大学生对中日关系的认识，时隔8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互联网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尤其是以在校大学生为代表的年轻人，我们也有必要重新调查新一代大学生对同一问题的看法。而关于中国人心目中韩国形象的调查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的王晓玲完成。王晓玲的调查规模比不上前述“中日舆论调查”，但也在北京、大连、青岛、上海、广州五个韩国人相对比较多的大城市展开，被调查者超过3000人，有相当的代表性。
 
[3]

 并且王晓玲的调查不但包括问卷还有深度访谈，尤其是区分了直接接触韩国人和不直接接触韩国人的不同人群。王晓玲的调查结论是，虽然被调查者对韩国和韩国人的好感度超过6成，即一般超过对日本的好感度，但“中国人心目中的韩国形象负面因素的增长是事实”。
 
[4]

 上述两项调查虽然与笔者的调查对象、规模和目的等颇为不同，但在涉及当代大学生对日本和韩国的认识问题上还是给笔者很多启发。

当代中国人往往根据出生年代的不同，被划分为70后、80后、90后等。现在1990年及其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开始进入大学。他们的成长与70后明显不同，与80后也有一定的差别。为了了解1990年前后出生的当代大学生
 
[5]

 对国际问题的认识，笔者对上海外国语大学和河南周口师范学院的部分本科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设计中有专门关于日本的部分，在对其他问题的回答中韩国也多有涉及，因此笔者抽出相关部分，缀成此文，试图管窥中国当代大学生对日韩的认识。

此次调查在2010年4月至5月间进行，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调查由笔者自己完成，在周口师范学院的问卷由笔者的硕士生协助完成。笔者最初打算选更多类型、位置不同的大学作为调查对象学校，但由于时间仓促、精力有限而未能实现，这个遗憾只能留待以后再弥补了。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48份，回收有效问卷334份。其中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发放148份，收回有效问卷140份；在周口师范学院发放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94份。被调查者中男生140名，占总数的41.92%，女生194名，占总数的58.08%。被调查者的出生年龄情况如下：1990年以前出生者180人，占总数的53.89%；1990年及其以后出生者154人，占总数的46.11%。被调查者的生源地情况如下：191人来自河南，占总数的52.50%；65人来自上海，占总数的19.46%；其余78人来自江苏、浙江、河北、宁夏、山西、福建、新疆、西藏、台湾等20个省区。上海外国语大学是部属高校，面向全国招生，但在上海本地的录取率稍高；而周口师范学院是地方院校，考生绝大多数来自河南本省。被调查者中自认为来自大城市的87人，占总数的26.05%；自认为来自中小城市的85人，占总数的25.45%；自认为来自郊区的22人，占总数的6.58%；自认为来自农村的115人，占总数的34.43%；另有25人未选。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被调查者中仅有4人来自农村。可见，这与近年来教育资源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过度集中有关，国内城市和农村在外语教育的水平上相差很大，而上海外国语大学对考生的外语水平要求较高，因此鲜有农村考生能到上海外国语大学来就读。全国其他重点院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应该也不会高到哪里去。被调查者在高中阶段学文科的131人，占总数的39.22%；学理科的203人，占总数的60.78%。被调查者现在所学专业覆盖英语教育、国际经贸、物理自动化、计算机、网络工程、工商管理、信息管理、公共关系、金融学、会计学、对外汉语、广播电视新闻学、新闻学、日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近30个专业。被调查者中当时在读一年级的为120人，在读二年级的为137人，占绝对多数。


二 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责任的问题

在关于获得国际知识途径的回答中，被调查者选择互联网的最多，其次分别是平时读书看报、看电视和相关课程。可见1990年前后出生的学生中的网络普及度很高，网络在当代大学生的国际知识获取上扮演的角色最重要。在对中国国际地位的看法上，高达78.74%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是次于美国而与德、法、俄、日、英等差不多的大国，有12.57%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是次于美国但高于其他国家的大国，而认为中国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的被调查者仅占6.00%。可见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并没有让大多数1990年前后的“初生牛犊”忘乎所以，还是比较现实和理智地看待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也就有高达97.6%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在面对“你认为中国是否应该像美国那样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或进一步发展空军和海军力量以维护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的问题时，有69.7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是”。可见，被调查者广泛认同富国强兵的逻辑。虽然不能简单地称之为民族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的确有民族主义的影子。当面对“二氧化碳排放是与经济发展和气候控制密切相关的课题。中国的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较低，但总量很高”的问题时，75.45%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应当“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逐步减少单位GDP的碳排放，但碳排放总量不能封顶”，与中国政府的观点一致。当然也有近1/4的被调查者认为“宁可牺牲经济发展，也要控制并减少碳排放，逐步向欧盟国家看齐，为世界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在这个问题上，虽然与中国政府观点一致的被调查者占绝大多数，但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97.6%的被调查者中还是有不小的比例没有因此而认同政府的观点，显示出当代大学生独立思考的意识逐渐增强。


三 关于日本

虽然4.49%的被调查者选择日本为自己最喜欢的国家，5.69%首选的出国留学对象国是日本，但高达48.20%的被调查者选日本为自己最讨厌的国家。在面对与中国最友好的国家是哪一个的问题时，没有一个被调查者选择日本。而在面对“中国最大的敌人或潜在敌人是哪个国家”时，有16.47%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日本，比例仅次于对美国的选择（63.77%）。在“中国统一大业的最大障碍”的问题中，仅有5.0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日本，远低于对美国（70.36%）和台独势力（23.65%）的选择。被调查者对日本的正面印象（按选择人数多寡排列）包括“经济发达、日本人工作勤奋、工业品质量好、动漫很好玩、日本人礼节多、日本料理很好吃”等六项，还有调查者补充了“善于学习与创新、民族精神坚韧、危机意识强、民主制度、国民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等方面。被调查者对日本的负面印象（按选择人数多寡排列）包括“侵华战争和靖国神社参拜等历史与历史认识问题、侵占中国的钓鱼岛及东海大陆架等领土问题、日资企业对员工盘剥严重”等三项，还有调查者补充了“主权相对没有完全独立、色情文化发达”等方面。尽管有41.02%的被调查者对日本总体上持负面印象，但53.89%的被调查者对日本的总体印象正负参半。总体而言，被调查者对日本的认识是负面的，但又是复杂而深刻的。虽然由于本次调查的覆盖面太窄、调查规模太小，难以代表全体当代大学生，更难以代表全体中国人，但对比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调查结果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国人对日本的好感还是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恶感则有增无减。


四 关于韩国

本次调查在被调查者对个别国家的印象调查中，仅涉及美、日、俄三个国家，没有涉及韩国，但韩国在其他四个问题中以选项的形式出现。2.99%的被调查者认为韩国是与中国关系最友好的国家，也有2.40%的被调查者认为韩国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或潜在敌人。这两个比例都比较低，意义不大。在最喜欢的国家中，8.68%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韩国，远超日本（4.49%），也超过英国（7.49%）和德国（6.29%）。这些被调查者喜欢韩国的理由包括：世俗文化的吸引力、科技发达、与中国共同利益较多、时尚发达、尊老爱幼的社会道德准则等。韩国是中国的近邻，韩流曾一度风靡中国。这一调查结果中显示的被调查者对韩国的好感度超过日本，与王晓玲的调查结果基本吻合。在最讨厌的国家中，20.6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韩国，仅次于日本（48.2%），超过美国（13.77%）和其他国家。这些被调查者讨厌韩国的理由包括：歪曲历史事实、窃取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对中国不友好、亲美等。从这一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对韩国的看法两极化严重，且负面的极端明显高于正面的极端。王晓玲在其调查结果中指出，国人对韩国负面印象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互联网，而且这一现象在高学历者尤其是男性高学历者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本调查与王晓玲的结果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可以说，总体上被调查者对韩国的认识是比较矛盾的。

拥有较高学历的年轻人尤其是在校大学生往往不但关注国内社会也关注国际社会，他们精力充沛，受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影响大。他们对国际社会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与国际社会打交道时的态度。如何引导当代大学生构建更加理性、健康的国际观尤其是对邻国的健全认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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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你认为与中国关系最友好的国家是？”（单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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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你认为中国最大的敌人或潜在敌人是哪个国家？”（单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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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你最喜欢哪个国家”（单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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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你最讨厌哪个国家”（单选）结果

[image: ]


图5 你首选的留学对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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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对日本的总体印象（可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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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对日本的正面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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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对日本的负面印象

[image: ]


图9 中国统一大业的最大障碍


附：国际知识问卷调查

性别：①男 ②女　　　　　　出生年份：19____年

生源地：____省/市/自治区的①大城市 ②中小城市 ③郊区 ④农村

高中阶段为：①文科 ②理科 现在所学专业：________________

所在年级：①大一 ②大二 ③大三 ④大四

1.你获得国际知识的途径（可多选）：

①相关课程 ②平时读书看报 ③因特网 ④电视

2.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你的看法：

①与美国不相上下的超级大国

②仅次于美国，高于其他国家的大国

③次于美国，与德、法、俄、日、英等差不多的大国

3.你认为中国是否应该像美国那样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或进一步发展空军和海军力量以维护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

①是 ②否

4.你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吗？

①是 ②否

5.二氧化碳排放是与经济发展和气候控制密切相关的课题。中国的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较低，但总量很高。你认为中国应当：

①宁可牺牲经济发展，也要控制并减少碳排放，逐步向欧盟国家看齐，为世界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

②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逐步减少单位GDP的碳排放，但碳排放总量不能封顶。

6.你认为与中国关系最友好的国家是（单选）：

①美国 ②日本 ③俄罗斯 ④朝鲜 ⑤韩国 ⑥越南

⑦巴基斯坦 ⑧缅甸 ⑨印度 ⑩新加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你认为中国最大的敌人或潜在敌人是哪个国家？（单选）：

①美国 ②日本 ③俄罗斯 ④印度 ⑤韩国 ⑥越南 ⑦法国 ⑧德国 ⑨英国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你最喜欢哪个国家（单选）？为什么？

①美国 ②日本 ③俄罗斯 ④韩国 ⑤英国 ⑥法国 ⑦德国 ⑧印度 ⑨加拿大 ⑩澳大利亚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你最讨厌哪个国家（单选）？为什么？

①美国 ②日本 ③俄罗斯 ④韩国 ⑤英国 ⑥法国 ⑦德国 ⑧印度 ⑨沙特 ⑩南非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如果你有机会出国留学，你首选的国家是（单选）？

①美国 ②英国 ③澳大利亚 ④加拿大 ⑤日本 ⑥韩国

⑦法国 ⑧德国 ⑨俄罗斯 ⑩巴西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对美国，你的总体印象是？

①正面的 ②负面的 ③正负参半

12.对美国的正面印象包括（可多选）：

①经济发达 ②民主自由 ③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水平高

④多元文化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对美国的负面印象包括（可多选）：

①种族问题严重 ②犯罪问题严重 ③对外推行霸权主义

④虚伪的民主自由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对日本，你的总体印象是？

①正面的 ②负面的 ③正负参半

15.对日本的正面印象包括（可多选）：

①经济发达 ②日本人工作勤奋 ③动漫很好玩

④日本料理很好吃 ⑤日本工业品质量好 ⑥日本人礼节多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对日本的负面印象包括（可多选）：

①侵华战争、靖国神社参拜等历史与历史认识问题

②侵占中国的钓鱼岛、东海大陆架等领土问题

③日资企业对员工盘剥严重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对俄罗斯，你的总体印象是？

①正面的 ②负面的 ③正负参半

18.对俄罗斯的正面印象包括（可多选）：

①文学、艺术水平高 ②地大物博、资源丰富 ③军事科技水平高

④中苏友好时期对中国的援助和正面影响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对俄罗斯的负面印象包括（可多选）：

①沙俄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

②前苏联时期对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

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一落千丈

④很多俄罗斯人有反华倾向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中国的统一大业尚未完成，你认为中国应该采取何种对台政策？（单选）

①尽快诉诸武力解放台湾

②继续扩大经贸文化交流，统一自然会水到渠成

③维持目前的政策不变，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在中国真正强大后再着手解决统一问题

21.中国统一大业的最大障碍是（单选）？

①台独势力 ②美国 ③日本




 [1]
 调查结果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第一次中日舆论调查（2002年9～10月）》，《日本学刊》2002年第6期。


 [2]
 蒋立峰：《中国民众对日本很少有亲近感——第一次中日舆论调查结果分析》，《日本学刊》2002年第6期。


 [3]
 王晓玲：《中国人心目中的韩国形象》，民族出版社，2009。


 [4]
 王晓玲：《中国人心目中的韩国形象》，第401～444、462页。


 [5]
 调查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因此笔者无法把本调查定位为90后大学生的国际认识。


China’s Rise，US and East Asia

上海社会科学院 蔡鹏鸿


Introduction

This presentation seeks to outline Chinese perceptions of and policies on East Asia integration. China’s rise becomes objective but seems to be a challenge to American dominated regional order. China as well as India boom is affecting the regional architecture and Asia is facing change in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The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possibilities of big powers’ as well as other Asian nations’ and economies’ participations and their roles i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East Asia Community.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examine China’s official positions，compared with the records of the participations by the US and other economies in TPP and FTAAP and their concerns including Chinese concern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China is well prepared to engage regional states in East Asian integration based on open regionalism，inclusive and cooperative principles. This presentation paper is organized into four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provides assessment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early 1990s，China’s rise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Asia. The second section addresses a theme on FTAAP and TPP. To achieve Bogor goals depends on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APEC members but FTAAP is a better option. The third turns to the issues of the Rudd Asia Pacific Community proposal，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ASEAN role. ASEAN has been playing the role of convener but ASEAN meets challenges in front of US policy “back to Asia”，China’s rise and India boom. A question about ASEAN is whether the sub-regional group as a “small donkey” has the capability to draw a big wagon in Asia. The final is to conclude the debates with options for China to join in the US dominated TPP or FTAAP.

1 Assessment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past twenty-one years have seen a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in Asia Pacific，which had never been imagined at the time that APEC was initiated in the end of 1980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APEC and Asia Pacific the whole region have become a fast growing part of the global economy. Now the region with China and India and others booming has well been acknowledged as a driver of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and growth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a driving force in years to come. In addition，APEC’s important achievement is the reduction in average applied tariffs from 15.4 percent in 1988 to 6.95 percent in 2008. Some APEC developing economies have drastic reductions，for instance，those of China have been reduced from 40.3% to 9.8% in 2008，Indonesia from 20.3% to 7.72%，the Philippines from 27.9% to 6.23%，Thailand from 40.8% to 11.83%（Table 1.）. Since 1996，APEC trade regimes have been improved and become more transparent with tariff and customs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line in most APEC economies. Intra-APEC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more than tripled between 1989 and 2003，and account for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APEC economies’ GDP from 13.8 percent in 1989 to 18.5 percent in 2003.（APEC Senior Officials Report 2005）Chinese diplomats regard APEC as the highest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 with the most comprehensive mechanism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hina，as a member of the Asia-Pacific community，attaches importance to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APEC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The Chinese presidents have attended all the APEC informal leaders’ meetings since the inception of APEC Summit.（He，2009）

It seems that the most significant success is of the Bogor Goals set by APEC economy members in 1994. The Bogor Declaration with a common goal of free and open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s been APEC’s precious spirit but an equivocal definition. The weakness of Bogor goals is lack of concrete standard and specific requirements.（Elek，Andrew，2005）The Busan Roadmap designs a future picture or a way forward for the Bogor Goals but unsuccessful in defining the exact standards to reach the goal. The Ha Noi Action Plan did not become a successful one，either. Therefore，one perceives that Bogor plan has some progress but still meets challenges mainly because of the equivocal goals. The equivoque seems reflected in the latest “2010 MRT Statement”，which again mentions an equivocal reference instructing senior officials to finalize the assessment report without a strong position that all the developed APEC members reach the Bogor goal at the target time. The equivoque also helps some developed economies avoid their commitments for the Bogor Goals. It is therefore an expectation existed that a victory will be declared without meeting a clear Bogor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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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st Asia has experienced two financial crises，the 1997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2008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he first one affected the process of liberalization because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were reluctant to give a hand，particularly the American reluctance to have a resolve like this time they did to help overcoming the crisis. That was a great frustration for Southeast Asian developing economies. The second one emerged from the US in 2008 and has had the adverse effects on East Asian developing as well as developed economies. Luckily，some prognostication that the ever severe financial crisis could cause a global war has not come tru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ttacking the region，East Asia has become the most critical region in a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Having seen a proliferation of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since the early 1990s，the region more recently observes special interest in the Asia Pacific Community’，the East Asia Community’ and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proposals introduced respectively by the just stepped down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Kevin Rudd，Japan previous Prime Minister，Yukio Hatoyama and America. China concentrates on inter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still keeps silent over these proposals，particularly over TPP. The silence does not mean that China has no thinking over TPP. They are all ostensibly in common to design and create a Pacific era through regional cooperation among economies.

No one can deny the fact that greater regional cooper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integration theory and in some cases vital in dealing with the challenges at hand but some East Asia countries are still awaiting and seeing how to define an overall strategic coherence and an all-inclusive regionalism. While these proposals are still being considered for a new architecture，existing regional bodies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The likes of the ARF，EAS and APEC will remain relevant.

Since China’s access to APEC and WTO，Sino-US relations have been relatively stable and the region saw unprecedented bilateral cooperation on shared concerns. The US-Chinese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has been largely argued to be a positive force not only for economic ties but also movement on many other bilateral issues. Both countries also enjoyed a spur of seemingly great relations right after Obama took office. Unfortunately，immediately after Obama’s visit to Beijing last November in 2009，US wielded sticks one after another and multiple high level visits deferred and the relationship veered off the fast track. Obviously，the American engagements with China have been pragmatically connected with American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refore mutual misunderstanding remains. In fact，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have been deeply interdependent more than ever and both countries do recognize the necessity of a stable Sino-US relationship，which will be contributive to a prosperous，stable and security community.

China as an important developing country carried out a positive policy to diminish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obtaining an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 in 2009 with its GDP reaching around USD4.9 trillion and 9.1% growth. China is almost a second economy in the world and China’s rise becomes objective. The booming China and India are affecting the regional architecture and Asia is facing change in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To maintain stable and peaceful shifts needs new thinking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future community.

With that in mind，one needs to understand today that China’s rise be interpreted as a rise not only as an economy but also its constructive role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region. A rising China has been driving East Asia and even Asia Pacific region to be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global economic and strategic weight. China wants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to create a future the region wants to have. The new realist theory has argued that the emerging power（s）have difficulty in peacefully joining the current regional as well as global order. The liberalist advocates，however，have emphasized that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would generate win-win results. This means regional states will pursue their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through free market and open trade system instead of trade protectionism，mutual confrontation and arms race. Historical facts reveal that the rise of the US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the Japanese rise in the 1960s prove the peaceful rise feasible. China’s rise and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development have been the primary evidence that China wants to play a role representing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promot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If the American policy “back to Asia” is predicated on liberalism，open and inclusive to China，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rise can be more assured. Obama believes if both China and US can cooperate to meet challenges the win-win results can be realized.（Obama’s Speech at Tokyo，Nov 13，2009）East Asia to be dynamic again needs China’s furthering participation and an active role as it has done.

2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US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throughout Asia Pacific，in particular the FTAAP idea（Free Trade Agreement of Asia Pacific），was actively initiated by APEC’s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in 2004 and the proposal was then regarded as the only means by which APEC leaders could achieve Bogor goal adopted in 1994 with the target “free and open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Then in the following consecutive APEC Summit meetings at Sydney（2007），Lima（2008）and Singapore（2009）the FTAAP remained as a major agenda. Although an analytical study by officials generates some positive suggestions，challenges do exist in creating the FTAAP（2008 ALEM Lima Declaration），for instance，FTAAP should be a legal binding mechanism but APEC’s approach is voluntary，consensus-based decision making system. One observed that there is a set of 15 completed chapters for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RTAs）and Free Trade Agreements（FTAs）that will promote high-quality RTAs/FTAs and greater consistency and coherence among these agreements in the region（Bosan and Ha Noi Declarations）. But Obama Administration seemingly prefers to participate first i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Agreement and then the FTAAP. The TPP agreement negotiations have completed three rounds and scheduled to hold the fourth one in December 2010. The American participa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action，which indicates a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US trade policy o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signals its new trade negotiation fashion from the previous bilateral approach.

Like others，China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 Although former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Susan Schwab had an announceme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beginning negotiations to enter into the Trans 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almost two years ago，（Vaughn，Bruce R.2008）President Obama’s announcement in Tokyo on November 13，2009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engage with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in a new effort toward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d a special and significant implication. There are some special reasons for the American engagement with an already running 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 TPP.

First，Obama has a pragmatic intention to seek American interest. At this moment that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has still haunted but not yet totally passed away，Obama Administration believed it the best option to take some concrete action joining in TPP to increase jobs at home，eliminate domestic complaints through dramatically increasing American exports to the Asia-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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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national interest lies at the core of a country’s strategy governing the state’s foreign policy，but Obama only stresses the US interests while dealing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Obama Speech in Tokyo on November 13，2009）China has seemingly learnt from the American capitalist way and emphasized interests as the “highest principle” governing country to country relationships. The assumption seems to be that，once countries start to deal with each other based on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the bilateral relations will be shining，regional and global peace will be realized. But this seems to remind us of the other assump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 that power defines the interest and therefore the conflict is unavoidable. The inference may be conducted that where starting point overemphasizes its own interest the motivation will often be questioned and mutual trusts will be discounted. Balancing mutual interests needs to be considered for starting TPP negotiating agreement.

Second，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create a high quality FTA as an example to substitute Asian model，which has been regarded as a lower standard.（Cutler，2009）By crafting a FTA standard，the US wants to set an example for the region to follow the American-created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is possibly reflects the US fears over forty FTA within Asia Pacific or almost seventy negotiating FTA，which can generate various but seemingly low level trade groupings that will make “Italian noodle” more complicated and causing American trade interests harmed. A primary factor to be supported by a mix of the American bipartisanship，various interest groups and federal government is of a comprehensive agenda in TPP including service trade，intellectual property，labor standard and others. These elements have not all been included in those completed bilateral FTA agreements the US signed with other partners. As a matter of fact，not all those bilateral FTA agreements have significant trade effect but sometimes the U.S. side tends to politically consider，and even has security consideration. A “high quality” agreement that way would not be welcome by Asian countries.

Third，the US concerns about building Asian trading bloc that excludes US.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90s，PTAs/FTAs have been organized in East Asia and some have increasing influences over regional integration，in particular，ASEAN Plus Three（APT），East Asia Summit（EAS），ASEAN Plus Ones and also some other plans such as 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 and East Asia Community. The exclusion of US makes Americans who are from government and commerce circles to be watching cautiously what 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doing. They are worrying about trade and investment transfer effects that will affect their opportunities in participating in business there. While first advocating FTAAP and now TPP，Dr. Bergsten has worries over a line down the middle of the Pacific. His position is that the American participation of TPP would engage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with the Asians and reducing the risk to the United States，both in economic and foreign policy terms，of an exclusive Asian bloc.（Bergsten，2009）

Fourth，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deter China and tries to continue playing a leadership role. China’s rise triggers a debate on regional leadership issue along with the transformational power. China’s drastic growth becomes a spur of neighboring diplomacy and the launch of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early this year pulls close relations of both sides. The US as a dominant role fears China furthering action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believes TPP would be a better selection to prevent China from being a leader in East Asia.

Fifth，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use TPP as a springboard to push FTAAP into reality and maintains its leadership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Asia Pacific. The American approach to FTAAP through TPP may be a good approach but 15 chapters for RTAs/FTAs still have their positive connotations for creating high quality FTA for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as a long-term prospect.

In a conclusion，the United States participation in the TPP is a significant event. This is mainly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the US is a very important trade partners for East Asia as well as a military power that has a very import role in regional geopolitics. Now there are already four members Singapore，New Zealand，Brunei，and Chile while other four is ready for participation including the US，Australia，Vietnam，and Peru. The eight countries have wrapped up their second round negotiation and it seems there were some opinions in disparity but the participants have been active. A broader membership has been encouraged but only Korea，Japan at this moment may be expected to join in the near future.

3 Where Will the Proposals of Hatoyama and Rudd Go？

Both previous PMs，Japanese Hatoyama and Australian Rudd have left their positions but a common question is where their proposals，East Asia Community and Asia Pacific Community go，be or not to be accepted and pushed continuously by their successors. The two proposals triggered hot debates not only in Japan and Australia but also in East Asia and the US. The regional situation seems characterized by new economic and security-political initiatives because the debates arouse and thus create various cooperation thinking and proposals.

Hatoyama’s East Asia Community proposal has its basic thinking similar to his predecessor Koizumi’s for both proposals all advocate a community with 16 countries including 10 ASEAN members plus 3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Australia，New Zealand and India. But Hatoyama’s initiative seems discarding the demand of “value diplomacy”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persists and Hatoyama expressed his respecting “multilateral values”（or “various values”）and seeking reconciliation and “fraternity” with regional powers like China and Korea. Besides，Hatoyama would utilize the European model as a sample for East Asian Community，emphasizing on importance of building an Asian Common Currency（including China）as one of core pillars. In fact，East Asian Community had been talked about prior to Hatoyama’s proposal，for instance，former Korea President Kim Dazhong initiated it earlier. What is curious is Hatoyama’s East Asian Community has been more closely observed abroad in Asia than domestic attention. Does he really want to include China but exclude the US？It has still been a question mark. Hatoyama wants to have relations of equality with the US and this strongly shows his and some Japanese willing autonomous from the US because Japan has been overly dependent o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ast. But Japan is still allied with the US based on an alliance military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and one must doubt if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 can be established without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New PM Naoto Kan has a strong position that the US as Japanese alliance is a necessary instrument in geopolitical sense to counter China and this demonstrates the DPJ’s political action is at least premature and thus DPJ cannot be compared with Obama administration with one voice on Asia Pacific FTA. It seems that Japan neither has been up for a task preparation the US is leading to a trans-pacific integration nor preparing for another job to accept China or collaborate with China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East Asia integration for a future community.

Former Prime Minister Rudd’s Asia Pacific Community proposal has its deep and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about regional architectur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ina，India and almost the whole Asia are all considered into his rational elements. Unlike Hatoyama with unclear expression on the American participation，Mr. Rudd supports the US to be integral to the region because “continued U.S. preeminence will re-main a bedrock”. The shifts in the structure of power have been reflected and their implications must have demonstrated gradually. Mr. Rudd’s remark reflected an objective reality but unfortunately he did give a definite and clear vision for he just wanted to launch a discussion and to listen to other countries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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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Prime Ministers have now stepped down probably mainly for domestic politics but the two countries Japan and Australia must have a common demand for American presence，particularly military presence，in Asia. Australian initiative only wants to have benefits from economic China but meanwhile tries to prevent China from being a true power. Both initiatives must have had a connection with those operating，running and negotiating agreements before they officially proposed but it seems that both Prime Ministers would consider their respective nations’ interests first and then the current FTAs. What the Rudd’s proposal is worthwhile is to limit Asia Pacific Community a dialogue first to the major players not to require all APEC members’ participation and the agenda limited to political security issues. But a question still remains about APEC and other regional security forum like ASEAN Regional Forum.

4 Conclusion：Options for China

With its access to APEC in 1991 and to WTO in 2001，China has been adjusting itself to regional and global environments and forging its integration policy.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the adjustment are to accelerate the opening of its economy to the outside world to introduce foreign technology and know-how，develop foreign trade，and promote “sou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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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aims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at the same time，it has been intensifying its pursuit of bilateral/regional free-trade agreements with some of its trading partners，which can complement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China intends to maintain a stable relationship with its peripheral countries and to be an accountable builder contributive to regional institutions. This is logical because that an FTA can provide a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to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regional trade，maintenance of economic relations and benefit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in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and economies，by helping expand trade，achieve market diversification，reduce consumer prices，and lower producer costs；and drive economic growth and create new job opportunities. It appears that all countries and economies that have concluded bilateral/regional FTAs recognize China as a market economy. China has therefore taken pragmatic steps to establish bilateral/regional FTAs/RTAs with some trading partners.

China has had a very supportive policy to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believes it to be consistent with a long term goal for East Asian cooperation. While his official’s visit to Tokyo last December，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appreciated Japanese proposal on East Asia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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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edia also reported that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praised Hatoyama’s efforts to bring together Asian countries under the concept of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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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ndicates that Hatoyama’s proposal has been more welcome by China than by the US.

China’s appreciation to Hatoyama’s proposal does not mean China changes its East Asia cooperation policy but China continues emphasizing its policy to back ASEAN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China was ready to enhance pragmatic cooperation with ASEAN and upholds that East Asian cooper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en plus three（ASEAN 10 members plus Japan，Korea and China）. It seems that China is not very active to respond to FTAAP and TPP initiated by the US. For a long time China expressed reluctance to Ten Plus Six modality but emphasized the East Asia Community based on 2002 East Asia Vision report. Koizumi’s East Asia Community and American FTAAP and TPP all try to feature them as a democratic value or something like a democratic commonwealth for the purpose to hedge or contain China. China dislikes using cold war mentality to organize a regional trade group.China prefers to participate in some fields like trade，financial projects or currency cooperation to construct a stable peripheral region，seek open markets that will fairly treat China’s goods and welcome Chinese investment. Functional and pragmatic cooperation is in the first priority of China’s external cooperation but China is cautious about some plans that would be inclined to or related to security reassurance，collective security，anti-terrorist war，climate change and other non-economic issues.

It is obvious that China and US relations have been attached to a very important weight in East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operation.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admitted China’s position is significant in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economy.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owever，have some challenges，which mainly resulted from the new administration’s diplomacy back to Asia，which has some decisive role affecting China’s decision toward American FTA initiatives. China must have been cautious to some sensitive issues，particularly those possible policies which may be against China or will harm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Generally or roughly at this moment，an argument is that either FTAAP or TPP is to point at China，but a critical point for China how to handle.

China supports ASEAN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ast Asia or Asia a Pacific integration. This policy is regarded as fundamental policy that has been consistent with China’s standing in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and ASEAN have launched their FTA beginning operation with this year based on China’s supportive cooperation policy with Asean. China enhances the cooperation with ASEAN in commodity，service，investment and economic technology and also China tries to supply aids and establish aid projects with ASEAN countries. All these efforts enhance the foundation of China-ASEAN cooperation. It is clear China would also seek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support China on the issues such as FTAAP and TPP. Meanwhile there are som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in competition over scarce resources-such as oil and gas，water and food，and very sensitive issue over territory，particularly over maritime reg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nations. Some ASEAN members seem to be worrisome about China rise and hope external force like the United States to come on in to balance China.

With the analysis above，the presentation would like to end with these policy suggestions：

First，keeping positive posture and stand to Japan and US’ proposals would come up to Chinese interests. PM Wen Jiabao remarked that China would not only positively participate in and mainta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but also wants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for build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China must have changed its seemingly reluctant manner for some new initiatives.Positive participation and consultation with some new initiatives should be beneficial to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Second，regarding to FTAAP and TPP issues，China should start to invest in research，the sooner the better. Some articles in negotiations will be useful for China to further its implementing WTO rules and carrying out FTA strategy and China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some articles are benefits for China’s development. If China joins in the relevant negotiations，China can also be in a very early stage to submit its ideas to complement current negotiators’ suggestions.

Finally，prior to the end of this presentation，this author would like to express the idea that China can consult with Japan as early as possible about the “Change and Action” to see what China can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Japan’s APEC year. APEC needs China and China also needs APEC. Only mutual support can the APEC go to a bright future.

Supp.Table 1 Average applied tariff rates of some APEC Economy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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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韩关系国际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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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韩关系国际研讨会于2010年11月8～9日在复旦大学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办，由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资助。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也在加速前进，欧洲、北美的一体化进程走在世界前列，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区域合作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然而，东亚的一体化步伐却依然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究其原因，主要是东亚地区情况比较复杂。由于历史问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政治制度各不相同，意识形态也有重大差异，东亚国家相互之间的政治信任程度不够高，并且朝鲜半岛和中国都还没有实现政治统一。此外，域外大国势力在东亚地区的广泛存在，对于东亚区域合作具有不确定性，也影响东亚地区凝聚力的增强，致使东亚区域合作的政治推动力明显不足。

研究东亚区域合作和中日韩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从学理上对之进行阐发，成为学界政界的当务之急。来自中、日、韩等国60余位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提交论文40余篇。论文写作角度众多、视野广阔，体现了深邃的思考和敏锐的洞察。会议议程包括理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四个专题讨论和一个特别演讲及圆桌会议，会议气氛热烈，形成了富有启发力的共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文拟按各专题再现本次会议的盛况。


一

第一专题研讨了有关东亚区域合作的理论问题，各位代表共提交了9篇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李文的《东亚共同体的逻辑与形态》指出：东亚共同体的形成有其外部逻辑，系指东亚追求与西方平等，摆脱西方文明单向度冲击压力，其主要内容是改变近代以来东西方之间形成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格局，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掌握自己的话语权，结束西方代替东方发言的历史。这决定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必要性。东亚共同体的内部逻辑，系指使东亚有别于其他共同体的内在规定性，它规定或指导东亚共同体的发展方向，主要有和谐理念、共生理念、秩序观念。在内在逻辑决定之下，东亚共同体表现形式的突出特征是：没有发展蓝图，过程重于结果，关系重于制度，协商重于协议，重视感情沟通。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启雄提交的论文是《东亚共同体的区域整合概念——“中华世界秩序原理”角度的分析》。论文首先提出和分析了“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争天下论，强调日本历史文化的精髓是胜者文化。中国应以德治天下，让日本回归亚洲。依靠争天下论来重新诠释日本的侵略，才可能解决或消除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和今日双方所感受到的国家、民族危机感。其次，目前中国应主要注重发展，尤宜重构符合东方文化价值体系的中华国际秩序原理，再建中国的国际法体系与国际秩序。最后，应该发展共通的文化价值，并创造出有尊严、受敬重的高质量社会来存续安定进步的力量。并且通过成立共享荣辱、同甘共苦的生命共同体，使得在东亚各国间的主权的排他性、国家的领土纷争、权力斗争等都消失于无形。当前个体国家的领导人，应将国与国之间的权力斗争，限制在共同体最高层次的主导权之争。总之，东亚共同体，必须具备东方共同传统的文化价值基础，朝“C＋1＋1＋1＋N”的方式，以“10＋1”为基础出发，走向“10＋3”，进而“10＋6”，然后迈向“中国＋东＋西＋南＋北”的环中国共同体，最后朝向“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发展。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胡令远的《关于东亚实现真正和解的文化思考》强调东亚区域合作明显滞后的深层要素，即东亚国家尚未实现民族间真正的和解，探索实现这一和解的途径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战后中日文化交流的基本性格、特征及其所发挥的特殊功能，对我们寻求上述路径有一定的启发、借鉴和认识意义。实现东亚民族间的真正和解，应尝试从文化方面解读。

香港亚太21学会会长黄枝连的论文《海洋的彼岸不一定是必争之地》在对马汉的海权论著进行评介的基础上，对郑和下西洋、忽必烈对东亚国家的海洋远征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探索海洋活动的动力、结构及其形态。指出任何海洋活动、海洋事业、海洋文化以致于海洋立国，必须同其活动主体的生产方式、政治经济体系、社会阶级以及社会文化有其结构性的关系，对社会情境结构有重组作用，才可能对社会发展和文明交流产生推动性的作用。进入新时代，各国仍将根据其海洋事业的规模，追求相应的海洋权益，但任何强国都不能企图在海洋产业上建立以霸权主义为内容的海权体系。

中南民族大学杨万娟的《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全球史研究》，强调用全球史的视角重新审视地区史和国别史。这种“地球村”的历史研究取向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十分重要。通过对全球上古民俗文化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远古时人类就生活在文化一体的地球村，世界古代文化一体的重要符号是蛇和鸟。中日韩三国在历史认识过程中也要纳入邻国的历史认识，而它将来也会变成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烟台大学王明星的《走向一体化时代的东亚民族主义问题》认为，走向一体化时代的东亚民族主义的发展，其作用和结果如何，关键取决于能否继续加强东亚国家自身的主体性，让东亚国家自己彻底摆脱外来势力的干预，自己根据自身的愿望主导东亚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东亚一体化的发展无疑将推动该地区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民族主义的高涨，在带来并激化一些民族矛盾和国际纠纷的同时，也将成为推进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动力加速器。

复旦大学蔡建的《东北亚文化认同的构建》认为，区域合作与经济一体化除了得益于各方对经济利益的共同追求，也同样得益于区域内部共同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认同。东北亚区域一体化发展相对缓慢，这既反映了该地区国家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也反映了该地区缺乏深层次的文化认同。要推进该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就必须加强该区域文化认同的构建，打造该地区合作的文化基础，以文化认同来促进区域合作。

复旦大学贺平的《功能性合作、区域性公共产品与日本的东亚合作战略》一文认为，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不同阶段提供了各具形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这成为日本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和实现自身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途径之一。在日本国内，功能性合作被普遍视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基本路径和核心内容。在当下的东亚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联合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开展功能性合作仍不失为一种最为现实的政策选择。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是分析东亚区域合作的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孙泓的《东亚区域体系的历史演变与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认为，东亚区域体系的构建，存在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它经历了东亚朝贡册封体制、东亚殖民体制、东亚经济文化圈等几个阶段，最终将发展成为东亚共同体。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全世界各地区都在逐渐形成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圈，并向地区的经济共同体过渡。东亚共同体的建立也提到日程上来，但从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东北亚地区的实际发展来看，建立东亚共同体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一个空想，是脱离东亚发展的现实情况的。

王明星和贺平就本专题论文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点评。


二

第二专题主要围绕中日韩东亚共同体构想及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问题展开，共提交了16篇论文，是与会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对于中日韩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定位，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张慧智的《中日韩东亚共同体构想指导思想的异同比较》有精到的研究，她分析了中日韩各国对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指导思想，指出日本是为了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应对中国的崛起，提高本国在东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韩国是为了摆脱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三明治”地位；而中国更多地从“和谐世界”理念出发，为本国的发展创造和平的环境。强调尽管中日韩对东亚共同体的意义和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但三国指导思想的相互矛盾影响了三国的切实合作，同时现存的领土问题、主导权之争、美国因素，以及包括的国家范围等都是现实阻碍。因此，处理好中日韩与美日韩的关系，加强中日韩合作，是推动东亚共同体获得进展的关键。

对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困难和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论述。韩国关东大学李奎泰的《实现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主要障碍论纲》，指出东亚三国国民情绪和历史文化情绪问题是实现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主要障碍之一。情绪/情感与认知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其中仇恨与信任等情绪在国际关系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社会认同理论，认同产生情绪，情绪有助于信任的建立。反之，则会导致群体内与群体外之间的差别，这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相互竞争的来源。情绪也影响选择，建立信任，从而有助于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情结也是一种情感刺激。韩中关系史中存在情结问题，作者吁请各方注意国民情绪、情结对共同体的负面影响。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刘雪莲的《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地缘政治分析》研究了东亚共同体建设面临的诸多困境，认为主要表现在东亚地缘政治方面的离散性和对抗性的存在，主导力量的缺失，以及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的错位等，东亚共同体建设前景不容乐观，需要东亚各国共同努力。

对于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复旦大学石源华的《论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背景、理念及主要特点》对此作了历史考察，指出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产生有着重要的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和需求，并经历了从不关注、不积极到关注、积极的过程。创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基本指导思想。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体现了和平与安全、发展与合作、和合与和谐三大特点，强调和平的地缘政治、合作的地缘经济、和合的地缘文化和和谐的地理环境。并提出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主要特点是：运行路径——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多轨并行、开放包容；横向联合——内容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关键因素——中国多边主义合作体系与美国双边同盟合作体系的“兼容共存”；主导角色——推助东盟主导东亚共同体建设；努力目标——建设东亚特色的东亚共同体等。同济大学崔志鹰的《东亚共同体与中国》也探讨了建立东亚共同体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中国如何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他提出中国应采取的具体措施是：①将能做的事，先创造条件做起来。②走自己的发展道路。③加强制度化建设。④积极推进跨国界的基础设施建设。⑤增强区域认同感。

对于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中山大学魏志江的《日本东亚共同体理论基本构想评析》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日本学术界和政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东亚共同体理论所进行的探讨和基本理论构想，分析了日本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背景、内涵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认为日本学界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内涵并不一致，有的注重东亚地域机能的协力和制度的构建，有的则注重安保和平机制的构建以及东亚共同意识的培养等。复旦大学外交学系包霞琴的《日本“东亚共同体”战略及其面临的挑战》则着重探讨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战略。指出东亚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内政治生态的巨大转变致使日本强调致力于东亚共同体建设，但将面临很多困难。日本在自身定位上的矛盾和分裂，很可能在西方及亚洲均不被完全接受，而处于“双重边缘的位置”。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战略必将受到美国的牵制，日本很难在美国与亚洲、安全与繁荣这两组选择中每个选项都取最大值，这种两难困境成为日本推行“东亚共同体”战略的最大障碍。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存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威胁论”和经济领域的“机遇论”的矛盾，日本在战略上对中国的不信任，也必将影响“东亚共同体”战略的实现。

对于美国与东亚共同体的关系，也有数篇论文进行了论述。上海社会科学院蔡鹏鸿的《中国崛起，美国与东亚》，立足于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形成挑战这一客观事实，指出中国的发展繁荣影响了地区结构，亚洲面临着自身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而探讨美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在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多边合作的可能性。上海社会科学院高兰的《利益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的博弈》则探讨了东亚共同体机制的建构与美国的因素。指出美国既追求利益共同体，又追求价值共同体，因而使得东亚共同体的推进模式出现了复杂局面。进而分析了美国不断加强对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的干涉，不断介入亚洲地区统合事务的原因，并且对此提出了对策。

对于围绕着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大国关系，上海交通大学王少普的《多极化趋势下的中日美三国关系与朝鲜半岛形势》主要从中日美关系角度展开论述。指出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发生，使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更为明显，这种变化对中日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新的合作动力，也使中日美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三国的合作要求有所上升，三国应该进一步加强沟通，增强互信，努力促成平衡的、合作的、开放的中日美“三边关系”的形成，这对促进东亚以及亚太地区多边合作的发展，实现亚太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三国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对朝鲜半岛形势具有重要影响。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车在福的《论中日关系变化与东亚共同体实现》则以中日关系为切入点。论文重点论证中日关系存在的基本形式，即围绕着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是“一山不容二虎形式”，还是“在竞争中寻求共存形式”展开论述。论文通过对过去中日两国间关系的梳理，对中日互惠关系进行剖析，综合论证中日两国在建立东亚共同体过程中合作的必要性。

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问题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上海理工大学仇发华的《东亚“开放性”地区主义的成因、特点及发展趋势》分析了中国在东亚一体化中的自我定位及面临的现实挑战，梳理了日本整合东亚的历史及其失败的原因与影响，论证了韩国在东亚一体化中的自我定位及现实局限。认为在缺乏强有力的推动力量下，东亚一体化的未来仍应该以东盟为核心，以“10+3”机制为推动力量，以开放性原则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贵阳财经学院彭述华的《试析东亚一体化之大国主导》则对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指出国际一体化有一种内在的大国主导需求。中日两国不合作，从而抵消了两国的地区主导性，中日关系对东亚一体化形成了制约，是东亚一体化进程迟滞的重要原因。中日两国负有大国责任，两国积极探索中日合作主导模式，就能够为东亚经济一体化造就“双引擎”。复旦大学祁怀高的《东亚区域合作领导权模式构想：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则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他论证了目前东亚地区的领导权现状是小国主导模式。作者在对各种可能的领导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东盟机制下的中美日合作领导模式”解决了中、美、日三大国都不具备单独领导该地区的绝对资质问题；承认了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存在；尊重了目前东盟主导东亚区域合作的现实，弥补了东盟模式的不足，能调动其他国家、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

会议有两位学者提交了关于朝鲜的论文。延边大学金香海的《论中朝关系的重构》认为中朝两国应当重构新的战略关系，即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中国要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对朝政策，使中朝关系向正常国家关系的方向发展，既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又为我国的发展争取有利的环境，保持中朝关系的可持续性发展，积极推动中朝关系的发展。具体来说，中朝关系的重新定位应从大的战略考虑，应当帮助朝鲜解决民生问题，重振经济，全面发展同朝鲜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以及能源环境等领域的合作；作为代价朝鲜应承诺今后不再进行核试验，不使用核武器，并加入到地区安全合作框架，逐步向弃核方向努力，共同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基本稳定。青岛科技大学石建国认为未来朝鲜融入东亚共同体是可能的，其原因在于首先朝鲜自身有这样的需要和认识，其次是中国的推动和桥梁作用，再次朝鲜融入“东亚共同体”的国际环境正在明显改善。融合的路径：第一，是大力推进“六方会谈”进程，为朝鲜融入“东亚共同体”营造和平环境；第二，是摒弃冷战思维，营造东北亚和平新框架和机制，为朝鲜融入“东亚共同体”创造制度基础；第三，是朝鲜弃核，参与到“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中。鉴于朝鲜半岛特殊的政治地缘环境，朝鲜的融合将会是各方力量角逐的结果，而且是先和平安全、后经济、再政治的走势。

本专题论文由崔志鹰、祁怀高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三

历史、文化两个专题共提交论文15篇。

历史问题是影响当今东亚区域合作向着更高水平发展的障碍之一。复旦大学历史系曹振威的《如何填平面临的鸿沟》对此进行了概述。强调构建东亚共同体最主要应填平三条鸿沟：历史问题、领土纠纷和朝鲜问题。历史问题是由于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没有得到及时、彻底的清算，这是造成日本和中韩之间时常产生政治摩擦的根源。领土问题主要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对战争的清算不彻底，成为今天国际交往中难于逾越的障碍。朝鲜发展核武器的举动引起邻国的关注，强硬的对外政策也使邻国感到困惑和警惕。朝鲜问题或者说朝鲜半岛分裂问题，是二战及冷战的产物，也是历史问题。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据点博士研究生郑洁西的《16世纪的东亚和平构建——以日本侵略朝鲜战争期间明朝的外交集团及其活动为中心》，通过考察相关问题，从新的材料和新的观点出发，重新探讨了16世纪末的东亚和平构建问题。除壬辰战争之外，日本在历史上还发动了甲午战争、全面侵华战争，这些战争并没有最后达致日本的目的。日本应该汲取历史教训，在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历史潮流中，用恰当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因此，日本应该主动承担起领导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重任。上海交通大学翟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民间的联华论及其特征》，追溯既往，阐述了当日本实力增强也有愿望领导东亚时的思想界的认识。文中剖析了日中同盟论、日中共存论、大亚洲主义论等联华论的本质、特征及地位，这些论调实际上还是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转移的，并没有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中国进行联合的意思。

除了日本侵略这一历史问题以外，另一个更为影响深远的历史是二战后美国在亚洲的广泛存在及朝鲜战争的影响。苏州科技大学祝曙光的《朝鲜战争与中美的相互认识》认为，朝鲜战争给双方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尽管美国不是一个亚洲国家，但它在亚洲有着巨大的投资和贸易利益，它在亚洲的驻军以及对亚洲盟国安全的持久承诺，都使美国成为一个亚洲国家。中国作为亚洲最大、也是发展最快的国家，使美国及其亚洲盟国感到了一种潜在的压力，中国与朝鲜签订了安全条约，而台湾问题会进一步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加双方发生严重冲突的可能性。为此中美必须加强了解和沟通，理解对方的文化、传统、核心利益与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矛盾和冲突，切实担负起维护亚太乃至世界和平的责任。论文从历史的角度阐明了美国的利益和存在是今天东亚区域合作不可回避的事实。

正是由于中日韩三国从历史的复杂关联中一路走来，因此，历史问题以及由历史问题延续下来的问题，严重影响着中日韩三国民众的心理。从心理、情感等社会角度进行探讨的论文，共两篇。一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董向荣的《韩国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态度分析》。“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课题组委托相关调查机构进行电话问卷调查和焦点集团访谈。结果表明，韩国受访者认可中国崛起的可能性，但对之评价则存在明显分化。44.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崛起对韩国利弊各半；约36.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崛起对韩国弊大于利；18.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崛起对韩国利大于弊。受访者对中国这个“战略合作伙伴”的国际影响力评价、信赖度也远低于其盟国美国，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韩国在安全上应利用美国制衡中国。另一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张绍铎的《中国当代大学生对日韩的认识》。论文以对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周口师范学院部分学生的问卷调查为例，调查结果有41.02%的被调查者对日本总体上持负面印象，53.89%的被调查者对日本的总体印象正负参半。总体而言，被调查者对日本的认识是负面的，但又是复杂而深刻的。在最喜欢的国家中，8.68%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韩国，超过日本、英国和德国。在最讨厌的国家中，20.6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韩国，仅次于日本，超过美国和其他国家。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韩国的看法两极化严重，且负面的印象明显高于正面的。总体上被调查者对韩国的认识也是比较矛盾的。从东亚三国知识精英的角度进行考察的，有清华大学李廷江的《“东亚知识共同体”的思想与创造——白永瑞和“韩半岛视角”的意义》。在讨论东亚共同体论述问题时，首推沟口雄三、白永瑞和孙歌。三位关于“东亚知识共同体”的思想与创造，为我们讨论东亚共同体创造和提供了极为丰富重要的思想资源。梳理和探讨“东亚知识共同体”的生成过程，有助于我们从思想视角审视东亚地区合作的可能性和复杂性，了解该地区内从历史到今天的多层关系，为我们提供东亚地区知识人十几年来思想互动的积累成果，加深我们对“东亚共同体”的理解。其中韩国学者白永瑞的身份和作用更显得独特而重要，他提供了中日两国以外的韩半岛的视角。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的认识差距，表明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还需在认识上对民众进行必要的引导。

虽然，历史问题影响到今天的现实，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但我们还应从东亚历史发展的主流看起，由此，一般的结论是中日韩关系的历史和文化交流的主流是积极的、友好的、进步的。有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窥见这种历史的主流。日本关东大学松浦章的《康熙年间盛京的海上航运和清朝对朝鲜的赈灾活动》，展示了清朝赈济朝鲜的一段历史。南开大学历史系高艳林的《朝鲜王朝对明朝的“世系之辨”及政治意义》，叙述了朝鲜李氏王朝宗系奏辨活动缘由及其始末。说明了奏辨活动的政治意义，即证明了李氏朝鲜取代王氏高丽王朝的合理合法性，巩固和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

从文化角度来看，这种主流性更加明显。立足于当今时代，日本别府大学博士生陆征的《中日韩文化交流——理解外来文化和大众文化》，探讨了中日韩之间的文化交流。当今东亚正进入来自中、日、韩三国人民积极活跃的文化交流的新时代。面对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该文旨在探讨文化交流的影响及它可能会给未来东亚中日韩三国的社会带来什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刘明翰教授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历史和文化关系》认为，以儒学为中心的东亚文明圈，7～9世纪开始形成，宋元以后深化，明朝进一步发展。东亚文明圈构成的要素是：汉字、儒学、中国化的佛教、中国的典章制度和习俗。东亚各国在积极吸收中华文明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共同缔造，形成了历史上相对稳定、有共同特点的东亚文明圈。东亚文明圈是中国儒学、朝鲜儒学和日本儒学中的共同性和整体性的结合，具有道德主体性、和合性与忧患性的特点。东亚儒学思想对东亚各国的社会结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思维的形成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东亚文明圈既有基本的思想体系，亦同时存在着互异的文明多样性。南开大学历史系孙卫国的《司马迁〈史记〉对朝鲜半岛之史学影响》认为，《史记》在朝鲜王朝的政治与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史记》对朝鲜半岛的史学具有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体现了中韩之间的共同文化基础，这也是中日韩东亚共同体得以形成的传统与基石。中国政法大学刘丹忱的《儒学的东传与朝鲜儒学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认为，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东亚应当以其特有的精神资源贡献于人类，回顾东北亚文化交流起点的儒学东传朝鲜的历史及朝鲜儒学的产生与发展，旨在进而探讨传统的东亚价值观以及东亚意识。具有悠久历史的东亚儒家文化圈提倡“东亚意识”，其目的旨在追求平等的、正义的、合理的价值标准，旨在思索全球化进程中，如何以东亚传统中富于融合安定的因素，启迪世界，推动世界和平。陕西师范大学黎羌的《中日韩说唱文学交流与东亚共同体文化建构》认为，朝鲜半岛流行的佛教文学，或世俗说唱艺术形式“盘索里”，因深受唐宋以来中国古代俗讲、评话、戏曲文学等的影响，也间接糅合一些日本说唱、歌舞伎艺术诸因素，从而成为联络上述东亚诸国的文化纽带。山东大学韩梅的《论韩国古典诗歌中的文以载道》认为，载道论是儒家文学思想的核心诗学观，也被韩国古代文人奉为文学创作的圭臬，对韩国古典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以“文以载道”论为中心，按照韩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考察其在汉诗和韩文诗歌中的演变轨迹，总结其规律和特点，阐明儒家文化对韩国古典文学的影响。

本次会议最后的压轴大戏是著名学者滨下武志先生的特别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全球化与东亚地政文化的新课题》。滨下先生的到来及演讲把本次盛会推向了高潮，滨下先生富有启发性的演讲激发了稍后圆桌会议的热烈讨论。会议最后，先由主办方石源华教授进行会议总结，石教授对会议的成功举行给予了肯定，对与会学者的共同努力表示感谢，并通过重点推介台湾张启雄先生其人及其著述以及石先生自己对东亚区域合作的独到见解把人们的思考进一步引向深入，给人以余音绕梁之感。主办方之一的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李廷江教授也进行了精炼简短的会议回顾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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